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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企圖從風險社會理論的角度，思考全球化到底帶來哪些問題視域，構成哪些基本的風險？同時，全球化本身構成風險之內在動力邏輯為何？第二個重要進路是在這個基礎下，本文將嘗試性的建構全球（普遍）與在地（特殊）相互交盪的風險發展過程，除了探討全球化風險之動態形構(dynamic crystallized)，也將凸顯在地化風險的脈絡性辯證(contextual dialectical)意義與問題。

筆者一開始嘗試以風險社會理論為出發點，批判性的檢討與指出其可能衍生的全球化論題與不足之處，並試圖超越與創制更深入的「全球化風險」與「全球在地化風險」解釋意涵與架構。亦即，貝克所提出的世界風險社會觀點，對於日益複雜的全球化過程與風險性，並無清晰相應的理路思維，但卻相當值得延伸發展。我們雖一開始藉助風險社會理論，但將進一步的建構闡析全球化風險的動態成因與運作運作邏輯，從原有理論格局與界限提出不同的批判認識觀。尤其，將扣緊討論相對於總體全球化之在地、多元、脈絡性的風險意涵。

也就是說，從方法論的角度，筆者將延伸討論全球在地化的風險所牽涉到當地社會特殊、多元之脈絡關係，指出其作為特殊性而延展與全球普遍性交錯激盪的風險意涵。並且，在此將初步借用Castells(1996)的「網絡節點」(network nodes)觀念，指出全球與在地風險之辯證乃同時發生於全球網絡節點之綿密運作與發展，藉以凸出與細緻化在地社會的「節點行動」(node action)將可能影響總體風險的變動
。網絡節點意謂著在全球各地遍佈著各種不同形式的組織、單位、機構、媒體或個人，它們代表各式各樣的行動者(agent)，網絡式的穿透並聯繫內國與國際間的活動，產生某程度的影響，其特性在於雖不同節點在不同社會有程度不一的重要性（如政黨、媒體、社運團體、宗教組織），但任一節點（行動者）所爆發的事件，依據其發生事件衝擊的大小，可能會迅速透過地區或全球網絡擴散串連發展，由任一在地行動者產生足以影響全世界的風險問題。

二、建構「全球化風險」概念

九○年代以來資訊科技與資訊化經濟的興起，逐步改造全球經濟、傳播網絡、勞動組織、溝通形式，並且衝擊到社會認同之內涵 (Poster 1995, 1997; Jones 1996; Castells 1996; Rubin & Kaivo-oja 1999)，同時，基因科技的重大突破，為人類社會帶來不可預測的生態、倫理、醫療或社會不平等結果
。換句話說，這些超國家形式的政治、金融、經濟、科技、生態、勞動、生產、國際移民等問題，已逾越了舊有民族國家、國民經濟、國際分工架構的邊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它們帶來全球變動的具體事實和危機，也發展為世界性的風險和挑戰。

面對這些問題，風險社會理論有其關照的基礎點，但仍須進一步的批判與超越，方能提出更清晰與深層的分析概念，因此，讓我們嘗試由貝克的基本觀點出發，並超越性的建構出思考全球化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現象與解釋意涵。風險社會基本上從對工業社會現代化之批判著眼，主張應揚棄線性的、簡單的「第一現代」（或「工業現代社會」），發展出具自我批判、解決難題的「第二現代」（或「反身性現代」(reflexive modernity)，因為工業現代社會所造成之安全不確定性、生態災難已無法再用舊的社會觀點、制度與處理界域來解決。

同時，既有的風險現象在目前全球化的擴散下，已跨越國族、地理邊界和國家解決能力，侵入到世界各地，因此，全球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生態及社會秩序因全球化事實而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Giddens 2001: 7)。這些在理論基礎上後來衍生為貝克所指出的「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Beck 1999: 19)觀點。亦即，根據這個涵蓋全球風險問題的觀點，全球化時代宣告人類各項現代事務及組織形式，進入高度不確定性 (high uncertainty)、計算性失靈 (uncalculated)、難以控制性 (uncontrolled)的風險樣態中，並從單一民族國家的範疇、工業的現代，不可逆轉的發展為全球的風險現代，而形成政治、經濟、科技、環境、文化（認同與倫理）等之世界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理論所關照的全球化問題，是站在第二現代的典範批判第一現代以民族國家範疇及疆域基礎之工具性、線性發展；第二現代本身是出自於當第一現代產生災難、溢出問題的自我對峙、修正的思維。事實上，在風險社會理論的建構中，我們並沒有很清楚或系統性的看到「風險」與「全球化」、「第二現代」與「全球化」問題關聯的闡釋，或許有人認為貝克(Beck 1999)在討論（批判）全球主義或世界風險社會時已指出方向，但筆者認為相當不足，因其未系統性完整、直接的分析相關理論因素。因此，本文的工作就在於企圖先藉助貝克既有的討論，再進一步深化、擴張全球化（與）風險社會之論述，嘗試建構一較完整的全球化風險概念體系，並檢討風險社會（第二現代）理論的效力。
首先讓我們先從現象來看。

全球化不但是文明發展的趨勢也是挑戰，全球化所構成的分化整合複雜性內涵，由於愈來愈脫離人類解決事務之舊有範疇和制度，也由於其牽涉的變數和不確定性愈來愈高，所涉及的價值爭議愈來愈大，並且必須面臨判斷和決定（解決）要求的時限愈來愈短（甚至要求即刻解決）。因此，其承擔的風險和挑戰也愈來愈嚴峻，因為，人們已失去舊有的控制、計算、操作模式的保障。以資訊科技與基因科技為例，其一方面在全球具有高度安全或道德爭議性，在實踐上充滿價值上的矛盾或兩難，並且決策時間現實上相當緊迫（或已然發生），而其所具有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後果，難以用舊有的社會、政治、經濟模型來測量和彌補；另一方面，它們也表現著風險全球化效應，直接地、赤裸裸的橫撲世界各地，包括全球各地社群認同危機、文化殖民、網路性別歧視、勞動形態改變與失業、全球暖化、生物安全、全球物種危機、新貧窮、跨國移民歧視、新（知識）經濟階級、新（資訊、基因）科技階級、弱勢族群的生存或意義危機等。


換句話說，當代全球化所涉及的具體危機、組織、價值或抽象形式的變動，是立即而明顯的發生於當今（工業、資訊、生化）社會中人們自行製造、自行承受的過程中，亦即，其對各領域所帶來高度的衝擊、挑戰，甚至是不確定的（災難）後果，往往不易掌握。為了確立與掌握這些發生過程所產生的現象與結構，我認為無法再拘束於既有（世界）風險社會的一些解釋框架，而應另外就當代全球化發生過程之驅動主軸、邏輯與風險現象，進行更系統性的思考，尤其是我將集中在知識與科學發展上的當代問題，提出我所建構的「全球化風險」(globalizational risk)概念
。

三、全球化風險之動態邏輯
全球化風險之動態邏輯為何？指涉的對象為何？並且，其理論論述分析的特殊性為何？從風險社會理論的角度，到底什麼是全球化與風險問題的系統性關聯並不清楚？在理論的視野與水平上，我們又應根據當代社會的變動，提出何種分析範疇與整合補充，發展其闡釋的獨特性？

首先是，當代西方工業社會演化源起於重商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思維，強調民族國家的主權能力和統治範圍，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979)的國富論基本上闡述了強權民族國家的發展理論。因此，工業社會一方面尋求民族國家內社會經濟與制度的進步，另一方面發展對外勢力的擴張和侵略，以確保國家的優勢與強大。此種「方法論上民族主義」(methodologischer Nationalismus)所建構出之工業現代化的過程和結果，被貝克(Beck 1986)批判為當代風險社會的根源。尤其，其所產生大規模的生態災難和社會不平等風險威脅，已遠遠逾越了工業現代所內含的民族國家發展及疆域邊界邏輯，反過頭來侵蝕與挑戰工業社會之（民族）國家體制的基礎與統治管理能力。換言之，工業現代發展迄今的全球化過程，不僅只產生以民族國家為範疇的風險社會，更崩解的造成了世界風險社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形成挑戰。

而作為工業現代的延伸，此種全球化主張經常盲目的陷入單線演化的觀點，宣揚經濟帝國主義式之世界市場意識形態及新自由主義的想像，強調將全球各地區及各種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皆可納入市場管理的範疇，來極大化其所謂的（經濟）效益功能。貝克(1997b: 5, 1999)抨擊此種假想式的全球化為「全球主義」(Globalismus)論調，其基本上化約了市場自由主義的幻思，掩蓋了各項嚴重的世界危機，替資本投機者、跨國企業、跨國媒體塑造一個「美好的」、「無（關稅、文化）障礙」、「無（國家、社群）保護壁壘」的世界市場。

除了批判此種天真、經濟全球主義式的全球化論調，貝克 (Beck 1997b: 7-8, 1999)進一步提出的「全球性」(Globalität)及「全球化」(Globalizierung)兩個理念型概念之分類，可暫且作為分類來思考全球化風險問題。

「全球性」概念在貝克的定義中指涉目前全球各種現象及具體危機，而這些具體現實的現象及危機卻逐步擴充並帶全世界走向複雜、衝突、價值相對、組織對立、社會認同解組、生態破壞危機等巨大風險與高度不確定性，它包括了(一)國際間商業活動在地理上的擴增及更綿密的互動，如全球金融市場之網絡化、(二)資訊及溝通科技的變革、(三)人權及民主原則之普遍化要求、(四)全球文化工業席捲各地、(五)後國際與多元中心之世界政治（除了各國政府之外，有更多跨國組織的力量興起，例如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等）、(六)勞動價格愈來愈低廉而資本愈來愈短缺且昂貴（勞動利潤降低而資本利潤升高）、(七)全球貧窮問題、(八)全球環境破壞問題、(九)地方跨文化衝突問題等，這些實質的危機與發展遍佈全球，並衝擊目前人類的生活、行動或溝通方式，雖然部分命題帶來正向的功能，但由於快速的變遷及新興的問題不斷逾越了舊有的政治、社會機制，造成人類新的生存威脅。

基本上，「全球性」表徵全球各種發展現象、活動、共通價值與風險威脅，而「全球化」概念，對貝克來說，為體現這些現象的動態、辯證之「過程」(process)，亦即，全球化是全球事務網絡相互牽連、互為影響發生的發展現象，為跨國的、跨地域的社會連結發展，其所產生的效應來自各地域的政治、經濟、科技或文化因素，最後亦反饋式的影響並衝擊各個地區（這是否意謂全球化風險同時指涉全球在地化風險過程？）。進一步分析來看，全球化為體現上述（全球性）發展現象的動態（辯證）「過程」與發展「根源」，同時，其本身成了當代時空意義下的運動狀態主體，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反覆、辯證的建構全球化風險。

上述所討論的這三個概念（全球主義、全球性、與全球化）在風險社會理論中基本上是順著其一貫的批判邏輯演繹而出，僅部分闡釋了其對全球化議題的關照，問題是，我們如何有系統的運用既有風險社會宏觀的批判認識論（如反身性邏輯、自我對峙的行動策略）與批判材料（如環境災難、跨國市場壟斷等全球性問題屬性），來進行對全球化風險的分析，更進而指出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邏輯及主要關聯面向。


這裡要回答本文主要設定的兩個問題，即從上述嚴格批判的風險社會理論出發，當如何思考（一）什麼是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邏輯；（二）什麼是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面向，同時，其獨特性為何。

（一）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邏輯

全球化風險的動態邏輯，在指涉上包含了（一）最初以民族工業國家單位為範疇的發展，並延伸此單一範疇發展所產生的全球性效應，亦即，產生風險問題的動線一方面由單一國家或地區，延展至全球各地；（二）另一方面擴散為全球不同地區多點、多線的運作，由不同在地社會（特殊性）的發展，形成互為動態影響。前者是指問題的產生、災難的範圍與解決的能力，溢出了單一民族國家之疆域、處理權限，發展為全球規模的普遍風險；後者是指當全球各地不同國家或地區，根據其不同在地政治衝突傳統、制度、科學（技）能力與社會監督批判能力，所蘊生的相同或不同風險，同時多點多線產生，並互為交盪影響，而累積為更具規模性的全球化風險。

因此，現實上，全球化風險的發展與上述這兩種發生模式息息相關，或是由單一國家或地區擴散為全球問題，或是在全球不同網絡節點上(network nodes)產生互為動態生成的擴散效果。亦即，全球化與在地化風險的發展是高度網絡式的相互激盪影響。

基本上，當我們思考全球化風險之動態邏輯，可能要回溯到前述啟蒙運動至工業社會之開發主義、進步與控制等工具性思維，包括了（1）知識，（2）科學（技），（3）生態（人類社會平等發展、自然生態環境）等，皆在此種工具理性運作邏輯下為了追求人類的發展、消費慾望，產生了無法控制、彌補的災難後果(Giddens 2001)。 

這樣長期的發展結果，在民族國家內造成了重大的威脅，單一國家與社會被迫（自我）對峙重大災難風險的挑戰，因而（根據反身性邏輯）不乏抗議性的社會、環境運動，並興起NGO/GPO團體批判、監督與反省。

然而此種驅使風險的動態邏輯所產生的災難結果或行動效應，從不曾只侷限在單一國家與地區。當全世界各國或地區，群起效仿此種競爭式開發/剝削發展模式，而擴張為全球社會達爾文主義，則全球化風險邏輯更顯窮形畢露，其動態的面向便是呈現在各國經濟競爭互斥、同時產生之問題多線交疊，甚至擴張深化的複雜發展過程中，其端視不同國家或地區之政治、社會或科技條件與運作結構，因而產生程度不一的風險，但這些風險確有可能相互影響或加值發展為更嚴重的後果。

有趣的是，此種工具理性擴張下所產生的全球化風險，卻逼迫了全球不同社會早些晚些或同步的產生新一波的新社會運動，並且發展為跨國的運動網絡與連線，共同針對某議題進行全球性的反制，例如自一九八０年來全球各國、區域的反核組織的串連活動，或一九九０年代新興起的反基因改造食品運動，這樣的現象可以說是符應全球風險社會中另一個動態的反身性邏輯，亦即，跨國NGO/GPO團體動態的結盟、發動全球性的抗議活動等。


從工具理性所發展的行動邏輯上來說，現代社會的發展之基礎，似乎在於當人類在運用複雜知識/科學（技）時，同時能建構制度並隨時反省修正(reflexive institution)，以維持社會的永續生存 (Giddens 1990)；但問題可能更嚴重些，現代人類運用知識/科學（技）所帶來對社會安全與自然生態的衝擊與高度的威脅，不但擴及全球性，並在全球化發展競爭思維中更形惡化，其風險的規模遠超乎工業革命時期之變革。工業革命雖然引發了全球主要地區前所未見的控制革命發展，但其所帶來風險與不確定性與今日相較，似乎是有限的。在今天科學（技）與生產知識遍佈全球，卻隨著世界政經霸權擴張、社會監督/反省能力之有限性，而同時發展程度不一的風險，多元而交疊的反覆將風險擴散到全球，無論是社會或生態的威脅，其本身變成一波波世界各地動態的、累積的、反覆循環的全球化發展過程，而進步與開發主義意識型態的引擎正是推動這些全球化風險的主要驅動能力。


例如生產全球二氧化碳四分之一的美國拒簽京都議訂書；越南在生產過程中低度管制化學藥劑；中國上海依循美國消費主義模式大量擴建都市交通生活網；台灣對高度有害廢棄物的低度管制與政治萎縮等，這些全球開發主義追求成長極限的例子，除了造成全球生態負擔，更使得各國貧富差距越拉越大，衍生了更大的社會安全困境，包括就業、社會平等、社會認同、能源、食物或水的分配危機。


工具理性一旦發展為全球各社會行動的邏輯，反映在不同社會系統間的是，經濟次系統理性與科技次系統理性將獨大化，各社會無論是政治機制與制度的設計，將排除社會理性中多元的文化次系統、倫理次系統、族群次系統等理性的考慮，因此，科技或運用複雜知識的政治決策，將傾向不平衡的發展，並漸而擴散為全球的風險問題。

（二）全球化風險的動態性面向
全球化風險的動態性面向，因此緊扣在上述之多線、複數、動態邏輯之驅動力上，並經由不同在地的網絡節點迅速串連性的動態銜接而呈現相當多元與複雜的發展，不但從地區擴散到全世界各地，也從全球反匱到個別地區。


而這些動態、辯證風險的核心驅動關鍵，又如上節歷史結構性的分析，在於當代之知識與科學（技）之工具性運用，在人類無限制成長、激烈競爭過程中，社會帶領自己走向不明的、充滿高度不穩定性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資本的擴張與壟斷並非不是全球化風險的驅動關鍵之一，而是當這個遍存於每個發展時期的老問題，即當資本壟斷的巨手伸向知識/科學（技）的競爭場域，將更凸顯知識/科學（技）在全球各地產生優勢與落差等巨大風險。


工業革命初期，知識與科學的突破與應用（例如蒸氣機、電燈或電報），雖然造成社會、經濟或生產組織的大變革，並形塑機器生產動力下之異化勞動關係、凸顯了資本與勞動的緊張關係， 但知識與科學在這個歷史階段的生產角色上，較多仍侷限在生產元素中之技術部門意義，雖然其已帶動了如貝尼格(James R. Beniger 1986(1998))所強調的資訊控制與處理之變革發端，但其仍處於萌芽和成長的發展，實際上仍未變為成熟的社會引擎。換句話說，依照貝尼格的分析來看，這些生產知識與科學周邊的社會條件反而是相當成熟的，如商業、金融、保險、運輸和公共事業等物質系統，皆是蓬勃待發的社會條件，它們作為社會大轉型下，驅動知識與科學發展（如蒸汽動力）的社會鑲嵌脈絡(Karl Polanyi 1957(1999))，等待了新的知識系統與科技系統的革新，隨而引發巨大變革
。因此，工業革命的驅動引擎關鍵，並不在技術決定論眼中的科技（蒸氣機）革命影響一切變革，其主要的主體必須回到上述社會鑲嵌的具體脈絡。我所要表達的意思是，知識與科學的發展與突破在這時期雖然重要，但其應視為人類生產歷史的階段結果，而非最開始決定的成因（雖然其在歷史辯證中又成為相當重要的成因），亦即，知識與科學的突破在工業革命階段變成某種促因，但其歷史的角色在此仍在某個程度上被限制在技術部門，還待繼續成熟的發展，而與今日我們所看待大不相同。總的來說，相對於技術部門的變革與資訊控制革命的發端，土地、勞動、資本與商品才是這個時期真正重要的主角，尤其資本與勞動形塑了史上精彩的生產關係，締造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之社會不平等性，生產力的來源在於剝削自然資源與勞動商品，擴大商品消費的同時，結合壓榨勞動剩餘而擴大資本，成就一個隨時引爆風險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知識與科學在這時期的突破與應用雖非推動社會變革主要成熟的引擎，但其仍促因了原先社會發展結構骨牌效應式的大變革，其關鍵在於蒸汽動力的發明帶來處理物質系統速度(speed)的改變，進而造成處理其他非物質系統的變革，包括貿易、金融、保險、法律、制度等改變
，一八三０年代當無煙煤作為新的能源出現 - 蒸汽動力正式取代水利動力，其先運用於第三部門（汽船、鐵路），然後運用到第二部門（工廠生產），極大地加速了整個處理系統，以致在一八四０至一八八０年間，形成了這些運輸、商業、管理、勞動與社會組織的大變革。換句話說，知識/科學（技）這組科技革命於工業革命所帶來之社會變革關係，在這裡清清楚楚的表現為速度的發展，影響到更複雜社會不同系統的大轉型。我們可以想像，知識/科學（技）當時的發展，乃鑲嵌於其既有發展的社會脈絡中，並且有其運作過程的複雜面向（如發明蒸氣機、電燈、鐵路運輸等涉及的資本投資競爭與社會期待），然而，這組關係相對於今日似乎較為單純。我在此想要再強調一次，即工業革命初期所展現的工業資本主義下，知識/科學（技）仍然僅屬於生產元素技術部門的角色，在社會關係下，它仍未超越資本與勞動所形塑之緊張社會關係，而這部分已在當代晚期資本主義中形成倒轉的結果。


當代，知識/科學（技）的進展與突破，躍升為人類社會生產元素的關鍵，生產力的來源不再僅僅是剝削自然資源和勞動，而是加入知識與科學（技）的運用，作為企業創新和規劃技術變遷的來源，在一九六０年代末，資訊科學的應用與相關知識的發展，已為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奠下了基礎，貝爾(Daniel Bell 1973(1995))所分析此種新的社會類型呈現了結構性的轉變，即資訊科技發展在各部門逐漸滲透、並形成了資訊化的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美國製造業部門產值遞減而服務業產值遞增，同時，知識與科學逐漸在工業生產的角色上日益加重，這兩者的應用（包括資訊和知識）成為了後工業社會的主要結構特徵（p.19），因此，後工業社會生產上的討論重點不在於之前工業社會的勞動價值理論，而在於知識價值理論，亦即，技術和科學（已經）成為一個首要的生產力（p.12）
。換句話說，知識和科學的應用更加複雜化了既有的生產關係，亦即，生產元素從資本、勞動、土地、資源、市場的序列，轉為資本、知識/科學（技）、市場、勞動、資源、土地的序列，知識/科學（技）取代了勞動的重要社會位置，同時，一九九０年代之後，在全球化經濟意義下之科技與資本主義競爭，創造了新的市場網絡與資源網絡，並拋開了土地的地理侷限性
。進一步的分析，知識/科學（技）的歷史社會角色，已非工業革命初期的次要位置，其隨著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脈絡發展，全然的滲透、深入人類生產的各個元素，並從生產元素的演變，如同工業革命般的，延伸到社會各部門與系統（包括組織、教育、制度、經濟、文化、社會等系統）的大變革。不同的是，這次知識/科學（技）的影響與衝擊除了成為造就生產元素的重要關鍵，更成為全球化社會、經濟變遷成熟的推動引擎之一，其與全球資本互為結盟，支配全球未來社會的發展。換句話說，其一方面變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生產主角（如資訊主義、生物科技工業），另一方面，其與資本緊密嵌合而激烈化全球競爭與發展差距，即透過資本密集鼓勵之創新研發，可能形成產業的地區或全球壟斷，這在生物科技醫療與製藥、光電、航太與資訊產業等顯而易見。


知識/科學（技）如何成熟的成為全球、經濟變遷的推動引擎，我們暫且可以以柯司特(Manuel Castells 1996(1998))所論證的全球資訊化經濟來思考，不僅是資訊/數位科技介入社會經濟生產與系統發展的改變，許多生產技術與經濟組織（包括傳統與新型生產單位與機構、運輸流通系統），甚至社會制度、國家官僚實體、醫療系統、教育機構與系統、傳播溝通系統，皆面臨了以資訊化為基礎的革新，而這些乃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技術範型所發展的資訊化狀態，確實的將資訊與知識的處理融入了所有物質生產與配送的過程，因此，所有社會、經濟、生產、組織、市場與管理，甚至各種制度實體的社會轉型意義，首要來自於資訊科技的革命性發展(p. 212)）。


同時，在資訊化經濟中
，資訊科技革命產生兩股推動經濟生產與社會系統的引擎，除了資訊化(informational)過程外，另一個驚人的效果為全球化。資訊化指單位或行動者(agents)之生產力與競爭力得以有效生產、處理，及應用以知識為基礎(knowledge-based)的資訊(Castells 1996(1998): 70)，來進行生產或溝通互動；全球化則指在生產、消費、流通與組成元素（包括資本、勞動、原料、管理、資訊、科技與市場）以全球為範圍而組織起來，其效果為不論型式上是以直接的方式，或透過經濟作用者間連結的網絡，來達成此種全球性質的網絡流通。而這些，皆以資訊科技革命所提供的物質作為社會基礎，由知識 - 資訊基礎涵蓋全球性的網絡，以及由資訊溝通科技革命的連結，產生了這一新的獨特經濟系統。而這一新而獨特的經濟系統，柯司特甚至認為，乃將原先的工業經濟納入其中，工業經濟必須發展為資訊化和全球化，否則將面臨崩解的命運(p.98)
。


亦即，由上述借用柯司特的論證，我們看到相對於工業革命時知識/科學（技）運用（蒸汽動力發展）所帶來全社會與社會與經濟生產「速度」的變動，資訊科技與資訊化經濟所帶來的影響面向就不僅僅是經濟生產與社會系統速度性的變革，其發展凸顯了三個具體方向：（一）全球化層次發展：其超越國家地理界限藩籬、發展成為具全球規模性質之生產、消費市場、資本、經濟競爭與科技競爭等重要工具，因此，知識/科學（技）在當代變為全球（化）層次的發展意涵；（二）速度變革：全球經濟生產與社會系統產生網絡式的「速度」運作變革（四倍數時代）（三）內涵變革：全球經濟生產與社會系統發展內涵的變革，部分或全然的改變了生產、商品、消費、組織、管理、通路等經濟生產消費系統，也部分改變了社會系統（如前述國家、教育、醫療、傳播溝通系統）的發展。
如果我們要雞蛋裡挑骨頭的話，可以說柯司特的判斷只對了一半，可能是侷限於他寫作期間的視野，現實上資訊科技革命僅是當代人類運用知識/科學（技）的一例，以知識/科學（技）為推動經濟、社會系統為基礎引擎的除了資訊科技與資訊化的全球效應外，還包括了無數的面向，例如傳統組織或科技的革新、新興生物科技或基因工程的突破、光電領域與航太領域、奈米科技帶來微小世界的誕生，而這些領域無論是傳統科技或新興高科技的發展，皆非單獨自行演繹而出，相反的，它們之間透過知識/資訊/科學性的連結關係相當密切，例如人體基因工程基因密碼的排序與計算，需結合高度的資訊工程學，而形成新興的基因資訊學發展；奈米科技也能和基因資訊結合，在未來微小化的醫療過程中，進入生物體內進行基因與資訊重構治療；光電和航太領域所需要的也可能不僅僅是資訊工程面向的開發，其和奈米或基因工程的發展可能息息相關；最後，傳統組織或科技所進行創新與變革，更需以知識/資訊或科學為基礎加以發展，也可能隨時以上述任一科技進行結合。

我所要說明的是，雖然資訊科技革命目前帶來全球經濟、社會系統的資訊化、生產與社會溝通系統的速度的不斷極致化、形成全球網絡化的生產與消費、更造成組織、管理、通路、市場的變革，其他以知識/科學（技）為基礎的經濟或社會系統面向，皆可能帶來相類似的衝擊，柯司特雖然成功的論證了資訊科技之技術範型全面的滲透到所有社會部門的轉型，更帶來全球化資訊化經濟之快速流動，但從社會發展階段而言，這似乎是我們眼中全球愈來愈重視高科技研發、投資之資本主義(global high-tech capitalism)走向的第一步，若再回到貝爾的說法，廣義的新社會轉型著重知識理論與知識技術的應用發展，雖然狹義上我們看到電腦通訊網路所發展的資訊經濟已逐漸成為後工業社會的一個現象(Bell 1995: 14)，也就是說，我們應將洞悉未來社會的發展全然放置在不同知識/科學（技）的發展與影響，而非僅僅只侷限在資訊科技技術範型的社會變遷。

亦即，從當代的眼光來看，新興的知識/科學（技）之應用從不歇止，資訊科技與全球資訊化經濟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值得我們再思索的是，資訊化經濟之後呢？事實上，柯司特論證上所指出資訊科技網絡所奠基與發展的四個全球經濟競爭形式與結果，我認為對其他正發展的高科技工業而言，也同時適用，其並非資訊化經濟的獨特性質，包括了（一）技術能力，科學/技術/產業/社會體系的總體能力；（二）進入大型、整合、富裕市場的途徑；（三）產地生產成本與市場價格的差額掌握；（四）國家與超國家機構之成長策略與操控能力(Castells 1998: 110-112)。這些皆須高額的資本與技術能力、科技發展策略與全球市場競爭能力來配合，而自一九九０年後至最近的發展，我們同樣看到相類似的現象，（一）知識/ 科學（技）的應用比重與發展速度，在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要；同時，（二）全球資本的集結與合併的大型新興科技企業趨於激烈；（三）新興知識/科學（技）研發應用的競爭，與巨大資本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四）新興知識/科學（技）對經濟、生產、材料、生態、醫療、社會、倫理或族群的衝擊越來越廣、越來越深
；並且，（五）其發展與衝擊的速度，形成全球網絡性的意義，相當的快速。因此，這些現象雖是近十年的演變，但非前述資訊化經濟解釋所能完全涵蓋。換句話說， 需要評述與確立的，為知識/科學（技）在當代成為推動經濟、社會、文化、倫理或生態變革的重大引擎，接續延綿的對全球產生鉅變的效應。

這些引發全球連鎖性的鉅變，在當代相當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現實上，必然重新牽涉知識/科學（技）與國家(state)、經濟生產、資本累積或壟斷
、社會整合（包括階級、性別、族群、倫理）、環境生態與文化的複雜變動，其事實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不確定性，變動的規模、速度和複雜性更遠遠的超過工業革命時期所能掌握或預見的發展。如上述，工業革命（以蒸汽動力為主）啟動了原本已具成熟不同社會部門的再分化與複雜化，然而，這種鑲嵌在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技術革命，雖引發了社會重大的變革、速度化與複雜分化，而其擴散與變革效應和範圍，基本上明顯而立即的發展出一定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如勞動與資本的衝突、階級結構的確立、社會安全體制的興起，並且其問題屬性雖可能擴及全球（馬克斯之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但現實發展態勢仍侷限在民族國家之地域與統治範圍內。相對的，我們所分析當代的發展，資本、知識、科學（技）與國家之結合體所造成全球網絡化擴散、擴散速度的極致化、衝突領域和深度超越地域與國家、而傳統行動者（不同領域之自然、社會與人文科學專家）的職權能力在此部分或完全失效，並且，其在一波波變動中不斷盤旋擴大和纏繞發展，產生的問題與對未來的視域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僅能做短期有限的風險評估或預防，而對整體與中長期問題的風險視域並無法完全歸納或預見，甚至企圖如過去般加以控制。

換句話說，「控制革命」(Beniger)思維所面臨可能失效的新危機
，蘊生了「保留權利予開放的未來」(the right to an open future)
思潮之興起，亦即，由於人類社會巨大的變動，無論是在科技安全、醫療、生態、生殖或動植物改造、優生與強化，由於涉及整體全球社會高度的衝擊與不確定的結果，這一代人們應以保留謹慎的態度來面對這些發展，並保留決定的權利予以下一個或數個世代，而不干涉或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
。


因此，我們如何看待與思考由高科技與資本主義纏繞發展的全球化風險，對在地社會的挑戰？尤其，作為一個在地社會研究者，如何反身性的思考全球化過程所帶來對在地社會之風險威脅？事實上，這個提問涵蓋了兩組亟需釐清的問題，即是在方法論上，討論（一）思考不同在地社會特殊的關係脈絡，如何辯證、發展全球性的風險為在地化過程的風險，是否更多元或深化風險問題；（二）不同社會在地化風險如何反匱影響、辯證全球性風險，而出演繹出不斷變動的全球化風險？

四、思考全球在地化風險


在經過前面全球化風險之面向的討論後，我們終將需要同時在方法論上的層次，檢討全球化風險的發生過程所蘊含的在地化發展，並且形成網絡節點式之互為辯證、影響、生成的意義，我們在概念上稱為「全球在地化風險」(glocalizational risk)。當然，我們需就前述高科技工業與全球資本結合纏繞之發展結構，重新的審視其對（與）在地社會的發展關連，這就包含了幾組值得討論的基本命題：（一）風險形成特性及不同風險形成特性中所具有的全球與在地關係；（二）在地社會的政治、社會特殊的關係脈絡；（三）如何看待這種全球化與在地化過程中互為辯證、網絡節點式

的發展與影響，尤其，在地社會網絡節點的行動問題是否將造成更為深化、多元的與棘手的全球風險
。


（一）風險形成特性

「全球在地化風險」指涉除了全球化所造成普遍性的風險之外，不同在地社會特殊的關係脈絡，將蘊生該社會特有的風險樣態，透過在地網絡節點的行動在某個程度上反饋到全球層次的風險。問題是，為何在地的社會關係脈絡將影響、甚至變異全球普遍化的風險內涵？

這個問題牽涉到風險形成的特性，及因之所發展出的在地（特殊）與全球（普遍）風險交盪的內涵。風險一方面可說是實在論(realism)的客觀存在問題，另一方面又屬於開放發展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過程，在兩者的拉扯辯證中，它形成於依實在知識所認知之開放的社會脈絡中(Beck 1999: 147) 
，並同時將牽涉到不同社會制度與行動、政治衝突文化、社會價值、公民社會傳統等「在地實踐經驗」(Wynne 1996: 62)面向的發展。

因此，當社會在定義（建構）風險時，相當著重於理解風險的在地「知識」(risk knowledge)(Beck 1999: 144)，而由此對風險認知、討論的傳統（特別要面對新事務、新科技的風險）則鑲嵌於這個社會批判、溝通及政治論述的網絡或傳統。它可能是隱藏風險溝通、批判對話的政治傳統，也可能是公開辯論、感知與政治衝突的風險社會傳統，而這兩者皆透過不同網絡節點（包括政黨、媒體、社運團體、文史工作室等）的行動或不行動，影響在地社會的風險對策與管理，而可能進一步的發展為反匱全球化普遍性的風險問題。。

（二）在地社會的政治、社會特殊的關係脈絡

補充的說，每個社會及其制度背後有其獨特的形態與運作的邏輯，而其乃深植於該社會某種文化及歷史傳統或事件，形塑出當地的文化、政治衝突模式及公共領域批判的習慣 ，因此，普遍性的風險進入某在地社會的過程，就必須面對通過該社會特殊政治、制度、文化、衝突關係的洗禮，而發展為從在地社會脈絡出發詮釋、建構的風險。

這些地方的關係脈絡，決定了人們對風險掌握的知識（溝通）空間，在某個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對風險問題的透明化、制度化及符合民主程序的走向，因而影響了解決風險的時程和進度（「風險時差」(time gap)）。這裡當然存在著此種理論預設，即當一個社會更公開、透明面對風險難題，則透過制度性的機制，將降低風險的門檻，因為在公共的論述過程，無論透過媒體、不同領域專家、門外漢的日常訊息傳遞，社會皆可藉此進行學習和溝通，而逐漸掌握風險知識的輪廓，進而發展民主參與的風險溝通能力。反之，當一個社會的風險批判、溝通未能公開化、制度化，而由社會中某些部門（如經濟部門）宰制風險的論述，則風險將「隱匿」的成為人們恐懼的「怪物」(monster)，在社會流傳與擴散 (Douglas & Wildavsky 1982)
。

基本上，任何在地社會對風險衝擊的規模和再生產，除了端視其風險知識的溝通空間，更應反過來探討決定、定義風險和風險知識的社會關係脈絡。我在此所稱在地特殊的社會關係脈絡，為相對於其他社會所發展出該地社會運作上延續的結構、內涵或傳統所建構出的社會事實，其基本涵蓋了制度、國家、經濟系統、科技系統、政治文化、公民社會傳統與媒體等（網絡節點之行動）面向，並且關鍵在於端視這些系統互動中所發展的關係結構
。

尤其，在全球重視高科技之資本主義趨勢下，不同先進工業國家雖然長期上皆具有較成熟的制度與公民社會傳統，但在經濟系統的驅動下，逐漸呈現鬆動的政治批判與制衡能力，或者，在國家科技發展策略下，國家所主導的科技工業與全球化經濟競爭佈局，往往強勢的瓦解了其在地社會的其他次系統理性，而形成新的社會、政治關係。

在同樣的歷史條件下，許多後進國或發展中國家所形塑的（在地）社會關係脈絡則顯然較為複雜。

首先，這些社會工業化的歷程經常壓縮於短短數十年，而高科技工業發展的時間更為短促，因此，在科技移植的結構下，對高科技發展的反省及社會批判、溝通能力，由於公民社會傳統仍處於萌芽期
，顯得相對的無力。

其次，這些國家內政治、經濟、文化與（高）科技的發展，長期就受到霸權國家的影響或支配，而呈現不斷追趕、後進學習的關係，然而這樣的過程卻呈顯爭議性的發展，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與文化權力結構的不平衡發展，並且其社會關係與發展脈絡在全球高科技經濟競爭的推波助瀾下，更容易導向政治經濟系統獨大，而社會與文化系統之批判理性的弱化。

也就是說，在地社會所可能蘊生自主、批判之公民社會，在此雙重結構下，即（一）後進發展國的被支配位置、（二）全球重視高科技之資本主義的競爭，仍未產生足夠的能耐(capacity)、知識與策略來加以對抗。亦即，相對於先進國工業國家，後進國或發展中國家之社會關係脈絡所發展出的社會自主性相當特殊，換個說法是，其社會自主性能力相當薄弱，甚至在不同風險動態發展過程中，被掩蓋於某些支配關係中。

以台灣在地社會為例，自八０年代以來的環境政策即屈服於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曾華璧 2001；林崇熙1989），而地方民眾環境抗爭並未形成跨區域、全國性的批判社會傳統（蕭新煌 1994），而這樣所形塑而成的公民環境權感受卻是隱性的、長期忍耐而後爆發區域抗爭的(李丁讚 & 林文源 2000)。此種屈服於經濟邏輯、有限及隱匿風險的社會傳統，更顯現在對高科技風險無力批判、反省與溝通的在地社會問題中，一方面是缺乏政治壓力導致放任鬆弛的風險管理（周桂田 2000），另一方面是公民社會與公眾對高科技風險複雜性的無知，而無法發動監督與批判的能耐、知識與策略，致使風險不斷被隱藏而形成更大的危機（周桂田 2002）。而此種在地社會缺乏對風險的批判能力與傳統，也導致在地環境制度建構的困境與兩難（黃錦堂 1994）。

（三）如何看待這種全球化與在地化過程中互為辯證的影響，尤其，後者的發展是否將造成更為深化、多元的與棘手的全球風險

從全球的眼光來看，每個社會特定的生產與運作邏輯，包括上述所提出的政治、社會衝突文化與溝通體系所發展出的風險認知皆有一定程度的變異性，而當其變異性相當明顯或過於巨大時，將影響到全球普遍性的風險，後者因為在某程度上依恃各個在地社會的實踐。換言之，在此所強調的全球化風險，除了風險的效力普遍公認（如科學家）及於全球的第一個層次之外，也涵蓋了（普遍性）風險在各地區的實踐形態將反饋全球，而產生另一波的全球化效應。如從生態風險的角度，某些貧窮國家因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延誤了重大的生態災難，並釀成更嚴重情形而擴散到更廣的世界各區域 (Beck 1996a: 133)。

事實上，以上的闡述並不意謂著全球在地化風險的變異只存在於後進的國家，或指涉後進國家一定具有較「落後」的政治社會制度，因為風險在地化指涉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因該社會自我特殊的關係脈絡，將衍生不同或程度不一的（在地）風險，而影響或衝擊全球普遍性的風險。

例如，就先進國家崇尚開發主義而言，在全球暖化的議題上，美國柯林頓政府或甫上任之小布希政府，皆因涉及該社會經濟生產之全球利益，而延遲或拒絕簽署並履行「二氧化碳公約」
；在基因科技風險化風險上，以美國、加拿大為首的國家，至今仍拒絕簽署2001年甫通過之「生物安全議定書」，任生物污染風險持續存在。

全球在地化風險的命題對後進國家而言，是特別的複雜。確實大部份的後進國家在制度上不健全，導致風險的擴大甚至波及全球，但這樣的現象並非偶然，而是其長期處於後殖民社會的歷史結構因素，無論是政治、經濟、科技、媒體與意識形態，皆受到西方社會持續性的影響或支配。此種歷史結構位置使得後進的社會發展出弔詭的現象，一方面她不斷的（被納入）以西方工業社會的模型為學習、追趕「現代」的對象，然而本身卻缺乏這些制度、科學（技）或思想長期的社會演化批判基礎及哲學，而無法長期建構具系統監督批判的公民力量。

另一方面，後進社會本身特殊的政治、社會、文化關係及傳統脈絡，又不斷「拼湊」式的「融合」（或「摻雜」學習）工業現代化的發展，而生產出其社會特殊的「現代」樣貌，即其社會相當模糊的、自我模傲的發展擬似於現代資本主義市場與消費社會(semi capitalism market and consumer society)，卻乏於警覺其社會自主或傳統文化漸漸消融於全球優勢文化、帝國主義文化的滲透，因此無論是大部分傾向模傲「西方社會」的知識階層或一般民眾，在公民社會系統的建構上無能力產生強而有力的批判傳統，而視許多帝國支配意涵的文化或商品之流通為理所當然，在制度上乏於設防帝國文化支配。例如歐盟各國決議影視商品的傳播，必須達到播放其在地文化影視商品40%的比例，以保護其文化工業與文化價值延續性，而台灣對近日宣布外國影視商品的進口無設限比例。
因此，全球在地化風險命題就分析後進社會之地方與全球的關係，顯得相當的棘手，因為其現代的經驗（自主性）較為特殊，如某些領域較為進步（甚至超越工業國家，如拒煙法案）或落後，某些僅具有形式制度而缺乏實踐精神或實質內涵，而其社會自主性相對地少了生成現代科技、經濟、工業社會的歷程，產生了擠壓、快速摹仿西方社會的變異結果。也就是說，後進社會所凸顯之全球在地化風險將更形複雜和重要，因為全球多數人口生存在非工業先進國家，而主流的西方社會及制度論述卻仍長期享有其解釋全球的霸權地位，其結果是，相反的掩蓋了（其他）多元地區風險發展事實及問題。

全球在地化風險既然打破了先進（工業 ）／後進（發展）社會的邊界，意謂著任何地區的社會、政治關係脈絡主宰著該社會的風險發展與利益邏輯，進而產生在地特定的風險內涵，並辯證性的影響全球各地區。在這種辯證關係中，全球是地區的綜合體，先進社會之風險形態僅是一種特殊性，相對於後進社會的風險特殊性，前者並不優於後者；相反的，先進工業國可能因其利益邏輯而相對在某些問題上自我蒙敝，從其產生更大的全球風險影響。

五、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兩個面向的問題，一為何謂全球化風險，其從風險社會理論之角度如何來分析全球化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衝擊與挑戰；二為如何將全球化風險之問題意識配置在具有多元、特殊意義之在地社會脈絡，並思考其所形構各種不同風險社會，將產生出何種與西方社會發展模型不同之社會實踐內涵，進而在肯定全球化過程中，將發展出何種變異、多樣、特殊的現代性。亦即，全球化動態過程中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環境的演變，將不斷扣緊於在地社會關係脈絡，而發展出多元的風險社會，我們可稱之全球在地化風險社會。


任何在地的社會目前所承載、生產、面臨全球化發展，似乎毫不避免的被納入全球動態的網絡中，問題是，現實上世界政經霸權結構所主宰的全球發展，雖然深具強勢文明歷史意義，卻無法取代或主導任一在地社會的演進。由文中討論發現，全球化網絡是由各在地結點動態牽制，因此，其打破了富國∕窮國的藩籬，在動態的牽制、互動中，各方勢力齊出，而經常演變為多重陣營的角力，時而回到全球南北陣營的議題對立，時而由出現第三世界結合歐洲聯盟企圖牽制某工業強國，或全球NPO/NGO組織不分國界的串連以對抗全球化，而全球風險則深植其中，端視各網絡勢力的角力結果。

最值得思考的，當然是在地社會脈絡所建構的風險問題，將如何回饋並再生產全球化風險。事實上，全球化議題已割裂了傳統的歷史聯盟，如歐美聯盟、工業強國聯盟、第三世界聯盟，不同社會根據其意識形態、經濟或政治利益，對全球議題做出不同的判準，最明顯的當然是經濟和環境議題的對峙，因此，可以推定的是全球化帶來的是重新的競爭、合作關係，而對全球秩序重新洗牌，也重構了全球風險的內涵。

對非西方社會而言，這可能是一個歷史契機，在全球新的網絡聯盟中發展出多元的利益關係，而暫時脫離被殖民的歷史位置。然而，非西方社會的風險將相對的增大，一方面在資本、技術與權力不平等結構下，被迫快速的迎接全球化的衝擊，另一方面社會本身傳統意義不斷流失、經濟結構迅速的轉型、而社會和環境安全思維與制度建構卻往往應付不及急速的變遷挑戰，因而造成更大的經濟、社會、生態、人文的風險。重點在於，這些地區佔有全球多數的人口和地理疆域，其問題的延宕和風險的引爆，將遠遠超過目前工業國家主流社會科學的視野，而進入更不可預測、高度複雜的多重危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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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挑戰與歐洲聯盟的區域化策略

孫治本

（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一、歐洲為何要整合？

歐洲聯盟（及其前身）成立和不斷擴展、深化整合的動力和目的究竟何在？歐洲聯盟最早的前身可溯及1951年建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GKS），由德國、義大利和他們在二次大戰時的敵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組成。此六國又於1957年組成「歐洲經濟共同體」（EWG）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AG）。其時歐洲整合的目的不只是經濟合作，透過經濟合作確保原本彼此為敵的國家和平共處，更有其意義（Richter 1999：145）。上述三大共同體於1967年融合為「歐洲共同體」（EG；複數），歐洲共同體的12個成員國又於1992年簽定「歐洲聯盟（EU）條約」，如今的歐盟已是一個身負多重任務的「任務聯盟」（Kühnhardt 1999：31-32）。
近年來，許多人士認為，歐盟的任務之一是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即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主權的概念已不足以因應全球化帶來的衝擊，透過成員國在歐盟內「共同行使主權」的方式（Kühnhardt／Pöttering 1998：227），則能有效回應全球化引起的諸多問題。德國慕尼黑大學社會學者貝克認為，歐盟俱有成為其所謂的「跨國國家」的潛力（Beck 1999：207-208）；德國佛萊堡（Freiburg）大學社會學者Hermann Schwengel（1999）認為，歐盟可以作為第一個「全球國家聯盟」（Union globaler Staaten），這些主張都是視歐盟（未來的）體制為對於全球化的回應。而歐盟亦是一種區域化現象，即其成員國所覆蓋的區域內部聯繫和整合的深化，使成員國所覆蓋的區域形成一種整體力量。

以歐盟的深化整合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其目標可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個面向。對內而言，全球化的疆界毀壞效應，加快了人員、資金、訊息、工作位置等的流動。以直接投資資金和工作位置而言，其偏好於流向低工資、低稅率、低社會福利負擔、低環保標準的地區，這不但會造成殺價競爭，也會威脅社會福利、勞工權益的存續。這種情形當然也會發生在歐盟成員國之間，因此歐盟深化整合的目的之一，即是要拉近各成員國間的社會政策和相關法令，避免疆界毀壞的負面效應。對外而言，歐盟的深化整合則能提昇歐盟的整體實力，使其更具全球競爭力。從以上兩個角度而言，歐盟的區域化策略，並非使歐盟成為封閉的堡壘，而是追求歐盟成員國間的社經諧和發展，和強化歐盟在全球舞台上的行動能力。

要達成上述任務，自然必須深化歐盟的內在整合，然而歐盟深化整合的前提是成員國願意將更多的主權讓渡予歐盟，這並非所有成員國樂見的。又，歐盟為了增強其在全球舞台上的份量，或者為了地緣政治的考量，必須接納新的成員國，然而這與歐盟區域化的另一目標－促進歐盟範圍內的社經整合，是很可能發生衝突的，因為成員國越多，歐盟的內在差異就越大，尤其當社經發展程度較低的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後，歐盟內在的諧和可能不容易維持。

由於篇幅所限和本文作為討論稿的性質，以下本文只探討歐盟區域擴增後，亦即歐盟於2004年接納10個新成員國後，其對外（特別是與美國相較）總體實力之增加，及隨之而來更多的內部整合問題。又，由於2003年12月13日，歐盟25個成員國（包括即將於2004年加入的10個新成員國）在布魯塞爾關於歐盟憲法的協商破裂，主要的歧異在於各成員國對於歐盟理事會中的票數分配無法達成新的共識，而且儼然形成中心國家（以德、法為主）和邊緣國家（主要指西班牙和波蘭）之分裂（Spiegel Online 2003.12.13, 17:03），因此在這篇簡單的報告中，筆者擬將部分重點針對與此相關之問題。

二、歐盟區域的擴大及隨之而來的內部整合問題

歐盟為何要吸收新的成員國？這除了能提昇歐盟的整體實力之外，也有地緣政治上的考量。一直到幾年前，歐盟及北約的東擴，其原因之一是為了圍堵俄羅斯，而德國似乎特別能從中獲利。由於德國地處東、西歐之間，北約和歐盟的東擴可以使其從西方安全體系的第一線，退居到第二線（波蘭、捷克等國則被推上了第一線）。911事件後，西方國家圍堵俄羅斯的心態有了很大的緩和，然而歐盟的東擴仍有助於促進中、東歐的穩定和繁榮，從而也降低了西方國家可能受到的威脅。
歐盟將增加12個新成員國。12國中除塞浦路斯和馬爾它，其餘均為中、東歐國家，其中立陶宛、塞浦路斯、馬爾它、拉脫維亞、捷克、波蘭、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10國將於2004年加入歐盟，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則將於2007年加入歐盟。

歐盟欲實現其區域化政策的對內、對外目標，必須強化其行動能力。然而，歐盟進一步的擴大，反而有可能降低其已達到的決策和行為能力。事實上，歐盟的決策機制和行為能力，早就被認為問題重重，會員國的增加，將使情勢更為惡化。

由於完全依人口比例分配成員國在歐盟理事會中的票數，會使國家主權原則澈底被打破，且人口數少的成員國明顯吃虧。故歐盟對理事會中各成員國票數的分配，係採取妥協的方式，歐盟原有15個成員國之票數及人口數見下表。

表一、歐盟成員國在理事會、執委會及歐洲議會中的票數

及其人口數
	成員國
	在理事會中之票數
	在執委會中

之委員數
	在歐洲議會

中之議員數
	人口數（萬）

	德國
	 10     
	2     
	99     
	8200     

	英國
	10     
	2     
	87     
	5880     

	法國
	10     
	2     
	87     
	5862     

	義大利
	10     
	2     
	87     
	5750     

	西班牙
	8     
	2     
	64     
	3962     

	荷蘭
	5     
	1     
	31     
	1565     

	希臘
	5     
	1     
	25     
	1051     

	比利時
	5     
	1     
	25     
	1019     

	葡萄牙
	5     
	1     
	25     
	994     

	瑞典
	4     
	1     
	22     
	883     

	奧地利
	4     
	1     
	21     
	809     

	丹麥
	3     
	1     
	3     
	524     

	芬蘭
	3     
	1     
	3     
	514     

	愛爾蘭
	3     
	1     
	3     
	356     

	盧森堡
	2     
	1     
	2     
	42     


	總數
	87     
	20     
	626     
	


Frey 1997：38；人口數係依據Brockhaus百科全書CD-ROM版（Brockhaus 1999）

　　上表還列出了各成員國在歐盟執委會及歐洲議會中擁有的票數（即各成員國在執委會中的委員數及在歐洲議會中的議員數）。由上表可知，成員國的票數分配無法反映人口比例。這樣的票數分配，反映出歐盟多數成員國仍以「權力平衡原則」為彼此的互動邏輯：小國受到特別的保障，如僅有42萬人口的盧森堡在理事會中亦有兩票；第一強國德國則受到特別的制約，雖人口比法國、英國、義大利均多出兩千多萬，卻只能「並列四強」，與上述三國一樣，在理事會中擁有10票。在歐盟的權力架構中，顯然存在著一種「四強（德、英、法、義）平衡」機制。

按，德國統一前，「四強平衡」機制大致能反映客觀事實。東、西德統一前，僅西德為歐盟成員國，而西德人口數較法、英、義僅多出幾百萬。然而德國統一後，無論人口數或經濟實力，均遙遙領先法、英、義，其在歐盟理事會的票數卻仍與三國一樣多，則德國希望增加其票數自可理解。又，未來可能有更多人口數不多的歐洲國家（如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捷克、匈牙利等）成為歐盟新成員國，德國擔憂，未來人口數少的成員國更有可能在理事會中結盟，以較少的人口卻掌握較多的票數。

為了提昇歐盟的決策和行為能力，或至少避免新成員國加入後降低歐盟的決策和行為能力，歐洲憲法會議建議未來歐盟的決策採行所謂的「雙重多數決」，即當歐盟理事會以多數決決策時，一方面必須有理事會中的多數票數，一方面必須投贊成票的成員國的人口數佔歐盟總人口數60%以上。德國是「雙重多數決」的主要倡議者，法國起初反對，後來亦支持。然而主要由於歐盟「邊緣國家」西班牙和波蘭的反對，2003年12月13日，歐盟憲法協商破裂。波蘭的反對是有歷史背景的，因為波蘭懼怕再度成為西歐強權的掌中物（Spiegel Online 2003.12.12, 15:40）。
　　
歐盟憲法協商破裂後，德國總理施洛德表示，必要時德國將只與英、法等部分歐盟成員國加強合作。盧森堡亦建議，歐洲共同體的6個創始會員國－德、法、義、荷、比、盧，單獨會商歐盟的未來（Spiegel Online 2003.12.13, 17:03），這與20世紀90年代部分德國政治人物倡議的「核心歐洲」概念頗為類似。歐盟核心與邊緣的分歧，目前似乎是很顯著的。而上述6國，均有部分或全部疆域屬於從前偉大的卡爾（德文譯音；法文譯音則為查里曼）的帝國，按，法蘭克國王偉大的卡爾，於西元800年被教宗加冕為羅馬皇帝，意圖恢復西羅馬帝國的法統。由此可見，整合需要歷史、文化的基礎。

中、東歐新成員國加入的問題還不止於此。事實上，這些國家的加入將產生一些彼此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歐盟的整體實力會因這些國家的加入而提昇（至少從統計數字上看）；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加入會擴大歐盟內部社經水準的差距及成員國間意見的歧異，這反而可能削弱歐盟的力量。

歐盟現有成員國部分國民擔心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後，犯罪組織、廉價勞工會蜂擁而至，而且歐盟對東歐國家的補助會為這些國家的貪污機制所消耗。準備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則有民眾擔心西歐的經濟殖民（DER SPIEGEL 50/2002: 50）。

　　事實上，在許多經濟指標上，歐盟新成員候選國的水準都低於歐盟現有15國的平均水準，表二和表三顯示了此種情形。

表二、歐盟候選成員國與歐盟（現有15國）之比較

（2001年之數據）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歐元；已依購買力調整）
	人口（百萬）

	歐盟平均
	23200
	

	立陶宛
	 8700
	 3.5

	塞浦路斯
	18500
	 0.8

	馬爾它
	12600
	 0.4

	拉脫維亞
	 7700
	 2.4

	捷克
	13300
	10.2

	波蘭
	 9200
	38.6

	愛沙尼亞
	 9800
	 1.4

	斯洛文尼亞
	16000
	 2.0

	匈牙利
	11900
	10.2

	斯洛伐克
	11100
	 5.4

	保加利亞
	 6500
	 7.9

	羅馬尼亞
	 5900
	22.4


資料來源：DER SPIEGEL 50/2002：57.

表三、歐盟候選成員國與歐盟（現有15國）之比較（續）

（2001年之數據）
	
	通貨膨脹率 %
	失業率 %
	政府赤字或盈餘

佔國內生產總毛額之比例 %
	農業佔總產值之

比例 %

	歐盟平均
	2.3
	7.4
	-0.8
	2.1

	立陶宛
	1.3
	16.5
	-1.9
	7.0

	塞浦路斯
	2.0
	4.0
	-3.0（估計）
	3.9

	馬爾它
	2.5
	6.5
	-7.0
	2.4

	拉脫維亞
	2.5
	13.1
	-1.6
	4.7

	捷克
	4.5
	8.0
	-5.5
	4.2

	波蘭
	5.3
	18.4
	-3.9
	3.4

	愛沙尼亞
	5.6
	12.4
	+0.2
	5.8

	斯洛文尼亞
	8.6
	5.7
	-2.5
	3.1

	匈牙利
	9.1
	5.7
	-4.1
	4.3

（2000年數據）

	斯洛伐克
	12.3

（2000年數據）
	19.4
	-5.6
	4.6

	保加利亞
	7.4
	19.9
	+1.7
	13.8

（2000年數據）

	羅馬尼亞
	34.5
	6.6
	-3.4
	14.6


資料來源：DER SPIEGEL 50/2002：56-57.
三、歐盟已壯大到能牽制美國？美國欲分化歐盟？

2003年，在德、法為主的部分歐盟國家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過程中，部分歐洲人發現歐盟已能牽制美國。

早於法國，德國政府於2002年8月即表示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而NFO-Infratest於2003年2月11 – 13日為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做的民意調查顯示，69%的德國受調查者支持德國總理施洛德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只有27%反對施落德的立場；49%的受調查者認為德國的外交政策首先應依循盡可能一致的歐洲立場，37%認為應依循道德標準，只有9%認為應依循與美國的良好關係；47%的受調查者認為，歐洲的勢力越大，美國作為強權的意義就越低；53%的受調查者認為，美國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只有28%認為伊拉克，9%認為北韓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但亦有87%的受調查者認為美國在未來仍是德國重要的盟邦（DER SPIEGEL 8/2003：23）。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者Charles Kupchan認為，歐盟的實力雖然不容易超過美國，然而歐盟實力的增強，已經使歐盟能貫徹與美國不同的意見。相反的，美國的霸權已經開始衰退，美國有越來越多的事無法推動，其原因是美國與歐盟間越來越明顯的意見差異。例如聯合國關於伊拉克的1441號決議，即是在歐洲國家修改美國提出的草案後始一致通過的（DER SPIEGEL 2/2003: 94-95）。

　　
部分歐盟成員國與美國因侵伊事件發生歧異時，歐洲人已知道歐盟即將擴大。歐盟接納新成員國後，是有可能在經濟上超越美國。表四顯示歐盟如順利於2004年增加10個成員國，其與美國之比較。其中國內生產總毛額，以2001年之數據計算，已十分逼近美國。而其時歐元對美元尚未升值，以現今之匯率計算，則擴大後之歐盟之國內生產總毛額可能已經超越美國。

表四、美國與（擴大後之）歐盟之比較

（2001年之數據）
	
	美國
	歐盟

	國內生產總毛額

（10億歐元）
	11188
	11076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歐元）
	38877
	24559

	出口佔全球貿易之比重
	15.4%
	20.1%

	進口佔全球貿易之比重
	23.5%
	19.9%

	人口（百萬）
	290
	451

	軍隊（百萬）
	1.37
	1.96

	軍事支出（10億歐元）
	357
	179


資料來源：DER SPIEGEL 2/2003: 95.

　　當部分歐洲人發現歐盟可能足以牽制美國時，他們也警覺到美國對歐盟的分化策略。例如有些歐盟高層官員懷疑，美國想阻止歐盟成為其在全球市場和外交與安全政策上的有力對手。而且美國常故意不與歐盟交涉，而是與個別歐盟成員國交涉（DER SPIEGEL 8/2003：33）。尤其甚者，將加入歐盟的一些中、東歐國家，似乎明顯地表示出其與德、法的歧異，這表現在各國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不同態度上。

　　
當然，歐盟現有成員國官方的立場，並非都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見表五），然而各國大多數人民均反對美國在無聯合國決議的情況下出兵伊拉克。根據表五，匈牙利、波蘭、捷克三國雖亦有過半數的人民反對美國在無聯合國決議的情況下出兵伊拉克，然而其比例卻都低於英國以外的西歐國家。

表五、歐洲國家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態度

	
	政府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態度
	反對美國在無聯合國決議下

出兵伊拉克的民眾比例（%）

	德國
	不支持
	87%

	法國
	反對
	86%

	奧地利
	反對
	85%

	比利時
	反對
	78%

	瑞典
	反對
	81%

	希臘
	反對
	86%

	盧森堡
	反對
	81%

	愛爾蘭
	未決定
	77%

	挪威
	未決定
	87%

	芬蘭
	未決定
	78%

	義大利
	支持
	79%

	西班牙
	支持
	77%

	葡萄牙
	支持
	72%

	丹麥
	支持
	79%

	荷蘭
	支持
	80%

	英國
	支持
	68%

	匈牙利
	支持
	71%

	波蘭
	支持
	63%

	捷克
	支持
	61%


資料來源：EOS Gallup Europe，轉引自DER SPIEGEL 6/2003：29.
　　

　　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歐洲國家，最醒目的當然是德國與法國。因此，東歐國家在此事上唱反調，主要亦係針對此兩國。這反映出東歐國家對西歐強權（尤其是德國）的疑慮。在歐盟執委會中負責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Javier Solana懷疑，美國想利用即將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阻止歐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強化。美國非常清楚，波蘭、匈牙利、波羅的海三小國等中、東歐國家，基於歷史上對西歐強權和蘇聯的經驗，仍懼怕俄羅斯和西歐強權。這些東歐國家因此藉北大西洋公約和歐洲聯盟兩大架構，尋求美國的庇護（DER SPIEGEL 8/2003：33）。
東歐國家的這些做為在當時引起了法、德的負面反應。法國總統席哈克甚至於2003年2月的歐盟高峰會上，指責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的東歐國家，並警告這可能使他們無法加入歐洲聯盟（《聯合報》2003.02.19）。
四、小結

　　綜觀2003年美國與歐盟的消長，美國侵伊後雖陷入泥淖，且美元對歐元大幅貶值，然而就在德、法遭逢歐盟憲法協商的慘敗之後的次日（2003.12.14），美軍活抓了伊拉克前總統海珊，這被認為是美國的一大勝利，德、法等當初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歐洲國家則尷尬不已（Spiegel Online 2003.12.14, 19:10.）。況且，歐盟於2004年接納新成員國後，內部分歧的加劇勢必阻礙其行動能力的提昇，則歐盟的區域化策略，是很難脫離區域化範圍擴大和內部歧異升高的矛盾的。然而若歐盟能解決內部矛盾，歐盟無疑已成為全球競爭中坐二望一的政經實體，且是全球內部整合度最高的（跨國）區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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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社會排除－歐盟回應的策略
趙美盈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社福系主任）

一、全球化與社會排除


全球化使得經濟與商業活動在國際比較利益原則的驅動下，發生全球的資本流動，投資、勞力與技術人員的移動，以及全球商品的流動與商業分工，進而對勞動市場產生作用與影響。首先，在國際貿易中，農工商品在不同國家間貿易，進而在比較利益的原則下，以原料、半成品與零組件的形態進行全球的貿易與流通；而跨國企業基於利潤極大化的目標，與國際比較利益的原則下，將管理、生產、銷售等工作以及將生產製造中的每一個過程予以分開，並分別在不同國家進行，同時利用國家間的不同管理規章，繳納最少的稅、僱用最少的工人，並進一步對國家有降稅、降低勞動條件，以及減少勞工保障與支出的要求。又基於反應市場快速變化的要求與移轉風險，組織的彈性亦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活動亦有了重大的改變：即採取包括跨國的契約外包（contract-out）、即時生產制(just in time)與少量多樣的生產方式。此一變革對勞工的影響，卻是所謂關廠集資、遣散員工的情事與數量增加了，亦即勞工的就業市場有了結構性的改變，而風險增加了。而在企業利潤增加、生產銷售增加的同時，工作機會減少了，且政府的稅收也減少了。另一方面，政府為了吸引投資，增加就業機會，更不得不以減少稅賦及降低勞動條件來吸引國際投資。其結果是國家的稅收更減少了、勞動風險提高了、勞工對社會安全的需求提高了，並進而形成國家間的降稅競爭；但是國家經貿愈開放，社會風險程度愈高，形成了惡性的競爭與社會貶值的效果 (Mishra, 1999)。

然而在經濟與商業活動全球化的影響下勞工的失業率提高、實質薪資減少、勞動風險增加等情形發生的同時，企業主與企業高階管理人員的所得則大幅增加，及社會不平等程度提高了。經濟成長不再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更高的薪資所得。除了勞動環境的挑戰外，國家亦發生財政上的變化與挑戰，包括原以為工業先進國家的財政赤字與高負債外，來自國家間為競爭跨國企業資金投資進行的減稅等改變投資環境，以及在減少高所得者（如企業主）所得稅、企業營業稅後，而增加貨物稅、消費稅等間接稅，改變了政府的財政結構 (Mishra, 1999)。


在政治結構方面，不但勞工的就業與生存風險提高了，甚至勞工向企業主爭取協商的基礎亦不存在，由於在高失業與不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勞工無法結合成堅強的勞工團體與企業主協商。甚在統合主義傳統的國家政治與決策中、勞工團體的意見無法成共識，更無法與企業主在國家政策上對話。全球化改變原本勞、資、政三方的權利平衡關係，而偏向資本家，弱化了社會參與及三方統合的基礎。

為回應全球國際經濟競爭力要求的後果，在英美國家帶來的是各種解除管制和減少勞動成本的因應策略。失業與貧窮成為一種交互影響的惡果。一種全球性貧窮則透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社會經濟效應而逐漸形成。


全球化經濟所產生的高失業問題和對社會保險制度穩定功能的威脅，凸顯了未來對選擇性社會救助制度依賴度的提高。

二、「社會排除」概念的詮釋


「社會排除」概念最早是源自於法國，原是指不在社會保險制度保障之下的人口，後來把焦點放在失業人口上。而歐洲聯盟的十五個國家基於進行整合的工作，也重視因為國與國間整合而帶來的失業、種族歧視、弱勢團體的被剝削等問題，所以逐漸將有關貧窮的研究移到社會排除上。歐盟對社會排除所作的定義為 (European Commission, 1994:49)：「社會排除形成的本質是動態的而且是多面向的，他們不只是和失業/或低所得有關，同時也和住宅條件、教育與機會水準、健康、歧視、公民權、以及與地方社區的整合有關。結果，預防與打擊社會排除也就需要動員所有的努力、以及經濟與社會措施雙方面的結合。在歐洲層次而言，這也意謂著歐盟所有政策架構中，應著重社會排除問題。」


就歐盟上述的定義及一些相關的文獻可發現社會排除具有「多面向」與「動態」的本質。


所謂「多面向」也就是貧窮現象並非單指物質的或經濟上的問題，還包括心理、價值、與社會參與等問題。由各種文獻中對於各種面向的討論有許多不同的分類方法，但可以發現至少有五種共同的面向 (Percy-Smith, 2000;13-16)：(1)勞動市場的排除：即失業或處於勞動市場的邊陲地位，例如未達退休年齡卻已退休者、或身心障礙者等；(2)所得的排除：是指無法維生而需要依靠國家福利的情況；(3)參與團體及影響決策的排除：是指沒有投票權、沒有參與政治性團體；(4)人際關係的孤立：是指缺乏來自家人、朋友獲社區的支持、被認為是社會網絡的瓦解；(5)空間的排除：被排除人口集中居住於某一區域，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也就是這類人口被社會隔離，成為大多數人看不見或不願看見的一群。


至於所謂「動態的」本質則進一步彰顯出社會排除觀點的特色。與「貧窮」不同，社會排除並不是一個靜態的描述而已，還要探索一個人或團體之所以在其生命週期中逐漸淪入貧窮的動態過程。因此，貧窮問題不只是相對的、而且是會累積的，雖然會有天生貧窮的情形，但其根源可能是其上一代無法累積足夠的資源來支持與協助其下一代的地位維持；而即使現在這一代人已有足夠的資源，可是也有可能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動而逐漸耗空，特別是那些較缺乏經濟機會與社會參與的人口群，其受到社會排除的效果也更加明顯。


社會排除觀點的提出與現代社會安全制度的特性有關、也與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有關。現代社會安全制度（特別是德國模式）一般大多採用就業相關體系（employment-related system），即透過參與勞動市場而加入到社會安全之中，這種體系要能發揮其經濟安全保障的功能，至少必須立基在三個假設之上：首先，由就業而來的薪資必須足以維持就業者本身與其家人適當的生活水準，尤其必須提供其下一代學習社會技能所需的資源；其次，在工作期間所累積下的資源必須足夠其退休後的生活所需；最後，充分就業的目標必須儘可能維持，否則過多的失業人口將會耗盡社會安全的財務 (Hantrais, 2000; 165-166)。


然而，這樣的制度設計在社會經濟變動下卻不盡適用，失業問題的惡化使得人們不易在其工作期間累積到足夠的資源，貧窮問題乃突顯出來，而且並不限於那些我們印象中的弱勢團體（如殘障），甚至往一般有工作能力的人口群、乃至白領勞動力擴張，於是有了「新貧」概念的出現，意指依賴社會救助者數目的增加、失業與不確定就業情形的增長、負債與財務困境的上昇、單親家庭數目的增加、以及遊民問題的惡化等。


事實上，「新貧」的出現並不意謂著「舊貧」的消失，而會交互作用使得舊貧團體更加雪上加霜。在一個連有正常工作能力都不易找到工作的社會裡，低生產力或不具備完全工作能力的弱勢團體必然更加困難，進而影響到其經濟與社會參與的機會，漸漸被排除到社會主流之外。

三、 歐盟對社會排除的回應政策

（一）歐洲結構基金


事實上，歐盟已體會到打擊或消除「社會排除」需要一整體性的行動。早自1974

年開始，歐盟即陸續推動打擊貧窮的行動方案，其主要目標圍繞在充分就業、生活與工作條件的改善、以及勞工的參與。隨後，有三個基金被建立起來：「社會基金」以設立職業訓練與就業輔導措施；「區域基金」是以改善貧窮地區的基礎建設；以及「農業指導與保證基金」支持鄉村地區發展方案。這三個基金常合併稱為「歐洲結構基金」(the Europe Strcutural Found)，其目標有六：

· 促進低度發展地區的發展與結構調整；

· 轉變那些工業嚴重衰退的地區；

· 透過訓練與就業措施打擊長期失業；

· 促使與協助青年人口順利進入就業市場；

· 促進鄉村農業地區的發展；

· 促進人口密度過低且氣候嚴寒的北歐地區發展

很明顯地，由這三個基金的設立可以得知，社會排除不能只針對單一的面向：在經濟上，必須促進產業結構發展，從而維持甚或增加就業機會；在區域上，必須平衡發展以減少區域貧窮的擴散效應；在人的生命週期，必須協助青年人口順利就業以有效累積其老年生或所需；在政策上，必須結合教育、就業、及社會政策，以提供充分的機會給所有的人口。

（二）反貧窮方案


從歐體到歐盟的三階段反貧窮方案（1975-1980，1986-1989，1990-1994）。第一階段的反貧窮方案，是依據羅馬條約第235條的規定，經過部長理事會一致決的方式通過，但由於溝通困難，這次的反貧窮方案並無特別重大之建樹。


第二階段歐盟的反貧窮方案是在1984年通過，並給與2500萬ECU的預算。後來又追加了400萬ECU，希望能將方案的範圍推展至葡萄牙及西班牙二國。在此方案中包含了六十五項行動，涵蓋的對象有單親家庭、長期失業者、年輕失業者、第二代移民、遊民及老人…等給與支持。


1980年代末，眾人逐漸感到「貧窮」的本質正在改變中，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應對策略。九０年代的歐洲可發現貧窮人口增加、新形態的貧窮現象出現，因此在歐盟行動方案的架構下及社會憲章的規定下，1989年的一個理事會決定設立一個「有關因經濟社會統合所導致之經社弱勢團體之中程歐盟行動方案」。本行動方案期限為1989-1994，針對社會邊緣人提供必要社會支持。


為了讓這些反貧窮行動能與其他領域之社會政策相輔相成，1989年設立「打擊社會排除各國因應策略觀察站」，主要目的為分析各會員國的社會政策，引發更多的資訊交換。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簽訂後的四個月，第一份正式以「貧窮」為標題的歐盟的官方文件正式出現。在這份部長理事會建議文中明白揭示打擊社會排除是歐盟內部市場中一個重要的社會面向。

由於經濟社會人口結構的不斷改變，歐盟內部的社會排除現象持續增加中，1993年執委會提出了「1994-1999的反貧窮行動中程方案」，報告中指出對抗社會排除需要公私部門的互相合作，並以「團結合作、積極參與和多面向策略」為主要訴求。但本項行動方案遭到德國的否決，直到1999年都未能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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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之地中海區域政策－

從巴賽隆納進程分析

卓忠宏

(淡江大學歐研所助理教授)

壹、前言

歐體/歐盟
 對外關係採金字塔「層級性」策略，排列優先發展關係之順序。歐盟優先發展經貿關係對象以歐洲非歐盟會員國為主，歐盟於1993年與挪威、冰島、列支敦士敦成立「歐洲經濟區」(EEA)，將共同市場貨物、人員、服務以及資金四項自由流動規定擴大至相互領域。到後冷戰時期，歐盟與一些中東歐國家簽署「歐洲協定」(Agreement of Europe)，以十年為期，朝向自由貿易區目標邁進，將這些國家納入單一歐洲體系。第二順位地區是歐洲前殖民地國家，歐盟自1976年起與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國家簽署「洛梅協定」(Lomé Convention)，授予這些國家片面貿易優惠措施及技術援助，方便其產品進入歐盟市場。第三順位是南地中海國家，歐盟自六十年代中期與地中海南岸國家簽訂一連串雙邊貿易協定，內容包括政治對話、貿易合作及財政技術援助。第四順位是位於亞洲與拉丁美洲開發中國家，歐盟給與普遍性優惠關稅(GSP)待遇。最後為其他國家，歐盟採取自主性(autonomous)政策，得片面性、選擇性採取歧視性待遇。

地中海區域(The Mediterranean Region)雖然是歐盟對外政策中重點發展地區之一，自六十年代中期雙邊已展開經貿聯繫，但歐盟對地中海區域重視始於九十年代，具體成果是在1995年11月歐盟15國與地中海非歐盟成員國(Mediterranean Non-member Countries, 以下簡稱MNC) 12國
 在西班牙巴賽隆納召開的第一屆地中海會議，會後發表「巴賽隆那進程」(Barcelona Process)共同宣言，(或稱「巴賽隆那宣言」(Barcelona Declaration))。在雙邊聯繫協定基礎下，建立一個以歐盟爲中心，加強多邊合作的地中海區域網絡。同時，歐盟與MNC雙邊關係由以往貿易合作對象提升爲政治安全、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的全面“夥伴關係”(partnership)。自此，「巴賽隆那進程」具體合作框架，成為九十年代後期至今歐盟地中海政策主要指導方針。

本文主要以歐盟對外關係中地中海政策作為研究主軸，特別就1995年巴賽隆納會議後建立的雙邊及多邊合作框架分析。其次，自地中海兩岸互動過程中所衍生之問題爭議，從地緣政治、自由貿易以及文化交流等三個面向進行檢視。最後，作出總結，展望歐盟-地中海夥伴關係長期發展。

貳、巴賽隆那進程

九十年代國際局勢的轉變，牽動歐盟對外關係的權力佈局：一是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象徵冷戰結束，推動前中東歐共產集團國家民主化浪潮，東、西歐交流日益頻繁，雙邊貿易依存度日益增加，中東歐地區成為歐盟對外關係中優先拉攏的對象，同時成為歐盟及北約下一波擴大的目標，擬將歐洲政經疆界推至俄國邊境。反觀地中海南岸持續不斷的衝突與動亂，已取代過去東歐共產集團對西歐威脅，成為影響歐洲安全穩定發展一大變數。中東歐國家逐漸融入歐洲整合的趨勢，所牽動的不單是歐盟內部德、法維持權力均衡態勢，也牽動歐盟與東、南邊境國家政經關係消長；二是九十年代歐洲共同市場成立及深化，1993年歐洲聯盟條約生效，建立三柱架構發展方向。歐洲整合成功的經驗，刺激世界其他區域經濟集團蓬勃發展，從北美、拉美到亞洲國家區域經濟整合都有不錯表現。再加上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帶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在區域化與全球化兩大經貿趨勢發展下，促使歐盟加速對外經貿合作腳步，制衡亞洲、北美以及拉美等區域集團競爭。



上述事件發展促使歐盟專注往中東歐國家擴大之餘，同時也加強泛地中海區域的政經整合。歐盟下一波擴大除囊括多數中東歐國家之外，尚包括兩地中海島國(馬爾他及賽普路斯)，對外關係採取雙面策略(Two strategic dimensions)，加強歐盟東部及南部邊境的安全防衛，這可從歐盟東擴進程與地中海政策發展時間點與內容做觀察。九十年代初期歐盟開始加強與中東歐國家關係同時，南歐成員國則不斷拉攏與南地中海國家聯繫。從1990年到1994年期間，歐盟先後在羅馬、愛丁堡、哥本哈根、科孚(Corfu)、埃森(Essen)高峰會議中，確定歐盟往中、東歐擴大的方向。歐盟南歐成員國(尤其是西班牙)基於被邊緣化危機意識，試圖建立一套與中東歐政策平行之地中海政策，特別是強調歐洲安全戰略問題。1989年西班牙、義大利兩國聯合提議召開一個地中海安全合作會議(Conferencia sobre la Seguridad y la Cooperación en el Mediterráneo)，這項提議獲得法國、葡萄牙支持並化為具體行動，1990年3月法、義、西、葡以及馬爾它與「阿拉伯北非聯盟」（Arab Maghreb Union）五國(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茅利塔尼亞)在羅馬聚會，討論歐體與北非的合作架構，以及建立歐盟與北非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此項政策在1992年里斯本高峰會議中獲得歐盟會員國支持，承諾加強地中海政策，會後並交付執委會研擬政策。1994年年底，執委會提出「加強歐盟地中海政策：建立歐洲與地中海夥伴關係」報告，將歐盟地中海戰略佈局擴大至整個地中海東、南海岸國家，報告中提出維護地中海區域安全與穩定、促進經濟發展、降低失業率、解決非法移民、建立地中海自由貿易區構想。此一宣示促成1995年11月歐盟15國與MNC12國在西班牙巴賽隆納召開的第一屆地中海會議，會後發表「巴賽隆那進程」共同宣言，強調以雙邊協定爲基礎，加強多邊合作範疇，內容包括三項： 一是建立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區域； 二是建立一個跨地中海自由貿易區；三是增進區域間社會、文化交流與人民的相互理解。
 同時，將歐盟與MNC雙邊關係由以往貿易合作對象提升爲政治安全、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的全面夥伴關係。

首先，就政治及安全夥伴關係而言，包括在雙邊及多邊架構下建立政治對話機制以及制訂和平穩定方案。巴賽隆納會議之後，與會27國曾先後舉行過五屆地中海會議，舉凡打擊恐怖主義、移民問題、區域衝突、人權保障及毒品走私等政治安全議題皆在合作範疇。值得一提是1999年在司徒加(Stuttgart)召開的第三屆地中海會議，雙方制訂「歐盟－地中海和平穩定憲章」(The Euro-Mediterranean Charter for Peace and Stability)，原本是為了因應以、巴衝突制定的解決方案，之後發展成為地中海區域安全、政治對話及危機處理準則。此外尚建立兩個對話機制：一個是聯繫理事會(Association Council)由各國部長每年定期聚會，負責研擬「巴賽隆那進程」相關的政策；一是資深官員聯繫委員會(Association Committee of senior officials)負責監督各國執行相關規定。

其次，就經濟及財政夥伴關係來說，歐盟將增加對南地中海國家直接投資，協助該區經濟轉型及自由化，達成在2010年成立地中海自由貿易區目標。自1995年起，歐盟與MNC夥伴國就雙邊貿易協定再度進行談判，其中土耳其、馬爾他及賽普路斯三國與歐盟已建立關稅同盟。以色列經濟情況最佳，最早與歐盟簽署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且內容不同於其他MNC國家。巴勒斯坦因政治情況特殊與歐盟簽訂過渡協定(Interim agreement)。其餘MNC國家(除敘利亞外)至2003年六月分別與歐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
 七國所簽訂協定，內容基本類似，一般包括: 總則，政治對話，經濟合作，金融合作，商品自由流動，建立和提供服務，支付、資本、競爭及其他，社會和文化合作等8個部分，惟協定實施時間表和覆蓋的産品範圍有所不同：農產品仍維持配額限制，在協定生效五年後另行審議；工業產品一般規定12年的過渡期，在12年內逐步降低關稅，調降幅度視各國經濟情況作調整，至期限結束時達成地中海自由貿易區目標。

最後，在社會及文化的夥伴關係方面，目前已有三項合作在著手進行：文化資產保護，這是跨地中海合作最成功的一項；促進電視、電影、電台等傳播媒體交流計畫；加強青年學子交流、職業技能訓練、公民素質培養，促進雙邊了解及社會融合。

巴賽隆納會議之後，歐盟-地中海27個夥伴國在五年間(1996-2000)共舉行了12次部長級會議，訂出六項區域經濟合作優先項目，包括工業、環保、水資源運用、資訊、能源以及交通運輸。歐盟透過「地中海援助計劃」(Mediterranean Assistance Program, 以下簡稱MEDA)及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 Bank)的貸款提供資金協助南地中海國家經濟轉型及區域經濟合作。目前MEDA已實施兩期：

MEDA一期(MEDA I, 1995-1999年)：歐盟在五年間提供了34.35億歐洲貨幣單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y，歐元前身)給MNC十二國，其中29.55億元補助個別國家，4.8億為區域補助基金(包括技術援助)，以經濟情況較佳的以色列、塞普路斯以及馬爾他三國為主。同時期，透過歐洲投資銀行借貸達48.08億。主要援助項目有以下幾點：

（一）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援助對象為阿爾及利亞、約旦、黎巴嫩、摩洛哥及突尼西亞。此項支出佔MEDA百分之十五。

（二）經濟合作：輔助民間部門的發展，主要受惠國有埃及、約旦、摩洛哥、巴勒斯坦、突尼斯、土耳其。佔MEDA支出百分之三十。
（三）社會經濟均衡發展：著重醫療保險及教育等社會福利發展，減緩MNC國家移民以及經濟轉形期帶來的負面影響。佔MEDA百分之二十九。
（四）環境保護：已通過案例有約旦及摩洛哥兩國。此外，除敘利亞外，所有夥伴國可獲得歐洲投資銀行優惠貸款執行環保計劃。佔MEDA百分之七。
（五）鄉村發展：集中在摩洛哥、敘利亞、突尼西亞三國。佔MEDA百分之四點五。

值得一提是，歐盟與MNC達成的聯繫協定中加入民主與人權保障條款，歐盟針對MNC對聯繫協訂執行成效以及各國民主實施情況作為撥款審核依據。
 以MEDA一期支付狀況而言，歐盟實際給予MNC經援並不到當初承諾四分之一。

MEDA二期(MEDA II, 2000-2006年)：原南岸12個受惠國縮減為7國，包括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敘利亞、埃及、約旦及黎巴嫩。
 歐盟允諾提供53.5億歐元援助，預估對個別國家補貼約佔85-90%，其餘為區域補貼基金。計劃內容改為配合實踐「巴賽隆那進程」三大工作目標。
 

参、前景與展望

從「巴賽隆那進程」發展至今，歐盟-地中海政策制定已有八年之久。經過多年努力，以歐盟爲中心、在雙邊聯繫協定基礎下，加強多邊合作的地中海區域網絡已大體成形。以下將從戰略安全、自由貿易區以及文化交流角度三個面向檢視歐盟地中海關係之發展。

1、 戰略安全

從地緣政治觀點來看，地中海位於歐洲南翼，構成歐、亞、非三洲交通要道，戰略地位重要。冷戰時期，北約在南歐國家葡萄牙、義大利、希臘及土耳其建立一道堅強防線，防衛蘇聯自南歐入侵的威脅，在當時全球戰略環境中，地中海區域的緊張性遠低於東歐地區。但很諷刺地，後冷戰時期，東西集團對抗情勢已不復存在，地中海區域反而成為全球區域衝突與動亂的主要地區之一。
 以冷戰時期至今地中海區域衝突事件，概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國家內部的矛盾衝突，因種族、語言及文化因素，種族之間缺乏政治與社會之整合，而要求實施高度自治或獨立。此類衝突如法屬的柯西嘉島(Corsica)，西班牙北部加泰隆尼亞(Cataluña)、巴斯克(El País Vasco)、加利西亞(Galicia)三個自治區，義大利南部薩丁尼亞島(Sardinia)，賽普路斯島內部分裂，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內戰，以及土耳其境內庫德族等問題均屬之。

第二類是歐洲國家之間舊有殖民利益衝突，包括英國與西班牙對直布羅陀主權歸屬問題，西班牙與摩洛哥對摩國境內塞烏達(Ceuta)、梅利亞(Melilla)兩城市及裴雷西島(Perejil)海域歸屬權的爭執，希臘與土耳其在賽普路斯爭端。

第三是國家間領土疆界之衝突，例如希臘與土耳其在愛琴海(Aegean Sea)爭端，在西撒哈拉地區包括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突尼西亞、利比亞之間，突尼西亞與利比亞之間以及埃及與蘇丹之間的雙邊爭端都有待解決。然而普遍認為中東地區和平與穩定之關鍵，應是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以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爭端。
 若再加上近年來恐怖主義興起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問題，地中海情勢發展呈現出動盪不安局面，對歐洲安全穩定，尤其是南歐，有相當程度之影響。 

Edward Mortimer教授認為，在冷戰時期地中海區域就存在各種矛盾衝突，但就軍事實力而言，地中海南岸國家入侵歐洲可能性甚低。換言之，地中海南岸不似東歐地區對西歐有立即且直接的威脅性，這導致歐盟長期以來對地中海集體安全防衛缺乏危機意識。
 

首先，歐盟對安全的概念著眼在處理歐洲內部的事務，主要與會員國有切身厲害關係事件或以歐洲內部權力均衡觀點為出發點。從後冷戰時期地中海事件來看，歐盟在處理成員國之間紛爭模式，大都透過國與國之間的協商談判以及歐盟從旁輔助，或在歐盟機制內尋求解決方案，例如協助英、西對直布羅陀主權歸屬談判，解決西、摩兩國在裴雷西島海域的爭執，協調希、土處理愛琴海的爭端及促成賽普路斯統一談判等事件都有不錯的功效。

其次，歐盟於1989年召開的地中海安全合作會議以及1995年後定期舉行歐盟-地中海會議，因歐盟成員國地緣政治導向，造成外交著眼點不同而成果有限。面對地中海區域之軍事衝突與爭端，尤其在面對以阿紛爭、以巴衝突以及南斯拉夫內戰，歐盟往往依靠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作為合作的機制，突顯出歐盟缺乏有效軍力的事實。在1997年簽署之阿姆斯特丹條約中，歐盟首度表明歐洲建軍的目標，成立六萬至八萬人的快速反映部隊(RRF)，建立歐洲自己的安全防衛政策(ESDP)，擬將外交安全事務納入歐盟體制，希望結合15個成員國集體力量，發揮在國際影響力。
2、 自由貿易區

法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Institut Franc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IFRI)在2003年5月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中，預測二十一世紀全球經貿發展。報告中指出：到2050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包括由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組成的大中華經濟圈(Great China)在全球經貿市場佔有率將由目前18%提高為24%；同期由美國、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三國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經貿實力由目前的25%略為下降至23%；而歐洲面臨北美和亞洲兩大經貿集團的挑戰，在全球經貿市場佔有率將逐年下降，從目前22%占有率跌至12%。
 由此觀之，歐洲需要建立一個以歐盟爲核心具有競爭實力的自由貿易區與北美和亞洲相抗衡，以確保在二十一世紀的綜合實力競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

而地中海南岸之中東北非國家無論從地理位置與經濟互補的功能來看皆具有相當優勢。地中海南岸國家一向是歐盟能源和原料供應渠道。同時，以歐盟-地中海區域內貿易僅佔其貿易總額5.2%來看，未來市場開發潛力無窮。
 相對地，地中海南岸國家可望借助歐盟，從歐盟獲得更多資金和技術，實現本國産業升級改造，確保經濟持續發展及國際競爭。簡言之，建立一個泛地中海自由貿易區符合歐盟長期發展目標。

依Francisco Javier Raya教授之見，歐盟-地中海自由貿易區目前面臨幾項難題：一是開放農產品進口。農產品問題一直是歐盟-地中海雙邊關係發展關鍵所在，首當其衝是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以及歐盟地中海成員國農產品衝擊。以2003年歐盟與MNC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內容來看，前者並未針對MNC農產品開放進口問題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只規定在協定生效五年後再另行審議，依此時程將會延誤2010年成立地中海自由貿易區目標；
 二是兩岸經濟水平差距過大。歐盟平均所得是MNC的十倍，主要因為後者生產效率低落，以北非Maghreb總人口有6千6百萬人，國內生產毛額卻低於人口僅1千萬人的葡萄牙。而中東埃及、約旦、黎巴嫩以及敘利亞四國總人口有8千6百萬人，國內生產毛額只約等於人口5百萬人的芬蘭；
 三是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下降的問題。歐盟預估在未來二十年內歐盟需要三千萬外來移民，以維持目前的經濟成長。
 反觀南地中海案岸人口快速成長，失業率高，勞動人口充足，勞資便宜，正可彌補歐盟勞動力不足的困境。根據統計，目前來自地中海南岸國家，特別是來自北非和土耳其的移民潮，這些國家的移民在法國占外來人口的40％，在德國和荷蘭占30％到35％之間，在比利時、西班牙和義大利各占15％到20％，龐大的移民潮造成歐盟內部不少社會治安及失業率高漲的問題。
而自從極右派政黨在歐洲各國選戰中大有斬獲之後，移民問題成為歐盟優先討論項目；四是資金不足，1999年全球投資僅1%流入MNC，歐洲也只有1.7%資金集中在該地區，中東北非地區動盪不安的局勢降低外資流入的意願。

以九十年代歐盟地中海政策內容來看，歐盟做法是採取平行性整合(中東、北非國家之間的合作)與垂直性整合(南北兩岸合作)兩種方式並行。
一方面調整MNC的經濟結構，加強南地中海區域經濟合作及競爭力，如1990年歐盟協助北非五國籌組「阿拉伯北非聯盟」。另一方面，整合大地中海區貨物、資金、人力資源共同運用。爲此，歐盟-地中海「聯繫委員會」成立了地中海工業合作小組，負責研究加強雙方在海關、公共市場、標準化、競爭政策、稅制、知識産權保護、金融服務、資料保護和會計等方面合作的一系列問題。同時，歐盟除了透過MEDA以及增加對地中海夥伴國援助貸款之外，2002年初歐盟又決定設立歐洲-地中海銀行(Euro-Med Bank)，爲地中海南岸國家經濟建設提供融資之用。目前，歐盟已成爲地中海國家主要貿易夥伴，雙方在擴大和深化經濟合作同時，在地區安全、科教文化、環保、能源、資訊等方面也開始加強交流與合作。

三、文化交流
就文化角度來看，歷史上殖民帝國興起，帝國與殖民地之間往往存在著意識型態及文化衝突。梅尼西 (Fatima Mernissi)所著「回教與民主」(Islam and Democracy)
 一書中提及，西方搞「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是透過恐怖統治壓制殖民地發展。將西方價值觀建立在不同文明上，造成回教與基督教長期衝突。即使到後殖民時期，回教國家政治及經濟政策及理念多半源自西方，但外交政策大半不認同西方或擺明反西方政府。兩個較親近西方的回教友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也在回教狂熱份子政治壓力下和西方保持距離。

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蘇聯瓦解之後，東、西集團對抗的局面已經結束，國際間強權對抗將被文明衝突所取代。回教世界和西方正在打一場「文明的冷戰」。
 西方與回教世界之間，歐洲又處於最前線。長期以來，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一直仇視北方的歐洲，歐洲極右派份子向來排斥外來移民。歐洲過度以文化及宗教作為疆界的劃分，將中東北非國家視為非歐洲地區，這可從1987年摩洛哥申請加入歐盟被拒得到驗證。顯示出這道無形的界線阻礙了地中海兩岸國家進一步融合。
 

有鑑於此，部份人士推動以母國與殖民地文化近似為主的國家共同組成「文化共同體」理念，跳脫以往以經濟利益為導向，著重在文化、教育及社會部門的合作，有別於一般以經濟互利模式組成的區域經濟集團，打破第三世界被西方霸權國家剝奪的刻板印象。這種以文化、社會聯繫拉近母國與前殖民地關係，可作為歐盟-地中海合作新模式，加強歐盟與中東、北非國家在社會、文化層面合作，降低回教國家與西歐國家的相互排斥。而「巴賽隆納進程」工作項目之一就在促進地中海南北兩岸社會與文化的交流，這也是目前歐洲-地中海合作交流最成功一項。但文化交流能否促成地中海兩岸國家融合尚無定論，尤其是土耳其加入歐盟申請案，將成為回教文化國家加入歐盟的先例，這或許可視為西方基督教世界能否接受回教文化一項指標性發展。
肆、結論

在東歐的軍事威脅幾乎完全消失之後，歐盟的焦點越來越鎖定在南方的潛在威脅，如今在全球反恐怖主義高漲之際，大大提升歐盟對地中海重視。「巴賽隆納進程」賦予歐盟與中東北非國家關係互利的意義，這些國家經濟逐漸匯合在一個龐大地中海經濟圈中。目前影響地中海夥伴關係幾項變數：政治動盪、經濟水平差異、非法移民以及文化認同。以長期目標來看，除文化認同外，需靠經濟發展來解決，但短期來看並無解決共識。但仍有幾項後續的發展值得觀察：首先，目前歐盟對外關係重點放在歐盟東擴，儘管歐盟下一波擴大進程包含兩地中海島國：馬爾他以及賽普路斯，希望能稍微平衡歐盟內部的政治發展，但兩國經濟體過小，影響力有限，隨著歐盟與北約雙雙東擴，歐盟政治重心有往北偏移的可能。歐盟東方邊界及南方邊界均衡發展，將反映出會員國在歐盟的相對實力。其次，歐盟與地中海自由貿易區與中東和平進程有著密切關係，如果以巴危機不徹底解決，歐盟與地中海國家的合作很難取得實質性發展。再其次，歐盟面對棘手的農業及移民問題，並無提出具體有效解決方案，歐盟提供的經援也未達到預期效果，以歐盟-地中海聯繫協定時程分析，2010年地中海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勢必會延後。最後，文化交流能否促成地中海兩岸國家對文化相互尊重與融合尚有待觀察。但歐盟-地中海關係發展或許可暫時放棄難度較高、爭議性較大的政、經議題，改以文化融合為主的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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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發展及其與歐洲聯盟之關係
陳林鴻

（南華歐研所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與歐洲聯盟（EU）係為目前國際經貿體系中最重要的兩大區域經濟整合，但是二者間才將隨著全球化潮流的趨勢以及全球經濟逐漸邁向整合的步調而具有更多的合作發展空間。本文首先對APEC的成立背景、組織架構目標、發展歷程以及在APEC歷屆會議中所達成的重要決議或聲明作一介紹；其次將把歐亞兩大區域經濟整合－EU及APEC，就其成立的動力、組織運作及架構作一概略性的比較，以期在未來進行更深入研究議題時能有相當之概念；最後針對EU與APEC在未來漸趨複雜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互動關係的發展作一評估。



關鍵字： APEC、EU、亞太地區、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區域經濟整合、貿易及投資自由化

壹、序言

    東亞地區在近數十年來的快速發展，藉由大量的貿易及工業轉型加上泛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整合成功，使其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並且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重心所在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在1989年成立，藉由其成立，成功整合了東亞及環太平洋地區各國的經濟實力並促進貿易的自由化。APEC的區域整合模式強調「開放性的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相較於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EU）的單一市場及貨幣聯盟所採行的內部整合，儼然形成兩種不同的經濟整合模式。

    APEC及EU這兩大組織的所有成員幾乎支配了全球的生產、貿易及投資等主要經濟活動，而這兩個區域經濟組織在目前快速的全球化潮流中已無法藉由獨立運作而想於全球經濟中獲得極大之利益，於是APEC與EU在未來國際經貿體系間的互動就更突顯其重要性，APEC與EU是更趨於合作來引領世界經濟亦或在未來的全球經貿上形成兩大貿易壁壘，這些問題除了影響到這兩個區域整合內的會員體外，更將影響其他經濟體的發展。

    對於APEC此一組織，在國內媒體上僅於每屆經濟領袖或部長會議召開前夕，因為派任出席人選等政治性議題才會多加以著墨，因此國人對其主要成立背景、組織架構及發展歷程等認識不深，所以本文首先將針對APEC的發展背景、組織架構、組織目標等作一完整的基本介紹，並就其歷屆會議及重大決議事項來詳述其發展歷程；其次，APEC與EU這引領歐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兩大組織在其創建過程中，就運作機制、發展動力、組織結構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及特徵，文中將就兩者做一簡明的比較；另外，在經貿全球化的趨勢下，APEC及EU這兩個分屬歐洲及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必將產生相當程度的互動，而兩者間是否會推動進一步的合作及將面臨的困難亦將在文中作一簡單說明。

貳、APEC之基本介紹

一、APEC的成立背景

    亞太地區的區域性經濟合作之概念起源較歐洲地區來得晚，其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亞太地區各國的國情差異性大、歷史上在政治社會及文化方面也較具各自的獨特性。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各地風行起區域性的經濟整合，尤其以歐洲地區最為明顯
，至於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之發軔可溯及1960年代。其主要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1. 1960年代初期：

    此期間屬於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構想階段。其中最早提出經濟合作構想的是日本的學者
，1960年代初期由日本的經濟研究中心研擬出一份「太平洋地區經濟合作」報告（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Pacific Area）倡議由五個亞太地區的先進國家，澳洲、加拿大、日本、美國及紐西蘭每年定期針對經濟合作、交通運輸、資訊通訊及文化交流等議題召開會議。接著，在1966年再度提出一份「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及亞洲發展中國家」（A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的報告，報告中並提及由上述五個先進國家邀請亞洲開發中國家建立「太平洋地區自由貿易協定」（Pacific Free Trade Area，PAFTA）的想法
。

2. 1967~1970年代末期：

    此階段為亞太地區區域合作的發展階段。前階段大都是屬於學術界的研究範疇及建議。1967年，日本官方首次由外交部長Miki對外發表一份日本的亞洲太平洋政策，其中呼籲亞太地區的已開發國家必須與開發中國家合作解決貧窮問題。此份政策也明顯展現出日本在戰後亟欲在亞太地區扮演整合領導者的角色。

同年，於日本及澳洲商業合作會議（Japan－Australia Business Cooperation Committee）中成立的「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PBEC）邀集美國、加拿大及紐西蘭的商業團體，形成一個以五國民間商業團體為主體的經濟合作會議
。

1968年在日本外交部及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策劃下，在東京成立一個國際性學術研討組織「太平洋貿易及發展會議」（Pacific Trade & Development Conference，PAFTD）
。

    1972年日本及澳洲進行了第一次官方部長的會議，並且結合兩國的研究機構研擬出「澳洲、日本及西太平洋地區經濟研究計畫」（The Australia, Japan and Western Pacific Economic Relations Research Project）

另一項在此期間的重大進展就是有感於日本積極扮演區域整合領導者角色，東南亞各國不希望區域性的合作仍由美、日等先進國家領導，故於1967年由東南亞五國在曼谷成立「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
。就在東南亞國協成立十年後，亦和日本有近一步的合作，但是僅限於外交及政治上的議題。

3. 1980年之後：

    在1980年由澳洲主辦的「太平洋共同體研討會」中提出建立一個「太平洋合作會議」（Pacific Cooperation Committee，PCC）的概念，同年就在澳洲成立一個結合太平洋地區各國學術界、企業界及政府官員的區域性國際經濟合作組織－「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
；但是鑒於其成效不彰，同時歐洲及北美地區的經貿共同市場已逐漸成形，遂由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於1989年初提議建立一個屬於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組織，並且獲得亞太地區各國的認同，APEC因此成立。    

    從上述的成立背景加上APEC成立時之國際環境，可歸納出促成APEC成立的原因。首先就是既有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效不彰，雖然在APEC成立前有PBEC、PAFTD及PECC等組織的成立，但是這些組織都屬於非政府的層級，並且在功能上也多有不足，所以對各個會員國並不具有任何約束力；而至於ASEAN因為當時會員國僅止於六國，又都為東南亞國家，經濟實力尚嫌不足，並且其議題多為政治取向，因此對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相當有限。其次，區域主義的高漲也為APEC的成立提供良好的契機。尤其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立為區域主義提供了一成功的典範，帶動起全球其他區域的整合，加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立，更加促使亞太國家亟欲加入區域主義的行列。再者，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在1986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遲遲未能達成共識
，也促成區域主義的發展。另外，亞太地區除了原本具經濟實力的美國、日本、加拿大及紐澳外，亞洲四小龍的實力也不容忽視
，再加上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成長，使的全球經濟的重心逐漸轉移至亞太地區；同時亞太地區各國間的經濟依存度也日趨密切，這些因素都直接促進了APEC之成立。   

二、APEC的成員及組織目標

    APEC為一個由亞太地區21個獨立經濟體所組成之高階政官員間的論壇，目前的會員體分別有亞洲地區包含日本、南韓、中國、中國香港、中華台北、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及汶萊；大洋洲包括澳洲、紐西蘭及巴布亞新幾內亞；美洲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魯及俄羅斯。囊括了大部分亞太地區的國家及獨立經濟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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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APEC會員體分布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資訊網http://www.trade.gov.tw/global_org/APEC/New/index.htm）

    APEC不是一個區域性的貿易壁壘，而是秉持開放性主義的經濟合作，也就是各會員體政府間藉由協商所達成之貿易自由化協議都將全部適用於其他非會員體；並且，欲參與成為APEC的成員並不僅限於亞太地區的經濟體，只要與亞太地區有強烈的經濟聯繫並獲全體會員體同意即可
。這也就是APEC最具特色的開放性區域主義，希望藉由此開放式的原則達成APEC的四大目標：（1）維持區域的成長與發展（2）加強經濟相互依存的利益（3）形成並強化多邊貿易體系（4）降低會員體間貨物與服務之貿易與投資障礙。另外，各個會員皆以經濟體名義加入，所以在APEC中曾經出現過「三個中國」的棘手問題
，但也都可以因此解決。而APEC的決策過程皆採共識決，並且基於各個會員體自願而產生非拘束性決議。此特點雖然重視各會員間的意見，但也造成APEC的發展受到質疑，因為各會員體是否會執行APEC的決議即規定完全出自於其自願，僅承受來自同儕間的壓力，並且各會員體間的發展程度差異性大，在強調各自意見及國情特殊性的同時，不免對APEC決議的執行效率及成果造成影響。

    APEC區域內經濟成長非常快速，對外的貿易量也相當驚人，根據2002年度的統計資料，APEC的進出口總額佔了全球的55%。為持續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以及在WTO架構下和全球其他區域的經濟體或組織共同合作發展，APEC以互利為原則，並且在顧及各會員體間經濟、文化及政治等差異性，以公開對話產生共識的方式，藉由APEC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貿易與投資便捷化及經濟與技術合作（ECOTECH）等三大支柱來共同推動區域貿易、投資的自由及區域間之合作。而既然APEC的成立肇始於整個亞太地區的市場力量及投資活動，因此各會員體間更應致力於減少貿易障礙及加速自由化的腳步，所以APEC的組織架構乃藉由幾個不同層級的政府間會議組成，各個會員體皆會派遣不同層級的官員直接參與會議，推動各項議題的合作，除了涉及政治及安全問題的議題外，幾乎所有議題都在委員會及工作小組中交流意見並達成共識，這種特殊的設計及溝通方式就被稱為「APEC方式」（APEC Way）。

三、APEC的組織架構

    APEC的政府間會議分別為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AELM）、部長會議（MM）、資深官員會議（SOM）及委員會與工作小組四個層級，以下就各個會議作一說明
：

1. 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

    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在1989年創立APEC之初並非其正式架構的一環，以往APEC會議僅有每年一次的部長會議及多次的資深官員會議，但是在1993年召開西雅圖會議的同時，由美國總統發起回應澳洲在1992年曼谷會議的建議
，每年同時舉行一次非正式經濟領袖間會議，於是首次的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即在西雅圖召開。自此之後，APEC會議就更成為國際間矚目的焦點，因為亞太地區各國的經濟領袖齊聚一堂，其所達成的共識或決議都將影響到全球經貿的發展，並且為影響人口最多、經濟產值也最大。而此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也就取代原本APEC的部長會議成為最高層級的決策機制，所有APEC的發展目標及聲明都是在此會議中由各經濟領袖達成共識完成藍圖，在藉由部長會議、資深官員會議及工作小組等加以研究執行。

2. 部長會議

    APEC成立以來就以部長會議為主，每年召開一次，主辦國由東協成員及非東協成員輪流擔任，各會員體所派任的代表多為經濟部長或外交部長層級官員。其主要的任務在於決定APEC的活動方針，討論區域內重要經濟問題。另外，若會員體間遭遇共同特殊問題亦可召集專業部長會議，例如於2003年6月於曼谷舉行的APEC衛生部長抗SARS特別會議
。

3. 資深官員會議

    資深官員會議為APEC的運作核心，由每屆APEC主辦國依據上屆部長會議所訂定的任務目標，決定召開資深官員會議的次數，主席由當年主辦國擔任。參與資深官員會議的官員多為各經濟體的次長、司長或局長層級。其主要任務在於執行部長會議之決議，監督及協調各個工作小組、委員會及專家小組，以及籌備年度部長會議的舉行。

4. 工作小組與委員會

    APEC目前設有十個工作小組及三個委員會，負責推動各個領域的合作計畫及工作。這些工作小組中皆有主要的推動成員來擔任主席或副主席，工作小組所涵蓋的範疇相當廣泛，幾乎包括所有非政治性議題的領域，可謂是推動亞太地區合作的主要場合。

    目前的十個工作小組包含：人力資源發展、工業科技、能源、運輸、電信、中小企業、觀光、貿易推廣、海洋資源保育及漁業。另外三個委員會分別為：經濟委員會、貿易暨投資委員會及預算暨管理委員會。另外，尚設有一個經濟與技術合作次級委員會且於貿易暨投資委員會下又設有許多相關議題的專家小組
。

在APEC架構中亦有專職行政事務的秘書處，但是其規模功能仍頗為受限，因為APEC中許多會員體反對「國際官僚」，他們認為國際官僚的運作方式足以阻礙APEC的發展及非正式的性質。秘書處是在1992年的曼谷部長會議中決議產生，並於1993年設立於新加坡開始運作，祕書長一年一任，由會員體輪流派任
。

除了上述的各個會議及工作小組外，在APEC於1995年的大阪領袖會議中又創設一個以企業部門為主體的「企業諮詢會議」（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ABAC）
其會議代表由各會員體領袖指派三位企業界人士組成，由主辦會員體擔任主席，每年召集三至四次會議，並且於年度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中與各會員體領袖進行面對面對話，其主要任務在於：針對「大阪行動綱領」及其他重要商務是向於領袖會議中提供建言，以及就商務合作議題對APEC次級論壇提供資訊與意見。

    在APEC非官方參與部分，於1992年成立了名人小組會議（Eminent Persons Group，EPG）及1994年成立的太平洋企業論壇（Pacific Business Forum），但是隨著1995年ABAC的成立，兩者的功能即為其所取代。此外，APEC目前有三個正式的組織觀察員分別為東南亞國協、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及太平洋島嶼國論壇（Pacific Island Forum，PIF），這些觀察員也經常會提供相關資訊給APEC有關部門進行討論。

參、APEC的發展歷程

    APEC由1989年成立至今十五年，在歷年的部長會議或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中達成許多重大的進程與決議，而這些都是推動APEC會員體間能更進一步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以下將就歷年幾次APEC會議的重要決議或聲明作一介紹
：

一、1989年澳洲坎培拉部長會議

    此為首屆APEC會議，由12個創立國於坎培拉召開
，會議中首先強調APEC支持WTO烏拉圭回合談判，並且不以建立單獨的貿易集團為目的。其次希望藉由APEC的成立加強經貿的自由化，並且重視人力資源與科技移轉的重要性。另外亦強調中國、香港及台灣對亞太地區經濟繁榮之影響與入會之必要，於是出現APEC中「三個中國」的議題。

二、1990年新加坡部長會議

    會議中將APEC定位為非正式諮商論壇，並呼籲早日完成烏拉圭回合的談判，同時成立了貿易及投資、貿易推廣、工業科技、人力資源發展、能源、海洋資源及電信等七個工作小組。此次會議的爭議問題在於APEC的建制與否以及仍未能妥善處理「三個中國」的入會問題
。

三、1991年南韓漢城部長會議

    台灣、香港及中國於本次會議中同時入會始APEC成員增至15個，同時新增漁業、交通及觀光三個工作小組，此次會議發表「亞太經濟合作宣言」（又稱「漢城宣言」）確立APEC的目標、活動範疇、運作方式及組織結構。而亦有部分爭議問題，如美國要求日韓農產品的開放，並且反對東亞經濟核心會議（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EAEC）的成立，認為此一組織係在APEC以外又建立一具有排他性色彩的組織。

四、1992年泰國曼谷部長會議

    設立新加坡為APEC秘書處所在，並且成立名人工作小組及亞太經合會基金。此外澳洲並建議從1994年起與部長會議同時舉辦「亞太經合會高峰會」。

五、1993年美國西雅圖領袖暨部長會議

    此次會議並同時召開第一次的APEC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並發表了「APEC經濟領袖展望聲明」（又稱「布萊克島展望」），強調建立亞太經濟社區。成立貿易及投資委員會，提出關稅、投資透明化、市場開放、產品標準及關稅資料庫等工作計畫。會議中並期許各會員體共同合作促使烏拉圭回合談判能在同年年底前順利結束。此次會議又加入墨西哥、巴布亞新幾內亞兩個會員體，使的APEC會員增至17個。

六、1994年印尼茂物領袖暨部長會議

    此為影響APEC發展相當重要的會議之一，此次領袖會議共同發表了「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宣布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將把實行自由及開放的貿易與投資作為長遠目標，並確定了實現目標的不同時間表。此目標為各會員體承諾「已開發國家於2010年、開發中國家於2020年完成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目標」，並責成各會員體擬定具體推動計劃。此目標著實考量了各會員體間差異性的經濟發展水平，雖不具拘束力，但各會員體經濟領袖作出此一承諾，也為APEC發展歷程豎立了第一座里程碑。另外，加入智利為第18個會員體。

七、1995年日本大阪領袖暨部長會議

    此次會議在確定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性質、原則、內容及步驟上做出重要決定，倡議將「布萊克島展望」及「茂物宣言」的兩個時間表變為現實，通過「大阪行動綱領」（Osaka Action Agenda，OAA）為2010/2020年自由化目標進程訂出綱領，並確立貿易及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過程中應遵循的準則，包括全面性原則、與GATT/WTO一致性、可比較性、非歧視原則、透明性、彈性原則以及經濟及技術合作
。

八、1996年菲律賓馬尼拉會議

    領袖會議中發表「蘇比克灣宣言」，支持所有APEC會員體加入WTO合WTO資訊科技協定。另外，APEC各會員體自茂物會議後即開始進行研擬自由化的行動計畫，於此次部長會議中提出評估，最後經彙整成為「馬尼拉行動計畫」（Manila Action Plan for APEC，MAPA），其組成分為「個別行動計畫」（IAP）與「共同行動計畫」（CAP），其主要內容涵蓋關稅、非關稅措施、服務業、標準化等15項內容
。其中「個別行動計畫」的主要內容是各會員體所提的自由化具體項目與實施時間表；「共同行動計畫」則是從整體的層面增進APEC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環境，特別是由「貿易投資委員會」設置一個監控進度的機制，以確保APEC各會員體能達成「茂物宣言」的目標。「馬尼拉行動計畫」較「大阪行動綱領」更具意義的是在於提出具體行動方案搭配現有的政策以避免流於空洞的政策宣示
。

九、1997年加拿大溫哥華領袖暨部長會議

    此次部長會議對金融危機進行深入的討論及檢討，並且在APEC架構下成立區域金融危機因應機制，以輔助國際貨幣基金（IMF）的不足。而經濟領袖會議上各會員體皆支持部長會議所通過的15個提前自願性部門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EVSL）項目，自由化項目包含關稅、非關稅障礙及經濟技術合作三大部分，並分為兩階段（A+）清單與（A）清單實施
。

十、1998年馬來西亞吉隆坡領袖暨部長會議

    此次會議中指出APEC所面臨的三大挑戰：1. 金融危機的挑戰，包括健全經濟政策、各會員體對就業及社會保險的支持、調整金融與公司部門、推動私人資本的流動及加強國際金融體系。2. 對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的挑戰。3. 對經濟技術合作的挑戰。

十一、1999年紐西蘭奧克蘭領袖暨部長會議

    APEC各成員間達成已開發國家於2005年、開發中國家於2010年促成「無紙化貿易」（Paperless Trading）的共識。再者，本屆會議的工作重點在於確保會員體標準及符合性評估之透明化，並具體加強電子電器設備及食品之標準既符合性協議之發展，以達到貿易的便捷化。此外，APEC需持續加強於多邊貿易體制中發揮作用，擴大各界的支持，尤其鼓勵婦女及商業團體的參與。

十二、2000年汶萊領袖暨部長會議

    本次會議重申「茂物宣言」的目標外，還決定採用電子版個別行動計畫，通過網路提交和宣傳各會員體就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所採取的措施。全體會員皆認同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所以各會員也都極重視以資訊技術為主導的新經濟。此外，本次會議亦討論到石油價格問題，各經濟領袖也紛紛要求APEC持續展開能源方面的合作。關於WTO方面，APEC希望能儘早重啟新一輪的談判並且盡快促使中國加入WTO。

十三、2001年中國上海領袖暨部長會議

    發表「上海約章」（Shanghai Accord）並推行「e-APEC」政策，希望藉此促進了解市場結構、交易投資的便捷性及人力資源的培養。而此次領袖會議較為特別的是在於為因應同年發生的911事件，而在美國主導下發表了APEC第一份以非經貿議題為主的反恐怖主義宣言。而這份宣言的出現似乎也為APEC在未來是否會涉及區域安全及政治性議題埋下伏筆。

十四、2002年墨西哥領袖暨部長會議

    反恐議題因為在此次會議前APEC的三個會員體印尼、菲律賓和俄羅斯發生的恐怖事件而持續討論熱烈。從會議發表的有關文件看，此次 APEC 所提出的具體行動和措施是前所未有的，通過「APEC區域貿易安全倡議」（Secure Trade in the APEC Region，STAR）其內容包括：

1. 強化區域內貿易安全政策，確保 APEC 貿易投資自由化在反恐中順利推進

2. 封鎖恐怖分子非法獲取和傳遞資金的金融途徑。

3. 打擊各經濟體內部的電腦犯罪活動，防止恐怖分子非法侵入電腦資訊系統。

4. 各會員體政府承諾相互合作，提高 APEC 會員間執行反恐措施的能力。反恐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引領 APEC 會議進程，因為會員體已經一致認識到恐怖主義是 APEC 經濟合作和穩定發展的共同障礙之一，同時必須注意到，政治和安全問題在APEC會議中日益顯示其重要性。

十五、2003年泰國曼谷領袖暨部長會議

    此屆會議主題相當多元性，主要達成的聲明重點包括：

1. 對多邊貿易體系（WTO）及對APEC各經濟體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性貿易協定（RTAs/FTAs）的具體回應。

2. 反恐議題的落實與內化。今年APEC透過成立反恐任務小組、反恐行動計畫及STAR會議
，逐步落實反恐宣言中的目標與計畫，此一發展可謂使反恐議題成為APEC的新支柱。

3. APEC的改革議題。為因應國際政治結構的急速變遷，並且強化APEC架構及有效處理多方面國際新事務，APEC部分經濟體即提出「Reform of APEC」的要求，並且由澳洲與南韓分別提出對APEC改革的評估與建議。

4. 對SARS的回應。為因應SARS的爆發，APEC亦成立臨時任務小組召集衛生部長會議；APEC在傳染疾病上的合作是藉由工業科技小組來運作，但是此次在面臨SARS此類傳染病時卻顯得無能為力。因此，此次會議呼籲加強APEC在此方面的合作並重視區域公共衛生，也希望能加強APEC對危機處理的應對能力。

另外，會議中尚有關於經濟與技術合作以及對智慧財產權的支持與重視等議題聲明
。

肆、APEC與EU之基本特徵比較

    APEC的非正式組織的身分常會使觀察者給予許多批評，有些學者認為APEC中充滿太多差異性的經濟體，而且又要採共識決的決議方式並尊重每個會員體間的獨特性，這些都是APEC的特色，但也將因此造成APEC效率低落，甚至無法達成具體的目標；有些學者反應，就算亞太地區不具有像APEC這樣的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一樣會在歐美發展過於飽和的同時，為亞太地區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而上述的這些批評，大都是學者用EU或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發展模式來評估APEC，但是實際上應用「開放性經濟協定」（Open Economic Association，OEA）這樣的形式來定位APEC會更為適切
。

    EU與APEC都採行了區域合作的方式來進行整合，只是兩者針對區域內的各會員體間的差異性及共同需求而尋求不同的整合模式。的確，EU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從煤鋼共同體到共同市場而至今的歐洲聯盟，達到了貿易及投資的開放與自由化，人員的自由流通，消除了各種形式的障礙，甚且更進一步有了貨幣同盟及政治軍事安全等議題的合作。而反觀APEC遲至1989才成立，並且在歷屆會議中達成許多的行動綱領及目標，以期達成像EU單一市場的成果，但是就其組織結構與運作方式來看，目前APEC尚仍屬於論壇性質，目的僅在於促成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與便捷化或技術合作，是否會有進一步在政治或非經濟議題上的合作還屬未知數。兩者分屬歐洲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兩大區域整合模範，也許EU的模式僅適合於歐洲地區，而APEC的模式也較適合會員體具多樣性及差異性的區域整合
。

    APEC與EU這兩大區域性經濟整合在其創建過程中，於成立組織動力、組織運作方式、組織機構部門的設立等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異及特徵，以下就此三方面作一比較：

1、 成立組織之動力比較

    EU為同一性國家的制度化。EU成員國間有著相似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經濟結構、發展水平與貿易政策大致相近，於是就整合的目標所進行的談判容易達到一致。各會員國間追求的目標和獄獲取的利益比較相似，因此能夠按照共同通過的法律或協定讓渡本國的部分主權予一超國家性質的組織，並加強經貿等各領域的合作；相較之下，APEC為市場取向的經濟活動之聯繫。亞太地區包括眾多經濟體，各個經濟體間不僅社會制度不同、經濟體制差異性大、發展程度不一、再加上各國強調其獨特性，所以在協商方面較EU來得困難。此外，部分經濟體間還存在不少歷史層面的非經濟障礙，難以達成一致的價值觀。APEC以日漸密切的經濟聯繫為基礎而建構，這種以市場為動力的區域性整合，會員體們在保留自己主權的前提下消除各種貿易障礙，形成市場的擴大及合作，其合作機制既沒有法律和協定的約束，也沒有超國家機構進行管理，成員之間以鬆散的形式進行經濟合作。所以在分類上又有學者將EU視為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而將APEC視為區域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

2、 組織運作方式的比較

    如果區域經濟整合的運作係透過談判機制來完成，該組織往往以對內的開放和對外的封閉為特徵。在談判機制下，EU給各成員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是以會員國間彼此消除貿易壁壘、開放市場、甚至讓渡部分主權予共同統籌管理的機構，因此具有對外的排他性。這將減少會員國更加依賴於組織內部的經濟往來，從而產生了封閉性。相對的，APEC允許其會員透過特定的協商機制來確定經貿合作的共同目標，並且在實現這些共同目標的過程中，根據各會員內部的實際情況加以調整，那麼此一整合組織在對內開放的同時也能實現對外開放。同時APEC亦以開放性區域主義為組織的基礎，各會員體間所達成的貿易自由化協定，將同時適用於其他非會員體的經濟體，更顯出其在運作方式上較EU趨於開放。

3、 組織機構部門的比較

    EU表現在區域整合的色彩較為濃厚，因而其組織機構部門設立的程度和規範的拘束力在各會員國的認可下遠遠強於APEC。為保證EU的各個機構部門有權行使權力，EU要求各成員讓渡部分主權，交由超國家的機構統一運作掌控。從關稅同盟開始，隨著EU整合的深化，各會員國讓渡的主權持續增加，EU已經逐步建立起一套結構緊密的「超國家共同體」，而在此一超國家共同體下設有各個相關機構，包括理事會、執委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和歐洲中央銀行等。

在APEC的非拘束性及共識機制下，各會員體之間在進行合作中產生利益矛盾與衝突的可能性相對較小。雖然這種合作模式也需要有負責統籌設立會員體間合作目標、合作進程和相互利益關係的組織機構，但APEC的組織機構完全不同於EU的組織機構皆具有超國家的性質，而主要強調功能性合作，不需要會員體讓渡主權，是比較鬆散、約束力較弱的合作機構。APEC既沒有法律和協定的約束，也沒有超國家機構進行管理，只設有一個功能不彰的秘書處負責聯繫和協調各方面的活動。

伍、APEC與EU之未來關係發展

    藉著開放性區域主義的精神，APEC的會員體們希望與其他各區域的經濟體建立相互的聯繫與合作，其中又以與EU的關係最直得關注，因為NAFTA的成員國皆為APEC的會員體，而EU又是歐洲地區最大的經濟整合，所以APEC與EU間的關係便更形重要。在未來的十年內，APEC內部各會員體在亞太地區需繼續推動更為開放的自由貿易及投資，並且同時於WTO架構下去促進與全球貿易的連結；另一方面，EU在短期的未來中將把重點置於強化並鞏固其單一貨幣的貨幣同盟，並且繼續推動東擴的進程。所以兩者間尚有許多時間與空間來考量更進一步的合作，強化歐亞兩大經濟合作體系間的互動。

    首先，隨著EU與APEC各成員間逐漸強化的經濟連繫並擴大其合作領域，在此兩大經濟區域內只有更進一步的相互合作而非分化，加上現今通訊技術及科技的發達使的區域與區域間的聯繫簡便，所以EU與APEC間在未來更進一步的合作似乎是無法避免的。尤其是兩者間對於全球經貿的野心必將產生一定程度的衝突，更遑論長期由美國主導的APEC其於亞太地區的經貿政策不會與亟欲拉近歐亞關係的EU產生競爭。其次，如果EU與APEC能進一步在經貿領域上合作，則可以在兩大區域及各成員間消除傳統以來的貿易障礙進而獲得彼此間更大的利益，也更加推動全球間的經貿投資之自由與開放程度，甚至在超越傳統貿易的商業合作及服務貿易上有更大的合作發揮空間。

    但是，EU與APEC其內部經濟合作模式的差異會在兩者推動更進一步合作時造成困難，因為APEC並非建立在一個正式的組織架構且未具備可以代表全體會員的機構，也沒有類似EU各會員國間所共同簽訂的合作協定，所以在推動兩者合作時無法採行像EU內部整合的方式。可行的方式除了期待APEC的建制化與機構化外，便是依循現有的歐亞合作途徑來發展，其中又以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ASEM）
為最具規模，在ASEM架構下，除了美洲國家、大洋洲國家與台灣、俄羅斯外，大致囊括了EU及APEC所有的東亞成員，雙方可在此架構下推動合作及經驗的交流並且促使此會議制度化。另外，在雙方成員間亦有許多經貿或商業投資的協約，也都可作為加強雙方合作的基礎。但是要促進兩者間合作上有一個重要關鍵，即為EU對APEC的自由化貿易政策的回應，也就是若APEC成員確實能在2020年前達成茂物宣言的完全自由化貿易目標，則EU是否願意放寬其採行的貿易邊界，甚至共同達到完全開放與自由化，使雙方的經貿更加自由化？

    從積極面來看，若是EU給予APEC所主張的貿易開放政策正面回應，且與APEC相對應於2020年達成消除所有貿易及投資障礙的限制，則不僅對此兩大區域組織之成員有利，更有利於全球之經貿、投資的自由化，並且也能在WTO的談判下達成全面性的經貿無邊界之目的。在EU與APEC進行消除經貿邊界障礙時無須再設置特殊的協定或合作計畫，這些經貿議題都是可以藉由WTO之架構以談判達成，如此一來WTO也為EU及APEC提供了一個基礎的談判架構；並且同時藉由WTO的互惠原則，將APEC及EU所達成之貿易自由化適用到這兩大區域外的經濟體。而有一項重要的是在於維持APEC持續整合的凝聚力，以避免在APEC內部即產生分化而影響目前整個太平洋地區的經貿完整性，同時，此舉更可避免部分小國家為了獲取較高利益逕而與EU或APEC中的經貿大國簽定單邊的經貿協定，而是以APEC之名義由全體會員與EU同時進行合作。

許多人會質疑EU與APEC的合作其實大部分可藉由現有的ASEM就可以進行，但ASEM中僅止於東亞國家與歐盟國家間就相關議題的合作，若是促成EU與APEC間更進一步的合作架構，並同時納入現有的區域間之合作機制，則可成為跨太平洋地區國家與EU間之合作，屆時ASEM可成為兩者合作機制中的一環，ASEM中歐亞合作的部分亦可援用至美洲國家，相同的就NAFTA目前與EU的合作部份亦可因EU與APEC的合作而適用到亞洲國家。而最重要的還是，若EU與APEC能擁有一個正式的合作機制，除了對二者產生經濟上的互利作用，作為尋求更廣大範疇之全球經貿合作之模範外，並能直接的加速開放國際經濟系統的運作。

    另一方面，若是EU選擇採取「搭便車」（Free Riding）之方式與APEC合作，而不做出實際上的貿易邊界開放的話，則前述的EU與APEC合作的預期成果便無從展現。「搭便車」的方式大都只發生在商品貿易部份，對服務貿易較無影響，其意謂：APEC並非為一個正式的經貿協定，而僅止於論壇性質，而在GATT/WTO協定的第一條中指出「任何於APEC成員間所享有之商品貿易自由化程度，於WTO會員也一併享有」，所以EU可以不與APEC合作達成其於茂物宣言中所預訂將在2020年達成的全面貿易自由化之目標，仍可藉由WTO之架構享有相等的優惠，尤其最重要的就在雙方的農產品貿易部份。若是EU採用如此的方式來回應APEC，APEC方面仍可不予理會，因為若是EU一再強化其貿易屏障，則將有損於其本身之經濟；但是從政治面來看，APEC的會員體內必定出現反對忽視EU「搭便車」行為的意見，並藉此進一部反對APEC的加速開放，甚且放棄APEC原有的共識。如此一來，APEC能否達成茂物宣言中的目標就更難以預測了，但是可以預料到的是將有某些APEC會員體會刻意放緩其經貿的開放步調，直到EU允諾給予相同開放程度的優惠，如此便會影響到WTO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關於農業議題的多邊協議可能僅止於APEC內部會員體間的開放。

    再者，APEC各成員間必定會希望利用各種方使降低EU藉由「搭便車」的貿易政策在亞太地區獲取的利益，這將明顯展現在雙方並無任何有效的不歧視協議的服務貿易及國際間投資的部份。APEC內部可能會產生相關決議以提升其內部成會員體間在這部份的開放程度，而限制對非會員體的開放。如此一來，極可能形成全球兩大貿易壁壘。然而APEC不至於會因此放棄開放性區域主義之精神，但可能會減少與其他非會員體間的合作或共同協議等，這就將影響到其他非APEC成員之經濟體的利益，畢竟APEC在全球經濟的影響力佔極重要的地位，另方面也將影響到APEC本身在未來長期發展中可獲得之經濟利益。

    APEC及EU這兩大組織的所有成員幾乎支配了全球的商品生產、貿易及投資，而這兩個區域組織在目前快速的全球化潮流中已無法藉由獨立運作而於全球經濟中獲得極大之利益，再加上現今全球資訊科技的進步也使資金的運作更為機動自由，所以「當APEC遇上EU」的局面是終將無可避免，逐漸的會首先於現有的ASEM會議中可見兩者進一步合作的雛型及針對APEC自由化貿易及投資所產生的相關議題。而APEC本身在邁向自由開放等貿易投資目標的同時，各會員體首先須對APEC的開放性區域主義有一明確的認知及定義，並且需解決各會員體間顯著的經貿差距以及適應處理漸趨複雜的國際經貿體系，藉由明確的原則，才能使APEC的運作更為順利，也才能與EU有更進一步的合作空間
。
陸、結語
    隨著區域主義的風潮高漲，全球紛紛成立相關的區域整合，其中又以引領歐亞兩大區域的EU與APEC為最佳合作典型。EU從煤鋼共同體至今已整合了五十餘年，在共同市場、經貿開放、人員流動及單一貨幣上皆有顯著的成果，並且更加朝向內政司法與軍事外交、區域安全等議題進行更進一步的合作，另外也積極朝向中東歐擴展，不愧為當今區域主義的最佳典範；而APEC採行異於EU的整合模式亦在亞太地區掀起區域主義的風潮，成立至今短短十多年就已經囊括亞太地區的21個經濟體，其中亦包括美加、日本、紐澳、亞洲四小龍及中國大陸等強大的經濟體，所以其發展更不容忽視。

    本文係為針對將來論文寫作議題的初步認識，未來論文寫作的方向還將針對APEC與EU在進行區域整合時所採行不同的區域主義理論作一介紹及比較，尤其是APEC所採行的開放性區域主義，並且加以探討兩大區域經濟整合的成效及未來發展趨勢及困境的比較；另外，東亞地區儼然成為全球經濟的重心，並且EU與東亞地區的貿易量已漸漸超越與北美地區的貿易量，EU或其他區域的組織或國家要如何去應對及合作；還有長期在美國主導下的APEC與歐亞之間亟欲建制化的亞歐會議，在未來針對亞太地區的經貿甚或軍事安全等政策會有如何的衝突或競合，都將是未來在論文中繼續深入研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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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歐會議發展與轉變之分析
高子妤

（南華歐研所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 ASEM）是亞歐25國和歐盟執委會的政府間論壇。1994年10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訪問法國時提出了召開亞歐會議的設想，以透過對話與合作，促進亞歐兩大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這個倡議順應世界發展新趨勢，得到了各有關國家的積極響應。1996年3月1-2日，首屆亞歐會議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亞歐會議正式啟動。亞歐會議的宗旨是透過加強亞歐之間的對話、了解與合作，建立亞歐新型、全面夥伴關係，為亞歐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亞歐會議從1996年設立至今，已有4屆，分別為1996年曼谷亞歐會議、1998年倫敦亞歐會議、2000年漢城亞歐會議與2002年哥本哈根亞歐會議。

本文將先將歷屆亞歐會議的會議結果作一整理，使讀者對亞歐會議的會議成果能有初步的了解，再就亞歐會議討論議題的轉變與擴大分析亞歐關係的演進，並探討亞歐會議的成效。本文將盡力對亞歐會議作一通盤性的介紹與說明，期望對國內有關亞歐會議的研究能有所幫助。




關鍵字：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1、 前言
1996年於曼谷所召開的第一屆亞歐高峰會，開啟了亞歐兩大陸平等談話的機制，到目前為止已經陸續召開了4屆亞歐高峰會：1996年曼谷第一屆亞歐高峰會、1998年倫敦第二屆亞歐高峰會、2000年漢城第三屆亞歐高峰會與2002年哥本哈根第四屆亞歐高峰會。除了每兩年一次的領袖高峰會之外，其他還有部長會議及專家小組會談等等的會議。

從16世紀末歐洲國家在東亞地區開始殖民行動以來，歐洲與東亞各國一直存有「宗主國」與「被殖民國」的不平等關係，而藉由亞歐會議的設立宗旨：相互尊重與對等合作，開創新的伙伴關係，歐亞雙方展開了經濟、政治與文化交流三大領域的共同合作。

國內媒體與學術期刊有關亞歐會議的介紹與分析甚少，只有宋鎮照教授1996年的「從亞歐高峰會看東亞政經發展」、張亞中教授1997年的「亞歐新關係」、湯紹成教授1998年的「1996年曼谷亞歐會議的後續發展」和羅國應教授2001年的「歐亞溝通橋樑----亞歐會議」等學術文章。

宋鎮照教授1996年的「從亞歐高峰會看東亞政經發展」一文除了對第一屆亞歐高峰會的會議結果作一介紹外，並以美-歐-亞三角關係說明亞歐會議設立的背景與動機，個別分析東協、中國與日本在亞歐會議中所扮演的角色，文後提出數個亞歐會議所面臨的問題，並呼籲台灣加入亞歐會議的必要性與方法。

張亞中教授1997年的「亞歐新關係」是以東協與歐盟的關係為討論主軸，將兩著的關係分為三個階段分析說明雙方態度逐漸轉而積極的趨勢，並預期未來亞歐合作所可能面臨的變數。

湯紹成教授1998年的「1996年曼谷亞歐會議的後續發展」對第一屆亞歐高峰會的結果與亞歐會議的定位與架構作一分析與介紹，提出筆者所發現的幾個問題。

羅國應教授2001年的「歐亞溝通橋樑----亞歐會議」針對亞歐會議的發起經緯其背景、成立目的、運作情況及意義作一介紹，文後探討台灣與今後亞歐會議的關係。。

去年（2002年10月4日）由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歐洲聯盟研究論壇共同主辦「2002年亞歐高峰會議與歐盟發展學術研討會」，是國內首次以亞歐會議為討論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但是會中所提的學術文章藉以反思台灣地位與對台灣的啟示為分析重點。

東華大學大陸研究所葉錦棟碩士論文《中國大陸與歐洲聯盟外交互動----以亞歐高峰會為例之探討》與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周子元碩士論文《後冷戰時期歐洲聯盟的亞洲政策----以東亞為研究主體》，也都只是附加說明概略性地介紹亞歐會議，無法完整的呈現亞歐會議的實質發展。

以上四篇學術論文期刊中有三篇因為為早期文章(1996-1998)，只以第一屆亞歐高峰會為討論主題；而羅國應教授的文章雖是在2001年所撰寫，但是文章是以概述性的介紹為主，且重點著重於台灣與亞歐會議的關係；而其他如「2002年亞歐高峰會議與歐盟發展學術研討會」也是以台灣的地位為分析重點；鄭東信與周子元的碩士論文也不是以亞歐會議為主，而是對亞歐會議作概略性的介紹。因此，目前國內有關亞歐會議的學術文章不是因為為早期文章，就只是兼論及亞歐會議，對於要對亞歐會議的發展與議題之轉變做一全面性的了解，幫助不大。

本文將先將歷屆亞歐高峰會的會議結果作一整理，使讀者對亞歐會議的會議成果能有初步的了解，再就亞歐高峰會討論議題的轉變與擴大分析亞歐關係的演進，並探討亞歐會議的成效。本文將盡力對亞歐會議作一通盤性的介紹與說明，期望對國內有關亞歐會議的研究能有所幫助。

2、 歷屆亞歐高峰會成果

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是亞歐25國和歐盟執委會的政府間論壇。1994年10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訪問法國時提出了召開亞歐會議的設想，以透過對話與合作，促進亞歐兩大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這個倡議順應世界發展新趨勢，得到了各有關國家的積極響應。1995年3月歐盟部長理事會正式通過了支持召開亞歐會議的決議。亞歐會議的構想也得到了東協各國的一致贊同，中國和日本、韓國也給予積極支持。

     

1996年3月1-2日，首屆亞歐高峰會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亞歐會議正式啟動。亞歐會議的宗旨是透過加強亞歐之間的對話、了解與合作，建立亞歐新而全面夥伴關係，為亞歐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根據亞歐會議所達成的共識，亞歐會議的活動將以非機制化方式多層次地進行，主要有：領袖高峰會、外長會議、經濟、財政和科技等部長會議，高官會議及其他後續行動。亞歐高峰會每兩年舉行一次，輪流在亞洲和歐洲國家舉行，亞歐會議從1996年設立至今，已召開了4屆高峰會，分別為1996年曼谷亞歐高峰會、1998年倫敦亞歐高峰會、2000年漢城亞歐高峰會與2002年哥本哈根亞歐高峰會，而本章重點將會對歷屆亞歐高峰會所通過的文件作一說明與介紹。

1、 第一屆亞歐高峰會《主席聲明》

面向亞歐新遠景

兩年一期的亞歐高峰會於1996年3月1-2日在泰國的曼谷舉行，此會由10個亞洲與會國、15個歐盟成員國的國家政府領袖代表及歐盟執委會主席參加。會中討論的議題相當的廣泛，提供與會的領袖代表發表看法的機會，並期望藉此發展出亞歐未來共同的遠景。各國代表皆認為必須為共同的目標努力，其包括維持並促進和平與穩定以及創造有益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條件，為此，亞歐應加強相互的友誼以創造和平、全球穩定與繁榮，所以會中也強調亞歐持續對話的重要性。為了增進亞歐的友誼關係，亞歐兩區域必須站在平等的立場並努力相互了解，所以只要是能促使雙方相互認識了解與互惠的議題在亞歐高峰會中都會提出討論。

促進政治對話

    會中與會代表皆表達加強亞歐政治對話的期望，亞歐各國應進一步相互了解、增進友誼並加深合作關係，各與會國之間對話的基礎應是相互尊重、平等、促進基本權利、遵守國際法規的義務、不干涉他國的內部事務，會中同意現存有關一般安全議題的的亞歐對話的重要性，尤其是有關信心建立的議題。其實現在歐盟與亞洲國家已經有數個定期的對話機制，提供亞歐雙方討論政治事務的平台，例如：東協-歐盟對話(ASEAN-EU Dialogue)、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等。

會中再次重申完全遵從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1986年的發展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1992年里歐環境與發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93年維也納宣言與世界人權會議行動計畫(Declaration of Vienna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1994年國際移民與發展會議行動計畫(Cairo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1995年哥本哈根社會發展與行動計畫宣言(Copenhagen Declaration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gramme of Action)以及1995年第四屆女性世界會議論壇行動與北京宣言(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of Action for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會中也同意共同合作改革聯合國體系，使其更有效率、更民主化。為此，會中通過亞歐會議與會國於紐約進行有關聯合國改革的對話的倡議。會中也贊同加強全球控武、裁武與大型毀滅性武器不擴散的倡議的重要性，並再次聲明亞歐各國將會在此方面加強合作。各與會國也強調遵從核武不擴散與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相關規定。
增進經濟合作

亞歐在經濟方面有共同合作的必要性，亞洲市場極為龐大，需要消費貨品(consumer goods)、資金設備(capital equipment)、金融資助與基礎建設(financing and infrastructure)。經濟成長是亞歐間的友誼增進的基礎，為加強亞歐關係，會中決定建立雙向貿易與投資流動。而亞歐的友誼關係建立在共同承諾市場經濟、開放性多邊貿易、不歧視、自由化、開放性區域主義的基礎上，並強調任何的區域整合與合作都必須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相調和，在WTO的架構下亞歐雙方的貿易。

為了促進亞歐雙方的貿易與投資，會中將減少貿易障礙立為目標，避免貿易扭曲，創造更好的亞歐貿易市場。會中也強調急需歐洲將目前對亞洲的低投資額提高，也鼓勵亞洲國家在歐洲進行投資。會中決定要求資深官員進行一非正式的會議，提供促進經濟合作的機會，尤其是市場自由化與促進貿易與投資的合作上。鼓勵企業與私人部門的接觸，包括兩區域的中小企業，以加強相互合作增加亞歐間的貿易與投資，為此目的，會中決定創立亞歐商業論壇(Asia-Europe Business Forum)。

促進其他領域的合作

    決定加強亞歐間科技的交流，特別是農業、資訊、通訊科技、能源與交通的相關部門，此些事務對於亞歐經濟聯繫也有很大的助益。其他如教育、管理訓練、發展合作、提升女性角色、減少窮困、對抗與預防愛滋病…等皆為亞歐各國加強合作的事務。環境議題也是相當重要，例如：溫室效應、保護水資源、濫砍濫伐、沙漠化…等。會中也同意加強合作處理毒品走私、洗錢、恐怖主義與其他國際犯罪事務。

在文化議題方面，應加強亞歐間的文化聯繫，特別是人員接觸(people-to-people contacts)，因為透過人員的接觸可以直接使兩區域的人民進一步的相互了解，會中也強調要加強亞歐間的了解，必須要先消彌兩區域間可能存在的錯誤認知。而透過加強文化、藝術、教育活動與青年學生交換以及觀光，應可使雙方進一步的認識了解。

亞歐會議未來的方向

    會中各代表認為亞歐會議是增進亞歐關係的有效方式，並同意亞歐會議應開公開，部會間的活動是必須的，但不需機構化，而會後的一切後續行動都應獲得與會國的一致同意。

   此次高峰會通過下列的相關後續措施：由外長與資深官員會議準備並協調第二屆亞歐高峰會的相關事務，外長會議於1997年召開；經濟部長會議於1997年在日本召開，討論經濟相關議題；非正式資深官員會議於1996年7月在布魯塞爾舉行，討論市場自由化與促進貿易投資的議題；政府與民間工作團體會議將在泰國舉行，在6個月內草擬一項旨在改善雙向投資的「促進亞歐投資行動計畫」(Asia-Europe Investment Promotion Action Plan)；1996年在法國舉行「亞歐商業論壇」，資深官員將審議加強雙方企業界及民間部門合作的適當方式；亞歐國家出資於新加坡成立「亞歐基金會」(Asia-Europe Fundation)；推動「亞歐大學計畫」(Asia-Europe University Programme)；在泰國建立「亞歐環境技術中心」(Asia-Europ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entre)；進行小型「達沃斯式」(Davos-type)的青年交換計畫；擬定「亞歐合作架構」(Asia-Europe Cooperstion Framework)，策劃亞歐長程的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領域事務的合作原則與機制。

第二屆亞歐高峰會將於1998年4月在英國倫敦舉行，第三屆亞歐高峰會則於2000年10月在南韓召開。

2、 第二屆亞歐高峰會《主席聲明》

第二屆亞歐高峰會於1998年4月3-4日在英國倫敦舉行，由10個亞洲與會國、15個歐盟成員國的國家政府領袖代表及歐盟執委會主席參加。會中代表檢視第一屆亞歐高峰會的成就，將亞歐兩大陸成功的聯繫起來，對此結果各與會代表皆表示滿意，並重申在現今高度互賴的世界中，亞歐會議所扮演的角色為加強兩區域兼政治、經濟與其他事務領域的合作伙伴關係。

基於第一屆曼谷亞歐高峰會的決定與亞歐合作架構文件中的堅持，與會領袖們確定亞歐會議的幾項特點：應站在平等、相互尊重、互利的基礎上進行對談；亞歐會議為一個開放的會議，有關擴大與否需要全體一致的決議；透過對話、合作與一系列的後續行動來加強雙方的了解與認識；亞歐會議分為三個重要的層面，政治對話、經濟合作與其他事務領域的合作；亞歐會議為非正式性的談話會議，不需機構化。

兩區域的發展

與會代表認知到亞歐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衝擊與亞洲經濟狀況的衰退，表示應該將恢復亞洲經濟狀況列為高度重要的事務，會後將會有另一項有關亞洲金融與經濟情況的聲明，此聲明包含了一系列恢復亞洲經濟的具體概念與倡議。會中也有有關歐元事務的討論，歐盟希望歐元的發行可以幫助歐洲與其他地方的成長與穩定，亞歐應加強財長會議的對話，討論有關歐元的相關議題。

東協從1967年成立至今，已屆滿30週年(1967-1998)，會中除了對於東協30年來的成就予以肯定，對於新加入東協的兩個國家表示歡迎，並認為目前東協成員國已經包括了東南亞的10的國家，對於區域的發展、和平穩定與合作扮演重要的角色。

促進政治對話

1997年2月舉行的外長會議與其附隨的資深官員會議有效的討論亞歐擁有共同利益的區域與國際事務，而透過全面性的政治對話有助於建立亞歐友誼關係，會中亦認為亞歐會議的對話議題應擴大至一般安全議題並通過討論全球政治議題的決議。與會領袖們也注意到目前有關控武、裁武與核武不擴散的正面發展，包括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生效以及全面性禁止試爆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的簽字並強調加強全球有關控武、裁武與大型毀滅性武器不擴散倡議的重要性，而亞歐也決定加強此方面的合作。

與會領袖表達追求全球安全與穩定國際環境的承諾，在現今互賴的世界中，區域性的問題也可能會對世界安全產生影響，所以應該一起共同解決這些問題。由此觀點出發，與會代表決定討論亞歐擁有共同利益的區域與國際事務，例如：柬埔寨、朝鮮半島、波斯尼亞與科索沃的狀況與歐盟的擴大。反對種族主義與排外，同意加強亞歐合作以創造和平、穩定與繁榮。

加強經濟合作

會中重新檢視先前有關「促進投資行動計畫」(Investment Promotion Action Plan, IPAP)與「貿易便利行動計畫」(Trade Facilitation Action Plan, TFAP)的計畫並通過採行，而會中體認到亞歐兩區域經濟的不同點，決定任命經濟部長會議來嚴密的監督兩個行動計畫的執行。與會代表也承認投資在幫助亞歐經濟成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再次強調有關促進亞歐會議與會國間雙邊貿易與投資計畫的重要性，鼓勵企業在恢復經濟成長與信心事務上更積極更主動。

過去50年的經驗，世界經濟的成長應歸功於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基於此項證明，增加貿易與投資、開放市場並確實遵守國際法的相關規定，有助於恢復過去亞歐經濟成長。亞歐會議與會國也同意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為協調平台，並執行目前所有WTO的相關規定。會中也再次強調企業與私人部門在加強亞歐經濟連結的重要性，而於1996年在巴黎召開的「亞歐商業論壇」(Asia-Europe Business Forum)對於亞歐企業與私人部門的連結有所幫助，提供亞歐的領袖與資深商業代表直接對談的機會，因此，「亞歐商業論壇」有繼續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而科技對經濟成長來說也是重要的，所以在會中也有討論科技部長會議召開的可能。而為了幫助受到金融危機衝擊的國家恢復經濟，亞歐會議各與會國決定集體行動，包括派遣高層級的商業小組(high-level business missions)以達到鼓勵投資的目的。
增進有關全球議題上的合作

會中再次強調加強亞歐會議在有關全球議題對話的重要性，例如：人類資源發展、教育管理、對抗貧窮、提供糧食、就職問題、環保…等並樂見有關此些事務的倡議。與會代表支持國際發展合作的目標，包括在聯合國一連串的會議中所達成的協議。而關於全球氣候變遷也是亞歐會議討論的議題之一，會中將《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視為一項重要的進展。關於對抗國際犯罪，包括洗錢、毒品走私與組織型犯罪等事務，會中決定加強亞歐合作、專家交換交流並共同研究聯繫亞洲與西方金融市場的組織型犯罪。會中也強調國際合作確保電腦系統的正常運作，以防止進入2000年時電腦系統的不穩定所可能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混亂。
促進社會文化議題的合作

社會與文化的合作能進一步促進亞歐的合作關係，而會中也批准一系列可加強亞歐公眾、智庫、研究團體、大學與所有一般社會部門聯繫的倡議。會中也歡迎亞歐基金會的成立，並建議促進亞歐兩區域人民間的接觸與加強資訊文化的交流。
亞歐會議的進展
基於曼谷的第一屆亞歐高峰會的決定，此次與會代表決定討論擴大與會成員國的可能性與時機；成立亞歐遠景小組(Asia-Europe Vision Group)，發展中長期的展望；發展亞歐合作架構(Asia-Europe Cooperation Framework)，用以引導、協調亞歐會議有關政治、經濟與其他事務的活動；採用IPAP與TFAP，包括建立投資專家小組(Investment Experts Group)；建立亞歐環境技術中心(Asia-Europ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entre)；強調其他相關事務合作的重要性，包括能源、環境…等，以促進經濟成長；於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中的建立亞歐中心。

於第一屆亞歐高峰會討論的主要議題與「亞歐合作架構」中所列出的優先點上做進一步的合作，會中通過一些新的提議，如：1998年5月28-30日的亞歐中小型企業會議；1998年10月於英國舉行專家會議，討論有關兒童福利問題；合作對抗毒品走私；加強亞歐教育聯繫；加強有關環境議題的合作；保護亞歐會議與會國的文化遺產；加強亞歐資訊科技與通訊的合作，以促進雙邊的了解與利益；透過亞歐農業論壇(Asia-Europe Agriculture Forum)的建立，加強農業事務合作與意見交流…等。

3、 第三屆亞歐高峰會

1. 《主席聲明》

第三屆亞歐高峰會於2000年20-21日在漢城舉行，會中回顧過去的成果，設立未來的方向，與會領袖滿意從第一屆到第二屆亞歐高峰會有關「亞歐合作架構」的倡議。
兩區域的發展

亞洲已從金融危機中逐漸恢復，亞歐會議把亞歐兩區域連結，在處理金融危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會中表示對於亞洲經濟的革新極有信心，而歐洲經濟的逐漸強化在共同合作下將會促進亞歐兩區域的繁榮與穩定，進而益於國際社會整體。會中也對油價的不穩定浮動表示關切，與會代表皆認為確保能源的穩定供給對於維持所有亞歐會議與會國以及全世界的長期經濟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1999年4月在河內所召開的特別東協外長會議上決議柬埔寨加入東協，漢城亞歐高峰會也對此項結果表示歡迎，東協終於成功地擴大至包含東南亞10個國家。1999年11月在馬尼拉舉行的ASEAN+3會議對於東亞合作有極大的幫助，ASEAN+3與會10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泰國、汶來、越南及中、日、韓，皆認為ASEAN3會議極為重要，應固定召開，且通過「東亞合作共同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是重要的對話論壇，討論區域合作、政治與安全議題，會中並歡迎北韓加入東協區域論壇，北韓的加入應能幫助區域和平與安全的建立。。

會中歡迎歐元的上市，認為歐元的上市將會使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一更為穩定的匯率，並提到歐盟召開政府間會議以加強歐盟機構與歐盟擴大程序。會中也進一步的提及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再安全合作的發展。

促進政治對話

以第一屆與第二屆亞歐高峰會的政治對話原則為基礎，第一屆與第二屆亞歐外長會議及固定資深官員會議是有效討論區域與全球事務的機會，加強雙方的認識與了解。與會代表再次承諾追求安全的國際環境與加強亞歐合作，努力建立國際和平、穩定與繁榮並遵守國際法，共同處理擁有共同利益的區域與國際事務。

對兩韓於2000年在平壤召開的會議予以肯定，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進程，是邁向和平穩定的一步；支持恢復東帝汶的穩定；強調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第1244號有關科索沃的決議案；對於中東問題表示關切；改革聯合國；促進並保護人權；遵從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共同預防衝突的發生；重申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的重要性；經亞歐合作架構處理共同憂慮的全球問題，如移民、國際犯罪…等；重視能源與環境問題。

增進經濟與金融合作

促進經濟發展是亞歐會成員國間建立更為強固友誼的重要因素，以TFAP進一步加強兩區域間的貿易與投資量，而資訊與通訊技術合作對於亞歐經濟的成長也是重要的關鍵，並再次說明多邊貿易體系對於全球成長、繁榮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認為有必要與非WTO成員國家進行會議的召開。

亞洲已從金融危機中漸漸恢復，會中評估亞歐會議針對加強金融合作的活動，回顧於1999年1月在法蘭克福召開的第二屆亞歐財長會議的成果。亞歐信託基金(ASEM Trust Fund)與歐洲金融專家工作網(European Financial Experise Network)在處理金融與社會部門問題的重要影響，並支持亞歐信託基金進入第二階段，基於此點，呼籲將於2001年1月召開的財長會議討論決定ATF第二階段的形式。

基於對國際金融市場的脆弱性的評估，會中同意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以加強國際金融體系，確保長期的穩定，並強調國內金融改革及共同治理的重要性。決議全力支持金融自由化原則的施行。會中說明亞歐會議必須促進兩區域間企業的對話與合作，並強調「亞歐商業論壇」(Asia-Euorpe Business Forum)所扮演的中心角色，鼓勵AEBF在TFAP與IPAP的行動中更積極、更主動。而中小型企業是經濟活動的核心，與會領袖歡迎亞歐中小型企業會議與研討會(Asia-Europe SME Conference and Seminar)的成果。科技也是極為重要的事務，會中歡迎於1999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亞歐科技部長會議(AS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s’ Meeting)的成果與由此會議通過有關加強亞歐間科技合作的具體發展，並呼籲加強共同利益與優先認知的領域的後續活動，透過共同研究、研究人員交流、研討會…等活動加強此些領域的合作。

促進其他領域的合作，包括社會、文化議題

強調相互了解的重要性，以社會文化領域多樣的人員交流來加深相互的認識。教育事務非常重要，是亞歐應先加強接觸與交流的優先領域，包括學生與學者的交流、大學間合作與加強兩區域間學校電子網絡。並承諾加強亞歐會議與會國間社經議題的對話，強調社會與人類資源發展的重要性，包括終生學習。

亞歐基金會自從與1997年2月建立以來，在促進亞歐間人員接觸、知識分子聯繫與文化交流扮演著重要的中心角色，會中再次確認完全支持ASEF所扮演促進雙方認識了解的主要角色。

亞歐會議的進展

歡迎遠景小組的報告，對其成員努力做出有關亞歐會議中長期遠景的報告並提出多樣可加強亞歐雙邊合作的建議表示感激，決定採用《2000年亞歐合作架構》。根據由曼谷與倫敦亞歐高峰會的合作認知及亞歐合作架構中設立的原則與優先要點，通過數項有關全球化/資訊科技、跨國事務與法律相關事務、人類資源發展/環境/健康三方面的亞歐會議新倡議。

2. 《朝鮮半島和平漢城宣言》

參加第3屆亞歐高峰會的各國領袖代表，針對趨於和解的南韓與北韓，討論朝鮮半島情況。會中代表一致認爲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與亞太地區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密切相關。會中也回顧至今爲止南北韓爲緩和緊張局勢、改善南北關係所做出的努力，對2000年6月13日至15日期間在平壤舉行的南北韓會談表示歡迎，並對金大中和金正日爲此所表現出的勇氣和智慧表示讚賞，並肯定了雙方已經採取的，旨在實現永久和平與最終統一的目標下履行包括人道主義，特別是離散家屬相逢、經濟合作、有關軍事問題的對話在內的南北共同宣言的措施。

與會代表們認爲，在解決南北韓問題的進程中，持續性的對話很重要，並對南北韓和解與合作給予新的支援的同時，就爲這一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南北韓以南北韓會談的成功爲基礎，持續發展這一過程表示支持。為達此目標，確認了有關增進韓半島和地區內和平和安全，爲樹立信任關係做貢獻的亞歐會議與會國的意志。會中確認了支援韓半島能源開發機構的立場並強調，亞歐會議與會國不僅將加強與北韓的對話、人員交流、經濟聯繫，而且應通過北韓參加多邊對話，改善亞歐會議與北韓以及亞歐會議個別成員國與北韓的關係。
3. 《2000年亞歐合作架構》

1996年的曼谷亞歐高峰會上提出決定創造一新亞歐伙伴關係，促進兩區域內人民的了解與認識，並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對話。而於1998年倫敦亞歐高峰會中，決定採用「亞歐合作架構」來引導並協調亞歐會議相關活動，定通過成立「亞歐遠景小組」，幫助發展亞歐會議中長程計畫，以促使亞歐會議進入21世紀。而2000年漢城亞歐高峰會是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此會議中，與會領袖代表檢視過去並建立未來全面且持續的合作機制。《2000年亞歐合作架構》規劃了亞歐會議到2010的展望、原則、目標、優先要點與機制。

進入21世紀亞歐會議遠景

亞歐會議於20世紀設立，並以加強亞歐兩區域的聯繫為目標，亞歐會議與會國決定將維持促進和平、穩定與創造力於經濟社會發展當作21世紀的新目標，一起共同努力，並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尊重民主與法律、平等、公正與人權，關心全球事務，改善貧困、保護文化遺產、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等。亞歐應建立全面性的伙伴關係，一起面對挑戰，透過亞歐會議對話機制處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教育等事務，面對新挑戰，如：全球化、資訊科技與新經濟。

亞歐共同合作不僅僅對於此兩區域有益，對於全球也有驚人的價值。以平等伙伴關係與互惠為基本精神的亞歐合作與對話，也會促進國際的合作，因而建立正面性的全球安全、繁榮與持續的發展，創造新國際政經秩序。

主要原則與目標

第一屆亞歐高峰會同意發展一共同未來遠見，促進政治對話、增進經濟合作與促使其他領域的合作。第二屆亞歐高峰會再次確認亞歐伙伴關係在現今高度互賴世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追求政治、經濟與其他領域的合作，包括社會、文化與全球化議題。
· 亞歐會議建立再平等的伙伴關係、互惠與戶重的基礎上；

· 亞歐會議應為開放性會議，而與會國的擴大應獲得所有與會國家或政府領袖一致同意；

· 透過會議對話促進相互的認識與了解並進行合作；

· 合作層面分為政治、經濟與其他領域合作三層面

· 亞歐會議為非正式性會議，沒有機構化的必要；

· 亞歐會議不僅是政府層級的合作，也透過兩區域間企業私人部門進行對話與合作，人民層級的交流也一樣重要，鼓勵亞歐間研究團體與智庫的合作。

欲滿足亞歐間政治對話的共同渴望，應加強兩區域的認識與友誼，促進並加深合作。基於第一屆與第二屆亞歐高峰會決定，此全面性的政治對話應以亞歐會議的主席聲明中的原則為基礎。亞歐間持續成長的經濟關係是兩區域間建立強固伙伴關係的基礎。為促進其他領域的合作，確定展開文化、社會領域合作的重要性，並鼓勵公眾、智庫、研究團體、大學與其他所有社會部門加強聯繫。

優先要點

政治方面：

以亞歐擁有共同利益的事務為焦點，逐步建立雙方的信心，加強雙方的了解，對話不排除任何議題，且在選擇議題時會運用智慧與判斷力。政治對話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與促進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包括遵從國際法與義務、不直接或間接的干涉他國國內事務。
· 加強高階層政治對話，包括資深官員層級；

· 對話議題為擁有共同利益的國際機構相關事務，包括聯合國的改革；

· 加強非正式有關共同利益的區域與國際議題的政治對話，以曼谷與倫敦兩屆亞歐高峰會與亞歐合作架構為原則，包括非正式的亞歐會議亞歐會議專題研討會與工作室；

· 加強處理全球事務：支持有關控武、裁武與大型毀滅性武器不擴散的全球與區域事務；對抗小型槍枝與輕武器與非法交易；促進婦女兒童福利；加強有關全球事務的合作與對話，如人類資源發展；解決全球環境事務、支持亞歐環境科技中心的活動；管理全球化世界的移民潮…等。
經濟方面：
· 強化經濟部長理事會(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與資深投資與貿易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的對話。加強WTO架構下開放性的多邊貿易體系，因所有亞歐會議的與會國皆為WTO的成員國，透過亞歐會議與會國完全投入WTO中，會強化該組織。加強亞歐雙邊貿易與投資，特別是透過TFAP與IPAP；為兩區域的企業間對談與合作建立一個良好環境，強調「亞歐商業論壇」的中心角色與重要性；首先要加強的是工業部門的合作與對話，焦點放在相同利益的高科技部門。

· 加強財長會議。加強有關全球財經事務的對話，包括國際財經結構；增進技術合作，專家交換與總體經濟政策協商；加強合作對抗洗錢。

· 加強科技方面對話，促進網絡工作與決策者、研究人員的意見交流；

· 加強所有與亞歐發展及全球經濟有關的重要事務對話，包括重要的社經事務。
社會、文化與教育方面：
· 加強接觸，增進雙方的了解與認識，透過對話使亞歐雙方人民對共同未來的共同利益更為了解；

· 亞歐會議應繼續強力支持亞歐基金會，因為亞歐基金會對於促進文化、資訊與人員間的交流有極大的重要性；

· 加強教育界的機處與交流，包括學生、學者與資料的交換、大學間合作、尋求雙邊教育與相關機構證照學位相互承認的可能性以及增加雙邊學生交換；加強保護與促進文化遺產的對話與合作；促進網絡工作、分享社會科學、藝術、人文與體育的經驗；
亞歐會議活動協商、集中、管理機制
外長會議、經濟部長會議與財長會議按一定規律召開一次，通常是每年一次，隨機性的會議由國家政府領袖決定。基於曼谷亞歐高峰會的決議與倫敦亞歐高峰會的確定，外長會議與資深官員會議有責任處理所有有關亞歐會議的協調。為促進亞歐會議所有與會國的資訊能有效且快速的交流，由外長指派的亞歐接洽辦公員網絡工作，將為此提供直接且非正式的溝通管道。
所有亞歐會議的計畫應獲得與會國的支持，且應遵從亞歐合作架構中規定的原則、目標與優先要點。所有的亞歐會議倡議提議皆應符合下列幾點：互惠、獲得所有與會國一致通過；依據亞歐會議的目標與觀點；目標、主要角色、可能預算名列清楚；避免與現存亞歐會議倡議重複；參與國限於亞歐會議與會國，但可經由資深官員會議針對某件提案達成一致通過，如此倡議才可允許非亞歐與會國、國際組織與機構參加。

亞歐合作架構的檢視由資深官員會議與外長會議負責，定期檢視成果，任何有關的調整都由外長於未來會議中提出。
亞歐會議參與者
基於第一屆與第二屆亞歐高峰會的結果，亞歐會議與會國未來擴大的原則為：

· 亞歐會議為開放的，且以加強亞歐伙伴關係為目標；

· 擴大應經過依程序性的步驟；

· 候選國的優點與對亞歐會議的潛力皆為檢視要點；

· 兩個主要的方式：加入新與會國的最後決定應獲得全體一致的同意，可是先前候選國必須得到同區域的國家的支持；

· 任何有關與會國的決議都必須獲得亞歐會議國家政府領袖的一致同意。

4、 第四屆亞歐高峰會

1. 《主席聲明》

第四屆亞歐高峰會於2002年9月23-24日在哥本哈根召開。會中回顧歷屆亞歐高峰會的全面性、深入且極有成效的多樣有關共同利益與考量事務的討論。亞歐會議應建立在過去歷屆會議與亞歐合作價購設立原則的基礎上。與會領袖對2001與2002年的外長、財長、經濟部長與其他部長會議的正面成果表示感激。
有關21世紀挑戰的政治對話

一般國際安全情形是討論的主要議題，並進一步探討在911事件後所產生的新安全挑戰。強調對抗國際恐怖主義，決定共同合作對抗破壞全球和平與安全、永續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的威脅。強調要對抗恐怖主義必須以聯合國為中心，以聯合國憲章為領導。會後通過《對抗國際恐怖主義亞歐會議哥本哈根合作宣言》(ASEM Declaration on Cooperation agains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與《對抗國際恐怖主義亞歐會議哥本哈根合作計畫》(ASEM Copenhagen Cooperation Programme on Fight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利用亞歐會議與會國在聯合國大會邊緣的協調會議的正面經驗，會中同意亞歐會議與會國應繼續此種政治對話，並決定建立一特別非正式協調機制，賦予亞歐會議協調者與資深官員及時商談特別國際事件的能力。

異中求同

會中強調在911事件後，清楚的呈現出亞歐會議包含了各種不同的文化與文明，是國際關係中的一項有價值的東西，值得持續的發展。基於此項精神，亞歐會議首次「文化與文明對話」，此對話以尊重所有文明的平等性，而文化不同事一項資產，強調現存的亞歐會議全面性雙邊談話應努力在異中求同----在不同的文化文明中追求整合。

而教育對於克服防止現在與未來亞歐會議與會國間先入為主及刻板印象非常重要，所以在未來的會議中應繼續做有效的交流，任命各部長會議在所有層級發展進一步文化與文明的對話，並同意在政治層級召開亞歐後續文化文明會議。會中也鼓勵亞歐基金會透過公眾對此些議題的注意，持續建立對話。成立「亞歐青年競賽」(ASEM Youth Games)，此類活動將進一步幫助人員的接觸，因而增加雙方彼此的認識與了解。

區域發展的近況

與會領袖獲知目前朝鮮半島的最新發展情況，並通過《朝鮮半島和平哥本哈根政治宣言》(ASEM Copenhagen Political Declaration for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重申支持兩韓間和平的和解與合作，歡迎目前一系列促進兩韓合作的計畫。會中亦提及建立跨亞歐鐵路，此「鐵絲路」(Iron Silk Road)的建立，將會對區域間的交流有正面影響。會中也討論了伊拉克問題與中東情況。

會中同意歐盟的擴大對於世界經濟將會有正面的結果。亞洲與會領袖讚揚歐盟成功地發行歐元，並表達歐元當作主要儲備金、使用貨幣與參考貨幣對亞洲的利益。與會領袖也提及目前亞洲伙伴在其區域合作的進展，如ASEAN10+3與「亞洲合作對話」(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
更緊密的伙伴關係

會中強調經濟與金融在全球經濟情勢的優先性，再次說明克服911事件的對經濟產生衝擊，恢復經濟的決心。為此，亞歐會議透過政治管道來加強兩區域間的經濟關係，期望成功地促使世界經濟持續成長。而建立強固、開放與透明化的公平多邊貿易體系是亞歐會議一直不變的承諾，同意於多哈召開的WTO工作計畫是促進其社會經濟利益成長的唯一機會。會中也同意應共同合作使貿易自由化、WTO法規進一步地發展與強化。過去兩年透過TFAP與IPAP的施行，成功地增加雙方的了解、透明化並克服了貿易與投資的障礙。

回顧過去亞歐經濟的整合，會中強調渴望深化亞歐間的經濟合作。順應「多哈發展議題」(Doha Development Agenda)成功的結果，應該加強區域間的合作。而更緊密的經濟連結與亞歐間資訊通訊科技合作的加強，都是亞歐強固伙伴關係的基礎。

人類資源發展、社會融合與環境合作

強調人類資源與教育可增加就業力，進而減少貧困與的重要因素，增加教育交流以促進雙方的認識與了解。歡迎ASEM-DUO後續計畫，鼓勵亞歐會議與會國間透過此項倡議或其他倡議的教育交流，基於經濟成長與社會事務有相互影響效果，為了能確保長期社會融合，會中通過「亞歐未來就業與勞工品質的工作室」(ASEM Workshop on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and the Quality of Labour)。也通過「亞歐合作促進青年世代對毒品問題的認識」(Asia-Europe Cooperation in Promoting Awareness in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the Drug Problem)的倡議。

強調有關環境議題對話的重要性。重申執行「世界永續發展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承諾，歡迎包括衛生、能源…等的新國際目標。需要在與《聯合國氣候變遷架構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與《京都議定書》的工作架構下合作行動。

深化亞歐會議合作

亞歐雙方的關係已經變的更為親近，程度更廣且更為重要。亞歐會議進入了一新發展，會中承諾再深化相互間的了解、擴大共同基礎，進一步加強合作。

對於從第三屆亞歐高峰會後許多倡議與活動的成果都相當滿意，重視此會議非正式、獨立且互動的討論，並認為應該擴大與加深亞歐會議的討論事務。會中同意把對抗恐怖主義與跨國組織犯罪、建立更親密的經濟伙伴關係、在社會、教育與環境領域的合作以及文化文明的對話…等皆列為亞歐會議的優先要點。

促進人員、文化與知識的交流是亞歐基金會的重要工作，會中極力主張亞歐會議與會國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確保亞歐基金會長期金融維持。

第五屆亞歐高峰會將於2004年在越南召開。

2. 《對抗國際恐怖主義亞歐會議哥本哈根合作宣言》

第四屆亞歐高峰會中回顧起2001年9月11日恐怖份子的攻擊事件，促使與會國加強討論有歡各種新安全的挑戰，特別是國際恐怖主義以及與其相關的跨國組織犯罪。

國際恐怖主義的行動對國際和平與安全造成各種的威脅，恐怖注意不僅僅對無辜的人類造成生命的威脅，也威脅著已經建立起的社會基礎。亞歐會議譴責所有有關恐怖主義的行動。國際合作反恐活動，包括如歐盟與東協的區域合作以及雙邊合作都有極大的進展。

亞歐會議誓言共同行動對抗對全球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持續發展經濟與政治的穩定，並強調反恐必須以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規定為基礎。而反恐需要國際社會全面性的合作，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與法律。

強調國際合作反恐的重要性，並以聯合國為領導角色。亞歐會議與會國完全支持且遵行聯合國安理會2001年第1373號與1377號決議案。為執行1373號決議案，需要提供第三國家技術支援，而反恐委員會(Counter Terrorism Committee)也工作也非常的重要，亞歐會議與會國也將執行現存國際反恐公約。

大型毀滅性武器擴散至恐怖份子團體對於全球和平與安全是嚴重的威脅，因此，亞歐會議重申對聯合國大會56/24T決議案有關裁武與不擴散以及全球支持反恐多邊合作的承諾。

恐怖主義，包括與跨國組織犯罪的可能連結，如：洗錢、武器走私、偷渡以及非法毒品的製造與走私，對於全球安全都是挑戰。

亞歐會議決定加強有關因安全挑戰的協商、合作與協調，擴大亞歐會議的倡議，直接對抗由恐怖主義與國際組織犯罪所引起的災難。

亞歐會議的合作將建立在亞歐會議的對話與跨文化了解上，反對恐怖主義與任何宗教、種族與國家結合的企圖。

亞歐會議決定採用「亞歐合作反恐合作計畫」(ASEM Copenhagen Cooperation Programme on Fighting International Terrorism)，以確保上述原則的執行。

亞歐會議中短期的反恐活動，包括建立協調者與資深官員間非正式性的特別協商機制，以及亞歐會議與會國間有關區域與國家部門的定期接觸，以促進共同對抗恐怖主義與跨國組織犯罪的合作。而長期活動則將焦點放在去除文化誤解與去除恐怖主義產生的因素。

2、 亞歐高峰會的發展與轉變
1、 第一屆亞歐高峰會----和諧接觸

　  1996年3月1-2日，首屆亞歐高峰會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東協7國(汶萊、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和越南)、中國、日本、韓國與歐盟15國(奧地利、丹麥、西班牙、芬蘭、法國、比利時、德國、英國、希臘、愛爾蘭、荷蘭、瑞典、義大利、盧森堡和葡萄牙)的國家政府領袖或代表以及歐盟執委會主席，以「為促進發展建立亞歐新型伙伴關係」為主題，就亞歐政治與安全形勢、亞歐經濟及其他各個領域的合作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結束時，發表了《主席聲明》，要求各國按照自由和開放的原則和體系推進雙向的貿易與投資；在培養人才、能源和科學技術領域內進一步實行合作；在環境問題、禁毒和反恐怖方面進一步採取對策；加強文化交流；設立亞歐民間經貿研討會。第一屆亞歐高峰會代表著加強兩大洲間全面合作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毫無疑問地，亞歐會議的設立將亞歐兩大洲彼此的距離拉近，試圖在對話的機制上相互了解。「和諧」是第一屆亞歐高峰會的最高原則，會中廣泛地討論政治、經濟與其他層面的議題，但是很多高度爭議性的議題在會議中都避免提及，例如：人權、成員問題、葡萄牙與印尼在東帝汶的問題等。

關於人權議題方面，不僅僅中國避免，東協組織也不願提及。中國在1988年天安門事件中的殘暴鎮壓手段，藐視人權的作法，使得中國的人權記錄不良，但是中國不能容忍外界對其人權記錄的公開批評，有關人權的討論要私下透過雙邊機制進行。
東協也人權問題，印尼與葡萄牙之間有關東帝汶的議題仍未解決，但是印尼威脅葡萄牙，如果葡萄牙在亞歐高峰會中提出討論東帝汶問題，印尼將立即離席，而新加入東協的三個東南亞國家，柬埔寨、寮國與緬甸，在人權方面也有很大的問題。

有關亞歐會議與會成員的議題在會中也避免討論。歐盟在1994年7月31日首次對亞歐地區整體提出新政策----《面向新亞洲戰略》
(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其中將亞洲國家分為四區，總共26個國家或地區，包括：東北亞----中國、日本、南韓、北韓、台灣、蒙古、香港、澳門等8個國家或地區，東南亞----東協10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泰國、汶來、越南、柬埔寨、緬甸與寮國等，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馬爾地夫、阿富汗等。而目前亞歐會議的與會成員國只包括了東協7國及中、日、南韓等10國。
而歐盟與東協都有不願會議擴及的國家，歐盟反對新加入東協的3國參與亞歐會議，因為此三國的人權記錄不好，而且缺乏民主機制。反觀亞洲方面，東協反對澳洲與紐西蘭的加入，因為他們認為，雖然紐澳的地理位置是在亞洲，可是因其文化與歷史背景皆是屬於西方社會的一部份，所以嚴格來說，並不算是亞洲國家。而最具爭議的是有關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加入問題，在歐盟方面，德國與英國因為與印度的經濟關係緊密，所以樂見印度加入亞歐會議，而日本也同樣的贊成。但是東協不願印度的加入，就官方說法來看，是不願將印巴衝突問題拉入亞歐會議中，但是實際上，東協不願印度的加入是因為要使中國覺得愉快，避免中印的對抗影響了亞歐會議。

基於第一屆亞歐高峰會的主要目地是要促進彼此的認識與了解，進而增進經濟關係，所以所有與會國家都避免提及此些高度爭議性的議題。第一屆亞歐高峰會就在一片和諧的氣氛中結束。

2、 第二屆亞歐高峰會----著重經濟議題

　　1998年4月3-4日，第二屆亞歐高峰會在倫敦舉行。亞歐25個國家的國家政府領袖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中討論了亞洲的經濟和金融形勢，決定在世界銀行設立「亞歐信託基金」，以促進亞洲地區金融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會領導人還就環境保護、打擊毒品犯罪和各種形式的跨國犯罪、人權以及其他重大國際問題進行磋商和交流。與會各國領袖透過了「貿易便利行動計劃」和「投資促進行動計劃」。會議還決定成立一個「亞歐遠景小組」，對亞歐合作進程作出中、長期預測。會議還制定了一系列後續行動計劃，發表了關於亞洲金融危機的16點聲明。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亞洲國家的貨幣急速貶值，失業人口也隨之上升，經濟情況惡化。雖然歐盟面臨著許多內部的問題，如失業率居高不下、歐盟即將擴大的潛在機構改革與經濟壓力以及歐元的正式流通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但是基於歐盟認為亞洲經濟的下滑，也會影響歐洲，歐盟執委會並未對亞歐雙邊的嚴重貿易失衡提出責難，反而認為持續吸收來自東亞的輸出，讓當地企業得以正成運作與生存，儘速恢復東亞區域的經濟與社會的穩定，才是符合歐盟利益的作法。

而透過第二屆亞歐高峰會的召開，如何處理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問題，也成了會中討論的焦點，並決定透過技術與資金援助亞洲；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計畫；歐盟建立「歐洲金融專家工作網」(European Network of Financial Experise)，提供專家幫助改革亞洲金融機構，由專家工作小組負責處理雙邊的貿易與投資事務；成立「亞歐信託基金」，主要協助受金融危機影響的亞洲國家，早日恢復經濟狀況，脫離經濟衰退之苦：提出「促進投資行動計畫」與「貿易便利行動計畫」，以促進雙方貿易與投資。

歐盟也決定投入大量的資金幫助亞洲國家，歐盟提供了近27億歐元的資金，佔了在世界金援亞洲的總額中的18％，而美國少於歐洲，只有15％。
但是亞歐會議對於金融危機的管理並不是直接的角色，所有的行動幾乎都是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所控制來執行。而學者Elke Thiel在其文章中，也提出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由全球來共同進行，而非單單透過亞歐會議。就金融危機來看，亞歐會議的功能不彰與過於被動是不爭的事實。

3、 第三屆亞歐高峰會----多向議題對話

2000年10月20-21日，第三屆亞歐高峰會漢城舉行。亞歐25個國家的領導人或他們的代表以及歐盟委員會領導人出席了會議。與會領導人著重就亞歐兩大洲開展政治對話和經濟、社會領域的合作，世界和地區安全形勢，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國際貿易多邊化和地區組織的開放性，加強兩大洲在資訊化時代的經濟金融合作和科技交流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另外，還就文教、環境、人力資源開發、國際犯罪、兒童婦女福利等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探討，並達成了共識。會議透過了《2000年亞歐合作框架》文件，發表了《朝鮮半島和平漢城宣言》和《第三屆亞歐高峰會主席聲明》。
第三屆亞歐高峰會的議題不僅更為複雜，且有學者對亞歐會議的成效提出質疑，如Paul Lim在其文章中，提到了「論壇疲乏」(Forum Fatigue)的問題，亞歐會議的召開，目的是在於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進行亞歐的交流，以促進雙方的認識與了解，但是他認為從第三屆亞歐高峰會看來，亞歐會議的重要性下降，會中雖然有提出建議，可是並沒有真正的意見交流，如果有人不遵守會議規定將發言時間拉長，有的與會領袖代表的發言時間可能就只有短短的3-5分鐘，而會場的佈置有不是很適當，每一個與會領袖的座位離的非常的遠。有些領袖在提出有關政治對話的發言時，根本就是照著已經準備好的稿子唸，所謂的「對話」並沒有真正的進行。

從第三屆亞歐高峰會的《主席聲明》中，我們可以發現亞歐會議議題的擴大，第一屆的重點主要釋放在交流與了解，所已有很多敏感性的問題並沒有提出討論，第二屆亞歐高峰會因為亞洲金融危機的問題，也把主要討論焦點放在如何處理金融危機與恢復亞洲金融繁榮。而第三屆亞歐高峰會通過採用《2000年亞歐合作架構》與《朝鮮半島和平漢城宣言》，正代表著亞歐會議的進步
，雖然有關安全的議題在此屆亞歐高峰會中並沒有深層的意見交流，但是亞歐會議議題的擴大是一正面性的發展。

過去鮮少提出討論的政治安全層面議題，在此屆會議中也有提出討論，如朝鮮半島、巴爾幹半島、東帝汶、與南中國海問題等，而此些富爭議性的問題雖有提出討論，但如同前兩屆亞歐高峰會一樣，有關人權的議題，也都是只有提出基本的概念----「尊重人權」，可是有關東帝汶與中國的不良人權記錄仍然沒有解決。而根據《2000年亞歐合作架構》中第12項的聲明，「亞歐會議不排除任何議題的討論」，由此可知，目前亞歐會議對此些爭議性的議題雖然作出沒有具體的結果，可是卻未來設下了進一步討論的可能。

有關與會成員國擴大的問題在第三屆亞歐高峰會中有一些新的進展，在《主席聲明》中，對於擴大的問題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候選國必須先獲得其區域的全面的同意與支持，擴大的決定是由亞歐會議以一致決方式通過，如此候選國才可正式加入，成為亞歐會議的與會國之一。

就如同學者Nicholas O’Brien所說的，亞歐會議的討論重心已漸從經濟對話移轉至政治對話。
此屆亞歐高峰會在有關經濟方面的倡議極少，主要為檢視過去在的經濟活動，尤其是第二屆亞歐高峰會中提出有關金融危機的措施，此界所通過的三項聲明：《主席聲明》、《2000年亞歐合作架構》與《朝鮮半島和平漢城宣言》，皆是以政治議題為主，畢竟經濟發展仍須建立在穩定的政治上。

4、 第四屆亞歐高峰會----全面性伙伴關係

　　2002年9月23-24日，第四屆亞歐高峰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在本屆高峰會上，與會各國及歐盟委員會的領導人或代表就政治、經貿、文化等多領域的合作問題交換了意見。會議通過了亞歐反恐合作宣言、反恐合作計劃和關於朝鮮半島和平的宣言和會議主席聲明。 

第四屆亞歐高峰會使的亞歐關係進入另一新的階段，亞歐會議得以更為完善。歷屆以來有關經濟方面一直是亞歐雙方的最主要的合作事務，亞洲經濟的快速成長，也是促使歐洲同意設立亞歐會議的原因之一。雖然第二屆亞歐高峰會正逢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討論焦點放在如何恢復亞洲繁榮上，也提出了一連串的措施，雖然在文章的上述部分，有提出對亞歐會議在金融危機中的貢獻與幫助作一分析，得知，歐洲雖盡力幫助亞洲，提供大量資金、開放市場…等等，可是實際上，亞歐會議的幫助並不大。但是如果從1980年、1990年與2001年的亞歐雙方貿易量作一比較，很清楚的亞歐間的經濟有大幅的成長
，雖然亞歐會議不一定是最主要原因，但是相信一定也對此有所正面的幫助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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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mports
	27,094
	8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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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ports
	14,295
	53,966
	132,085

	Share of EU Total
	9.7
	20.1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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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13.5
	13.5

	Trade balance
	-12,799
	-35,318
	-105,023
	
	
	
	
	


來源：http://europa.eu.int/comm/trade/issues/bilateral/regions/asem/docs/econo_asem.x
而在其他事務的合作上，也是亞歐會議成立以來一直努力執行的部分，包括成立「亞歐基金會」以促進兩區域的認識與了解，加強教育、社會、文化等等的交流、人員接觸、學生交換、專家與研究人員交流…等。雖然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亞歐會議的第三支柱不夠充分
，但是相關活動仍不斷努力的進行，期望能達到設立的目的----亞歐認識與了解。

比較沒有實質進展的就屬政治方面的對話，從第一屆亞歐高峰會起，一些爭議性的政治議題一直都只有簡單的帶過，沒有真正深層的意見交換與具體成效，例如文章先前所提之有關人權與安全的議題，雖然在第三屆亞歐高峰會中，作出《朝鮮半島和平漢城宣言》，對朝鮮半島的政治與安全情形有所討論，但是也屬於宣示性的聲明，並沒有具體的措施。

而911事件的發生，，是促使亞歐會議與會領袖討論有關安全與反恐議題的契機，會中不僅僅討論合作反恐，更提出了具體反恐措施，使得過去一直屬於高敏感性的安全議題，有了新的進展。但是因為討論焦點都放在有關反恐與安全的議題上，有關人權的問題，反而被忽略了，有關人權的問題在亞歐會議中，仍未做出實質的建議與解決方法。

回顧過去歷屆亞歐高峰會的議題發展，可以得知，亞歐會議逐漸成熟，亞歐關係也漸漸邁向全面性的伙伴關係，可以討論處理一些過去禁止的話題
，因為這些禁止討論的事務，其實對亞歐關係也有實質上的影響。但與彭定康於2000年10月所發表的談話做一對照，可發現目前亞歐會議並不全面性，因為有很多事務都仍無法有效的解決，而亞歐會議的成員國也不夠全面性。

肆、亞歐會議的成效

亞歐高峰會召開至今，已經經歷了四屆，許多學者對於亞歐會議的成效提出了質疑，認為亞歐會議的成效不彰。
· 在會中的討論往往只是空談，並沒有實際具體的成果產生；

· 亞歐會議從三方面進行對話：政治、經濟與其他領域的合作，但是有關的活動過於龐大、浪費資源，與會代表也因而降低對亞歐會議的興趣，產生所謂的「論壇疲乏」的現象；

· 本應為對話機制的亞歐會議在召開過程中，與會代表也並沒有真正的進行「對話」，交換意見的目的也並沒有達到；

· 亞歐會議是一個由上而下的對話機制，以兩年一次的領袖高峰會為主，在期間並有其他部長會議與資深官員的對話，過於菁英導向，而下層的人民並沒有因為亞歐會議的設立而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所有的交流都集中在上層官員，而亞歐基金會旨在促進民間的交流，但是對象也都是以學生、專家、研究人員…等等為主，其實對於人民間的認識幫助並不大；

· 而亞歐會議的非正式性，對於會議的效果也大打折扣，由亞歐遠景小組提出的有關設立秘書處的建議，也在會中遭到否決，可是如果真的要有效果，機構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們不妨回頭看看，亞歐會議成立的背景與目的。亞歐兩區域的歷史背景與發展步調都不盡相同，亞歐對於世界秩序與利益的觀點也有所差異，加上過去歐洲殖民時期在亞洲所留下來的一些不好的印象，都使得亞歐雙方要進行接觸與合作的困難重重，所以才會有亞歐會議的設立，主要是希望分別從政治、經濟與其他領域的相關活動，來促進亞歐雙方的了解，以利於進一步的合作。
亞歐會議的非正式性，也是為了能使亞歐雙方在沒有壓力與束縛的情況下，進行溝通，雖然有學者提出，亞歐會議都只是空談，並沒有做出實質具體的建議與結果，且活動過於繁多，浪費資源，但是亞歐會議本來就是一個非正式性的對話機制，旨在交流，促進認識與了解，沒有責任要提出具體的建議與成果。就亞歐會議目前的發展，其實已經滿足其設立的目的，實在不該苛責亞歐會議沒有實質成果。而為了能使雙方在愉快的氣氛下對話，以達到了解交流的目的，有些會破壞亞歐會議和諧的較具爭議性的議題，本來就不應該提出，畢竟時機尚未成熟，當然就更不應該責難亞歐會議沒有解決有關中國與東帝汶的人權問題，爭議性的議題並不能帶來合作的機會。目前最重要的是「適應與了解」，所以亞歐會議的對話機制仍應持續下去。
而有關亞歐會議應依原來的「由上而下」或是應依學者意見改為「由下而上」進行的爭議也是不斷，Paul Lim就認為亞歐會議過於菁英導向，所有的會議皆是以高層領袖、部長及官員為主，而有關民間交流的部分，參與者往往也都是專家學者，對於雙方人民實質上了解的幫助並不大，所以應該加強第三支柱有關文化交流的活動，由下層民間做起，才能真正達到亞歐兩區域的認識與了解。其實目前亞歐會議以高層為主的方式，並不是沒有他的道理，畢竟在有事情或危機發生的時候，處理問題的都是政府官員或是高層機構，人民的參與實質上是很少的。
但是這麼說並不是表示亞歐兩洲人民間的交流與認識就不重要，其實透過亞歐基金會的活動，也有一些促進民間了解的活動。只是就效果來說，菁英階層的相互了解的需要性，會比人民間的了解來的重要與急迫，所以會議才會將焦點放在更曾代表上。
亞歐會議是否應該機構化？各學者對此也抱持著不同的想法，Paul Lim認為，為了能有更好的成效，亞歐會議應該接受遠景小組的建議，設立秘書處，並進一步的機構化。然而，就如前所說，亞歐會議為一非正式性對話機制，目的是在於促進了解與合作，拒絕秘書處的設立也表示著，亞歐會議高層代表皆認為目前時機尚未成熟，不應將亞歐會議機構化。
畢竟長達3個世紀的疏離與誤解，並不是目前短短8年的四屆亞歐高峰會所能化解的，亞歐雙方的認識與了解雖比以前深入，可是在一些觀念上仍有一段差距，衝動的將亞歐會議機制化，會使會議蒙上一層壓力，對於交流對話的效果就會有所影響，如此又怎能進一步的全面性合作呢？

伍、結論
若在未來的日子裡，亞歐會議可以做到下列幾點，相信亞歐會議的存在價值將會更高：

· 建立區域共同體，支持區域解決所面對的政治、社會、環境與經濟挑戰；

· 進一步邁向更平衡的永續發展議題；

· 與美國聯繫，以保證美國不再採取危險的單邊主義，並持續建立以多邊主義的原則。

我們應將亞歐會議看做為一個長期的計畫，亞歐會議將促使亞歐兩洲的社會與人民更加了解彼此。亞歐會議已滿足其設立的用意，促進兩區域間的了解與認識，再進一步合作。雖然有些學者認為亞歐會議的成效不大，但是千萬不要忽略了亞歐間過去沈重的歷史包袱，亞歐高峰會召開至今不過才4屆，經歷短短的8年，而亞歐間的誤解與不平等關係，持續了3個世紀之久，要亞歐會議在短短的8年間就達到實質的效果，是否過於苛刻？8年的努力也只能稍稍的相互了解與認識，要達到全面性的合作，相信仍需要一些時間，亞歐會議拒絕了秘書處的成立提議，也正代表著目前仍不是機構化的時機，因為亞歐間的認識與了解仍只停留在表面，不過相信再過一些時間，亞歐會議的成果與成效將更為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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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的北韓政策 (1995~2003)

張簡秋香

 (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 )

摘要

	1993年馬斯垂克條約將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列為歐洲聯盟的第二根支柱，1995年歐盟擴大到15個會員國，自此開始積極加強歐盟的對外關係。而隨著亞洲經濟快速成長，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強，歐洲注意到不能再忽略亞洲國家，於是歐盟於1994年公佈『面向新亞洲戰略』(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開始對亞洲推動全面性策略，1996年曼谷舉行的首屆『亞歐會議』(ASEM)為歐亞雙邊發展的高峰，歐盟對亞洲政策以安全、貿易、貧窮、人權、全球化、認識歐洲為目標。

朝鮮半島從地緣政治來看戰略位置重要，居於美、中、日、俄四大國戰略利益的交匯點。同時，該地區處於從中東、中亞到南亞再到東北亞的“動蕩弧線”的延伸地帶。從歷史上看，二次大戰後，韓國分裂成南北不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東北亞一直處於混亂與衝突之中，50多年過去了，朝鮮半島還處於分裂狀態，“冷戰”陰影揮之不去。2002年10月更爆發了核武危機，使朝鮮半島成為中東之外另一個重大國際安全議題焦點。 

北韓是全世界最大的彈道飛彈出口國，對外威脅著國際安全，但是國內經濟衰弱民不聊生，使北韓不得不積極向外求助，事實上飛彈出口也是北韓對外談判的籌碼。歐盟自1995年開始提供北韓糧食、能源、技術援助及人道救援並透過政治對話、人權對話、雙方互訪、建立外交等方式加強與北韓的關係。

加強與歐盟的關係也是北韓外交新戰略之一，希望能突破由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對北韓的孤立。歐盟在朝鮮半島的角色不像美國採取強硬路線，歐盟希望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美國與北韓對抗，歐盟則偏好與北韓合作，北韓需要歐盟的經援改善經濟，也需要歐盟制衡美國。

歐盟的北韓政策，除了要加強與北韓的關係之外，希望頁由維護朝鮮半島的安全和穩定，擴大參與東北亞事務，以提升其政治影響力，增加歐盟在全球的政治地位。




關鍵字：亞歐會議(ASEM，Asia Europe Meeting)、陽光政策(Sunshine Policy)、朝鮮半島能源發展組織(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KEDO)、框架協議(Framework Agreement)

壹、前言

美國、歐洲、亞洲是全球主要三大區塊，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主要的角色，雙方之間彼此的互動關係亦影響著其他地區。歐美之間在民族、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關係都密不可分；而亞洲與美國的關係，則開始於二次大戰時美國加入太平洋戰事，從此介入了亞洲政治、安全事務，而美國擁有廣大的消費市場也是亞洲許多國家重要的貿易夥伴。相較之下歐亞之間的關係即使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殖民的歷史淵源，雙方的關係卻是非常有限，冷戰期間亞洲幾乎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歐亞關係受到美國的影響與阻礙，同時歐洲致力於內部政治、經濟的整合因此與亞洲的關係疏遠。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國際秩序中的超級霸權，在與伊拉克的戰爭中美國所呈現出的單邊主義，引起各國的不滿而有所謂的聯亞制美或聯歐制美的現象。還有在全球化的今天許多政治、經濟、安全、環境、氣候等問題，都不再只是國內或區域內就能夠解決，需要國際間共同解決，因此加強歐亞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合作或是制衡美國都是必須的。

隨著歐盟內部整合的成功，1993年根據馬斯垂克條約成立「歐洲聯盟」，設立了三根支柱，其中第二根支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作為歐盟對外安全事務的法源，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提升其政治影響力。除了加強內部整合的深化，歐盟成員在1995年擴大到15個會員國，也使歐盟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更有份量。

亞洲經濟快速成長，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強，歐洲注意到不能再忽略亞洲國家，於是歐盟於1994年公佈『面向新亞洲戰略』(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開始對亞洲推動全面性策略，1996年曼谷舉行的首屆『亞歐會議』(ASEM)為歐亞雙邊發展的高峰，歐盟對亞洲政策以安全、貿易、貧窮、人權、全球化、認識歐洲為目標。

朝鮮半島位居東北亞地區其地緣戰略位置非常重要，介於美、中、日、俄四大國戰略利益的交匯點。同時，該地區處於從中東、中亞到南亞再到東北亞的“動蕩弧線”的延伸地帶
。從歷史上看，二次大戰後，韓國分裂成南北不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處於混亂與衝突之中，50多年過去了，朝鮮半島還處於分裂狀態，“冷戰”陰影揮之不去，始終威脅著東北亞的安全。2002年10月更爆發了核武危機，使朝鮮半島成為中東之外另一個重大國際安全議題焦點。 

北韓是全世界最大的彈道飛彈出口國，對外威脅著國際安全，但是國內經濟衰弱民不聊生，使北韓不得不積極向外求助，事實上飛彈出口也是北韓對外談判獲取援助的籌碼。歐盟自1995年開始提供北韓糧食、能源、技術等援助及人道救援，並透過政治對話、人權對話、雙方互訪、建立外交等方式加強與北韓的關係，希望維護朝鮮半島的安全和穩定，並藉此擴大參與東北亞事務，提升其政治影響力，以增加歐盟在全球的政治地位。而加強與歐盟的關係亦是北韓外交新戰略之一，希望能突破由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對北韓的孤立。本文將從歐盟的北韓政策中，探討歐盟在朝鮮半島所扮演的角色為何？而加強歐盟在朝鮮半島的角色，對歐盟的意義又是如何？

貳、相關政策文件

(一) 歐盟政策文件

歐盟1999年7月提出的理事會決議(Council Conclusion)，是歐盟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基本方向，希望近一步提升雙邊關係，強化南韓與歐盟在各方面的合作夥伴關係。文件中列出歐盟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六項目標，前三項是加強歐盟與南韓的經貿等其他關係，第四項是加強國際間為朝鮮半島和平所做的努力，以及尋求永久的和平解決；第五項持續對北韓施壓，使其更善盡國際責任；第六項就北韓對擴大接觸政策(engagement)的反應，重新檢視雙邊關係
。

2000年10月9日的理事會決議歐盟調整北韓政策的指導方針，對於南北韓高峰會的成功表示歡呼，希望雙方和解過程能夠持續，歐盟支持南韓對北韓的擴大政策，主張藉由對話和談判確保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歐盟針對南北韓的和解提出幾項措施
：

1. 加快政治對話。

2. 信心建立機制，藉由研討會、訪問歐洲機構，在東協區域論壇與北韓合作。

3. 技術援助重要部門。

4. 改善北韓進入歐洲市場。

同年11月20日再次提出的理事會決議，是歐盟對朝鮮半島的第三份理事會決議，文件中列出五項重點
：

1. 朝鮮半島的未來是歐盟的主要挑戰。

2. 歐盟與會員國對北韓必須採取一致的行動路線。

3. 歐盟與會員國對北韓政策應該基於對其地位的評價。

4. 歐盟將努力嘗試增強與南韓的政治磋商。

5. 會員國表示有興趣與北韓建立外交關係。

上述三份理事會決議是歐盟對北韓提出的政策方針，加強歐盟與南北韓的關係，為朝鮮半島的和平做努力，透過政治對話、外交關係、以及提供各項援助，以改善與北韓的關係。

2001年3月23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歐盟高峰會，決定加強歐盟在朝鮮半島和平、安全與自由的角色
。歐盟執委會根據2000年10月9日與11月20日的理事會決議中所提出的北韓政策指導方針，2001年發表了對北韓的國家戰略文件『Country Strategy Paper 2001-2004』(簡稱CSP)。文件中包括歐盟與北韓的合作目標，對北韓的政策議題，分析北韓政治、經濟和社會情勢，使北韓政策與全球戰略緊密連結，以及與國際援助調和，並設立技術援助的架構和目標
。隔年(2002) 7月歐盟另外提出『National Indicative Programme 2002-2004』(簡稱NIP)，這份文件是在補充與修改CSP文件中歐盟對北韓的政策內容，此外在這兩份文件中並提出了對北韓技術援助的架構與目標，於下節中進一步說明。

(二) 亞歐會議相關政策文件

亞歐會議(Asia Europe Meeting ，ASEM)是由東協七國加上中共、日本、南韓等十個亞洲國家與歐盟十五國以及歐盟代表共二十六個成員組成
，為一個非正式性的協商機制
，每兩年輪流在亞洲和歐洲國家舉行一次，目的是在建立亞歐全面夥伴關係，亞歐合作的三大支柱是政治對話、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1996年第一屆亞歐會議在曼谷舉行，開啟了亞歐之間正式的接觸。

1998年倫敦的第二屆亞歐會議，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舉行，各國相互依賴程度漸增，並體認到區域問題也會影響到世界，國際問題需要各國共同解決，在主席聲明中表示要追求更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與會各國同意將亞歐對話擴展到一般安全問題，雙方逐步形成共識將進行政治對話，希望透過亞歐合作致力於和平、穩定與繁榮
。

2000年10月第三屆亞歐會議在南韓首都漢城舉行，26個成員將焦點置於南北韓關係的正常發展上，身為地主國的南韓總統金大中向與會的25個亞歐國家推動對北韓的『陽光政策』(Sunshine Policy)
，希望國際社會對北韓提供支持，並認為亞歐會議應當考慮讓北韓等其他國家作為新的會員國
。本次會議有三份重要文件：第一份文件為『主席聲明』(Chairman’s Statement) 
，聲明中對兩韓高峰會的舉行，以及對於東協區域論壇接納北韓的加入表示歡迎。第二份文件是針對南北韓關係提出的『朝鮮半島和平漢城宣言』(Seoul Declaration for Peace on Korea Peninsula)
，各國一致認為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與亞太地區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密切相關，且對北韓最近與美國關係的發展表示肯定，並確定支援KEDO的立場，強調透過北韓參加多邊對話，改善與ASEM以及個別成員國之間的關係。第三份文件是『2000年亞歐合作框架』(Asia-Europe Cooperation Framework 2000)，針對21世紀最初10年ASEM的視野、原則、目的、優先事項及架構做說明
。會議期間有部分會員國宣布與北韓建交。本次會議在中國的堅持下，並沒有提到北韓涉嫌生產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問題
。

2002年9月23日第四屆亞歐會議在哥本哈根舉行
，這次會議是在美國911事件後亞歐首次會面，加上會議前在6月份曾發生北韓警備艇侵入黃海事件。因此全球化問題和恐怖主義是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
，在討論地區和平問題上，肯定南北韓和解與合作的和平進程，並提出『朝鮮半島和平政治聲明』(Political Declaration for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鼓勵南北韓減緩緊張關係與促進雙方對話，重申對KEDO的支持，強調完全執行1994年框架協議的重要性。希望核子與飛彈等重要議題可以透過對話解決，鼓勵北韓透過建設性對話融入國際社會，恢復與美國的對話，支持兩韓之間正在進行的合作項目，ASEM成員國加強與北韓交流與合作，人道與技術的援助以及協助經濟改革。

總結而言，亞歐會議歐洲國家比較重視政治對話、人權狀況，而亞洲國家則重視促進經貿合作。因此應以經貿合作作為亞歐建構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

參、援助政策

1995年夏天北韓的水災，嚴重傷害農業、工業，造成糧食、能源不足。歐盟開始對北韓提供援助，就此展開了雙方的關係。援助政策是歐盟對北韓政策的核心，1995~2000年歐盟對北韓的援助總計2億8000萬歐元，至今則總共提供了約3億9300萬歐元在糧食、農業、人道、技術等援助。

(一) 糧食援助

歐盟自1997年開始對北韓提供糧食援助，至2000年止歐盟共提供1億600萬歐元的糧食援助，以及5000萬由世界糧食計劃 (World Food Programme，WEP)、1100萬由NGO提供進行農業重建。今年1月8日歐盟對北韓所提供人道救援的計劃中，透過WFP  提供3萬9千噸的穀物。

(二) 人道援助

1995年的水災造成了嚴重飢荒，歐盟開始對北韓提供人道援助，1995~2000年歐盟提供北韓醫療、冬衣、水等項目共計3800萬歐元。2002年3月15日歐盟宣布提供5百萬維修或建造飲用水與污水排水系統，目的在改善北韓水的輸送網
。9月27日又宣布提供127萬5千歐元人道救援給北韓、越南和寮國，北韓分配30萬歐元，針對豪雨引起的水患，歐盟補充救濟品使其能夠度過雨季
。

今年1月8日執委會同意提供950萬歐元提供緊急救援，針對懷孕和正在哺育的婦女，以及小孩提供冬天的需要，執委會負責ECHO(Commission’s humanitarian aid Office)的委員Poul Nielson說：北韓有2300萬的人口面臨糧食短缺的問題，而且這樣的情況到了冬天會更糟。這項援助是要填補其他國家捐助的缺口，歐盟強調對北韓的人道援助不會因為北韓是否遵守NPT及框架協議下的國際義務而減低。5月14日執委會再次公佈提供7億5千萬人道救援，由ECHO負責分配，提供設備、藥物，協助衛生中心、醫院的重建。由於能源、資金與人員的不足，北韓極度需要基本的醫療照顧，1995至1999六年之間，生活狀況持續的惡化，數據表示有21%小孩體重不足，51%營養失調。從2001年至今ECHO資助了超過2400萬歐元
。

即使在核武危機下歐盟仍舊提供北韓人道救援，可見歐盟的人道救援從政治安全中分離出，對自然或人為危機中的受災者歐盟沒有要求附帶條件
。

(三) 能源援助

在1993年朝鮮半島發生的第一次核子危機，在美國與北韓簽署框架協議後緩和了緊張情勢，協議中雙方的承諾如下
：

· 美國：成立KEDO，興建兩座輕水式核反應爐(LWRs)，每年提供五十萬噸重燃油以補償石墨式反應爐停用所遭受的損失，直至輕水核反應爐完成。保證不使用核武威脅北韓，改善兩國關係，部分取消對北韓貿易和投資限制，互設辦事處。

· 北韓：完全停止所有核反應試驗活動，重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履行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重開南北對話。同意冷凍核武與導彈發展計劃，允許IAEA進行檢查。

根據1994年的框架協議美國、日本、南韓於1995年3月9日組成『朝鮮半島能源發展組織』 (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KEDO)，興建兩座輕水式核子反應爐取代北韓現存的石墨式反應爐，因為輕水式反應爐較安全並且在IAEA的監督下，而石墨式反應爐可生產製造核武的鈽。KEDO是美國嘗試把與北韓之間雙邊的框架協議轉化成國際性的組織
，邀請南韓、日本等國家加入。歐盟在1995年12月的馬德里高峰會就提出要加入KEDO
，於1997年9月加入，至2000年止透過KEDO提供7500萬歐元。

1995年的水災淹沒了部分礦區造成能源更嚴重的不足，各國透過KEDO提供資金、技術援助北韓，希望能協助解決能源嚴重缺乏的問題，但事實上KEDO是很難與朝鮮半島的政治情勢區分開來。1996年北韓間諜潛艇侵入南韓領海、1998年北韓試射大浦洞飛彈飛越日本領空、1999年北韓與南韓軍艦在爭議水域交火，每一場危機都讓核電廠計畫受到延誤
。2002年10月爆發核武危機後，KEDO於11月14日決定自12月起停止輸送重燃油給北韓，除非有具體和可信的行動拆除濃縮鈾的程式
。

(四) 技術援助

技術援助的目標是在擴展北韓貿易、外國投資和發展援助，歐盟是北韓技術援助的唯一捐助者。在歐盟對北韓的CSP(2001-2004)文件中，設立了技術援助的架構和目標：

1. 北韓經濟發展的制度和能力

2. 永續發展和自然資源的使用

3. 交通、農業的永續發展

CSP訓練計畫主要對象是北韓的重要外交、經貿部長官員。2002年3月北韓代表團拜訪歐洲，目標在學習歐盟經濟政策模式，國際貿易、多邊/雙邊協議、經濟和社會結構、國際金融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國際債券管理、國外直接投資、貸款信用與國際法
。

歐盟也派遣專家小組至北韓調查後提出報告，說明北韓優先需求的項目包括：訓練、能源部門技術的建議和援助、農村的發展、交通和基礎建設
。

在NIP(2002-2004)文件中有六項援助重點：

1. 加強制度和能力

2. 人力資源管理

3. 減少貧窮

4. 援助經濟和民主發展

5. 協助北韓進入國際貿易體系

6. 私有經濟部門的發展

但是在NIP將交通部門的技術援助移除，因此歐盟對北韓的技術援助仍是在核武危機和平解決的基礎下提供，不願意把錢放在一個威脅全球安全的國家。

主要國家及個人對北韓之支援             (單位：萬美元)

	順位 / 年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
	歐盟 910
	歐盟6,370
	美國17,313
	美國16,070
	南韓7,141

	2
	美國 717
	美國5,574
	歐盟4,554
	南韓3,855
	日本3,523

	3
	中共 627
	中共3,768
	中共2,800
	歐盟  832
	美國2,923

	4
	日本 600
	日本2,700
	南韓2,777
	瑞典  440
	澳洲  661

	5
	南韓 340
	南韓2,553
	鄭周永1,190
	加拿大340
	歐盟  500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事處(OCHA)。

肆、政治議題

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期間，國際政治舞台上由美、蘇兩強主導，歐洲則致力於內部的整合，1957年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後，透過關稅同盟、單一市場、歐元上市等階段加強經濟整合，最近歐元的強勢可以視為歐盟經濟整合成功的表現。

歐洲政治整合也早在70年代開始，但不如經濟整合有成果，對外政治事務更不如美國來的積極，因此歐盟與亞洲的關係疏遠。尤其冷戰期間對於奉行社會主義實施計畫經濟的北韓，與歐盟幾乎沒有政治互動關係。1993年根據馬斯垂克條約成立歐洲聯盟之後，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列為第二根支柱
，作為對外安全事務的法源，歐盟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提升其政治影響力。

(一) 政治對話

1995年歐盟開始提供援助給北韓，1997年歐盟加入KEDO，表示歐盟開始重視與北韓的關係，1998年開始歐盟與北韓舉行了共五次政治對話，第一次政治對話在布魯塞爾舉行，雙方對經濟、糧食援助分配透明度、人權、核武、四方會談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1999年12月的第二次政治對話還是在布魯塞爾舉行，談論糧食援助分配透明度、人權、KEDO援助等問題，前兩次政治對話並無重大決定及具體措施。

2000年底的第三次政治對話在平壤舉行，此時已有歐盟會員國宣布與北韓建交的意願，因此特別受到注意，討論主題包括擴大經濟援助的可能、人權狀況、大型毀滅武器的出口的中止、緊張現象的緩和等。

2001年10月第四次政治對話，仍然討論經濟援助、人權狀況、大型毀滅武器等問題，此時雖然歐盟與大多數會員國已與北韓建立外交關係，但是911事件的發生，美國、南韓與北韓的關係膠著下，歐盟與北韓的交流也受到限制。

2002年在平壤的第五次政治對話，輪值主席國西班牙率領歐盟代表團到北韓進行18天的訪問，反應911後國際環境重新組合，催促北韓加入國際社會
。

歐盟與北韓的政治對話是希望能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避免太過深入討論人權等其他敏感議題。

(二) 外交關係

50年代與北韓建立外交關係的僅限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即蘇聯、中共、東歐國家等11國
。70年代國際關係處於和解氣氛
，北韓也開始與西方國家接觸，奧地利、瑞典、芬蘭、瑞士等中立國家，以及葡萄牙等國就在此時與北韓建立外交關係。

90年代初蘇聯的崩潰，使北韓不僅失去了社會主義的盟友，也失去了主要貿易市場與援助。為適應冷戰後國際情勢的變動，擺脫美國孤立和封鎖，爭取國際社會更廣泛的支持，北韓開始積極對外展開外交攻勢，1991年9月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表示北韓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

冷戰結束後，朝鮮半島是唯一保留冷戰結構的地區，採取孤立或遏制北韓的政策極易引發衝突，破壞東亞穩定，殃及歐盟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
。2000年初義大利宣布與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是70年代之後首先與北韓建交的歐盟國家，義大利除了是歐盟成員國之外，亦是G7工業國家中第一個與北韓建立邦交的國家
。

義大利開啟了歐盟會員國與北韓的建交，但是其他歐盟會員國並未馬上跟進，而是在北韓與南韓的互動以及與其他東南亞國家關係有所改善之後。2000年3月南韓總統金大中在柏林演說時表示，將協助北韓重建其殘破的經濟，雙方經過多次協商以及各國的支持，在金正日的邀請下南韓總統金大中於6月12日訪問北韓，展開歷史性的高峰會談
，結束自1953年韓戰結束後五十年來的對立。此次會議雙方簽署了一份『共同宣言』，確定了南北雙方自主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原則，向實現民族統一的目標邁進，為消除半島緊張局勢、實現和平共處創造了條件，努力推動南北雙方在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南北韓高峰會後一個月，在曼谷舉行的第七屆的東協區域論壇
(ASEAN Regional Forum，ARF)各成員國高級官員在會後發表聲明表示，北韓加入東協區域論壇，對穩定地區的和平及安全有正面作用，成員國對北韓的加入達成共識，接受北韓加入成為會員
。歐盟也是東協區域論壇的成員，對於北韓的加入表示歡迎，並有助於歐盟與北韓之間的關係。北韓積極突破被國際孤立局面，這次獲得接納代表了國際間對朝鮮孤立態度軟化
。 

北韓與南韓領袖面對面的談話，並與東協以及西方民主國家共同討論安全議題，意味著將北韓拉回至談判桌，融入國際社會。歐盟主席發表聲明對南北韓高峰會表示歡迎
，因此同年底英國繼義大利之後與北韓建交，2001年1月17日歐洲議會決議呼籲會員國與北韓建交，三個月內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德國、盧森堡、希臘陸續與北韓建交。而歐盟亦在對北韓的訪問之後於5月14日宣布與北韓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表示希望與北韓的建交能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並有助於北韓的經濟改革與解決糧食不足等問題
。目前歐盟除了法國、愛爾蘭兩國因為人權與核武擴散的問題而未與北韓建交之外，其他13國都先後與北韓建立正常外交關係。而2004年即將加入的10個中東歐國家，曾經與北韓一樣都是實行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共產國家，大多與北韓早有外交關係。

【北韓與歐盟的外交關係】

	1970年代建交國家
	2000年以來建交國家
	中東歐國家

	瑞  典
	1973.04.07
	義大利
	2000.01.04
	波    蘭
	1948.10.16

	芬  蘭
	1973.06.01
	英  國
	2000.12.12
	匈 牙 利
	1948.11.11

	奧地利
	1974.12.07
	荷  蘭
	2001.01.15
	馬 爾 他
	1971.12.20

	葡萄牙
	1975.04.15
	比利時
	2001.01.23
	立 陶 宛
	1991.09.25

	
	
	西班牙
	2001.02.07
	拉脫維亞
	1991.09.26

	
	
	德  國
	2001.03.01
	塞浦路斯
	1991.12.23

	
	
	盧森堡
	2001.03.06
	斯洛維尼亞
	1992.09.08

	
	
	希  臘
	2001.03.08
	捷    克
	1993.01.01

	
	
	
	
	斯洛伐克
	1993.01.01


資料來源：國貿局，http://www.trade.gov.tw/。朴彩馥，前揭書，pp.66-67。

(三) 雙方互訪

1998年開始歐盟除了與北韓展開政治對談之外，歐洲議會每年也會訪問北韓
。2001年2月6日執委會訪問北韓做農業和能源援助的考察，3月22日北韓副外長訪問瑞典時表達了願意與歐盟談判導彈問題的意願，23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歐盟高峰會議正式決定派代表團到北韓訪問
。5月2日歐盟由部長理事會輪值主席瑞典總理(Göran Penson)、執委會對外關係委員彭定康(Chris Patten)、外交事務高級代表索拉納(Jacque Solana)三人組成的trioka造訪平壤與漢城，Penson是冷戰後首次正式訪問北韓的現任西方領袖，雙方討論人權保障、朝鮮半島和平進程、飛彈試射與出口等議題。此行成果包括：(1) 北韓保證暫停飛彈試射直至2003年，(2) 承諾與南韓進行第二次高峰會，但須先與美國進行直接談話，(3) 承諾推動和平並願意與歐盟討論人權等議題。但北韓堅持不會停止出口飛彈，因為出口飛彈是北韓重要外匯來源，除非西方國家願意提供經援。

歐盟代表團訪問北韓是正值美國布希政府中斷與北韓對話，朝鮮半島和解進程受阻之際。因此歐盟於此時訪問北韓，更受北韓所歡迎，雙方關係頗有進展，因此在此次訪問結束後，歐盟於5月14日宣布與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6月13日雙方舉行第一次人權談話。但是歐盟針對這次訪問強調無意也不可能取代美國所扮演的角色，表示訪問結束後會分別向美、日兩國說明此行成果。

2002年3月北韓官員到歐洲做經貿的學習，此後雙方互派代表做不同形式的訪問。本月9日(2003年12月)由執委會現任輪值主席國義大利總理Guido Martini以及下任輪值主席國愛爾蘭官員所率領的歐盟代表團在北韓進行4天的訪問，12月12日越過邊界進入南韓，這是7個月以來北韓首次允許西方外交官通過陸路進入南韓
。Martini在板門店說：這次的北韓之行「對我們大家都好」(very good for all of us)。

(四) 核武問題

歐盟的整合過程不只在經濟而且包括政治和安全層面，歐盟在2001年的『面向新亞洲戰略』文件強調了與亞洲加強安全合作的重要性
，表示重視亞洲在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而北韓的核武問題是東北亞最緊張的安全議題，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也是歐盟的政策目標之一。

1993年北韓被懷疑正在研製核武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要求對寧邊兩處核設施進行檢查，北韓則以維護主權為理由加以拒絕，因此美國對北韓施壓並恢復軍事演習，北韓因此宣布要退出『核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
，朝鮮半島局勢再度緊張。1994年10月21日美國與北韓在日內瓦簽訂框架協議 (Framework Agreement)，暫時平息了第一次核子危機，這是兩國第一個關於核子問題的協議。

柯林頓政府積極努力改善與北韓的外交關係，希望透過接觸與對話逐步將北韓納入國際社會，對北韓採取「軟著陸」(soft landing)
政策，預防北韓的軍事挑釁行為
，與北韓數度舉行高層會晤，討論許多實質性問題，雙方關係有逐漸改善的跡象。但小布希總統上台之後採取強硬外交方針
，2001年「911事件」之後，推動全球反恐怖主義，2002年1月發表的國情咨文中將伊朗、伊拉克、北韓三國列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並中斷與北韓之間的對話。

2002年除了與美國關係趨於緊張之外，正值南韓總統選舉，日本與北韓的關係也陷入膠著，而且有報導指出北韓可能再度陷入飢荒之中，最糟糕的是輕水式反應爐工程一直延後，北韓將改善電力供應的希望全都放在由KEDO籌建中的兩座核能電廠。因此就在北韓國內經濟與對外關係如此糟的情況下，去年(2002)10月當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訪問北韓時，表示懷疑北韓秘密發展核武計畫，北韓竟然坦白承認，就此再次爆發了核子危機，北韓重新啟動可以生產核武的鈽原料設施，12月驅逐了IAEA檢查人員，拆除了核設施的封條與監視系統，今年1月宣布退出NPT，並於4月10日正式退出，這是NPT自1968年成立以來第一個簽約國退出協定。

北韓希望與美國雙邊會談，美國則認為與北韓的任何談判都應採取多邊方式，因為北韓的威脅不只對美國，而且對東北亞國家甚至全世界構成威脅，因此在南韓和日本參加談判前，美國不會有實質的討論。8月27日在中共的努力下，終於舉行了六方會談，中共、南韓、北韓、美國、日本、俄羅斯六國在北京會面，美國堅持北韓必須先放棄核武發展，北韓則要求美國與其簽署互不侵犯協定，雙方僵持沒有交集。

六方會談與會各國立場分別是：美國認為無論此次會議結果如何將繼續推動擴散安全倡議，以防止大規模毀面武器擴散，且不排除在安理會中爭取通過譴責北韓的決議案。北韓則堅持會談應以美國與北韓雙邊協商為優先，並強烈主張兩國應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中共基於地主國身分較其他國家更希望會談能獲得一致成果，但一般認為其最終僅能期待此次會談後仍能維繫六方會談的功能。南韓聲稱此次會談應以達成敲定下次六國協商日期為基本目標，日本希望美國堅持反核立場，勿承諾不對北韓動武，以免喪失對北韓嚇阻作用。俄羅斯希望美國能適度讓步，因此可能在會中提出多邊保證北韓安全的建議
。核武是北韓對外談判的一張王牌，打出這張王牌的真正目的，並非要與美國進行對抗(北韓無此實力)，而是希望透過談判，促使美國調整對北韓的政策，消除美國的威脅並獲得安全保障，提高北韓的外交地位，取得更多的外援以利於鞏固內部發展經濟
。

歐盟加入KEDO原意就是要阻止北韓發展核武，因此在核子危機發生後2002年11月19日的理事會決議
中指出，如果核武議題的解決未能成功，將會危及未來歐盟與北韓之間的關係。隨後並決定自12月起停止供應重油給北韓
，以及暫緩KEDO今年度(2003)的資金。六方會談後緊張情勢緩和，而且也在討論第二次的六方會談召開的時間。歐盟雖未被邀請參加會談，索拉納表示樂於見到六方會談能和平解決核武危機。2003年12月由義大利總理率領的訪問是歐盟對北韓的第六次政治對話，希望說服北韓同意盡快參加新一回合的六方會談，目標是在打破北韓核武危機14個月以來的僵局。但訪問結束在解決北韓核武危機方面沒有任何進展。

歐盟關注北韓核危機的走向是因為這將會直接影響到東北亞的和平與安全，歐盟促進與亞洲的合作可以視為歐盟強化CFSP的機會，在全球政治扮演建設性的角色，進一步提升國際地位。

伍、經貿關係

北韓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天災人禍不斷肆虐，經濟發展長期停滯。受到二次世界大戰及韓戰的摧殘，以及戰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不同所形成的南北對抗，而採取社會主義路線的北韓，實施中央控制的計畫經濟，注重分配缺乏效率，強調重工業使民生問題更加艱難。近年來糧食與能源的嚴重不足，影響其民生生活與工業發展，因此北韓對外貿易的主要動機在於從國外進口國內短缺的物資，但是始終無法滿足國內最低需求，近十年來經濟持續呈現負成長，沒有產品可以出口，也沒有能力從國外進口足夠的物資。

冷戰結束前有來自蘇聯與中共的經濟援助，90年代初期蘇聯的瓦解，北韓失去了蘇聯及中東歐國家等主要市場，對外貿易量銳減，1990年對外貿易量為41億7千萬美元，1991年只有25億8千4百萬美元。1992年美國以北韓對伊朗出售飛彈為由，對其實施兩年的經濟制裁，接著又於1996年6月再次以相同理由制裁北韓
。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再度影響其經濟，直到2000年6月美國宣布放寬對北韓的經濟制裁，對外貿易量才開始逐漸恢復。

歐盟目前是北韓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共和日本。雖然號稱是第三大，但是事實上雙方貿易量很小大約只有2~4億，因為在北韓的對外貿易量之中中共和日本就佔了一半
。90年代初期蘇聯的解體，使北韓對外貿易市場由社會主義國家轉向歐盟
，因此與歐盟貿易量反而增加。2000年歐盟會員國開始與北韓建立外交關係，雙方增加接觸加上經濟逐漸復甦，歐盟與北韓的貿易量漸增。為了改善與北韓的貿易關係，歐盟2001年提高北韓進口紡織品的配額至60%。2002年3月北韓派代表團到比利時、義大利、瑞典、英國學習西歐國家的經濟
。2002年核武危機使美國與北韓關係緊張，時值歐元全面上市，北韓宣布自12月開始禁用美元，而以歐元為對外流通和結算的主要貨幣
。

歐盟與北韓貿易量雖然小，一直有持續在增加，但是由於北韓的核子威脅、與美國關係緊張，以及國內經濟、投資環境的封閉與不確定性，歐盟會員國是不大可能對北韓做大規模的投資。事實上經濟開放不足，北韓是很難吸引外資投入。除了不可抗力的天災之外，北韓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封閉的對外政策、以及因核問題等原因被孤立的國際處境等，是導致北韓經濟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北韓要改善其經濟條件必須對外開放、改善南北關係、以及國際環境。

【北韓對外貿易量】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出口
	1733
	945
	933
	990
	858
	736
	727
	905
	559
	515
	556
	650
	735

	進口
	2437
	1639
	1622
	1656
	1242
	1316
	1250
	1272
	883
	965
	1413
	1620
	1525

	總計
	4,170 
	2,584 
	2,555 
	2,646 
	2,100 
	2,052 
	1,977 
	2,177 
	1,442 
	1,480 
	1,969 
	2,270 
	2,260 


單位：US$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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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crm.kotra.or.kr/main/info/nk/eng/main.php3。

【北韓對歐盟的貿易量】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出口
	56 
	100 
	119 
	173 
	117 
	115 
	92 
	110 
	99 
	130 
	62 
	117 
	70 
	87 

	進口
	140 
	139 
	147 
	159 
	176 
	202 
	216 
	223 
	229 
	224 
	137 
	170 
	241 
	303 

	總計
	196 
	239 
	266 
	332 
	293 
	317 
	308 
	334 
	328 
	354 
	200 
	287 
	311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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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MF資料庫，作者自行製表、繪圖。

陸、結論：歐盟在朝鮮半島的角色

歐盟從1995年與北韓的接觸開始，在朝鮮半島的角色分別從樂觀與悲觀的角度來觀察，從樂觀的角度來看：不像在伊拉克戰爭歐盟會員國之間的意見分歧，在朝鮮半島核武問題上會員國一致譴責北韓的行為。各會員國也大都認同歐盟對北韓的援助、外交關係、政治對話等議題。歐盟之所以受北韓的歡迎有下列幾個原因
：

1. 歐盟地理位置較遠，在朝鮮半島沒有戰略利益。

2. 歐盟不像日本在朝鮮半島沒有殖民的歷史仇恨。

3. 歐盟準備扮演調停的角色，必要時不討論敏感議題。

4. 歐盟及會員國大多與北韓有外交關係，而美國、日本並沒有。

5. 歐盟支持南韓對北韓的陽光政策。

6. 歐盟援助北韓。

歐盟CFSP觸角延伸到東北亞，可以增加歐盟在國際政治的可見度與影響力。而北韓積極與歐盟改善關係以拓展外交空間，與歐盟欲加強對東北亞影響的構想相吻合。分析家指出，北韓與歐盟關係的全面改善不僅有助於推動北韓與美國、日本關係的改善，對當事雙方來說也是一種雙贏的局面
。

但是從悲觀的角度來看，歐盟與北韓的貿易對歐盟而言實在微不足道，而地理位置終究距離較遠，北韓安全問題對歐洲而言不及巴爾幹半島或中東來得重要，甚至不及地中海對岸的非洲受重視
。北韓最需要的還是歐盟的經援，北韓認為軍事力量是政治影響力的基礎，因而可以說北韓不會選擇歐盟為談判夥伴，因為歐盟不被認為是戰略和軍事強權
。今年(2003)八月由中共、美國、日本、俄羅斯與南北韓在北京舉行六方會談，而歐盟並沒有被邀請，表示對於飛彈、核武等安全議題上歐盟的角色還是不被重視的。

再從歐盟內部來看，歐洲聯盟的三根支柱中，相較於第一根支柱，第二根支柱的CFSP因為涉及國家主權非但不屬於超國家組織的運作，而且各會員國常出現不同的意見。在今年的伊拉克戰爭，各會員國立場不同，還出現了所謂「新歐洲」、「舊歐洲」的說法
。歐盟雖然希望在距離較遠較不具威脅的東亞地區測試其CFSP，但事實上歐盟的CFSP仍然不可能在「高層政治」(high politics)
扮演重要角色，歐盟必須將焦點放在像能源、技術、人道和糧食援助等低層政治(low politics)議題上
。

歐洲、亞洲都擁有幾千年悠久的歷史，而美國在世界歷史上卻只有數百年，在世界地理上也只是個新大陸。由於兩次的世界大戰都緣起於歐洲，主要戰區在歐洲大陸及東亞地區，戰後歐亞各國致力於重建工作，美國就在這個時候逐漸成為世界政治、經濟強權。冷戰期間形成了美、蘇兩強的對抗，90年代初期蘇聯的解體，國際秩序重整，形成了一超多強的情勢，美國霸權的表現、單邊主義
的行使造成許多國家的不滿。隨著全球化的來臨，各國經濟、安全、環境、文化等問題會更加相互影響，需要透過雙邊與多邊的合作解決。美國這個超級強權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在許多區域問題、全球問題需要各國的支持與合作，例如在KEDO需要南韓、日本、歐盟等國家分擔成本，在核武危機需要中共促成六方會談。911事件衝擊國際局勢，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
問題相互交織，恐怖主義威脅全球安全，美國走向單邊主義，亞、歐加強在國際事務上的合作有助於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大國之間應避免對抗，透過合作協商解決糾紛和爭執，正是大國之間的夥伴關係為今天北韓的外交行動提供了穩定的國際空間
。

相較於美國在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歐盟的對外政策比較偏向於較不具威脅性的合作關係，在朝鮮半島的角色不像美國採取強硬路線，歐盟希望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美國選擇與北韓對抗，歐盟則偏好與北韓合作，也就比較容易被接受，如果歐盟要跟北韓談論安全等敏感議題，那就會跟美國等其他強權一樣，不受北韓的歡迎，所以歐盟必要時仍須將安全議題分離出來，採取政經分離的政策，因此即使發生核子危機，歐盟也沒有停止對北韓的人道救援。但是歐盟終究是無法取代美國的角色，藉由經濟整合的成功使歐盟能夠在全球與美國、東亞地區形成三足鼎立，因此建議歐盟應該利用其經濟整合成功的經驗，以及在國際政治上居於次要地位的優勢扮演好全球性的角色，補充美國的不足，因為沒有歐盟的合作美國不能完全行使其全球領導地位
。

歐盟是北韓的主要援助來源，北韓需要歐盟的經濟援助改善經濟，也需要歐盟制衡美國，儘管在朝鮮半島的政治、安全議題上仍是美國、中共、日本、俄羅斯等大國所影響，歐盟不易有所發揮，但在布希政府與北韓的緊張關係中，相較於其他國家，歐盟更可以扮演好調停者的角色，因此即使北韓地理位置較遠、經貿關係不大、政治地位不夠重要，歐盟還是應該持續援助北韓，加強與北韓的關係，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藉此增加參與東亞事務，提高歐盟在國際社會中角色。

【亞洲區域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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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北韓關係大事紀】
	2002 年

	11月19日
	Council Conclusions

	9月22-24日
	第四屆亞歐會議(哥本哈根)

	7月
	執委會調整NIP 2002-2004

	6月15-18日
	第五次政治對話(平壤)

	2月
	執委會調整CSP 2001-2004

	2001 年

	10月27-30日
	第四次政治對話(平壤)

	6月13日
	第一次人權對話

	5月 14日
	歐盟宣布與北韓建立外交關係

	5月2-4日
	歐盟Persson、Patten、Solana三人拜訪平壤與漢城

	3月23-24日
	斯德哥爾摩高峰會

	2000 年

	12月
	第三次政治對話 (平壤)

	11月20日
	Council Conclusion

	10月9日
	Council Conclusions

	10月20-21日
	第三屆亞歐會議 (漢城)

	6月
	南北韓高峰會

	1999 年

	11月24日
	第二次政治對話(布魯塞爾)

	1998 年

	12月2日
	第一次政治對話 (布魯塞爾)

	4月
	第二屆亞歐會議 (倫敦)

	1997 年

	12月
	四方會談 (美國、中共、南韓、北韓)

	9月
	歐盟加入KEDO

	1996 年

	3月
	第一屆亞歐會議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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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對外經貿關係之研究—

歐盟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與開發中國家
施榮龍

(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制度是歐盟對開發中國家主要的貿易政策工具之一，自1971年歐盟普遍優惠制度實行迄今，歷經三個階段，本文主要探討歐盟現行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主要內涵，以及其對開發中國家貿易的影響。


壹  前言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對外經貿關係是歐盟對外關係中的一環，可分為對外貿易、投資、經濟援助、合作開發等幾個面向，其中優惠關稅政策是歐盟對外貿易關係中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

1971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通過授權條款（enabling clause），授權各國在非歧視（non-discriminatory）、非互惠性（non-reciprocal）的原則下採用普遍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s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協助開發中國家
發展經貿
，歐盟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始於1971年，是全球最早採行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經濟體。

在GATT的規範下，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具有非歧視性、非互惠性以及由授與優惠關稅的國家決定等特性。非歧視性是指普遍優惠原則必須針對開發中國家一體適用；非互惠性是指普遍優惠關稅是有以開發中國家提供給開發中國家的關稅優惠，開發中國家不需提供關稅優惠予工業化中國家；由授與優惠關稅的國家決定是指普遍優惠關稅是由工業化國家主動提供給開發中國家的關稅優惠，而非經由雙邊協商。

貳  歐盟的優惠關稅政策與開發中國家
· 歐盟與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往來

歐盟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市場以及第二大的進口市場（僅次於美國），2002年歐盟對外進口總額為9605億美元，約占全球進口總額的18％，對外出口總額為9442億美元，約占全球出口總額的19％
。而歐盟亦是開發中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1995年至2002年間，開發中國家對歐盟的進出口總額約占開發中國家進出口總額的21%-25%之間，高於美國（17%-21%）與日本（9%-12%），顯示出歐盟的進口市場對開發中國家的重要性。開發中國家對歐、美、日等工業先進國出口占開發中國家總出口的比列圖如下圖一。

就區域而言，2002年，開發中國家對歐盟的出口總額高低依序為：中東歐國家（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s）、環地中海（Mediterranean non-member countries, MNMCs）、中亞（Central Asia，包含獨立國家國協諸國 ）、非加太國家（Africa,Caribbean and Pacific, ACP）、東南亞國家國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ASEAN）、波斯灣地區（Gulf region）、拉丁美洲以及南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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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對歐美日進出口占開發中國家進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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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整理自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光碟版, 2003年10月。

就單一國家而言，開發中國家對歐盟出口總額高低依序為：中國大陸、俄羅斯、波蘭、捷克、匈牙利、南韓、土耳其、巴西、台灣、香港。由於各區域、各國與歐盟的經貿關係差距甚大，因此針對不同的區域、國家歐盟有不同的經貿政策
。

· 歐盟對開發中國家的關稅優惠政策

關稅優惠政策（tariff preference）是歐盟對外貿易關係中，主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學者Christopher Stevens依據各國對歐盟出口所享有的關稅優惠程度，分為三個層級
，第一個層級為享有高優惠關稅（High-Level Preferences）的國家，第二個層級為享有一般普遍優惠關稅制度（Standard GSP）的國家，第三個層級則是與歐盟只簽訂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MFN）的國家。各類別2002年對歐盟出口的比較如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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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歐盟優惠關稅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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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整理自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光碟版, 2003年10月；

二、百分比表示各類別對歐盟出口的比例（分母為3個類別的出口總和）；

三、以2002年各國對歐盟出口值計算。

在第一個層級中，包含了與歐盟簽訂洛梅協定的國家（非加太國家）、與歐盟簽訂雙邊貿易協定的國家，如中東歐各國
、環地中海區各國
，以及擁有較優惠條件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國家，如安地斯集團（Andean Group）、中美洲共同市場（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以及低度發展國家
，這些區域、國家在出口到歐盟的商品品種類、數量、稅額等方面都擁有較最好的貿易條件。第二個層級則包括了東亞、南亞、波斯灣地區、拉丁美洲（不包含安地斯集團及中美洲共同市場）等，這些開發中國家在商品出口到歐盟的關稅優惠上，僅享有普遍優惠關稅制度規範下的待遇。第三個層級則是僅享有最惠國待遇關稅的國家，包含了非歐盟之外的工業化國家和亞洲新興國家，如亞洲四小龍等。

·  影響歐盟關稅優惠分配的因素

影響歐盟關稅優惠分配的因素可從貿易依存度、經濟發展程度以及殖民、地緣三個方面綜合討論。從出口依存度分析，當歐盟與某區的開發中國家雙邊的出口依存度相對較高時，則歐盟給予該區的較良好的關稅優惠條件，如上述第一個層級中的中東歐國家及環地中海區以及歐洲自由貿易協會所屬的4個國家
，而非加太國家因為與歐盟會員國有長期的殖民關係，中美洲共同市場與安地斯國家是因為符合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獎勵打擊毒品及非法交易的要件，而享有最高等級的關稅優惠。

第二層級中的各區域對歐盟的出口依存度約20%-50%，享有較次一等的關稅優惠（一般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包含了南亞
、中亞、南方共同市場以及東亞的開發中國家（東協以及中國）。至於北美、東亞的工業化國家（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新興工業國家（亞洲四小龍），則屬於第三個層級，享有最少關稅優惠的最惠國待遇關稅優惠。主要是由於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較高，不適用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下表一顯示了歐盟與各區的出口依存度概況。

	<表一>歐盟與各區的出口依存度比較表

	
	
	歐盟對各區的出口依存度

	
	
	低於5%
	5%-15%
	高於15%

	各區對歐盟的出口依存度
	低於20%
	安地斯國家、中美洲共同市場
	
	東亞、北美

	
	20%-50%
	非加太國家、南亞、中亞、波斯灣地區、南方共同市場
	
	

	
	高於50%
	
	中東歐國家、環地中海區、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註：一、整理自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光碟版, 2003年10月；

二、A國對B國的貿易依存度=A國對B國的出口總額除以A國出口總額。


從上述的討論，歐盟在關稅優惠的分配上，當某一地區的殖民與地緣因素和歐盟關連性較高時，所獲得的關稅優惠較高，反之則獲得較低的關稅優惠；當某一地區對歐盟有較高的出口依存度時，所獲得的關稅優惠較高，反之則獲得較低的關稅優惠；當某一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較高時，所獲得的歐盟關稅優惠待遇則較低，反之則獲得較高的關稅優惠。因此，殖民地緣因素與對歐盟出口依存度和所獲得的關稅優惠成正比，而經濟發展程度與所獲得的關稅優惠成反比，如下表二所示。而開發中國家從歐盟所獲得的關稅優惠待遇，依據上述分析，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較工業化國家低，但相較於工業化國家，有較高的對歐盟出口依存度，與歐盟的殖民、地緣因素也較深厚，因此開發中國家所獲得的關稅優惠待遇較工業畫國家與新興工業國家來的高，多享有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甚至更高的關稅優惠，本文接下來的兩節將先簡介歐盟普遍優惠待遇的內容以及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
	<表二：歐盟對第三國關稅優惠分配比較表>

	
	關連度高
	關連度低

	殖民地緣因素
	較高的關稅優惠
	較低的關稅優惠

	對歐盟的出口依存度
	較高的關稅優惠
	較低的關稅優惠

	經濟發展程度
	較低的關稅優惠
	較高的關稅優惠


註：作者自繪

參  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簡介
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從1971年開始實行迄今，歷經多次改革，以每10年為一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71年至1980年，第二階段為1981至1994年
，第三個階段為1995年至2004年。其中第三階段又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1995年至1998年，第二期為1999年至2001年，第三期為2002年至2004年，歐盟現行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是依據2001年理事會發佈的2501/2001號規則
作為施行法源。

	第三階段
	試用期限
	主要依據法源

	第一期
	1995-1998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281/94

	第二期
	1999-2001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820/98

	第三期
	2002-200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目前適用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受惠國（beneficiary countries）共有130個開發中國家（區域）以及49個
低度發展國家（區域），涵蓋了非加太國家、東亞、南亞、波斯灣地區、環地中海區、拉丁美洲以及歐盟會員國的海外屬地及領地
等。

· 歐盟普遍優惠制度的主要內容

· 範疇

依據理事會2501/2001號規則第一條
，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分為五大範疇（arragement）：

1、 一般性範疇（general arrangements）
：適用所有的受惠國，包括關稅稅率、評估標準、以及享有優惠關稅的商品項目等。

2、 有關保障勞工權益（special incentive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ur rights）
：藉由額外的關稅減免鼓勵受惠國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各種宣言訂立良好的工作環境，在發展經貿同時不犧牲勞工權益，亦稱為社會條款（socila clause），目前僅摩達維亞符合該項規範。

3、 有關環境保護（special incentive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tection the environment）
：鼓勵受惠國投入森林保育，特別是熱帶雨林的保育工作，並可以此作為取消『畢業條款』的要件，而繼續享有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目前並無受惠國符合該項規範。

4、 低度發展國家（special arrangements fo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針對49個低度發展國家，歐盟特別提出EBA Regulation，使開發中國家出口到歐盟的產品能較具競爭力。關於EBA Regulation，將在下一節說明。

5、 打擊毒品及不法交易（special arrangements to combat drug production and trafficking）
：針對社會、經濟及政治等方面受到毒品及非法交易重影響的國家給予關稅優惠，協助該國的政經、社會發展，受惠國包括了安地斯國家集團（Andean Community）的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秘魯，中美洲共同市場（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的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馬、薩爾瓦多以及南亞的巴基斯坦共12國。

· 畢業機制（受惠國除名）

當受惠國連續三年同時滿足下列2項要件時，將符合從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畢業（graduation）的要件
，：一、世界銀行（World Bank）將該受惠國列為高收入國家（high-income country）；二、依據所列的發展指數（developing index）
計算出的檢定值高於-1，歐盟會將該受惠國從普遍優惠關稅制度適用名單中剔除（remove）。若是遭到剔除的受惠國，在除名後連續三年未達到上述兩項標準，則可再重返名單，享有各項關稅優惠。

· 單項商品的排除適用

受惠國銷往歐盟的商品部門（sector）是否享有普遍優惠關稅，評量方式為：

1、 受惠國的發展指數高於-2，且該受惠國輸往歐盟的某項商品，其佔有率超過歐盟進口該項商品總額的25％，或

2、 受惠國的發展指數高於-2，該商品部門專業化指數（specialisation index）高於標準
，且該受惠國輸往歐盟的單項商品總額超過所有受惠國同樣商品輸往歐盟總額的2％。

若符合上述其中一項條件者，則受惠國不得享有該項商品的普遍優惠關稅待遇，但有一但書，即受惠國最近12個月國內生產毛額（GDP）減少3％以上，則不適用第12條第1段的畢業條款
，阿根廷、烏拉圭及委內瑞拉符合上述但書規定，不受單項商品排除適用的限制
。

· 商品分類與稅率

1995年之前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對於出口到歐盟的商品敏感性商品訂有免關稅進口的上限和配額，1995年修訂的新規則廢除了數量限定，將產品分為非常敏感（high sensitive）、敏感（sensitive）、半敏感（semi-sensitive）以及不具非敏感性（non-sensitive）產品4類
，而2002年起更進一步簡化，將商品分為敏感性（sensitive）及非敏感性（non-sensitive）2類，其中敏感性產品約有3700項，非敏感性產品約有3300項
。而在關稅課徵方面：

1、 從價課稅（ad valorem）
：1995年後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是依照商品的價格課稅。

2、 非敏感性商品：附錄4所列舉的商品，稅率為0％，但與農業相關的產品不在此列
。

3、 敏感性商品：附錄4所列舉的商品，從價課稅，較之以往採行的固定優惠稅率，2002年起所採用的普遍優惠關稅是利用和最惠國待遇關稅稅率的浮動聯繫方式計算，浮動的範圍為最惠國待遇關稅稅率的3.5%。而在產品分類目錄第50至63章中的商品（紡織品），關稅減讓的幅度為20％
。例如，當某項敏感性商品適用減免20％的幅度，當時的最惠國待遇關稅稅率為15%，則該敏感性商品的普遍優惠關稅稅率為12%（15%-15%*20%），減免的稅率為3%，在3.5％的浮動範圍內。

4、 額外附加的關稅（specific duties）：額外附加的關稅優惠為減讓30％，但CN編號2207（未變性之乙醇，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低於８０％）的關稅減讓幅度為15％
。

5、 符合打擊毒品與非法交易要件：停止課徵附錄四所列舉商品的共同關稅（從量稅）但CN編號0306 13（蝦）的關稅為3.6％。

6、 低度發展國家享有的關稅優惠：產品分類目錄第1至97章中的商品（包含所有的商品，但第93章軍火品不在此列）全部停止課徵關稅，而香蕉、稻米以及糖則逐年減少關稅及進口配額。

· 其他規範

1、 原產地規定
：依據執委會規則Regulation(EEC) No 2454/93所規定項目辦理。

2、 停止適用優惠關稅待遇
：違反保障勞工、環境保護、打擊毒品及洗錢等原則，或是未能提出原產地證明、不符和世界貿易組織規範等，歐盟得暫時撤銷優惠關稅待遇。

3、 反傾銷及防衛條款
：當享有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國家，其商品嚴重影響到歐盟生產的同類商品或對這些商品直接具有競爭性威脅，歐盟可針對該項商品進行反傾銷調查以及採取防衛措施，經調查若該商品確實影響到歐盟生產的同類商品的銷售、生產時，則歐盟可停止受惠國輸往歐盟的該項商品繼續享有普遍優惠關稅制度。

· 歐盟對低度發展國家的優惠關稅政策

2001年理事會發佈的416/2001號規則通成被稱為EBA Regulation（Everything but Arms），是特別給予49個低度發展國家的普遍優惠關稅待遇，該規則以及理事會規則2501/2001第9條給予低度發展國家出口到歐盟的產品，除了歐盟產品目錄第93章的軍火用品以及香蕉、稻米、糖外，零關稅的優惠待遇（包含敏感性及非敏感性商品）。

為了促進低度發展國家的經貿發展以及保護歐盟的利益，歐盟對香蕉、稻米以及糖採取逐步減免關稅及配額的方式，就關稅減免而言，香蕉自2002年1月1日開始每年減免20％的關稅，到2006年1月1日停止課徵香蕉關稅
：稻米，2006年9月1日減免20％的關稅、2007年9月1日減免50％的關稅、2008年9月1日減免80％的關稅，2009年9月1日停止課徵稻米關稅；糖，2006年7月1日減免20％的關稅、2007年月日減免50％的關稅、2008年7月1日減免80％的關稅，2009年7月1日停止課徵糖的關稅。

在進口配額方面，歐盟對低度發展國家亦採取逐年開放的方式，自2001年開始，每年分別增加低度發展國家稻米和糖的進口配額15％（前一年），預估稻米的進口配額將從2001年的251萬公噸，成長到2009年的669萬公噸；糖的進口配額將從2001年的7418萬公噸，成長到2009年的1億9733萬公噸。

肆  結論
· 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

自1971年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開始實施以來，歷經三個階段，發展的趨勢有：

1、 法規由繁化簡：商品的分類以及稅率的制訂，趨向更為簡化的方式，有助於開發中國家在法規上的適應；

2、 普遍優惠制度更加名實相符：畢業機制以及商品排除適用，有助於加強較弱勢開發中國家商品出口到歐盟的競爭力，例如1998年香港、南韓從受惠國名單中除名，對其他受惠國而言是減少強勢的競爭者； 

3、 越來越重視低度開發國家的經貿發展：2001年EBA Regulation以及其後續規範的的修正施行，有助於低度發展國家的經貿發展。

而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對受惠國最直接、正面的影響是受惠國對歐盟的出口增加，進而帶動受惠國整體經濟的發展，然而，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卻也有一些負面的影響比如排擠效應和EBA Regulation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

歐盟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對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的經貿發展有正面的助益，以1983年為例，東協出口到歐盟，適用普遍優惠關稅的商品占該年度歐盟所有適用普遍優惠關稅商品的42％，這對於東協的出口有莫大的幫助，但對於同樣適用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非加太國家而言，就造成相當大的損失，東協出口到歐盟的食用油占開發中國家出口食用油到歐盟的比例，從1970年的19％，提升到1983年的54％，這對同樣以出口食用油到到歐盟的迦那、奈及利亞等非加太國家，因為東協的競爭壓力而產生巨大損失
。

此外，受惠國之間的彼此競爭也對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印度曾針對普遍優惠制度中，對於打擊毒品以及防制洗錢的優惠關稅待遇，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請訴訟，認為該項措施給予巴基斯坦過多的關稅優惠，導致印度的紡織品在歐盟市場上競爭力較巴基斯坦弱，並不符合授權條款的精神，違反貿易的公平性
。

而就政策以及規則的立意而言，歐盟提供最好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給低地發展國家但依據世界銀行研究員Paul Brenton的分析指出，現行的EBA Regulation對低度發展國家幫助並不大，原因在於一方面對這些多屬於低度發展國家的非加太國家，EBA Regulation所提供的優惠關稅待遇的內容大多和一般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或科多努協定（Cotonou Agreement
）中，另一方面，目前歐盟提供給這些國家的擁有關稅優惠的商品項目與其出口項目相關性不高，因為香蕉、稻米以及糖是這些國家的主要產物及出口品，而這3項商品目前並不能完全交易
。

· 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最新發展

現階段歐盟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將在2004年12月31日到期，為了因應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宣言，執委會提出3點建議案
：第一、延長現行的理事會2501/2001號規則到2005年12月31日；第二、更佳落實畢業機制，使的叫弱勢的開發中國家能得到保障；第三、修訂獎勵保障勞工權益的優惠關稅方案，使該項政策更能夠落實。

在建議案中特別強調畢業機制的重要性，而目前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發展的趨勢亦是朝向限制經濟發展程度較好的開發中國家商品適用優惠關稅的範圍，或是將其除名，以經濟呈現高度發展的東亞為例，目前符合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東亞國家計有東南亞國家國協各國（新加坡及緬甸除外）和中國大陸
。東亞各國除日本及北韓之外，都曾是歐盟普遍優惠關稅的受惠國，但隨著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亞洲4小龍最遲在1988年都從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受惠國名單中除名，而東亞各國受到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商品排除適用的項目亦最多，如下表所示
。

	適用GSP之東亞各國
	排除在適用GSP之外的項目

	中國（15項）
	食用動物產品

其他動物產品

穀物、種子、水果及植物

化學產品（肥料除外）

塑膠與橡膠
	皮革及毛皮製品

紙製品

衣著

鞋類

玻璃及陶瓷產品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電動機械

消費性電子產品

光學及鐘錶

雜項製品

	泰國（10項）
	水產

樹、植物、切花實用蔬菜及堅果

調製食品及飲料

消費性電子產品
	塑膠及橡膠

皮革及毛皮製品

衣著
	鞋類

首飾與貴金屬

雜項製品

	馬來西亞（6項）
	穀類、麥芽及澱粉

木及木製品
	油脂及蠟

衣著
	塑膠及橡膠

消費性電子產品

	印尼（3項）
	油脂及蠟
	木及木製品
	鞋類

	汶萊 （1項）
	首飾與貴金屬
	
	

	菲律賓（1項）
	油脂及蠟
	
	

	緬甸
	1996起停止適用GSP
	
	

	寮國
	無限定
	
	

	柬埔寨
	無限定
	
	

	越南
	無限定
	
	


· 結語

歐盟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發展以及內容符合了在本文第二節所描述的模式之一：當經濟發展程度越高時，所獲得的歐盟關稅優惠就越低。畢業機制的汰選方式，正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要依據，當歐盟逐漸將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重心轉向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時，與各國、各區域關稅優惠制度的重新建立，特別是在面臨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全球化的壓力，影響歐盟關稅優惠分配的另外兩個因素：貿易依存度以及殖民、地緣因素就顯的較為僵化，而歐盟如何在面對各項壓力調整對外關稅制度，則是有待後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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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瑞士加入聯合國為例—　

         探究瑞士中立政策之轉變

蔡明螢
（南華歐研所碩士班研究生）

1、 前言
現今國際社會，凡是提到中立國家，第一個讓人聯想到的就是瑞士。瑞士位於歐洲中部，東邊為奧地利和列支敦士坦，南鄰義大利，西接法國，北邊則與德國交界。全境地勢高峭，是一個多山的內陸國。歐洲長期的戰火與紛亂使得瑞士人民在長期反抗外族侵略的奮鬥中形成了團結的民族性和團結性。目前瑞士人口約有七百多萬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說德語，百分之十八說法文，百分之十二說義大利語，另外有約百分之一的人說羅曼什語。地理位置四面環山，除了豐富的水資源外，其他礦產都相當缺乏；也因此，瑞士政府對於精工業、金融業、和服務業也就相對地重視及發展。瑞士政治制度的分類，主要是依循著語言而非是依照種族；由於瑞士獨特的政治形態和民族特性，使其在外交政策和中立主義有別於其它幾個中立國，如奧地利、芬蘭等；事實上，永久中立乃是權力平衡下的產物，其主要存在的目是使存在於大國間之小國能成為緩衝國，維持大國間權力的均勢，雖然中立政策使瑞士和平的渡過了七百多年
，然而隨著蘇聯的瓦解，臨近歐洲聯盟統合的日益擴大，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擴等等，冷戰時代結束和全球化的結果勢必在在地影響到瑞士的整個外交政策；一國的外交政策本就應以維護該國家利益為最優原則，但是如果國家的外交政策不符合現今社會，同時也影響到國家的整體發展時，政府必應對該政策有所應變。

瑞士政府自八O年代就體認到置身於國際體系外所要承擔的幣處，進而開始調整自己的外交策略，而瑞士早期傳統的不結盟、不加入國際組織的中立政策也開始有所改變。2002年3月3日對瑞士政府和其人民來說是個特別的日子，瑞士舉行了第二次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就「是否加入聯合國」的問題舉行公投，投票結果有54.61%的選民贊成，同時也有超過12個邦贊成加入聯合國，這使得瑞士成為聯合國第190個會員國。事實上，瑞士自上次舉行有關加入聯合國公投至今已過了16個年頭，從一開始的主動放棄加入聯合國，到1986年第一次公投，結果有七成的的選民投票反對，並且當時也沒有任何一個邦贊成通過該聯邦政府的這項提案，一直到去年2002年人民以創制的方式要求政府舉行公投，公投結果雖然僅以些微差距通過加入聯合國，但是這對有百年中立歷史的瑞士而言卻是邁向國際社會的一大步。本文主要在探究冷戰與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情勢變化如何影響瑞士在中立外交政策上的展現，並以其加入聯合國之過程做為說明，同時對促使瑞士加入聯合國的因素加以分析。

貳、中立的定義

「中立」就字面上的意思，即是站在兩方中間，或第三者對衝突方之戰爭採取不偏倚、不介入的態度。中立實具多重意思，就國際關係而言，中立具有政治與法律兩種含意；第一個是國際政治意義上的中立，係指國家自己願意奉行不與任何國家結盟、不參加軍事集團及不介入其他國家戰爭的對外政策；第二個是國際法上的永久中立，這是指國家以某種方式自願選擇，除自衛外，無論平時或戰時，均不參與任何他國間之戰爭、不援助交戰任何一方之一種法律地位。而本文僅就國際法上的中立和瑞士的中立特色做說明：

1． 國際法上的中立

　　　　　國際法上之中立，大抵可歸納為下列三種：
　

（1） 法律意義上之戰時中立，係指一國不介入其他國家間之戰爭。國際法上之中立係指戰爭中之中立，中立國係即不參與戰爭之國家。中立之定義係指第三國對各交戰國所採取，並為各交戰國所承認之公正不偏倚之態度，此種態度產生中立國與交戰國之權利和義務；反之，各交戰國對此一中立國亦有相同之權利與義務。

（2） 永久中立（permanent neutrality）：此為一種特殊法律狀態之中立，也就是國家根據條約自願承擔永遠不發動戰爭，除自衛外，不得參與任何戰爭，不同任何國家締結軍事同盟義務之一種法律地位。

（3） 非法律意義上之戰爭狀態或事實上之武裝衝突中之中立：是具有現實意義之有限中立，此種有限中立稱「準中立」（quasi-neutrality）。在「非戰爭狀態之武裝衝突中之中立」與「嚴格法律意義上之戰時中立」有所歧異。「聯合國憲章」給予會員國集體自衛之權利，許多區域安全體系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得以成立；當其中任一成員國受到武裝攻擊時，此等國家採取之中立政策受到更多限制，是以傳統之中立觀念已變成「有限中立」或「準中立」。在「聯合國憲章」規定之下，此種「準中立」係指聯合國會員國和非國家政治實體在非法律上戰爭狀態之武裝衝突中，其他國家得不參與或不介入，性現時之任何戰爭皆可被視為「非戰爭之武裝衝突」，故凡屬不直接參與敵對行為之國家，皆處於「準中立」之地位。
2． 瑞士的中立特色

瑞士的獨特歷史性和其特殊的民族性，使得瑞士的中立不同於歐洲其他幾個中立國
，以下將就瑞士中立政策的特色可分述如下：

　　

（1） 永久性，國際性的中立

瑞士的中立起因於紛擾不斷的歐洲，而為了避免捲入當時強鄰的鬥爭中，歐洲的英國、俄國、法國、奧匈帝國、葡萄牙、瑞典等國，在一八一四年「巴黎條約」，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維也納會議最後議定書附錄二]（Annex No. 2 of the Congress of Vienna）的維也納會議中
，首度依國際條約保證並確立瑞士的中立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四強美、法、英、蘇也簽約承認瑞士永久的中立地位；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證明了瑞士永久中立乃是國際法的一部份，這使得瑞士的中立地位是國際性的，同時也給予了瑞士中立的法律基礎。而瑞士也得以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皆未受到侵襲。

（二）強勢的武裝中立

　　　　

    瑞士認為，一個國家的中立，是無法期待別人的「善意」，或是一袛條約的保證，而是建立在本身具有嚇阻力的強大防禦力量上
。瑞士平均國防開支每年約五十三瑞士法郎，佔全年國民總生產毛額百分之二。這些經費主要用於購買、更新武器裝備、研發新武器，及軍事訓練上。瑞士採取民兵制，凡是年滿二十歲的男性青年都要進到「新兵學校」接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結業後，這些青年帶著軍服及槍枝回到自己的故鄉及工作崗位上，另外，每年還得接受為期三個星期的集訓，一直到五十歲義務服役才算終了
；所以瑞士表面看似無兵，而實際上卻是一個全國皆兵的國家。另外，瑞士的武裝中立，也表示其有義務保衛自己的國家，並與入侵者對抗，以保領土之完整。事實上，瑞士雖有國際簽署的中立國條約，但最後保護瑞士國家安全的，卻仍是堅強的國防實力。馬基維利（Nicolai Macchiavelli）曾說：「瑞士永遠是自由的，因為他們永遠在武裝當中」，這也是對瑞士中立的最佳註解。

（三）不結盟的中立

　　　　瑞士政府曾在1954年發表一份報告書，其中就永久中立國在和平時期所應承擔之義務做出說明
：

（1） 不得發動戰爭；

（2） 保衛國家之中立地位；

（3） 避免採行可能引起他國敵意之政策或行動。

而第三點的內容包括經濟、政治、法律及軍事的範疇，其禁止永久中立國與其他國家締結軍事性質、防衛性質和攻擊性質之結盟。

（四）具彈性的中立

隨著蘇聯的解體及東西方冷戰的結束，愈來愈多人開始討論「中立」的有必要性，而在其他鄰近的中立國家，如北歐的芬蘭、瑞典、及中歐的奧地利也都在中立國應盡的義務上，做了修正的解釋，以迎合改變中的歐洲情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這三個國家都先後做了申請加入歐體的決定。
而為了因應國際情勢的變化，瑞士政府也開始對中立政策做了不同的解釋，如其在1992年3月公佈的Swiss Neutrality Put to the Test, Swiss Foreign Policy Between Continuity and Change研究報告中指出：「中立僅是瑞士追求其國家獨立自決的一項外交政策工具」
，同時在其1993年的Report on Neutrality of 29 November 1993和Security police report of 2000
中，政府也使用了彈性的中立政策，以符合其國家利益和國際共同體的需要，我們可以在瑞士加入聯合國對羅德西亞和伊拉克所做的經濟制裁中發現此點。

中立國家的外交政策一向是以維護中立，不介入衝突為最高目標，而不加入國際組織，特別是會影響該國家中立原則的政治及軍事組織，然而，國際情勢的變動不安，和從未停止的戰事紛擾，皆在在地影響了中立國對外應對的能力，同時也考驗著中立政策的可行性，尤其當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已無法全然符合外界的要求，同時也這種獨善其身的做法也漸漸地引人垢病，也因此可見於各中立國也慢慢地調整其中立的原則及定義，我們也可以從瑞士在2002年9月加入聯合國的舉動來看，瑞士已經從「孤立的中立國家」走向扮演「積極的中立國家」
角色。 

　　

參．瑞士與聯合國

　　瑞士提供了日內瓦做為聯合國在歐洲的第一個總部，而目前也有近19個國際組織設在該區
，日內瓦可說是聯合國在歐洲的家鄉。但是在瑞士未公投同意加入聯合國之前，瑞士卻是世界上唯一自動聲明不加入聯合國的主權國家。不過僅管如此，瑞士卻是第一個向聯合國派遣常駐觀察團之非會員國，同時還是國際專門機構之成員和「國際法院規約」之當事國，另外，瑞士也加入了許多聯合國組織轄下的專門機構，如「聯合國教科文教組織」（United Nationals Economic, Social and Organization）、「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等等；不過，由於瑞士特有的政治生態和民主制度，使得她在加入聯合國的過程並不像加入這些轄下組織如此積極和順利；以下章節將分段敍述瑞士自早期國聯時期至聯合國成立，到瑞士第一次舉行公投，遭到否決，第二次公投終於如願加入聯合國之國內外因素來探究瑞士在面臨丕變萬千的國際環境時其外交中立政策的轉變過程。

1． 聯合國成立初期

若要述起瑞士和聯合國的闗係，則必須要先回溯起她和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關係。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國際聯盟（以下稱為國聯）其實是第一次大戰後的產物。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瑞士雖有被捲入戰爭的危險，但是由於瑞士嚴守其中立立場，使其逃過了戰火的摧殘，再加上在大戰期間，瑞士充分的發揮了其中立國在交戰國間的緩衝與調節功能，尤其是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對戰爭國人民的醫療援助，更加深國際上對瑞士中立地位的肯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成立的國聯不但邀請瑞士加入，還承認其永久中立的地位，保證任何軍事行動不在瑞士領土上進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捲入戰爭的國家眾多，同時也帶給人類史無前例的傷亡，因此，同盟國希望藉著國聯的成立可以發揮集體安全體系之功能，而國聯成立的最大目的即在避免國際衝突的再次發生。國聯成立之初，各國也對其有很大的期望，同時認為國聯的成立，幾乎是他們能為集體安全所作的最好策劃。
然而同盟國為了個己利益並沒有嚴守盟約，同時各國對國聯制裁決定實行的意願也不高 ，再加上當時國聯並沒有自己的軍隊，不但無法有效地發揮集體安全機制，更沒有辦法成功制止戰爭的發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國聯早已名存實亡。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瑞士為了保持其超然的中立立場，則立即宣佈選擇退出國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士雖然地處軸心國的包圍圈中，面對希特勒軍隊的威脅，其聯邦軍隊也曾發動二次動員，但國家基本上未受侵犯。強大的國防實力使得瑞士得以自保，而中立地位更讓她在戰爭期間成為受難者的救助中心。

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聯盟也宣佈解散，原國際聯盟之機構則由聯合國繼承。瑞士原有意要求以一九二O年至一九三八年國聯時代之條件
，加入聯合國，即瑞士只參加聯合國之經濟制裁而不參加軍事制裁之決議，但聯合國並未答應此一條件，使得瑞士認為加入聯合國集體安全制度可能違返其永久中立的原則，是故未加入該國際組織。
一九三五年瑞士憲法規定,凡簽訂十五年以上之國際條約或加入重要的國際組織，必須經過公民投票表決，由公民和各州通過始能生效。瑞士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就著手對加入聯合國一事進行評估與考量，不過到了一九四六年十月，瑞士政府決定不申請加入聯合國，原因是聯合國憲章與瑞士傳統永久中立政策相違背，而聯合國也尚未能全然接受瑞士的中立地位。

瑞士雖是國聯的會員國，也提供日內瓦作為國際聯盟總部的所在地。但倫敦宣言（London Declaration）允諾瑞士可豁免參加國際聯盟的軍事行動，而瑞士對於危反國際聯盟盟約的國家，雖有義務施於商業及財政的制裁，但瑞士參加制裁的行動卻相當消極。
以國聯在一九三八年對義大利實以制裁一例，瑞士考量到與義大利有共同的國界問題，以及兩國的貿易往來量大，如果加入國聯制裁義大利，將會使兩國關係受損，所以對於制裁一事，就片面的對制裁義大利之事做不作承諾的宣告。根據國際聯盟盟約第11條規定，任何戰爭或戰爭威脅都關係到每一個會員國，不論其為大國或小國；但會員國可對有關軍事上的義務保留選擇權。
不過，相較於此點，聯合國則對保留選擇權這方面較不著墨，也不明確地寫入憲章裡。依聯合國憲章第7章第42條與第43條「聯合國對於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瓌及侵略行為之應付辦法」規定，聯合國採取必要之陸海空軍示威、封鎖及其他軍事行動維持國際和平安全及制裁侵略時，會員國有義務提供便利及協助，此與瑞士傳統非戰法相悖。倘瑞士加入聯合國遇有聯合國制裁侵略時，將徒增紛擾。

　　僅管如此，瑞士仍提出了與聯合國的基本關係為：

2. 瑞士會持續觀察聯合國的行動

3. 瑞士參與國際法庭及聯合國特別組織

4. 聯合國的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可設立在瑞士。

瑞士曾派遣特別觀察員參加第一屆聯合國大會，自此之後，瑞士一直與聯合國有密切的關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瑞士聯邦委員會派遣非正式常任觀察員。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瑞士正式向聯合國總部派遣常駐觀察員。觀察員便成為瑞士聯邦委員會派駐聯合國之代表。

　　

　　瑞士基於國家獨特的外交政策，欲保留其中立地位而不加入聯合國，然而，身為觀察員的瑞士對聯合國而言，也有其正面的貢獻；首先，在採取有關的國際重大行動時，聯合國比較容易獲得非會員國的支持與協助，而且聯合國也能藉由諮詢得到觀察員的寶貴意見。其次，瑞士由於特殊的中立地位，所以往往能從事許多聯合國會員國無法達成的任務。例如一九五六年瑞士曾協助空運聯合國緊急部隊至埃及。
最後是財務上的協助，瑞士身為聯合國的觀察員，每年必須繳交約四百萬美元的費用，雖然有些國家即使不派駐觀察員也會捐款給聯合國，但是聯合國觀察員資格的確有助於它們對聯合國財務上的協助。不過，由於觀察員的身份並無法完全享受聯合國內的權利，而且對於一些重要事件或會議，觀察員也僅能提意見供以參考，並無真正的參與權力，若以長期來看，這些限制反而使瑞士在聯合國內空有捐助，而無任何實質的地位。

    一九六O年代中期，是否要成為聯合國會員的議題又再次被吵熱，而瑞士政府也已看出作為聯合國會員國地位的重要性。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國會議員布萊特斯契爾﹙Bretscher﹚在國會中要求聯邦委員會對全體瑞士人民提出一份報告書，說明現在瑞士和聯合國的關係，及瑞士加入聯合國後還能保持其中立地位，而這個提案即所謂的「布萊特斯契爾動議」﹙Bretscher Motion﹚。日後也提出兩份關於與聯合國接近有助於提昇瑞士中立地位的報告書。而聯邦委員會則認為應從多方面來研究瑞士加入聯合國的問題
，同時聯邦委員會也針對這些意見做成三份報告書提交國會
。聯邦委員會在報告書裡總結說，以目前的聯合國憲章，瑞士是可以身為其為會員而又保有中立地位。雖然有關瑞士和聯合國關係的報告和研究一直從未間斷，但真正的舉動卻一直尚未見到。

2． 七O至八O年代的消極中立政策

　　　 武裝中立一直是瑞士自維也納會議後的最高原則。跟隨著這項原則，瑞士不參加任何政治性的組織及任何軍事聯盟，也因此不會加入任何戰爭，除非是捍衛自己的領土；對瑞士來說，強大的軍事防衛力量是能維持中立的最明顯原因，這也使他們相信，瑞士能幸運地避開歐洲三次戰爭
的原因；而就地緣政治與地理戰略而言，冷戰期間瑞士介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兩大集團之間，瑞士由強國共同尊重和保障的中立化，對於保持該國之獨立性和避免介入他國間的衝突有著極大的助益。更者，由於瑞士的永久中立外交政策，使其在政治上及軍事上都必須採取中立，不得對外採取偏袒政策，這也相當地有助於該國地區的和平穩定。

　　　　瑞士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卻是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有關「對於和平之破壞及侵略行為之應付辦法」，可能涉及有關義務的國家
瑞士自一九四八年以來即擔任聯合國觀察員
，也曾派遣維和部隊至海外，包括一九五三年派兵至南北韓邊界，以協助監督敵對雙方停火。一九五六年應聯合國請求，以瑞士航空空運聯合國緊急緊急軍（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至埃及，並援助一百六十萬瑞士法郎。一九六O年為聯合國剛果維持和平行動中，也資助相同款額，作為運送食物、醫藥及一些必須用品的花費。

一九六八年，當聯合國決定擴大制裁羅德西亞時，要求了非聯合國會員國的瑞士加入參與制裁，瑞士政府同意，也同時對羅德西亞進行貿易和軍事的制裁，瑞士的此一舉動，可被視為是其對中立政策的彈性調整，這也是瑞士第一次注意並加入國際社會的制裁活動。

一九七七年，瑞士經由公民投票，增修憲法第八十九條第五項，其內容乃是關於瑞士加入一國際性的集體安全組織或具有超國家性質之共同體必須經由人民及各邦公投決定，且其結果還必須符合「雙重多數決」（double majority）的要求，亦即公投通過與否，須獲得各邦50%以上的人民同意，且全國超過二分之一以上的邦同意才可生效。由於聯合國係為重要的國際組織，若依據該條文的規定，瑞士加入聯合國需經由公民投票決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長達十二年研究有關瑞士加入聯合國的可能性後，聯邦委員會決定將提案送交國會審查。

一九八二年三月，瑞士將加入聯合國的建議提交國會審查，而上下議院也於一九八四年分別投票，兩院皆以超過半數的贊同票，同意瑞士加入聯合國的提案，不過前提是瑞士必須堅持奉持永久的中立政策；瑞士政府見時機已成熟，遂於一九八六年舉行有始以來第一次就是否加入聯合國舉行公投，雖然該次投票，瑞士政府已得到許多企業界的支持，仍而結果卻大乎意料之外；公投結果有百分之75.7%的選民投下反對票，同時二十三個邦也沒有任何一個邦通過，清楚地表達了瑞士人民反對加入聯合國的決心；人民最大的問題不單在於加入聯合國會違反瑞士的中立原則，而是從國聯時代就根生的不信任感，認為國際組織並無法有效的避免戰爭的爆發，同時，他們也對聯合國目前在解決衝突危機的能力感到失望。
原本瑞士政府是希望由這次的公投引起人民對國際社會的關切，但結果卻造成了政府和輿論界的對立。中立對瑞士而言，已不僅是一種政治狀態，而是被提昇為一種傳統，不容易打破。不過，瑞士外交部長奧伯特﹙Pierre Aubert﹚在公投結果後表示：「瑞士公民否決加入聯合國，不會影響瑞士之外交政策，亦不會影響瑞士在聯合國各個專門機構所發揮之作用」。
 

3． 九O年代的積極中立政策

　　　　

自八O年代中期，瑞士政府意識到重返國際體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特別是加入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為了避免被國際社會邊緣化，政府善用各種文宣和研究報告，指出加入聯合國的優處和必要性。雖然八六年公投的嚴重挫敗，但瑞士政府還是確定要加入聯合國的決心。

八O年代末期，國際情勢出現大轉變。一九八九年東歐各國民主化運動，一九九O年柏林圍牆倒下，德國統一，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獨立國協成立。東西方冷戰結束，國際局勢進而整個改觀，而瑞士傳統的永久中立政策是否能適應冷戰後國際政治的變局和歐洲政治生態的轉變，引起政府和政商界學者的熱烈討論；為了面對新的國際情勢，瑞士開始積極地調整其原本的較消極、嚴謹的中立政策，而以一種較開放、較富彈性的做法來面對。一九九O至一九九一年，聯合國通國決議，決定全面對伊拉克實施制裁，在這一次的制裁行動中，所有的中立國皆加入制裁的行列，當然瑞士也不例外；瑞士考加入該次制裁行動並非放棄中立政策，而是瑞士考慮到，如果拒絕參加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勢必會被指控有藉機大發戰爭財的不良企圖；而瑞士也認為國際社會都已站在反伊拉克的一方，如果不適時加入，則將對瑞士的國家形象有所影響。雖然瑞士政府考量頗多，也不外乎要顧及國家的利益，但是這次的制裁行動卻也更加證明，瑞士對於其以往對國際社會經濟制裁的保留政策劃下句點。瑞士在一九九O年至二OOO年這十年間，對於聯合國決議的制裁行動皆全部參與，更表現瑞士在二十世紀對加入聯合國行動，及重回世界舞台的積極，同時她也延伸對其中立政策的解釋
。然而，僅管如此，對於以軍事為主的北約（NATO），瑞士則從來就沒有考慮過，因為如果加入北約，則明顯違反了瑞士的中立；瑞士的中立不但代表不介入任何衝突，還暗示地說明了反對加入任何超國家主義的軍事聯盟
。

4． 二十一世紀的新關係

瑞士對加入聯合國的議題，自在六O年代就從未停止，只是人民對中立政策的堅持和保守的態度，使得瑞士政府一直呈於只聞雷聲而不見雨下的情形。繼一九八六年公投的失敗，到了九二年，才有議員Rosmarie Bar首次提出有關「聯合國會員」（UN Membership）的國會動議，但遭到否決，而後也分別有四次的相同動議，不過沒有一次是成功的
；一直到一九九八年九月，國會跨黨派委員提出「瑞士加入聯合國會員」（For Switzerland member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創制案，瑞士和聯合國的關係才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一九九七年六月五日，國會議員Remo Gysin，提出一動議，要求聯邦委員開始著手準備有關加入聯合國資料。聯邦委員會接受此動議，同時這個議也經過上下議院多數決的同意。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八日，國會議員Andreas Gross，再度要求聯邦委員會應提出一份報告，說明自一九八六年後瑞士和聯合國間的合作關係。聯邦委員會答應此要求，並於七月一日發表該份研究報告。聯邦政府在報告總結表示，「只要政治上地可能，聯邦政府將會樂於逹成聯合國會員的階段性的目標」。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國會跨黨派委員指出將發動「瑞士加入聯合國」的人民創制案，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聯邦委員會也宣佈他們預計將此計劃列入政府一九九九到二OO三年的立法目標。

在此附加提及的是，依瑞士憲法規定，公民創制
必須在十八個月內達有十萬名公民連署提出創議性提案，便可具體要求增訂、修改或廢止憲法中具體條文，部分或全部條改或增刪憲法。而在連署完成後，必須送交至聯邦總務處審核是否合法，再送交由聯邦委員會審查向國會提出建議，國會在審議後決定該創制案是否可行。若可行即提交公民複決，若不可行則提對抗案表示拒絕，但須將對抗案與原創制案一併提交全民複決。而這次「成為聯合國會員」的創制案，從開始進行到最後完成萬人以上的簽署共計花了近一年半的時間；終於在二OOO年三月六日，該提案總共得到124,771人的有效連署，同時也正式向聯邦委員會提出申請；四月十一日，瑞士聯邦政府正式確認創制案發動。為了逹成這個立法目標，聯邦委員會執行了一諮詢過程，從2000年6月28日到10月5日。依聯邦憲法147條，凡是涉及到重要國際條約的簽定，聯邦委員會必須舉辦一諮詢程序
；該次諮詢程序的對象，包括邦政府、兩個聯邦法院、政黨、商業團體及利益團體等
。而諮詢調察結果顯示決大多數的回覆者贊成瑞士加入聯合國，聯邦政府也因此決定通知國會，他們將贊成該次的人民創制的推動，並加促完成。

二OO一年七月和九月，瑞士上議院和下議院分別就該創制案進行表決，結果兩院皆以多數通過此項法案
；而瑞士政府隨即在十月公佈，「瑞士申請加入聯合國」一案將在二OO二年三月三日舉行公投。

二OO二年的三月三日，瑞士公民就瑞士加入聯合國的一項提案進行投票，而開票的結果不但使各國感到驚訝，更使聯合國感於興奮，這結果使瑞士成為聯合國的第190個會員國。瑞士聯邦政府發言人卡薩諾瓦當天
下午公佈的初步投票結果顯示，該提案獲得了54.6%的選民的贊成和12個州的同意。 根據瑞士的有關法律規定，提案如獲得超過半數以上的選民和半數以上州的同意即獲得通過。瑞士共有26個州，其中6個州由3個州一分二而成，稱半州，選票實際按23個州計算。 據統計，參加當天投票的選民佔總選民人數的66%，瑞士的總選民人數約為450萬。 投票結果公佈後，瑞士聯邦政府外交部長約瑟夫‧戴斯（Joseph Deiss）立即電話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並要求聯合國接納瑞士為聯合國會員國。戴斯表示，瑞士希望在今年9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被正式接納為聯合國會員國。
 不過，瑞士總統威利格在結果出爐後，發表強調，瑞士打算仍保持中立國地位
，如瑞典、芬蘭和愛爾蘭等在它之前加入聯合國的其他國家一樣。 

　　　　

　　　　雖然投票的結果贊成與反對之間的差距甚小，然而在民主制度下，投票的結果將為瑞士全民所共同遵守，雖然瑞士成功跨過該門檻，不過此次投票的結果也代表著將近有一半的人民對加入聯合國仍感到憂心仲仲，擔心加入聯合國後是否會對瑞士的中立政策造成影響，進而影響到瑞士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一些主要的保守政黨則在該選舉結果出來後立即對這項決議發表嚴重聲明
，認為加入聯合國即是破壞了瑞士的中立及和平；瑞士政府為了消弭反對者的憂慮，還大幅地列舉了加入聯合國的好處，聯邦主席卡斯帕維利勒就對媒體表示，加入聯合國有助於促進瑞士經濟發展，而瑞士國防部長史密特也對媒體說，加入聯合國無損於瑞士的中立地位，因為其不會強迫瑞士參加軍事行動；瑞士政府的種種舉動都是為了使人民安心該國家的中立地位不會遭受影響；不過無論如何，瑞士確實也加入聯合國，我們還是可以從瑞士的這一項大轉變，看到該國家在中立外交政策上的變化及她對國際事務的關心。

表一　　　瑞士加入聯合國的過程

	時間
	事件

	1945年10月
	聯合國成立

	1946年10月
	瑞士宣佈不加入聯合國

	1948年
	瑞士派遣常駐觀察員至聯合國

	1967年2月
	議員布萊特斯契爾提出動議

	1968年
	瑞士首次加入聯合國羅德西亞制裁行動


	1982年3月
	瑞士將加入聯合國的建議提交國會

	1984年3月
	瑞士下議院以112票贊成，78票反對，1票棄權，同意加入聯合國，但堅持奉行永久中立政策

	1984年12月
	瑞士上議院以24票贊成，16票反對通過瑞士加入聯合國的決議

	1986年3月
	瑞士舉行公民投票，參加投票的選民約有75%反對，全國23邦否決政府的提案，反對加入聯合國

	1997年6月
	議員Remo Gysin 要求政府提出瑞士和聯合國相關資料

	1998年9月
	國會跨黨派委員會提出「瑞士加入聯合國會員」創制案

	2000年3月
	創制案完成，共有124,772人連署

	2000年4月
	瑞士聯邦政府正式確認創制案發動

	2001年7月
	瑞士上議院以37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瑞士加入聯合國案

	2001年9月
	瑞士下議院以153票贊成，42票反對，通過該案

	2001年10月
	瑞士聯邦政府決定於2002年3月3日舉行公投

	2002年3月3日
	瑞士公投結果，54.6%的選民贊成，45.4%反對，23個邦中有12個超過支持率50%，公投結果同意加入聯合國

	2002年7月
	瑞士將入會申請書提交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2002年9月
	聯合第57屆大會通過瑞士加入會員案


資料來源：

1.Switzerland’s UN Policy Historic Steps,  

http://www.eda.admin.ch/sub_uno/e/uno/intpar.htm
2.吳巨盟，「瑞士透過公投加入聯合國初稿」，（台北：2000年9月15日）

3.作者自行整理

　　　　

5． 影響瑞士加入聯合國的原因

　　　　瑞士政府在這次公民投票中受到工會、教會，尤其是大企業的支持已顯示出，長期埋首於自身發展的瑞士人已期望能積極加入國際社會，並欲在聯合國發聲，不希望再被視為僅願意與其他國家從事貿易，而不願參與其他國家的邊陲小國。事實上，瑞士和聯合國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瑞士日內瓦是聯合國在歐洲的總部，除此之外，許多聯合國的轄下組織也設立於此地，單論利益而言，這不僅為日內瓦當地人民增加許多的就業機會，而且國際會議的舉辦往往也帶動了人潮和商機，這對瑞士而言，是相當重要的經濟來源；而僅是觀察員身份的瑞士，在這十年間除了完全遵守聯合國的制裁決定外，還積極的參與聯合國和平維持任務，並提供了相當的人力、物力和金錢的資助；瑞士聯邦政府在回覆人民創制案的白皮書
裡，回覆瑞士應加入聯合國的原因有下列幾項：

1. 瑞士應出現在全球組織；

2. 聯合國的目標和瑞士外交政策是一致的
；

3. 瑞士早已和聯合國關係密切，加入的時間已來臨
；

4. 加入聯合國，瑞士可以保護自己的利益；

5. 聯合國會員資格可以使中立的瑞士在國際層級上有更好的調適空間；

6. 瑞士對未來國際法的成形有影響力；

7. 增加日內瓦的國際地位；

8.  聯合國已變得更有效率。

不過深究造成瑞士加入聯合國的國內外因素，作者將其歸納於以下諸點：

(1) 冷戰結束與聯合國的改變

自從一九四六年聯合國開始運作以來，國際上就是美國及其聯盟與蘇聯及其聯盟之間的冷戰。而聯合國集體安全防衛系統能成功運作的最本必要條件－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間的全體一致，因而很少出現應有的一致同意，也造成聯合國在實際運作上顯得滯礙難行。維護和平的效果不彰。冷戰的結束，聯合國面臨新的國際情勢，大規模戰爭減少，但區域性的衝突卻從未間斷，聯合國擔負維護和平的責任也就越大。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之目的，主要係抑制威脅和平之局部武裝衝突之擴大或防止武裝衝突之再起，從而為最終之政治解決爭取時間。

自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之範圍已逐漸擴大，同時任務出動的次數也相斷增多。以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七年，四十二年間聯合國授權十五次的維持和平部隊任務，但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五年內聯合國卻派遣了十三次的維持和平部隊
，足見冷戰後，區域內衝突次數的增加，與對區域內安全與和平維持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見東西方冷戰結束，安理會內意見不一致的情況大幅減少（見表一）。瑞士的加入則是見於聯合國內部的改變，肯定聯合國現今運作的好轉，更是對聯合國在維護國際秩序的肯定。

表二　

	時間
	安理會否決的次數
	平均

	1945-1990
	282 次
	 一年平均大於6次

	1991-1997
	7 次
	 一年平均一次


           資料來源：A Swiss Government White Paper on Relations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the United Nations, July 18, 1997.
(2) 經濟利益的考量

在早期，由於政治地位的特殊性，瑞士主動提供日內瓦做為國聯和聯合國在歐洲的第一個總部；直至今日，雖然國際體系已出現轉變，但日內瓦卻因聯合國在此設立，得到殊多的利益；目前約有二十個國際織設在此地，其中二分之一為聯合國組織的體系；約有一百四十個國家在此設立代表處；超過一百二十個非政府組織在此；有超過三萬個外國人士和他們的家人在日內瓦工作；而每年也有近九萬個會議代表來日內瓦開會，他們不僅為當地的飯店業和餐飲業帶來商機，更提高瑞士的就業機會；以聯合國來說，聯合國秘書處目前在日內瓦就雇用了二千五百名員工，另外還有超過八千名員工在聯合國轄下的特別單位工作，而且在其他的國際組織也提供了三萬二千三百多個工作機會
，現在，每十份工作，就有一份是由些國際組織提供，這些國際組織的存在，不論是對日內瓦當地，或臨近區域及國家整體的經濟都極具重要。總計來說，單是每年來日內瓦開會的人士在當地的花費就達三十億的瑞士法朗。
 而聯合國和其特別組織每年的固定採購，如食品、醫療用品、金融服務及保險服務，瑞士就得到近五千七百三十萬美元的收益
。

如果瑞士要繼續享有這些獲利，除了要提供完善先進的硬體設備，更要確保日內瓦做為國際會議中心的地位。冷戰結束後，能提供給這些條件的國家及都市也漸多，例如伯恩、海牙等；由於聯合國財政預算支出都由委員會所操縱；但是僅有觀察員身份的瑞士，並無法參與聯合國內部這些相關的委員會，瑞士不但無法提出相關意見，更別論有何表決權。瑞士無法參加地主國委員會（Host Country committee）, 也無法進入大會的第五委員會，這幾個委員會是專門決定聯合國在日內瓦當地有關財政及部門事務的委員會，其處理的內容像是人員薪資問題、保險計劃及退休福利等，這些決定對日內瓦當地，甚至是整個瑞士西半部都有很大的影響，但瑞士卻不能參加，以此可見，觀察員的地位已減損了瑞士身為一個地主國的重要性。

所以，如果瑞士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一方面可以保持瑞士（日內瓦）目前的優勢地位，更可以對日後聯合國的花費預算做出表示，用以保障瑞士的經濟利益，同時，瑞士還可以完全掌控他捐給聯合國資金之使用處。當然除了這些明顯的經濟利益外，國際組織在日內瓦的成立，也豐富了瑞士的社會文化，科技生活，同時也是瑞士和其他國家在國際關係互動上的一張王牌。

（三）增加國際發聲機會，提昇國際形象

　　　　　　　　目前觀察員的狀態對瑞士來說有許多的缺點，特別是沒法辦法享受大會賦與會員國的所有權力。聯合國是最具全球代表性的國際組織，到目前為止國際社會尚未為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與地區，除了瑞士，只剩梵帝岡、巴勒斯坦與台灣等；聯合國的角色就像是一個國際的論壇，討論現今最主要的事件及議題，能在聯合國“國際的論壇”上發聲，對中小型國家而言是最大的利益。聯合國提供了一個雙邊及多邊的國際論壇環境，也是目前唯一個遍及全世界多邊議題的會議組織，討論全球的人權，環境，安全及禁武議題。而會員國在這個環境裡，透過多邊的合作和資訊的交流，可以有效的和全世界其他國家一起解決目前發生的問題，如：永續的發展，促進和平，全球的協議，雇主保護，性別平等。聯合國更是雙邊接觸的一個平台，瑞士希望有系統地使用聯合國這個論壇的功能，目前瑞士僅能選擇性的使用一些機會，例如在永續發展，移民和國際人道法上提供這方面的資訊和服務。但是，目前僅具觀察員身份的瑞士，如果要在大會全會期（Full Session）發言，必須經過複雜的程序，而且如有國家反對，則將被迫取消，同樣的限制也發生在大會的委員會，非會員的資格，也使瑞士將被排除在安理會之外，如果瑞士成為聯合國會員國，那瑞士參與及發聲的機會就大為提高，這不但有助於瑞士的國際地位，更加強各國對瑞士的良好印象。

(4) 全球化的影響

這裡提到的全球化影響將分由兩部分來解釋；一方面是全球化對瑞士經濟的影響，而另一方面則是因全球化所造成的社會及環境問題。首先，由於強大的市場經濟自由化，科技的快速整合及企業間的更緊密依賴，造成了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商品、服務及資金的流動也比以前更為顯著，跨國公司的成立也以往來的多，海外投資及外國貿易即使在不景氣的時候也被視為是國家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來源；全球化使得企業間的競爭性變大，私人企業在無法應付時，不是面臨結束的命運，不然就是被大企業給合併；瑞士一向以穩定的金融市場和投資環境造就了世界首富的形象，然而自一九九O年起，歐洲各國經濟危機蔓延，瑞士經濟實際上也處於停滯狀態，失業率一路攀升，到一九九六年底時已超過5%
；更者，由於瑞士法朗強硬，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更顯不利地位，特別是瑞士不是歐盟的成員國，更是雪上加霜；瑞士自一九九三年否決了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和歐盟簽署的十九國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EEA）協定，許多的跨國合作公司，像是Roche, Sulzer,及 Alusuisse都已凍結他們在瑞士的投資案
，甚至連瑞士當地的大公司，Nestle，為了避免遭受到其他歐盟國家的差別待遇，早已將該公司的活動轉往他國，如果按照此種情形，瑞士的失業率人口可能會呈雙倍的上升。尤其當鄰近、文化、社會又相近的奧地利順利加入歐盟後，不論是外資公司，或是瑞士的本土公司，都可能會圖利益之更，將投資計劃或生產公司轉設立在奧地利；以長期來看，這勢必會對瑞士的產業造成負面的影響；雖然瑞日隨後調整了貨幣法郎的利率，兩年後，周邊國家經濟略復ｍ，瑞士的情況也跟著好轉，到一九九八年時經濟成長率達1.75%。無論如何，瑞士在近十年間經歷了自七O年代以來最困難的時期。

另外因全球化而造成的困擾，像是南北貧富差距的擴大，次要國家或區域的邊緣化，移民問題，國際犯罪，毒品販售及恐怖組織等，都是單一國家無法自行解決的；而地球資源的保護，水源污染間題，臭氧層破壞等等的問題已不可能只籍由單邊或多個雙邊條約而解決，全球的問題必須要由全球人類一同解決；聯合國是目前唯一，也可以說是討論性與分佈性最廣的國際組織，瑞士加入聯合國即等於和全世界接軌，而成為其會員國只有利多而幣少。

(五)推展瑞士外交，確保國家利益

瑞士政府在其九三年的政策白皮書裡，即明確指示瑞士在九O年代外交政策的五大目標為：1.維持和促進安全及和平2.促進人權，民主和法治3.促進繁榮4.減少社會的不平等5.環璄的保護；而這和聯合國憲章第二章所揭示，組織成立的目標是相同的；瑞士政府在該白皮書裡也表示，對參與維護國際的和平穩定等於是維護瑞士本土的安全。

安理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認許能決定以何種方法來保護及恢復和平的全球性組織。自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之範圍已逐漸擴大，包括監督大選、公民投票、提供或保護必要之人道主義援助等；瑞士身為國際紅十字會的發起國，對於人權保護，人道救助本就不遺餘力，自五O年代起，瑞士所參與的維持和平任務行動已超過十次之多，而平均每年捐助的金額也高達一千三百多萬瑞士法郎以上；瑞士政府則認為，加入聯合國可以給予瑞士在促進人權，及提供人道救援方面更加制度化及全面性。

另外，瑞士政府也認為，在中立主義的保護傘下，瑞士已錯失太多參與世界歷史的機會，同時也錯失了某些條約或國際法制定的機會，而國際法的延續發展，可能使非聯合國會員身份的瑞士被排除在外而無法參與。因此，成為聯合國的一員，不但能更準確的針對國家目標而介入國際法的討論，更能有效的維護國家的利益。世界組織不斷朝向多方面的世界政治上發展，而聯合國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而非世界政府，成為其會員不但不會減損國家主權，反而更容易張顯國家地位。

(六)觀察員地位的弱勢化

瑞士自一九四八年起，即是聯合國觀察員。雖然這個角色使她不至於和整個國際體系脫離，但她始終無法進入核心；近年來，受到全球政治體系生態改變的影響，觀察員的地位在聯合國組織內的地位已愈來愈不受重視，尤其是對一個主權國家而言，觀察員的地位並無法給予一個主權國家任何保障，也無法保證可以在聯合國有效地保衛該國的權力與利益。當初同為聯合國觀察國的十七個國家
，目前也僅剩瑞士和梵蒂崗；另外，愈來愈多的國際組織或聯盟，甚至是非政府組織亦擁有聯合國觀察員的地位，像是國際伊斯蘭會議，歐洲聯盟和國際紅十字會等等，目前共有二十一個之多，而瑞士在這裡面的國家角色也就顯得較不具代表性。甚且，雖然觀察員可以出席大會會場，但主要委員會開會時則必須接獲邀請方可參加；而安理會方面，原則上是未經其決定邀請，則不對觀察員開放
，另外由於一些委員會會議是觀察員無法參加的，這對第一手資料的取得也有其難處，和正式會員國比起來，觀察員在大會和安理會會議的參與程度受到較多的限制。這個地位對瑞士而言已成為一種妨礙；瑞士遵守聯合國的所有規定，但卻無法享受該有的權利；瑞士長年觀察奧地利與瑞典的經驗，結果顯示進入聯合國並不妨礙一中立國家的地位，而以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來看，成為會員國的優處已明顯大於一個觀察員。 

肆．瑞士的隱憂

　　　

二OO二年九月十日，聯邦政府如願將瑞士重新拉回國際舞台，使瑞士成為聯合國第一百九十個會員，但以實際的數據來看，瑞士政府在這次的公投表決裡贏得並不漂亮，結果顯示有近一半的公民仍對加入聯合國感到不安；投票結果出爐後，人民對加入聯合國依舊兩樣情，爭論的話題在各報章媒體和街角出現
，而二OO三年十月瑞士議會改選，一向以反移民，反結盟的極度保守黨，瑞士人民黨（Swiss People’s Party）反而得到最多的選票，一躍成為國會裡的第一大黨
，該黨的領導人，正是極力抨擊政府加入聯合國是將瑞士帶入不安及危險的工業鉅富克里斯特夫(Christoph Blocher)；依瑞士聯邦委員會席次分配的“神奇公式”（magic formula）
，瑞士人民黨僅佔有一席，不過今非昔比，尤其該人民黨在國會的得票率自一九九九年就有攀升的趨勢
；而這次國會選舉完，社會人民黨更要求政府應將重新分配聯邦委員的席次，並威脅揚言，如果議會不通過席次的變更，人民黨將退出聯合政府；這對瑞士常久以來的政治穩定將是一大考驗；假設人民黨能在聯邦委員會裡得到兩個席次，那是否代表著瑞士日後在國際間的角色將走回頭路
。

而另一個隱憂則是這次各邦投票的結果；瑞士公眾意見一向是分歧，或以區域，或以語言，又或以年齡；而這次瑞士公民對於加入聯合國的意見也因地域而有所不同，像是法語區的民眾比德語區的民眾較同意瑞士加入聯合國，而都市區域的民眾也比郷下區域的民眾較贊成加入，青年人同意的意願也大於老年人；不過投票結果揭曉後，雖然有些邦如之前預測將會順利通過，例如日內瓦及蘇黎士等，但選前預測應會順利通過的義語區，提西諾（Ticino）則是有超過一半的公民投下反對票；在這次加入聯合國的投票中發現，瑞士人民對國家向外發展、結盟的行為，語言已不見得是明顯的分隔點，反倒是東半部的都市重鎮和西邊的鄉村地區有著顯著的對立；由於瑞士在參與國際組織或簽署重大條約時，都必須經由邦和人民的雙重多數決方可通過，以此觀之，瑞士保守黨在往後的公投裡只要能掌握人數稀少的鄉村地區之選票，即可以有效的否決公投，是否會發生少數人否決多數人意見的情形呢? 不過，不管最後情形為何，可以確定的是保守黨如今已成為瑞士議會裡的最大黨派，今後議會對於加入國際組織或聯盟的議案將更不容易過關，而瑞士政府擬定在十年內加入歐盟的計劃更是困難重重。

伍．結論

　　與奧地利之永久中立外交相比較，在列強以多邊條約保障瑞士中立之情形下，瑞士永久中立的條件顯得較為優勢。瑞士的國防力量和特殊地理形勢，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也不敢輕易攻佔。瑞士的中立政策建立在不結盟、不捲入戰爭和不參加集體安全體系的三大原則之上，而永久中立、直接民主和聯邦主義也使得瑞士成為歐洲目前六個中立國中是獨一無二的特例；然而，冷戰體系的瓦解，使得各界開始檢討中立的存在性，也使得瑞士對自身中立政策定義的改變及調整，雖然中立政策使得瑞士得以和平的渡過了七個世紀之久，但是長期以旁觀者的角色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這種獨善其身的做法，早已引來各國對瑞士的自私之說；事實上，中立或絕對中立的理想在近代國際合作頻繁和相互依賴的國家關係，已不復存在；尤其，在邁入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一個國家的安定，或其經貿的發展已經不能單靠單邊或雙邊的對談來解決，歐盟單一歐洲法案的通過實行，以及歐洲共同經濟區建立後，歐盟會員國在貨物、人員、資金、及勞務四大流通，對內發展無窮，但瑞士而言，卻形成了一大屏障，瑞士如果不能及時的跟進配合，其經濟利益必會受到嚴重的打擊。

瑞士作為永久中立國，其作用有時也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替代的。今天，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歷史時期，瑞士強大的經濟實力有助於它在更廣泛的國際合作中發揮作用，該如何在丕變的國際局勢有效地運用其中立外交政策的優勢，則是瑞士政府應該加索思考的；瑞士因中立主義而平安的走過七百多個年頭，如今冷戰結束，瑞士加入聯合國，是意謂中立主義的存在意義的殆盡，還是身為國際社會一員所必然的選擇；不過，無論如何，瑞士政府對中立政策的定義確也愈來愈富有彈性，而越來越多的事實也證明，瑞士政府正試圖走出永久中立的孤立消極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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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冷戰時期俄羅斯外交政策之研究：

以對美伊戰爭之政策為例

王國屏
（南華歐研所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被共產黨統治七十年的蘇聯於一九九一年底垮台之後，俄羅斯聯邦成為獨立國家。次年，在獨立國協全體背書之下，繼承前蘇聯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俄羅斯儼然以一個大國的姿態出現國際舞台上。

事實上，俄羅斯獨立之始，經濟衰敗、社會脫序、國政混亂，怎麼看都不像一個大國，於是其外交政策一開始就全面向西方國家靠攏。因為困難重重，祇好改為既向西方，也向東方的雙面外交，接著發展到現階段的全面外交。其終極思想在：重返大國地位，並推動世界多極化的趨勢。

對於俄羅斯這樣一個資源豐富、科技先進、文化多元的國家，本文擬從其民族思維、歷史變遷、社會問題（經濟、人口、犯罪等）、國家利益、聯邦體制、憲政改革、國際環境、地緣政治、科技合作、能源開發、外交學說辯論以及領導人對外政策取向等因素，試圖描繪出俄羅斯外交政策之輪廓。

雖然一九九三年的俄羅斯憲法賦與總統超越一般憲政制度的絕對優勢權力，在此超級總統制度之下，總統的個人風格極有可能破壞外交政策的延續性，不過，“鞏固勢力範圍，重返大國地位”的核心外交戰略，依舊為俄羅斯外交政策提供了起碼的可預測性。此外，本文亦希望藉由俄羅斯對美伊戰爭衝突事件的實際參與過程案例來說明其外交總體政策之脈絡及對世局之影響。


前言
1991年底，統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以下簡稱蘇聯〉將近七十年的共產黨不情願地交出政權。蘇聯解體，獨立國家國協〈以下簡稱獨立國協〉誕生，這之間的變化，代表的不祇是意識型態的落差，更重要的是其外交政策對世局的衝擊。

想要明瞭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恐怕不能祇看當時的政治生態及社會結構，還必須要以歷史的縱深來剖析。以俄國的外交政策而言，約略可區分為沙俄時期、蘇維埃時期（前期），戈巴契夫時期（轉型期），以及俄羅斯時期（當代期）。

雖然蘇聯已經解體，然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大部份的天然資源，以及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對全球性事務來講，絶對有它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沒有一個國家在經歷了意識型態上、政治經濟上如此劇烈的轉變後，仍然對世局釋出這麼強勁的作用力，這絶對不能僅僅以資源豐富、科技發達就可以解釋，它必然有其值得探討之處，而這也表明了本文研究動機所在。

為研究後冷戰時期俄羅斯外交政策，本文試圖以其民族性格、國家利益、聯邦體制、國際環境，地緣政治、能源政策、科技研發，以及外交學說思維上的辯論暨領導人對外政策取向等等因素來描繪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大約輪廓，希望對俄羅斯將來的外交政策提供使人能夠接受的「可預測性」，這也就是本文研究目的。

美伊戰爭牽連多國，它的爆發不純是因為打擊恐怖組織而已，更重要的是大國之間外交戰略的攻防，進而對世局的影響。本文希望藉由俄羅斯介入美伊戰爭的過程來驗証俄羅斯外交政策在世界局勢大棋盤上的陣式。由於俄羅斯國內因為車臣共和國獨立事件所引起的反恐問題，加上俄羅斯在伊拉克境內的石油利益，以及俄羅斯不願見到美國單邊主義無限制的擴張破壞聯合國安理會的均衡生態等種種原故，俄羅斯介入程度之深，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1章 蘇俄外交政策之回顧
第1節 沙俄時期的外交政策
1、 國土擴張政策：
（一）十五、十六世紀：莫斯科公國

蘇俄的發展，是由莫斯科公國而來，莫斯科公國是由莫斯科城市衍進，莫斯科城市則是由克里姆林而擴大。

莫斯科公國自十三至十六世紀三百多年中，以前所未有世界紀錄，從莫斯科附近擴張到現在俄國歐洲本土的面積。其中伊凡三世與伊凡四世厥功甚偉。

伊凡三世的功績，首先是終結蒙古帝國的統治，不再向蒙古納貢繳稅，達到俄國獨立的地位。其次是和拜占庭皇室通婚，提升俄國皇室的地位。三是廢除「大公」稱呼，改稱「沙皇」（Tsar），又自行封上「全俄羅斯統治者」名號，鞏固了莫斯科公國的地位。最後是擴張領土，其範圍主要是俄國在歐洲的領土。伊凡三世又稱「伊凡大帝」，教皇本想以伊凡三世取代東羅馬帝國地位以對抗回教徒，但為伊凡三世所拒。

伊凡四世的功業，在外交方面，首先開始建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因為伊凡四世急於發展國內軍事及建設，於是常由西方國家引進相關工程技術人員促進建設水準，同時亦欲和西歐國家發展經貿關係；其次為擴大國土領域，向西方面，伊凡四世屢吃敗仗，但在向東方面，卻攻佔了侵略西伯利亞的基地。

（二）十七、十八世紀：俄羅斯帝國

1、此時彼得大帝乃代表人物之一，俄開始與西方國家密切接觸，成為國際間的政治要角。關於擴張領土方面，有所謂的「南進政策」，亦即將黑海收納為俄國版圖，並且進入地中海範圍，但也因為這樣，而和土耳其進行長期戰爭，並獲得最後勝利，控制住亞速海區域。向西方面，和瑞典進行所謂「大北方戰爭」，也獲得最後勝利，而從瑞典手中奪取北歐之霸主地位。

2、俄羅斯另一代表人物是凱薩琳大帝，她在外交方面的功勞是最大，以國家宿敵來說，彼得大帝只打敗了瑞典，而凱薩琳大帝卻征服了波蘭和土耳其。俄土戰後，俄國將國界推到聶斯特河岸、黑海北岸及克里米亞半島全部。

（三）十九世紀：

本世紀俄國在歐洲擴張部分可說是以挫敗收場，受盡羞辱。但在對中亞、西伯利亞以及北美阿拉斯加等向東部分（甚至於夏威夷群島）卻大有嶄獲。西伯利亞原係中華民族之勢力範圍，然而1689（康熙28）年，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中國放棄西伯利亞的主權。其後陸續有恰克圖條約（1727、雍正5年）、璦琿條約（1858、咸豐8年）、天津條約（1858、咸豐8年）以及北京條約（1860），皆係利用中國內亂（太平天國）與外患（英法聯軍）自顧不暇情況下，獲得更多的版圖。

中亞在漢朝以後即為中國之藩屬，自19世紀中葉開始，俄國即因經濟之原因而大舉入侵，勢力達到阿富汗及波斯北界。

阿拉斯加則因國內財政問題及軍事戰略之考量而出售給美國。

二、與歐亞強國爭奪霸主地位：

俄國不斷擴張領土的結果，自然會與區域強國爭奪世界霸權。在歐洲，與法、英、德競爭歐洲大陸盟主。在中亞及西伯利亞，與中國爭取回教世界的影響力。在東亞，則與日本爭奪遠東霸主的地位。

    世界警察不是美國的專利，十九世紀時，沙俄就有這種心態，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主
要強權，繼而與其他強國對抗。以尼古拉一世為例，他採取反動路線，對其他國家發生的
自由革命，主張全部鎮壓，在當時人稱「俄羅斯警察」和「歐洲憲兵」。

三、大俄羅斯主義：

    當19世紀上半期西歐的人道主義和民權思想傳入俄國後，一部分思想家認為西方之政經社會制度，應為俄國學習之榜樣，但亦另有部分之思想家受西方思想衝擊之後，卻轉而向俄國傳統之文化思想尋找自我定位。前者稱為「親西化主義派」，後者稱為「親斯拉夫主義派」。 

    由於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挫敗，受此刺激之後，使原本充滿浪漫主義與空泛理論的親斯拉夫主義產生質變，蛻化成為「大斯拉夫主義」，亦即從玄學觀念—變而為政治觀念。它的目標是透過以刺激普羅大眾民族意識的過程，達到「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最後目的。大斯拉夫主義認為，將斯拉夫民族從外來的政權及宗教的掌控之下解放，是上帝賦予俄國的任務；同時也認為斯拉夫民族（特別是羅斯人）在文化水平上絕對高於其他民族；此外亦強調俄羅斯在斯拉夫民族對抗西方強權戰爭中崇高的領導身分。
第2節 蘇維埃時期的外交政策
1、 大國霸權主義外交：

（一）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蘇聯共產黨前身）政權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和平共處政策）

1917年政權成立初期蘇俄有幾項主要的困頓：對外戰爭問題、國內戰亂問題、外國侵犯問題。其中以對外問題最嚴重，於是乎，布黨代表大會通過和平法令，開始以談判方式與交戰國達成和平，主張不割地賠款，同時片面取消秘密外交活動及沙俄時期跟外國簽訂之不平等秘密條約。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蘇俄紅軍因為愛國主義運動盛行，取得全國性指揮大權以弭平外國之干預及內亂。1919年布黨於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以加速世界革命。1920年蘇俄自詡為世界共產主義發言人，當內亂結束暨外國干涉內政失敗時，列寧表示：「雖然共產主義將是最終之優勝者，但一時之間，仍必須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以換取時間來培養蘇俄共產主義之國際力量。」

所謂「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其實係迫於無奈，按列寧雖然繼承馬克斯的理論，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改由共產黨一黨專政。1918年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將企業收歸國有，推行計畫經濟，禁止私人交易，日常生活用品採取配售制度。其結果造成經濟混亂失序及生產停頓，引發全國大饑荒，於是在1921年改採「新經濟政策」，亦即開放市場、實行自由貿易，將部分企業交由外國公司經營。

「新經濟政策」等於是給共產黨一記耳光，因為它挽救了蘇聯的經濟體制，使蘇聯免於瓦解。但是被公奉為蘇聯國父的列寧自有一套說法，他說：「新經濟政策祗是共產黨對資本義國家的一種戰略上的、局部性的讓步措施而已，目的在凝聚蘇聯的整體力量來爭取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

由此可知，蘇聯的內政問題會影響她外交政策之轉向，其彈性之大，令人驚訝！

（二）大國霸權主義抬頭：

    一般而言，當蘇聯國力較弱時，其外交政策之主軸為「和平」，但國力增強後，其外交政策即一變而為霸權主義與擴張主義。前者例如前述因1918年戰時共產主義實行失敗致於1921年改採新經濟政策而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又例如1932年當德國希特勒勢力坐大而威脅蘇聯的生存時，蘇聯即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建構集體安全模式。後者例如史達林主張以「世界革命」的方式，去支援被壓迫民族，並且抵抗西方帝國主義。其事証有：於1939年強佔波羅的海三小國及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1940年迫使羅馬尼亞割讓國土予蘇聯、二次大戰結束後將東歐劃進鐵幕、1948年封鎖柏林及1950年唆使北韓入侵南韓等。

    我們可以說，蘇聯大國霸權主義外交及擴張主義，就是肇始於史達林的對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是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前峰與主力，當德國戰敗時，蘇聯的地位也水漲船高，戰後更成四大強國而和美國分庭抗禮。更加強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氣勢，進而與美國爭奪獨步全球的霸權。

    既然東歐已關進鐵幕，接著蘇聯再成立「華沙條約組織」及「經濟互助委員會」作為經濟及軍事上控制東歐的工具，把東歐國家視為殖民地，以蘇聯為「社會主義大家族」的家長自居，進行干預及剝削。不斷地在東歐國家駐軍，並且進行軍事干涉，像是在1956年派兵弭平匈牙利內亂、1968年出兵侵占捷克、武力鎮壓「布拉格之春」，否認東歐國家擁有完整的主權（有限主權論）。另一方面，蘇俄也以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做為控制東歐的工具之一。

    除東歐之外，蘇俄還介入其他地區的事務，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繼續其擴張及霸權主義政策，擴張範圍之廣，超越沙俄時代所控制的版圖面積，換句話說，蘇俄沿襲沙俄時期的擴張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近的方面有：1962年於古巴設立飛彈基地，引起美俄飛彈危機、1975年插手古巴與安哥拉戰爭、1978年插手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派軍入侵阿富汗。這些擴張行動同時也擠壓美國的活動範圍，此乃蘇聯爭奪全球霸主的必要過程。

（三）蘇美武器裝備擴充競賽：

    蘇俄超強霸權主義外交的另一層面就在於和美國進行擴充各式軍事裝備的加碼賽，企圖奪得海、陸、空，甚至外太空的優勢。除了軍事裝備以外，海外軍事基地及海外駐軍亦為競賽項目，為了爭取優勝，蘇俄擁有全球產值最大的軍事工業。到1970年，不論是在傳統武力或是核子戰略武器的質與量上均遠遠地把美國拋在腦後。

    美國亦不甘勢弱，為了急起直追，卡特總統於西歐部署中程飛彈來抗衡蘇俄的中程飛彈；雷根總統更提出「星戰計畫」（即戰略防衛系統，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SDI）為此，蘇俄甚至與國舉行數次武器裁減談判。

（四）蘇中軍事對恃與圍堵：

    蘇俄的霸權主義外交，不論從地緣戰略上，或從意識型態上，絕不能缺少中國的配合。蘇俄希望中國能配合其全球霸權的戰略計畫，並要求使用中國的港口，卻被中國回絕，又批評蘇俄修改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使蘇俄腦羞怒，從五0年代開始推動國內的反華政策，又在中俄邊界駐百萬大軍。六0 年代發動無數起國界衝突事件，對中國進行軍事威嚇。七0年代出兵阿富汗，以縮小對中國的圍堵圈。蘇俄的軍事活動目的，除了企圖得到中國的軍事合作與配合之外，更重要的是爭奪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

    中國倒也不是省油的燈，在七0年代的反制措施有：中日簽訂和約、中美建交並發動中越戰爭，即使蘇俄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公開請求雙方和解，中國也不買帳！

2、 霸權主義外交為蘇聯帶來苦果：

    霸權外交的推行，至少要有兩根支柱撐著，首先是軍事力量，再來是經濟援助第三世界國家。這需要龐大經費掖注，結果卻使蘇俄國內的民生凋蔽，經濟呈現負成長，然而軍費開銷卻以每年百分之五的幅度增加。產業結構嚴重扭曲的結果，產生不少怪異的現象，比如說，蘇聯科學家能夠完成教人驚嘆的外太空和平號太空站上飛行器的接合作業，但在地面上的蘇聯國民卻必須為一條麵包大排長龍。

第三節  蘇聯外交政策之改變---戈巴契夫「新思維」

論起俄羅斯外交政策，如果略過戈巴契夫的改革不談，那是很難想像的。從結果來看，蘇聯廢除憲法一黨專政之規定、建立總統制並由全民普選產生國家元首的機制以及蘇聯的解體，都發生在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的任內。從此改變了二次大戰後和自1947年冷戰以來美蘇爭霸的局面，使東西方兩大陣營拋開意識型態的對恃，不再有軍備競賽，取而代之，以對話及開明、理性的方式去解決彼此的爭執。

這一切的改變都來自於蘇聯的改革，而蘇聯的改革則歸因於戈巴契夫的「新思維」理念。

1、 為什麼要改革？

改革不是某些人心血來潮的突發奇想，它是一種己經發展到成熟的需求。也就是說，戈巴契夫認為蘇聯內部己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但這個危機並非由於國內經濟走入了不可逆轉的困境，也不是因為人民對社會主義抱以絕望，相反地，是因為社會主義沒有完全發揮它應有的潛力。

2、 改革是什麼？

一言以蔽之，改革就是革命。革命就是破壞到創造的程，因為眼前利益與社會根本利益有了歧異，為了維護根本利益，必須犧牲眼前利益，而列寧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把眼光放遠。詳言之：

1.改革就是改變停滯不前的狀態，加速經濟發展。

2.改革就是發揚民主精神，尊重人性尊嚴。

3.改革就是採用民主集中制，鼓勵創新精神。

4.改革就是關心人民生活條件和精神文化。

5.改革就是實踐社會公平原則，鼓勵誠實作風。

6.改革就是將社會義與民主原則連結起來，恢復列寧對於社會主義建構的理想，堅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7.改革就是放眼於長遠的重大利益，而不固執於眼前暫時的短利。

三、以上是戈巴契夫新思維的主要精神，在此精神的基礎上，其外交政策可有下述要點：

1.全人類價值高於一切利益。

2.在使用核子武器的狀況下，戰爭不再是政治延續，因為核子戰爭會使敵我皆被消滅。

3.和平共處將成為普遍的現象，對話將取代對抗。

4.終止所有軍備競賽，並大量裁減軍備。

5.國際間不再以意識型態之不同而互相敵對。

6.各國均有選擇自己發展方向的自由，以實現各自的利益。

7.尊重他國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

8.將蘇聯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使能參與國際間的分工合作以強化技術交流   及全球經貿往來。

9.國際安全問題的排解需朝向多途徑化，包括攻治、經濟、人道以及軍事等管道，尤其耍作出「合理妥協」以符合高標準的彈性外交政策。

在1986年5月23日蘇聯外交部於莫斯科召開的駐外使節會議上，戈巴契夫就新思維外交政策的取向，發表關鍵性的演說，主要論點如下：

1.蘇聯經濟的困境嚴重侵蝕蘇聯的外交能力。

2.必須全面重新評估蘇聯外交政策的優先順序，依次為美國、東歐、西歐、亞太地區（次序為中共、日本、東南亞國協）、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

3.採取新的具有彈性及實際方法的談判策略，改善蘇聯的國際形象，不再教人認為蘇聯的代表只會說「不」而已。

4.革除蘇聯外交部腐化的情況，同時去除外交人員自以為是、目中無人以及抱殘守缺的陋習；開始以平易近人的態度與人合作。

5.蘇聯與中國正常關係的發展，對世界局勢的穩定益形重要。

四、新思維外交政策之重要行動：

（一）對美國方面：

1980年代分別與雷根、老布希總統舉行多次的高峰會議，簽署削減化武、核武及傳統武器條約。

1990年代擴大簽約層面到貿易、文化等方面。同時也重視聯合國集體安全之功能，在第一次波灣戰爭時，與美國充分協調與配合（此乃蘇聯前所未有之創舉）。

（二）對歐洲方面：

戈巴契夫在其「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第六章提出「歐洲共同的家園（Common European Home）」概念，強調全歐合作無間的重要性，而蘇聯也算是歐洲國家。如此看來，所謂東歐集團，祇不過是多餘的架構，因此便在1991年廢除了「經濟互助委員會」及「華沙條約組織」。於是蘇聯將重心擺在歐安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CSCE），歐洲各國簽署「新歐洲巴黎憲章」，結束東西陣營軍事冷戰，強調人權與基本自由乃上天所賦予。

（三）對亞太方面：

對於亞太地區，蘇聯向來的政策即為「集體安全體系」概念，而且安全的利益高於經濟的利益。

1986年戈巴契夫在巡察蘇聯太平洋艦隊後發表演說時，聲稱蘇聯大部分的國土位在亞洲，本來就是亞太國家，應扮演一個亞太區域的要角，而且亞洲和平與安全問題之嚴重性大於歐洲，對此，可以1975年於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為參考，召開亞太國家會議，同時進行雙邊談判及多邊協商。其具體行動包括：廣泛與南太平洋國家建立邦交、簽署漁業合作協定、禁止在南太平洋區域進行任何方式的核子設施活動（非核條約）。密集訪問日本、印度、中國、巴基斯坦、中東國家、泰國、韓國，商定建交公報，簽署有關經濟、科學、技術與文化合作的文件，並發表聯合公報。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係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1982年戈巴契夫宣布全面自阿富汗撤軍、1989年再從中蘇邊界撤退駐軍25萬人次，看得出來，為了與中國修好，戈巴契夫付出以往蘇聯絕不首肯的代價。

五、新思維政策之正反效果：

（一）由於蘇聯大量自我裁減軍備，又與美國及北約達成削減核武與中程飛彈協定，並且自阿富汗、東歐及中蘇邊界撤軍，接著自行減少兵力五十萬人次。不但緩和了世界緊張局面，同時去除國際間對核子戰爭的憂慮，結束冷戰，改善蘇聯形象，促進東歐的改革。所以在1990年，挪威頒給戈巴契夫諾貝爾和平獎，真是實至名歸！

（二）不過另有人以為，蘇聯之所以喪失超級強權的身分，無非乃受新思維政策的衝擊所致。此外，蘇聯的外交政策從冷戰時期與西方國家相互對抗的局勢，一變而成相互協調及合作，甚至在某些方面盡是全力配合，讓人覺得缺少以往強國的主見，例如第一次波灣戰爭時，蘇聯完全趨從美國的步驟，又如在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的過程當中，接受西方國家的標準，這也難怪會導致蘇聯解體。

第1節 俄羅斯聯邦的外交政策

1991年12月，十五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組成「獨立國家國協」（簡稱獨協或獨聯體），不到一個月後，蘇聯解體，前述15個加盟國（含俄羅斯聯邦）全部獨立，並一致公認俄羅斯繼承蘇聯在聯合國的會籍。

一、葉爾欽時代：

（一）外交任務：

俄羅斯立初期，經濟蕭條、社會脫序加上政治腐敗，國際形象不佳。她外交上首要的任務在保障國家安全、保持領土完成、維護國家主權及尊嚴，而且要恢復以往大國的地位。但前提是必須振興國內經濟（此點有賴繁榮的國際貿易與國外資金的投入），以及穩定並強化政治體制。

（二）為達成前述外交任務，俄羅斯最起碼有些事要急著處理：

1.確立俄羅斯在獨協的龍頭地位：

在勢力範圍上，失去中東歐後，獨協是俄羅斯國家安全上最後的要塞。在經濟上、民族上、地緣上、語言上、文化上更是不可分離，所以俄羅斯積極與其他獨協國家簽署多項條約，並加強政治、經濟及軍事上之合作。

2.延遲北約東擴的速度：

1994年葉爾欽總統於歐洲安全會議上聲明：「北約東擴將使歐洲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集團，可能使歐洲發生戰爭，而且俄羅斯將組織一個小型華沙公約組織來對抗北約，並會期片面廢除之前所簽署的俄美削減戰略核武條約，緊接著再部署軍隊於俄歐邊境。」

雖然最後俄羅斯瞭解到北約東擴的趨勢已然不可擋，但仍要求北約在擴大之前要先和俄羅斯訂約。希望透過對話方式以維護其國家安全。

3.發展國際貿易，使俄羅斯經濟與世界接軌：要求西方國家取消對俄羅斯具有歧視的限制，同時開發新市場，加入各種經貿組織〈例如世貿組織ＷＴＯ〉。

4.爭取外交的自主權，不再盲目依從西方：從前在外交上全力配合西方國家的結果，祇是降低了俄羅斯的國際地位而已。為了重塑大國形象，俄羅斯公然反對美國持續制裁伊拉克及南斯拉夫。此外也多方參與國際事務，表明俄羅斯的立場，例如加入歐洲安全組織、歐洲議會、七大工業國（7+1會議）。

（三）1992年俄羅斯外交部長對外發表外交政策綱要，其精神與前述的外交任務一致：

1.俄羅斯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優先步驟是建立一個「獨立國家國協」。

2.使俄羅斯成為成世界經濟整體的一環。

3.依賴與外國的夥伴關係，以協助解決外交問題。

4.全體西方國家均是俄羅斯的固有盟邦。

5.俄羅斯的外交努力將與人民的利益相結合。

6.俄羅斯外交之主要目標在恢復俄羅斯人的驕傲。

7.俄羅斯將視個人價值為至高無上，外交政策方針也以國內機構之意見為基礎。

二、普京時代：

〈一〉基本結構：

普京於２０００年５月宣誓就任俄羅斯第三屆總統，其外交政策之基礎乃繼承

葉爾欽的架構，以全方位外交為策略，主要任務在確保勢力範圍，恢復俄羅斯的大國地位。維持俄羅斯外交政策之一致性，正如普京於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葉爾欽任命他為代理總統時聲明：「俄羅斯將繼續執行葉爾欽的外交政策，在平等互利之基礎上，建立多極化世界。」

〈二〉普京對外交政策之調整：

普京外交政策之中心思想在於傳統俄羅斯的強國意識及愛國主義，同時輔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實用主義，與以國家利益至上為中心的均衡外交（中間主義）。根據這種思維，普京對葉爾欽的外交政策做出調整：

１.為確保國家安全，建立「核子武器威嚇」戰略。

２.加強改善與重要亞太國家之關係〈包括中、日、韓〉。

３.加強獨協內部的向心力，此即所謂的「體內外交」。

４.務實性：考量本身國力之限制，面對現實，量力而為，去發揮真正的大國外交影響力。

５.靈活性：善於妥協，避免直接對抗，增加轉圜餘地。

６緩和與北約的緊張關係，建立俄羅斯—北約理事會共二十國的機制，雖然俄羅斯無法阻擋北約東擴的趨勢，但至獲得了北約會員國的「平等夥伴身分」，爭取到俄羅斯在歐洲安全議題上之發言機會，進而維護俄羅斯在歐洲之利益。

第二章 影響俄羅斯外交政策之因素

俄羅斯外交政策自其獨立以來，均與她的國家利益、安全和經濟有密切關聯；普京總統更以復興俄羅斯重回強國之林為職志，密集出訪他國，推展「元首外交」。
所以從影響俄羅斯外交政策之因素，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俄羅斯在國際事務上相關反應與看法之所以然。

第一節  國家利益

一、「國家利益」觀念的不一致：

前美國資深外交官那克特藍（Donald E.Nuechterlein）在其著作「美國的國家利益」（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CHANGING WORLD）中曾提及：「外交政策是國家利益之僕。」國際政治學者莫根梭（Hans Morgenthau）也說：「只要這個世界在政治上仍由國家所構成，那麼國際政治中最後的語言就只能是國家利益。」由是可知，國家利益在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制定上佔有決定性的地位，此係學界與實務的共識。然而何謂國家利益始終是人言言殊，其定義也相當混淆不清，莫衷一是，甚至有學者認為這些定義對外交政策的制定，完全沒有助益。

二、學者間不同的定義：

（一）畢爾德（Charles Beard）將國家利益重心放在經濟層面。

（二）莫根梭表示，力量，尤其是工業與軍事力量，才是國家求生存的工具，所以國家利益就表現於她所擁有的力量。肯南（Geroge Kennan）亦採此見解。

（三）尼伯（Reinhold Niebuhr）認為，除力量之外，道德價值也需列入國家利益的考量範圍。

（四）奧斯古德（Robert Osgood）認為自我（私利）主義及理想主義是決定外交政策的兩種衡量標準。

（五）吳佛慈（Arnold Wolfers）認為二次大戰後，國家利益指的就是國家安全。

既然學者間關於國家利益大都無一致性之看法，所以在研究此議題時，最好是建立起個人的見解。
3、 俄羅斯國家利益：

（一）同樣的，俄羅斯內部對國家利益的界定至今尚未達成共識。前外交部長科濟列夫曾說：「在理論上，國家利益這個概念是不存在的。」
1992年2月11日前總統葉爾欽在電視談話上說：「俄羅斯人民渴求繁榮與安定，所以他們的利益是對公民權、人權及自由的具體保証。」同年俄羅斯外交部將國家利益定義在建立有活力的經濟，關心人權、民主以及與世界經濟整合。所以在國際政治上，俄羅斯不願樹立任何敵人，使用武力絕對是最後一項選擇，並且把管制軍用物資當作最優先的目標。

（二）雖然國會對前述行政部門的說法頗有微詞，認為不夠具體而且方向過於偏向西方國家。不過總括地說，為了恢復大國地位，俄羅斯積極地建立本身對西方觀念的認同，並以此與其他國家維持友誼，同時落實在外交政策的架構上。

第二節  俄羅斯傳統思想及外交思維之辯論

一、俄羅斯思想：

顧名思義，俄羅斯思想指的是俄羅斯民族獨特的觀念與思維模式。然而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研究學者對俄羅斯思想，都有不同的定義，甚至官方與民間的理解方式也有很大的差異。綜合官方與不同派別學說，俄羅斯思想主要的內涵有以下幾點：

（一）、東正教特色：

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民族與宗教均多樣化，使社會生活方式產生複雜化及矛盾化。其中以東正教的特色，成為各民族聯結的主要憑藉。

（二）、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爭議：

斯拉夫派（本土派）強調俄羅斯擁有完美的歷史文化，應走自己的路，發展本身的特色。西方派則認為應追求西方文明，不可固步自封而安於現狀。在俄國歷史上，這兩種派別已爭論一段長久的時間，不論主政者傾向那一派，對俄羅斯未來的發展，都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三）、專制制度：

東正教傳入俄羅斯後，君主專制的思想就種下了樹苗，隨著沙皇制度的建立，專制的樹苗開始茁壯，人民對皇室權威盲目崇拜，不論是彼得大帝也好，腐敗的尼古拉二世也好，都是百姓眼中的偉人。蘇聯時期對列寧、史達林的推崇，也如出一轍。蘇聯解體後，葉爾欽建立了權力強大的「超級總統制」，普京繼承葉爾欽路線，都具有中央集權的特色。

（四）、人民性（村社精神）

村社（既農村公社），公社內土地為公有，大家共同耕作，是集體生活的寫照，是社會主義的溫床，公社文化就是俄羅斯的精神，亦即注重團體而輕視個人特性的生活。托爾斯泰形容俄羅斯人像一群蜜蜂緊密地在一起生活的情形，稱為「群因素」。

（五）、強國主義

從莫斯科大公國開始擴張國土以來，俄羅斯與鄰國兵戎相向，一部俄國史，其實就是窮兵黷武的歷史。此種強國主義是俄羅斯思想的主要內容。

二、外交思維的辯論：（俄羅斯獨立之後的爭論）

（一）、第一次爭論：（1992年）

1.大西洋主義：認為俄羅斯既已不走社會主義路線，就應和西方建立緊密的夥伴關係，並以此作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基礎。

2.歐亞主義：認為親西方的大西洋主義外交政策不符合俄羅斯的國情。強調俄羅斯不但是歐洲國家，也是亞太國家，所以就算想要與西方國家建立同盟關係，也該和東方國家發展相同關係以求平衡。

（二）第二次爭論：（1992年底~1993年）

有人認為俄羅斯的盟邦在西方國家；有人認為西方是敵人；有人則認為敵人無所不在；也有人認為無所謂敵人，只要誰對俄羅斯友善，誰就是盟友。

（三）第三次爭論：（1996年~1997年）

由於北約東擴，產生三派：

1.對抗派：（以牙還牙派）

主張俄羅斯應採取軍事行動阻止北約東擴。

2.融合派：

認為北約東擴不會對俄羅斯形成威脅，所以俄羅斯可與北約合作，加入北約。

3.務實派：（妥協派）

認為既要反對北約東擴，又不要全面對抗；既要與北約鬥爭，又要與之合作。

此一派的理由乃因：大多數人民反對北約東擴，但是俄羅斯事實上無力與北約對抗，而且又需要西方的經濟援助，所以俄羅斯應該採取妥協措施。

第三節  其他重要因素

一、歷史因素：

從沙俄至今四百多年的歷史演變來看，她始終維持世界級的大國地位。從國土幅員來看，自二十世紀初，從地處歐洲東部占地43萬平方公里的大公國，發展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橫越歐亞2240萬平方公里的龐大帝國。今日的俄羅斯仍擁有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版圖，美國只有她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已。

從戰略目標來看，自十月革命後到蘇聯解體前，是力圖取代美國以獨步全球。雖然今天共產主義已然解體，但以往的戰略脈絡依然可尋，也就是說用強大的核能軍事力量作為後盾，擴大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國際安全組織，為新一階段的發展立下基礎。

二、國內因素：

1991至1993年是俄羅斯偏離社會主義走向西方模式的轉型階段，從一黨集權的蘇維埃制度轉為多黨的三權分立制度，從國有化轉為私有化，外交政策也一併轉為向西方傾斜。

1996年葉爾欽擔任總統，大幅調整改革路線，俄羅斯的轉型不再盲目西化，逐漸趨於務實，但外交上仍然秉持大國主義，積極地參與國際活動，例如科索沃衝突及伊拉克武器察核等事件。

普京總統就任後，經濟上加強改革開放，外交上採行獨立自主和東西兼顧政策，進行全方位外交及元首外交，經常出訪歐亞重要國家，表現大國外交的作風，其根本原則即為「民族的利己主義」。

三、國際因素：

冷戰結束後，美國利用北約東擴之便，企圖限縮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建立「一超」局面，對此俄羅斯相當不滿。因此在歐洲方面，俄羅斯以「融入歐洲」取代「廣泛西化」之政策。在中東方面，由於衝突不斷，成為俄羅斯抗衡美國的重要舞台。在亞太方面，俄羅斯力求強化東方外交以增加對抗西方國家的籌碼。此外，俄羅斯也開始恢復與拉丁美洲及非洲之關係。

四、地緣政治因素：

俄羅斯獨立後的地緣政治產生了劇變，新獨立的國家把俄羅斯與歐洲及亞洲中部之間均隔離開來。當前俄羅斯所面臨的威脅係從中亞、東歐至南歐巴爾幹的危險地帶。不斷的軍事衝突則凸顯出生存及安全才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利益。

綜合以上因素可知，俄羅斯乃依其政治理念與地緣特性，透過全方位外交之手段，積極推展多邊主義，力保強國地位以發揮全球影響力。
第三章 俄羅斯對美伊戰爭之立場

自從2001年11月26日布希總統對伊拉克宣示如繼續阻止聯合國武檢人員進入伊拉克就會動武，到今年（2003）3月20日攻打伊拉克以來，已有兩年。雖然美國強調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支持恐怖組織，對美國及全世界均構成威脅，而且伊拉克亦未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第1441號決議配合武檢。然而擺在眼前的，是美國不顧聯合國尚在審議是否出兵伊拉克的情況下逕自出兵攻打伊拉克，展現出「超強主義」壓倒「多邊主義」的態勢，致使俄、德、法、中等大國均強烈抗議並質疑美伊戰爭之合法性。形成美國面臨自冷戰結束後最嚴峻的外交孤立。

早在冷戰時期，伊拉克之建設便多由蘇聯承辦，即使冷戰結束，俄伊雙方亦簽訂多項合作計畫，雙方利害關係匪淺，惟因第一次波斯灣戰爭，聯合國著手禁運，伊拉克石油輸出受限，傷害到俄國極大利益。加上此次美國攻打伊拉克又影響到伊拉克石油的生產；況且俄羅斯境內的回教徒達四千萬人之多，確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美國這種「一超」及「單邊主義」的強勢姿態，對全球集體安全機制也造成莫大的衝擊。

俄羅斯為什麼力挺伊拉克？其立場為何？對美伊戰後伊拉克重建計畫有何構思？美伊戰爭對世界局勢又有何影響？本章擬以俄羅斯之觀點對上述議題加以探討。

第一節 俄羅斯對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反應        

一、基本立場

對於攻打伊拉克，俄羅斯最重要也是唯一的訴求就是：為達成聯合國第687（1991）號決議解除伊拉克武裝之目的，安理會另通過第1441（2002）號決議提供了一個框架；國際社會應在此一框架之下，以政治及外交手段解除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堅決反對在缺乏伊拉克直接的威脅之前，使用武力攻打伊拉克。

為使國際社會明瞭其訴求，俄羅斯亦提出相關之說明：

（一）、21世紀國際社會所面臨最主要及最危險的威脅是「國際恐怖主義」。唯有透過團結，建立廣泛的聯盟才是解決問題之關鍵，而非以個別的行動去進行。雖然任務復雜，各國在戰術上容有分歧，但這些分歧不能影響到國際共同安全和穩定利益的戰略目標。

（二）、俄羅斯不會讓授權使用武力的決議通過，因為聯合國武器檢查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工作已有令人滿意的成果，包括：

1.銷毀薩穆德型中程飛彈的工作已著手進行中。

2.伊拉克正提供生物及化學武器資料給武檢人員。

3.武檢人員正與伊拉克科學家面談中。

4.伊拉克方面沒有任何個人嚴重妨礙武檢人員的工作。

（三）、 國際社會的真正利益究竟是進行一個雖然困難但富有成效的檢查工作？或是讓美英等國訴諸武力攻伊？若是後者，則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眾多生命損失，並對國際穩定造成嚴重且無法預料的後果。所以現有的聯合國決議已足夠，所需要的只是對武檢人員給予正面的支持而已。

（四）、使用武力只能算是最後的手段。再說安理會第1441號決議也僅僅是警告說，如果伊拉克繼續違反決議所課予之義務，伊拉克「將面臨嚴重後果」，並未授權任何國家去使用武力。
此外，當今年（2003）3月20日美國動武時，伊拉克均未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尤其是經過十多年封鎖後，它已是一個軍事上及經濟上的弱國；而且聯合國武檢人員彼時正在伊拉克境內工作，伊拉克的危險性更低，根本沒有進攻的必要！

二、 俄羅斯支持伊拉克之原因

（一）、經貿與能源因素： 

俄羅斯與伊拉克的密切關係可追溯到前蘇聯時期，除了經貿發展以外，文化、軍事關係都非常緊密，在前蘇聯時期波灣戰爭前，雙方貿易額可達二十億美金。波灣戰爭後，雖然伊拉克受到經濟制裁，使伊拉克在國際社會被孤立，但是俄國一直致力於協助解除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 

俄羅斯原本是希望伊拉克能償還債務，雖然欠款沒有索回，但後來在聯合國以石油換糧食的人道計劃架構中，俄羅斯與伊拉克的經貿得到空前發展，伊拉克把俄羅斯當成對外窗口，因此俄羅斯從伊拉克取得價格低廉的石油。 

伊拉克境內可出產石油的油田共有七十三處，已經在採油的有二十四處，全部都由俄羅斯公司負責，未採油的也將由俄羅斯開採。所以俄羅斯在伊拉克的利益非常龐大，這也是俄羅斯與美國談判伊拉克最具關鍵性的問題；西方國家必須尊重俄羅斯在伊拉克的利益，俄羅斯總統普京與美國總統布希在聖彼得堡的高峰會談就是以此為重點。
 

（二）、回教徒因素：

在伊拉克問題上，俄羅斯似乎在主戰聯盟與反戰陣營中左右逢源，因為各方都想拉攏它，不過事實上俄羅斯本身除了經濟問題外，內部四千萬回教徒的態度也是俄羅斯的燙手山芋。美國為爭取俄羅斯支持，布希總統甚至於說出：「只要俄羅斯在下次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拉克問題表決時支持美國，美國就會對俄羅斯提供貿易優惠待遇。」美國甚至於今年（2003）2月28日宣佈：「車臣在美國三個組織的成員為恐怖份子，凍結這些組織的銀行帳戶，並取消有關人員的簽證。」莫斯科方面認為，美國政府是以最實際的問題促使俄羅斯表態。事實上，把伊拉克「戰」與「不戰」的問題無限期地拖延下去，這樣才符合俄羅斯的最高利益。 

由於普京總統必須對國內四千萬回教徒有個交代，今年（2003）2月21日俄羅斯前總理，也是知名阿拉伯問題專家普里馬科夫奉命到巴格達進行秘密外交，普里馬科夫是前蘇聯KGB系統出身，十年前第一次波灣戰爭，普里馬科夫也曾於最後關頭奉戈巴契夫之命到伊拉克斡旋，他在阿拉伯世界有很深的人脈。 2月26日德國總理施洛德到莫斯科訪問，普京與施洛德會談時，俄羅斯知名「阿拉伯通」普里馬科夫也出現在會場，他為兩國領袖做巴格達之行的報告，雖然會談內容屬於高度機密，但普里馬科夫應該是提供一些阿拉伯世界與回教世界的訊息給兩位領袖。 

回教(又稱伊斯蘭教)在俄羅斯的出現早於東正教，第七世紀時北高加索地區就有回教徒，到第十世紀，回教已經盛行在伏爾加河沿岸，到西元988年東正教進入俄羅斯時，今天的韃靼共和國地區已奉回教為國教，而且自古以來俄羅斯的回教勢力與政治權力核心依舊保持著密切關係。 

1996年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競選連任遭到苦戰，在第二輪投票時，由於全俄羅斯回教聯盟的支持，他才順利過關，從此回教勢力在俄羅斯持續擴大，目前影響力僅次於東正教。這次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俄羅斯國內回教組織與阿拉伯世界站在同一陣線，所以最近普京總統在碰到伊拉克問題時，經常垂詢國內回教領袖們的意見，也讓他們瞭解政府對美伊戰爭的態度。 

　　
車臣戰爭在1996年戰況最激烈時，曾經被渲染為回教徒對東正教徒之戰爭，到現在兩個宗教之間依然彼此戒懼。如果現在虔誠的東正教徒普京未能妥善處理伊拉克問題，那麼俄羅斯回教信徒就會在2004年的總統選舉中強硬回應此事。

三、 出兵伊拉克之正當性問題

美國已於今年（2003）3月20日對伊拉克發動侵略性之軍事行動。此舉使世界各國反對聲浪此起彼落，且在安理會中得不到多數支持而遲遲不敢提出表決，甚至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的法、俄兩國曾明示或暗示會行使否決權。美國攻打伊拉克，俄羅斯認為欠缺國際法或國際規範的正當性，從以下幾點可以看出來： 
（一）、只有聯合國安理會才有權限全面解決伊拉克問題，因為安理會負有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之責任。

（二）、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並沒有明文規定軍事行動為最後手段，只是表述若伊拉克不遵守義務解除武裝，將會有嚴重後果。若美國認為第1441號決議已授權出兵，那只是美國單方的擴大解釋。況且聯合國的授權爭議不只在攻打伊拉克時會浮現，就是戰後的重建暨建立新政權，在未獲得聯合國授權情況下由美國獨自擔綱時，也會引發是否符合國際法之爭議。
（三）、聯合國憲章第十一條規定：「國際和平與安全事項如欲採取必要行動時，須先交付安理會討論。」並不像美國所說不需聯合國授權。

（四）、伊拉克迫於美國及國際社會壓力，已遵守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配合武檢人員提供資料並解除大規模殺傷力武器，聯合國及國際社會理應給予更多時間讓伊拉克去遵守或解除。就算如美國所說伊拉克是在壓力下才虛假應付，也有其他方法去制裁或處置，不代表美國可以自行動武。
（五）、美國在發出最後通牒後就出兵攻打伊拉克，從未有正式宣戰，已違反國際交戰原則。
（六）、現代的國際社會，只有當事國被攻擊時才可予以自衛(武力)還擊，聯合國已將此一規定載入它1945年的憲章。若發出最後通牒後即可開戰或以所謂先發制人方式發動戰爭，那豈不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之國際社會秩序？有六十多位國際法學家組成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於今年（2003）3月18日在日內瓦開會後指出：「在缺乏聯合國授權下進攻伊拉克，不但違法，同時也是一項侵略性的戰爭。」
（七）、美國另一個出兵藉口是解放伊拉克獨裁暴政，建立民主的伊拉克。但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規定：「所有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對於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不得以武力威嚇、行使武力或其他與聯合國目的矛盾的方法。」這正是一般所謂的「和平共處及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聯合國各會員國(包括伊拉克)主權地位是平等的，越是像美國這般強國越應尊重他國內政，因為只有伊拉克人民自己才可選擇他們想要的政府。普京總統對此點亦明白宣示：「如果我們任由國際法被“強權法”所取代，變成誰強誰有理，強者有權為所欲為，可以選擇方法達到自己的目標而毫不受限制，那麼國際法的一項根本原則就要受人懷疑，這原則就是國家主權不容改變。沒有了這項原則全世界將沒有一個國家有安全感。」誠哉斯言！


   雖然在國際社會中很多場合只講求實力(國力)，但也要有一定的依據才可能得到各國的支持，不然像美國這次的單邊主義、霸權式出兵行動，就註定得不到多數國家支持，因為它是一個破壞國際秩序的案例，更令聯合國組織的權威性受到損害，相信沒有人願意看到聯合國會變成以前國際聯盟的下場。 

第二節 美伊戰後重建問題之看法 

一、美國難以獨撐重建之重擔

美國究竟能不能徹底放棄聯合國﹐完全獨自承擔重建伊拉克的重任呢﹖這問題遠比表面上要複雜得多。正像布萊爾指出的：「重建伊拉克決不只是重建戰爭中摧毀的建築物。」事實上﹐英美聯軍運用高科技手段﹐儘量精準轟炸﹐對平民建築破壞不大。而且﹐為爭取伊拉克民心﹐聯軍儘量避免打擊伊拉克的民用基礎設施﹐所以破壞是很有限的。反而﹐海珊政權的倒行逆施才真正給伊拉克帶來巨大的災難﹐由於對抗聯合國而造成的國際禁運使這個曾經富庶的國家變得一窮二白﹐使其恢復元氣需要大量資金。

沒有國際社會的共同投資﹐而只靠美國有限的資金投入﹐伊拉克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正常運轉。所以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在今年（2003）6月上旬四天的訪問歐洲行程中，除了感謝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國家們之外，並希望他們能提供多一點援助用於戰後的和平重建工作中。

只要美國堅持獨斷獨行，就不太可能指望盟國分攤伊拉克重建經費。五角大廈的如意算盤是寄望伊拉克蘊藏豐富的石油，預計每年可帶來一百六十億美元收益，足以支應一大部份經費。不過，五角大廈恐怕太過樂觀，重建工作每年要花費兩百億到兩百五十億美元，就伊拉克從第一到第五期（1996至1999年）的石油收益來看，約有65-70％須支應人道救援，所剩其實無幾，況且伊拉克還有天文數字的外債尚待償還。另外鮑威爾也表示希望更多國家能夠為重建工作做出貢獻。現在看來﹐大部份的重建資金需要從伊拉克的石油財富中撥出。

表1. 伊拉克石油收益之分配（依據聯合國第986號決議之規定執行）

	分配項目
	第一至四期核准數 (百萬元)

1996-----1998年
	到達伊拉克

(%)
	第五期

資金分配（百萬美元）

1998/11/26—1999/5/25

	糧食
	3797.12
	71%
	1 026

	藥品和 保健
	744.00
	66%
	240

	水和衛生
	152.25
	51%
	150

	電力
	351.54
	18%
	409

	農業
	273.70
	44%
	180

	教育
	115.99
	33%
	100

	住屋整修
	41.10
	10%
	40

	地雷掃除
	2.99
	52%
	9

	營養
	23.92
	85%
	16

	基本設施
	*
	*
	126

	石油
	114.31
	9%
	300

	共計
	5616.92
	62%
	2 596


資料來源：伊拉克方案辦公室 ：以油換糧--基本情況。http://www.un.org/chinese/ardworld/depts/oip/basfact.htm 

但是﹐伊拉克的石油收入現在還處在聯合國第986（1995年4月）號（以油換糧）決議的控制之下（參閱表1.）﹐沒有聯合國的授權﹐美國不能私自動用此資金投入伊拉克建設。而且﹐法國和俄羅斯與海珊政府簽有協議﹐一旦國際禁運停止﹐這兩國的公司將可開發伊拉克的油田。為了保護他們這些利益﹐俄羅斯與法國一定會使出渾身解數。這樣看來﹐沒有國際間的支持與合作﹐伊拉克的重建工作將會遭遇很多麻煩。正如普京與席哈克總統所說：「贏得和平比贏得戰爭更加艱難。」

二、聯和國應發揮重建伊拉克之主導作用
（一）、俄、德、法方面：

今年（2003）4月11至12日﹐法國總統﹑德國總理和俄羅斯總統相約聚會在俄羅斯的北方首都聖彼得堡﹐共同商討伊拉克戰爭所引發的國際法準則危機﹑聯合國地位危機和國際安全秩序危機問題。三國首腦重申：「聯合國應該在伊拉克戰後重建中發揮主導作用﹐祇有聯合國才應該接管伊拉克的政治、經濟、人道援助和管理等方面的重建工作。」

俄羅斯在伊拉克擁有很多經濟利益，包括：伊拉克積欠蘇聯的80億美元債務、俄羅斯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石油開採多項合同以及其他俄國公司在伊拉克的一些工程項目等等。另外伊拉克也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仍然進口沒有競爭能力的俄國產品的國家之一。俄羅斯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科薩喬夫說，俄羅斯國力虛弱，但俄羅斯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俄羅斯可以透過聯合國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俄羅斯因此而主張聯合國應該在伊拉克戰後重建過程中起主導作用。

（二）、美國方面：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反駁了俄羅斯、法國和德國領導人早前提出的觀點，稱美國不準備讓聯合國來領導伊拉克戰後重建工作。鮑威爾在接受NBC採訪時說：「“我們不準備說，‘好，衝突已經結束，我們所有人都會離開，將重建的工作交給聯合國’。”
(伊拉克戰後重建的主導力量﹐應該是在這一次軍事行動中流血﹑流汗的國家﹐而不是他們所說的聯合國。)
（三）、聯合國方面：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今年（2003）4月２２日強調：「聯合國迄今在許多國家的重建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伊拉克也應該起重要作用。聯合國成員國必須協商應該為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做些什麼，以及怎樣使伊拉克重新融入國際社會大家庭。伊拉克人應該掌握自己的未來和本國的自然資源，世界必須“尊重伊拉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總部總幹事鬆浦晃一郎也認為：「今年（2003）5月22日安理會通過關於戰後伊拉克問題的1４８３（2003）號決議，解除13年來對伊拉克的制裁，表明了國際社會幫助伊拉克人民重建未來的意願。該決議不但承認聯合國在提供必要人道主義援助方面所起的關鍵作用，而且強化了聯合國在伊拉克未來國家政治和經濟重建中所起的作用。」

即使是美國的主戰盟邦英國與西班牙也主張：「聯合國在參與戰後伊拉克重建方面不能僅限於人道主義援助，而應該介入政治問題和其他重建工作。」而且，歐盟高峰會今年4月17日通過了《雅典宣言》，宣言強調：「歐盟將確保聯合國的合法國際地位，伊拉克戰後重建工作不應任美國獨攬獨斷，而當由聯合國與歐洲聯盟分別扮演『核心角色』與『重大角色』，並確保聯合國擔負起全球責任。聯合國的起步工作應為協調國際社會對伊拉克的人道救助，而最終則當協助伊拉克人民走向政治自主。」

    綜上可知，幾乎除了美國以外，國際間咸認聯合國應該在伊拉克重建中發揮主導作用，也唯有在安理會所確定的框架內才能完成此一任務。  

三、俄羅斯的打算
於此筆者欲以旁觀者之立場，從俄羅斯切身的利害關係中，揣摩它在美伊戰爭問題上
後續的政策取向。按國際間一直在暗中猜測﹐俄羅斯雖然在「九一一事件」之後與美國建立了近似「聯盟關係」的邦誼﹐儘管俄羅斯在伊拉克擁有巨大商業利益﹐但這一次是否真的願意加入德﹑法倡導的抗美反戰聯盟﹐採取一致行動來阻止美國如箭已上弦的「倒伊軍事行動」﹖這是一個暫時沒有人能夠說清楚的問題。 
儘管伊拉克政權承認積欠俄羅斯近八十億美元的債務﹐但即使海珊能夠繼續執政﹐似乎也不會履約還債﹐也許變更後的伊拉克新政權還有還債的可能﹔雖然俄羅斯石油公司幾年前獲得了伊拉克最大的石油產地西庫爾納的開採權﹐但是今年（2003）2月10日伊拉克能源部長卻宣布「要解除合同」﹐（因為在開戰前夕，海珊政權為了懲罰俄羅斯魯克石油公司暗中跟美國接觸，試圖保護該公司在伊拉克利益的舉動，而有此反應。
）致使俄羅斯揚言要控告伊拉克。這一切是否說明了推翻海珊政權對俄羅斯比較有利？
雖然現在俄羅斯領導人感覺到似乎可以拿歐美大陸政治之間的傳統嫌隙做文章﹐以儘
快加入世貿組織並吸引更多的外資投入機會﹐但是歷史的經驗值得記取：半個多世紀來，前蘇聯向來就沒有在新舊大陸的矛盾中贏得什麼好處。再說﹐誰又能保證德﹑法領導人能撐到最後﹐甚至不惜冒與美國徹底鬧翻的風險呢﹖因此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不少政治家們建議﹕「俄羅斯加入反戰聯盟要適可而止﹐一定得給自己留有後路﹐千萬別跟世界超強的美國對抗到底﹐否則最後很有可能會落得兩手空空。」

普京總統畢竟是一位擁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確信「美國勢在必行的倒伊行動」決心是堅若磐石﹐心裡早已盤算好了對策。例如當有記者問普京總統﹕「一旦美國開始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攻擊後，俄羅斯將會有何種態度﹖」他嚴峻地回應﹕「此時我不想談論這個問題！」而這就是俄羅斯的打算。
 

4、 以油換糧
    以油換糧（oil-for-food）係聯合國為體恤伊拉克平民深受制裁痛苦而設計的一種暫時性人道主義措施。目的在使伊國民眾安然渡過聯合國為制裁海珊政權而進行的種種經貿孤立與海陸封鎖所造成的困境。

然而立意良善不代表能夠執行，能執行也不一定就用對了方法，更何況國際間對以油換糧該怎麼執行？要執行多久？意見也相當分岐，教人看不出有多少希望？反而像是主戰與反戰團體之間的角力場所，犧牲的只是可憐的伊拉克百姓而已（聯合國制裁伊國13年，平民死亡達150萬人）。以下將就以油換糧之背景、執行層面、各國主張及成效等相關議題分別論述之。

（一）、背景介紹：

１９９０年８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聯合國安理會為敦促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先後通過了第６６０號、第６６１號等１２項決議，決定對伊實施包括石油禁運在內的強制性經濟制裁、武器禁運及空中封鎖。美國８月１１日宣佈對伊實施封鎖。從此，聯合國開始對伊國進行１３年的制裁。

為緩解經濟制裁給伊國人民造成的苦難，1991年8月15日聯合國通過706號決議案，授權「以油換糧」計畫，同年9月19日通過712號決議案，提撥伊國石油收益的三成，作為對科威特的戰爭賠償。伊拉克拒絕了這兩項決議案。安理會再於1995年４月通過了第９８６號決議，修訂“以油換糧”計劃的相關條件，作為“向伊拉克人民提供人道主義必需品的臨時措施”。允許伊國出口石油之所得用於進口食品、藥物等人道主義物資。
     

（二）、執行過程：

起初伊拉克又拒絕安理會第986號決議案計畫的條件，但經過與聯合國秘書處長時間談判之後，伊拉克於1996年5月簽署了「諒解備忘錄（MOU）」，其中規定了執行第986號決議的詳細安排。由伊拉克政府負責在中部和南部15省執行該方案。聯合國則代表伊拉克政府在北方三省執行該方案。

1996年12月15日：「以油換糧」計畫正式施行。

2003年3月17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美英聯軍對伊開戰前三天，宣布暫停實施「以油換糧」計畫，並下令駐伊國聯合國工作人員全數撤離。 

2003年3月28日：安理會通過第1472號決議案，授權安南恢復「以油換糧」計畫管理權達四十五天。此提議卻遭到伊拉克拒絕，因為該人道援助經費會撕裂海珊政權內部的政治結盟。

2003年4月16日：布希總統以海珊政權已走入歷史為由，呼籲聯合國解除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協助恢復伊拉克與全球經濟的正常貿易關係。法、俄等國反對。

2003年4月22日：法國在安理會中呼籲立即「中止」對伊拉克制裁。白宮方面對此反應冷淡，重申美方希望的是「結束」禁運，而非僅是中止。

2003年5月8日：美、英共提決議案，要求聯合國授權讓美英共同至少管理伊拉克一年，在此期間，聯合國與其他國際機構只扮演有限角色。該方案將終止聯合國對伊拉克石油收入的掌管權，讓美國為首的盟國得以運用伊拉克的石油，銷售所得將存入「伊拉克援助基金」，用於人道援助及伊拉克重建。同時，方案也提到在未來四個月內逐步廢止以油換糧計畫。同樣的，法、俄反對，特別是俄羅斯。

2003年5月22日：安理會通過由美、英、西三國提出，但幾經修改的第１４８３號決議。內容包括：解除對伊拉克長達１３年的經濟制裁；確認美英佔領當局為管理當局；聯合國在重建、人道主義救濟和建立民主政府方面將起關鍵作用；安理會祕書長將任命特別代表一名，在聯合國與管理當局之間發揮協調作用。至此，「以油換糧」計畫走入歷史。

（三）、俄羅斯立場：

由於俄羅斯在伊拉克擁有龐大的石油利益，對伊拉克又有80億美元的債權，所以對任何有關石油的提議無不小心翼翼：

就拿今年（2003）4月16日布希總統呼籲聯合國解除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來說，俄羅斯非常不以為然，俄國與若干安理會成員國主張维持以油換糧計畫，並由聯合國保留對伊拉克石油與相關合約的控制權，主導重建工程。因為他們擔心，由美國所扶植的伊拉克新政府會排除其他國家分享重建大餅。

再以今年5月8日美、英共提決議案，要求聯合國授權讓美英共同至少管理伊拉克一年為例，俄國同樣不贊成，並提出與美國不同調的提案版本，因為一旦如美國所願，在四個月內逐步廢除以油換糧計畫，則等於結束聯合國對伊拉克石油收益的控制權。再說，美國的版本堅持由華府及其盟友主導伊拉克戰後的重建工作，更教俄羅斯坐立不安。

至於今年5月22日安理會通過由美、英、西三國提出，但幾經修改的第１４８３號決議，解除對伊拉克長達１３年的經濟制裁。為什麼俄、法、德、中均投下贊成票？按法國、德國和俄羅斯三國外長5月２１日在巴黎會談後，由法國外長德維爾潘代表三國外長表示：「美英西三國的提案表示他們重新回到聯合國。雖然這一提案還不完善，但在強調聯合國的重要作用、強調尊重國際法、保証伊拉克石油收入使用的透明度、強調尊重已有的協議以及伊拉克武器銷毀等原則問題上，提案已經予以充分考慮，相信聯合國的作用將得到進一步加強。」由此看來，使美英等主戰團體重回聯合國框架之內似乎就是讓 法、德、俄、中等反戰團體投下贊成票的原因。

其實美英得到利益比俄、法、德、中要多，因為1483號決議要求美英兩國在伊拉克新政府建立之前須承擔責任去維持伊拉克的穩定與安全﹐並控制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作為重建經費。這就意味著認同美英的軍事佔領﹐並授予它們廣泛的管理權限。換言之﹐伊拉克實際上已被置於美英的「託管」之下。而且，通過美英的提案等於是讓國際社會間接認同這場爭議性十足的戰爭。最主要的﹐則是為美國獲取伊拉克石油資源披上合法外衣。
 

俄、法、德、中即便有千萬個不滿意，但在形勢比人強下，也不得不妥協：首先，國際間面對伊拉克人民長期遭受制裁的痛苦和戰爭帶來的人道危機，無法對取消制裁表示反對。況且，安理會任何一個成員國如果給解除制裁投下障礙，都會受到全世界的非難。

其次，伊拉克的問題已使安理會嚴重分裂﹐為了讓聯合國在國際問題上能繼續發揮重大影響力﹐也為了把美國重新納入聯合國框架之內﹐再造安理會的團結甚是重要，因為「合則兩贏﹐分則兩敗」。

第三，以俄法為首在伊拉克有重要經濟利益的安理會成員國也儘量避免與美英之間的矛盾激化，以防損害自己長遠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五、 儘速歸還伊拉克統治權

自從美英聯軍占領伊拉克後，數月之間，單是美國便已增兵至十五萬，其餘兩萬部隊中，約一萬為英軍，剩下一萬則由數十國軍人組成。

美國一直設法使其他國家派兵赴往伊拉克，並強調不會交出對伊拉克的控制權，因為美國的構想是使伊拉克制定憲法，然後舉行全國性選舉，成立穩定的政府，達成伊拉克自由民主的目的。所以在達到這個目的之前，不會自伊撤軍，更不會交出對伊拉克的控制權。

俄羅斯的主張主要有兩點，首先是儘快將統治權歸還給伊拉克臨時政府，其次是擴大聯合國在伊拉克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參與權，使聯合國扮演「重要的角色（vital role）」，而非「有限的（limited）政治性角色」。所謂重要的角色，包括提供人道援助、促進經濟的重建以及幫助恢復代議政府的制度。（法、德、中採取與俄羅相同之立場。）

今年（2003）10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一項新決議案，雖然新決議明訂，由美國指派的伊拉克執政委員會必須在今年12月15日之前提出制定伊拉克新憲法並舉行全國大選時間表，但並未針對俄羅斯、法國、德國與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主張於數月內將政權交還伊拉克臨時政府的要求而定出結束佔領伊拉克的時間表。此外，雖然新決議擴大聯合國在伊拉克政治轉型到民主代議制度上所扮演的角色，但聯合國仍不得在由美國主導治理伊拉克的聯軍臨時政府當局之外，獨立採取行動。再者，雖然新決議授權可派一支多國部隊前往伊拉克，但既然當初俄羅斯、法國、德國及中國都堅決反對美英聯軍進攻伊拉克，故俄羅斯基於不願對攻打行為背書的心態下，也不會派兵去伊拉克參與“美國式”的重建工作。

從新決議的內容來看，可算是美國在外交上的一大勝利，然而派兵的結果，正如俄羅斯前情報局長普里馬科夫所說：『派兵進駐伊拉克，祇會助長恐怖主義的橫行！』因此，這幾個月來，從伊拉克境內到其他支美國政策的友邦境內所發生多起的爆炸事件看來，俄羅斯比起美國，要有遠見多了。
第三節 美伊戰爭對國際局勢產生之影響
一、美伊戰爭的不穩定輸出

自二次大戰結束聯合國成立之後，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糾紛的場景就大幅減少，但聯合國依然無法防止戰爭的發生。以這次美伊戰爭來說，儘管聯合國花了六個月去拖延美國出兵的時間，但在一片爭議之中，仍擋不住開打。這樣子的演出對國際局勢產生許多不穩定的輸出：
（一）破壞國際間之互信

儘管伊拉克戰後重建的安排早在進行﹐可是反戰的大國還在為美英繞過聯合國「私自」攻伊而梗梗於懷。俄羅斯方面表示﹐堅決反對任何「使對伊拉克動武正當化或者將戰爭災難轉移給伊拉克人民」的企圖。俄羅斯外長伊凡諾夫已經表示，莫斯科當局希望嘗試說服其他安理會成員，把衝突重新帶回聯合國的框架之內。俄羅斯議會還促請普京總統要求召開聯合國全體大會，討論向伊拉克派遣維持和平部隊，以處理戰後的有關事宜。

（二）促進恐怖主義

伊拉克戰爭對全球的不景氣，不啻是雪上加霜。由於通貨緊縮，石油價格早已一路下跌，每桶20元是生產原油的獲利起點，如今卻飆降到13元！如果說使原油價格下跌是美國推翻伊拉克政權（regime change）的效果之一，接下來就是推翻伊朗政權，這樣會給鄰近的阿拉伯與中東國家造成不斷的壓力。加上美國一昧長驅直入卻找不到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Mass Destructive Weapons-MDW），更加深回教世界的仇恨，而給恐怖主義反擊的藉口。前俄羅斯總理及外交部長普里馬柯夫（Primakov）表示：「美國攻擊伊拉克，將會促進恐怖主義！」

（三）伊拉克的悲劇仍未謝幕


當巴格達被攻陷時，布希總統宣佈戰爭結束，許多國際間人士也都持同樣看法。其實他們在自欺欺人，沒錯，在伊拉克的戰爭是結束了，不過第二個戰爭正在開始，因為自塔利班政權倒下之後，另一個游擊戰爭（guerrila war）開始了。自從攻陷巴格達開始，中國、法國及俄羅斯在巴格達的大使館接連受到攻擊，顯見美英聯軍無法在當地維持和平，即使他們建立了傀儡政權，也要經常面對武裝政變與自殺攻擊。美國有能力攻下伊拉克，卻沒有管理的能力與計畫！

美國進攻伊拉克的情形和前蘇聯出兵阿富汗有相同之處，如果前蘇聯在阿富汗遇到挫敗，那麼美國也可能會在伊拉克嘗到苦頭。

（四）安理會結構將予調整

美英聯軍不顧國際斡旋及安理會動武授權，片面對伊拉克進攻，不僅造成安理會成員國分裂，中東前途也充滿不確定性，重要的是聯合國很難再具有實質上的約束力，同時嚴重考驗泛大西洋聯盟的團結。如果美國這次忽視安理會授權的行為嘗到甜頭，勢必助長其今後單邊主義的全球戰略氣勢，局勢的發展可能會使安理會進行結構性調整，包括各國對憲章拘束力的質疑，甚至安理會存續問題都可能浮上檯面。

聯合國的集體安全設計不夠完善，使它難以在維護和平上使力，九○年代東歐及巴爾幹半島衝突，大半由美國及北約扮演軍事及維和角色，聯合國頂多是象徵性的角色，吾人可以預見，今後全球衝突地區的危機處理，將由美國與區域強權或區域組織主導，聯合國將僅是提供協調和辯論的場所。 

二、美伊戰爭不影響俄美正常關係  

俄羅斯的中東問題專家、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副所長納烏姆金今年（2003）3月預測，俄美關係不會因美伊戰爭而走下坡。他又說：「這次俄羅斯政府採取堅決反對美國對伊動武的立場，是經過深思熟慮並立足於長遠利益。俄羅斯的態度是反對美國向伊拉克動武，但是不反美，此係最關鍵及最核心的問題。」 

他指出：「九一一事件後，普京總統及時抓住機會，迅速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與布希總統建立了良好的互動模式。這次在決定對伊拉克動武的問題上，儘管俄羅斯採取反對美、英發動對伊戰爭的立場，但是俄羅斯一直掌握著反對的分寸，從未發表任何過份刺激言論。」

美國也知道俄羅斯不論在中東地區或在伊拉克都擁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可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儘管美國是超級大國，但是她制定的中東政策，離不開俄羅斯的配合。就像在阿富汗一樣，美國可以撇開北約的支持，不需盟友幫忙，但是卻離不開俄羅斯的支持。否則塔利班政權不會迅速瓦解。

納烏姆金認為：「一個新的戰略不穩定時期正在來臨。原有的國際秩序、國際組織跟國際準則均動盪不安，需要調整。在這個動盪時期，美國與俄羅斯的合作是必然的，也無法取代。因此，俄美關係不會因為伊拉克問題而出現裂痕。」

俄羅斯外長伊凡諾夫於2002年10月11日表示：「我確信俄美雙方將維持更堅強的戰略夥伴關係，這不但可以解決之前的問題，也可以解決危險的區域衝突。」普京總統也說：「俄美雙方的關係正在加強之中，我在華盛頓與美國國防部長倫斐斯、國務卿鮑威爾及布希總統的會談可以證明這一點。」

三、聯合國仍具國際事務主導作用

今年（2003）5月22日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解除對伊拉克制裁的１４８３號決議。決議對戰後伊經濟和政治重建做出了全面安排，並對聯合國的作用做了規定，從這一號決議可以看出聯合國未來在國際事務上主導地位之端倪。該決議就聯合國部份之主要安排如下：

（一）、聯合國在重建、人道主義救濟和建立民主政府方面將起關鍵作用；

（二）、安理會祕書長將任命「特別代表」一名，在聯合國與管理當局之間起協調作用；

（三）、安理會打算再次審議解除伊拉克武裝的監核工作； (chinesenewsnet.com)
（四）、安理會得於１２個月內審查執行情況並考慮採取進一步措施。Es

被通過的決議文本中提升了聯合國在戰後伊拉克重建中的作用。美英在壓力下被迫同意把將由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任命的「特別協調員」升級為「特別代表」，並同意該代表“具有獨立職責”，可和佔領當局“密切合作”，在“包括促進建立國際承認的、具有代表性的伊拉克政府”這個美伊戰後政治安排的核心問題上發揮作用。也有助於加強聯合國在伊拉克社會、經濟恢復中的協調和組織作用，便於在聯合國框架內動員國際社會各方力量和資源幫助伊拉克人民儘快擺脫戰爭後遺症，早日實現艱巨的重建任務。
 

 提案國（美、英、西）在政治問題上作出的另一個重要讓步就是保留了聯合國未來在對伊拉克武器核查問題上發揮作用的角色。 

儘管聯合國在美伊戰後政治安排方面發揮作用的空間依然有限，但看得出來，大多數安理會成員已挫敗了美英力圖甩開聯合國或將聯合國置於佔領當局之下的企圖，並將他們原來打算獲取的不當政治利益壓到了最低。enewsnet.co

第四節 小結
美國的單邊主義是這次伊拉克戰爭對全球產生衝擊的主要因素。俄羅斯始終反對美英聯軍片面進攻的做法。它主張國際社會應在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框架之內，以政治及外交手段解除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堅決反對在缺乏伊拉克直接的威脅之前，使用武力攻打伊拉克。既然安理會未授權任何國家使用武力，所以出兵伊拉克就不具正當性。

雖然美英聯軍攻下巴格達，但是伊拉克重建工作仍應由聯合國來主導，況且美英等佔領國也難以獨撐重建之重擔。對此，俄羅斯基於其長遠的經濟利益，不想與美國對抗到底，只要美英佔領國願意讓俄羅斯分享重建大業，俄羅斯就同意讓美英在伊拉克新政府建立之前承擔維持伊拉克穩定與安全之責任，並控制伊拉克石油收入作為重建經費。基於這種共識，聯合國通過第1483（2003）號決議，解除對伊拉克長達13年的制裁。

關於美伊戰爭對國際局勢產生之影響，俄羅斯認為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國際間的互信，而且促進了恐怖主義，同時伊拉克戰火的悲劇仍在上演中。因此，安理會的結構可能有重新調整的必要，而不僅僅是提供協調和辯論的場所而已。

雖然反對美英對伊動武，但俄羅斯認為不會因此影響俄美的正常關係，而且美國的中東政策也需要俄羅斯配合才能順利進行，可說是水幫魚，魚幫水的關係。

從安理會通過的第1483（2003）號決議來看，雖然聯合國在美伊戰後政治安排方面發揮作用的空間有限，但聯合國仍具國際事務主導作用。相信只要聯合國成員願意在聯合國憲章的框架內，以政治及外交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就可以避免許多悲劇的發生，而世界和平亦指日可待。

結論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知，自從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國力大幅衰退，急欲振衰起敝，需要西方國家多方面的支援，自知僅為一個二流國家，無法單獨與美國抗爭。所以建立多極化世界是目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主軸，此乃後冷戰時期俄羅斯典型的務實作風，這從她與北約、歐盟、東協、APEC、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密切合作的過程可以明顯的感覺出來。

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改行三權分力的代議政府制度，是俄羅斯國家體制上最重要的轉變，雖然在結構上屬於『超級總統制』，但國會也有起碼的監督，因此，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從國家杜馬黨派席次的分配，可以提供某種程度的可預測性。

從國家利益、俄羅斯思想、歷史因素、國內外因素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等等整合起來看，俄羅斯目前最重要的目標在恢復以往的大國地位。重新找回她在國際秩序上的位置，然後試圖在區域衝突事件中，透過大國外交手段，嶄露頭角，發揮影響力，建立她的大國形象。從北韓蓄意拉俄羅斯進入六國核武談判、調停喬治亞內亂、舉行中亞五國軍事演習、反對美英進攻伊拉克等種種國際衝突事件的參與，可以非常清楚地瞭解到這一點。尤其在美伊戰爭後續不斷的恐怖爆炸事件中，更可以看到俄羅斯將來在國際事件的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最後，既然俄羅斯亟欲恢復以往的大國地位，那麼最快的高速公路應為「亞太路線」，著重與亞太國家的經貿合作、能源探勘、科技移轉及區域安全。以交通而言，不論海運或空運，亞洲國家連接西方國家最短的距離就是通過俄羅斯領域。在和美國抗衡的當頭上，拉攏中國更是不二法門，因此，未來大約十年光景，亞太政策應是俄羅斯外交政策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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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勞、資雙方社會對話機制及功效

張書瑜
（南華歐研所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台灣目前勞、資雙方溝通管道的缺乏與不暢通，造成罷工遊行與勞資衝突，我們反觀歐洲聯盟的發展，由最初的煤鋼產業，到現在的單一市場與單一貨幣，整合由經濟擴展到社會及政治的範疇，這過程必定遭遇各困難與挑戰。1985年在戴洛﹝Jacques Delors﹞的推動下，開始了第一次正式的跨產業社會對話。主要參與的組織有歐洲公營企業中心組織﹝CEEP﹞、歐洲工會總會﹝ETUC﹞以及歐洲產業與雇主聯合會﹝UNICE﹞。1996年開始，歐盟執委會便計畫在共同體層次，發展社會對話團體，並儘可能納入各國可能涉入的產業類別，讓各企業的勞工及雇主，能進入其相關產業的代表組織。本文試圖觀察歐洲聯盟勞、資雙方，目前所擁有的社會對話機制及功效。




關鍵字：社會對話、社會夥伴、產業別社會對話委員會。

1、 前言

台灣的勞工似乎越來越習慣走上街頭，以遊行來對外宣揚自己的訴求。公營企業員工為了阻止民營化政策，不惜犧牲消費者權益，選擇在重要節日舉行聯合罷工活動，以遊行吶喊的激情方式，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工廠員工無故被裁員、減薪，也選擇到大門口頭綁白布條抗議；甚至連老師們都走上街頭，反映自己對教育環境的不滿，藉此要求政府改善現狀。或許有人認為遊行抗議是一個民主國家人民，享受言論、集會自由的表現，但是，換個角度想，這也可能是社會制度不夠健全的特徵。為了刺激台灣經濟發展，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規多向資方靠攏，容易忽略對勞工權利的保障，在向資方釋放善意的同時，卻忘記勞工的聲音也需要被傾聽。勞、資雙方溝通管道的缺乏與不暢通，或許才是造成罷工遊行與勞資衝突的主因。

我們反觀歐洲聯盟的發展，由最初的煤鋼產業，到現在的單一市場與單一貨幣，整合由經濟擴展到社會及政治的範疇，這過程必定遭遇各困難與挑戰。本文試圖從歐盟勞、資雙方社會對話機制的發展，來觀察歐盟如何利用社會夥伴來協助經濟整合，並建立出更完善的制度，以及探討勞、資雙方如何在歐盟機制內為自己爭取權益。全文去除前言，總共分為四部份，第一部分先就歐洲社會對話之背景作簡介，第二部分介紹跨產業社會對話，以及產業別社會對話的內容，第三部分則論述社會對話之成就，最後一部分為結語。

2、 社會對話發展之背景

在歐盟機構中，除了歐洲議會議員以外，其他都為官派代表，而在經濟整合過程中，會員國發現必須有社會方面的整合，才能真正落實各項經濟政策及制度。在1958年1月1日生效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中，列加入社會政策的條文，包括促進會員國之間社會議題的合作，例如職業訓練、就業、工作環境等，但其中沒有明確規範應以何種途徑達成，所以宣示性質大於實質意義。當時成立了具有諮商性質的經濟暨社會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會員國可以提出來自雇主團體、勞工團體以及其他團體的代表數人，每月定期開會一次，就社會經濟相關議案進行諮商，此委員會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歐洲層級的諮商機構，實際上卻是提供各會員國爭取利益的場所。

在戴洛﹝Jacques Delors﹞的推動下，1985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近郊的瓦度榭宮，開始了第一次正式的跨產業社會對話，稱為瓦度榭社會對話﹝Val Duchesse Social Dialogue﹞，其目的在諮詢歐洲層級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s
﹞的意見，以作為決策之參考，除此之外，還可藉此獲取社會夥伴的支持。

到了1993年馬斯垂克條約時，社會夥伴更進一步涉入執委會新的社會政策提案，這代表社會夥伴在社會議題的範疇中，開始有實際的影響力，不再只是諮詢﹝Consultation﹞性質，而是協商﹝Negotiation﹞，社會夥伴得以在歐洲層次簽訂集體協議，並舉行自發性的跨產業與產業間的社會對話。1997年阿姆斯特丹條約，採納了馬斯垂克條約的社會政策協定，放入歐洲共同體條約，讓社會政策從此能在歐洲層次推動，更提升了社會對話的影響力。

根據歐體條約第138條，執委會在社會政策範圍提出草案，應就共同行動的可能領域，諮詢社會夥伴的意見，諮詢過後，如果執委會認為該行動可行，執委會應聽取社會夥伴的意見，而社會夥伴應向執委會提出意見及適時的建議。

3、 社會對話之架構及社會夥伴組織
﹝1﹞ 跨產業﹝Cross-industry﹞的社會對話

1. 成立背景：

跨產業對話、雙邊對話或稱為瓦度榭社會對話，是歐洲層次對話的先鋒，開始於1985年。主要參與的組織有歐洲公營企業中心組織﹝CEEP﹞、歐洲工會總會﹝ETUC﹞以及歐洲產業與雇主聯合會﹝UNICE﹞，這次的對話為歐洲社會夥伴參與歐洲層次之社會政策制定而鋪路。跨產業組織可以藉此機會研討歐洲企業的重要議題，包括設立經濟政策的合作機制、實踐內部市場、實行社會憲章的勞工基本權利、為經濟及貨幣聯盟做準備等等。1993年的社會議定書﹝Social Protocol﹞使社會對話功能更進一步，關於社會範疇的提案，執委會應諮詢社會夥伴的意見，而且社會夥伴的建議可形成協議﹝Agreement﹞或制定為法規﹝Legislation﹞，這讓社會夥伴得以進入歐洲社會發展的中心位置。為了穩定社會對話之發展，於1992年設立了含有三個工作團隊：總體經濟、勞工市場、教育及訓練的社會對話委員會，成為歐洲社會對話的常設組織。

2. 跨產業的社會夥伴組織：

﹝1﹞ 歐洲工會總會﹝ETUC
﹞：

歐洲工會總會成立於1973年，目的為提供歐洲工會在歐洲經濟整合上的平衡點。隨著歐盟的第五次擴大，ETUC內部組織也隨之增加。目前ETUC有35個西歐及中、東歐會員國，內含77個組織，以及11個歐洲工會聯盟﹝European Industry Federations﹞，代表著6000萬的歐洲成員。ETCU經過歐盟、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歐洲自由貿易區﹝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的認證，為歐洲層次唯一跨產業的工會聯盟的代表，也是社會對話運作下，各諮詢委員會的勞工代表。

ETCU在對歐盟的政策上，主要是希望增進勞工權益，不論在任何情況的雇用下﹝全職或短期工作﹞都享有職業平等、社會保障、工作安全與健康等；並且致力於加強勞資雙方的社會對話。

ETUC組織架構完整，內設有大會：ETUC最高決策，成員由會員代表依比例組成，每4年集會一次。理事會：每4年集會一次，由大會授權理事會，與雇主組織在歐洲層級推動特定議題的社會對話。營運委員會：負責依照理事會的政策，制定中、短期行動計畫。秘書處：負責ETUC行程活動以及對外關係。

另外ETUC下設三個特別機構。歐洲工會聯盟學會﹝ETUI
﹞：研究產業關係以及ETUC的社會經濟議題。歐洲工會聯盟學院﹝ETUCO
﹞：提供ETUC訓練服務，負責舉辦演討會與訓練課程。工會聯盟技術局﹝TUTB
﹞：負責工作環境的安全、衛生與健康。

﹝2﹞ 歐洲公營企業中心組織﹝CEEP
﹞：

CEEP成立於1961年，是一個國際性的雇主聯盟，總部設在布魯塞爾﹝Brussels﹞，除了布魯塞爾以外，CEEP在各國都有辦事處，協助成員間的聯繫。歐盟執委會承認CEEP為社會夥伴，其內部成員涉及層次相當廣泛，有大至歐盟小至地區性的組織，若非歐盟會員國的組織，可以成為CEEP的聯合會員﹝Associated Members﹞。歐洲公營企業中心組織的主要目標，是進行相關研究、代表公營企業與雇主，以及爭取經濟利益。任務為防止對會員不利的提案、倡議與決定。簡單的說，就是負責分析﹝Analysis﹞、報告﹝Information﹞、協商﹝Negotiation﹞、干預﹝Intervention﹞、支持﹝Support﹞。

CEEP目前擁有14個會員國，所涵蓋的就業人口數共有700萬人，分別是歐盟層次從事公營企業的人員有600萬人，以及地區性的100萬公營企業員工。CEEP包含的產業除了電信、通訊、運輸、能源以外，尚有金融、建築、化學、造船業等等。

在組織方面，CEEP主席由全體代表大會選出，三年一任，是該組織對外代表；大會除了選舉主席外，還負責任命秘書長、批准預算。另外有常設理事會，負責提出議題、進行研究，以及對外提出CEEP的意見，此委員會下設有工作團隊負責特並議題。

﹝3﹞ 歐洲產業與雇主聯合會﹝UNICE 
﹞：

UNICE內有27個會員國以及5個觀察員國，包含34個聯盟。聯合會三大目標為：A.促進會員利益。B.在歐洲層級上提供諮詢，使歐洲工商業政策與提案能符合產業需求。C.代表會員在歐盟架構下進行勞資雙方與歐盟、勞、資三方的社會對話。

內設有主席團：由各聯盟主席或聯盟所派代表組成，另包括5 位政策委員主席以及5位副主席，主席團為UNICE最高決策機構，決定聯合會之政策方向。秘書團：秘書長為主席團任命，處理聯合會日常行政，並且負責向政策委員會提出諮詢，秘書團負責UNICE內部資訊及政策的傳播、協調工作，並負責會議之召開。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每年集會兩次，成員有UNICE主席、副主席、五位政策委員主席以及各聯盟之代表，內含財務理事會、常駐代表理事會，分別負責聯合會之財務與聯合會，以及各會員聯盟間行政與政策方面的溝通。政策委員會﹝Policy Committees﹞：經濟暨金融委員會﹝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ttee﹞；對外事務委員會﹝External Relations Committee﹞；社會事務委員會﹝Social Affaires Committee﹞；企業事務委員會﹝Company Affaires Committee﹞；工業事務委員會﹝Industrial Affaires Committee﹞。

3. 社會對話高峰會：

高峰會是屬於歐洲層次的會議，主要目的是讓定期舉辦社會對話能接受一些新的刺激。高峰會主席由執委會主席擔任，負責召集跨產業的社會夥伴，例如CEEP、ETUC、UNICE、UEAPME
等，對社會議題進行討論。高峰會有兩種形式，一為由所有國家層級組織的代表參與的大型會議﹝Plenary Meeting﹞，1985至1997年的高峰會，都是以此形式召開；另一為特定的會議﹝Restricted Meetings﹞或稱小型高峰會﹝Mini-summits﹞。

另外，在尼斯﹝Nice
﹞及雷肯﹝Leaken
﹞的歐盟高峰會中，要求跨產業的社會夥伴，在每年春季的歐盟高峰會開會以前，舉辦一場非正式的會議，評估里斯本策略
﹝Lisbon Strategy﹞的實施狀況，這種會議第一次召開是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2001年3月。 

﹝2﹞ 產業別﹝Sectoral﹞社會對話委員會

1. 成立背景：

在歐洲層次上有許多勞、資雙方的諮詢團體，儘管他們試圖提出跨國界的建議，並且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共同諮詢協調委員會，但多數的組織都無法在社會對話的過程中產生實際的影響，原因在於這些組織架構已過時，無法充分因應當前產業所面臨的挑戰，故從1996年開始，歐盟執委會便計畫在共同體層次，發展社會對話團體
，並儘可能納入各國可能涉入的產業類別，讓各企業的勞工及雇主，能進入其相關產業的代表組織。

根據1998年5月執委會做出的決定
，建立了27個產業別社會對話委員會，討論的議題包括就業、工作環境、職業訓練、產業轉型等等。執委會希望藉由對這27個委員會的支持，推動產業間社會對話，並用這些委員會來涵蓋各產業主要的分支團體。

在推動產業別社會對話的過渡時期，組織了一個討論會，處理企業及跨產業的諮商及協調的事務。而產業別社會對話的主要目的，除了強化各產業諮詢、共同倡議及協調功能外，更希望能協助歐盟共同面對第五次擴大及全球化的相關議題。

另外根據里斯本策略，執委會強調促進產業關係的品質之重要性，並在2000年提出社會政策議程
﹝Social Policy Agenda﹞，目標包括﹝1﹞在歐洲層級，與社會夥伴商議並定義區域的共同利益，並提供集體協商﹝Collective bargaining﹞的機會；﹝2﹞仔細觀察社會夥伴的表現、持續更新相關的研究；﹝3﹞組織能夠反映產業關係的意見團體；﹝4﹞透過圓桌會議，來推動歐洲與國家層次之間的對話，討論有關共同利益的議題；﹝5﹞檢視社會夥伴在社會對話架構﹝包括跨產業及產業別對話﹞的運作，必要時亦予以修正；﹝6﹞請求社會夥伴發展並調整該負責區域的建制；﹝7﹞完成終生學習及訓練的目標。

執委會希望這個新的對話機制能夠改善現有架構，深化社會對話的議題，促進歐盟層次更有效的治理。在2002年出版的「歐洲社會對話─革新與改變」中，在產業別委員會方面，執委會希望能夠：﹝1﹞在任何情況下都追求建立新的委員會的目標；﹝2﹞鼓勵產業間必要的分組及合作；﹝3﹞除了特定的諮詢以外，應適應產業別社會對話委員會在對話及協商方面的行動；﹝4﹞優先支持委員會，因為他們的工作在於實踐與檢視里斯本策略；﹝5﹞加強聯繫研討會﹝Liaison Forum﹞的功能，因為對所有社會夥伴而言，這都是一個優先的獲的資訊及一般性諮商的場合，不管在多產業或個別產業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

2. 制度
：
﹝1﹞ 成立：

產業別社會對話委員會應為一社會夥伴組成之自治團體，該團體應共同向執委會申請參加歐洲層次的社會對話。這代表工人及雇主的歐洲團體，所提出的申請應符合以下規定：A.與某產業或範疇有關，並且是屬於歐洲層次的組織；B.此組織應受到部分會員國社會夥伴架構之認可、代表數個會員國，並且有能力進行協商；C.有健全的組織架構來保證該組織能有效參與委員會工作。
﹝2﹞ 成員：

此委員會最多有40個社會夥伴代表，勞工、雇主雙方代表人數應相同，並由代表任職委員會主席。
﹝3﹞ 運作：

各委員會應採取自己的程序規則及工作計畫，每年至少應舉辦一次全體出席的會議，特定議題例如就業、工作健康及安全、職業訓練等，應再部長會議或特定的工作團隊會議上討論。
﹝4﹞ 代表性：

對社會對話的合法性而言，團體的代表性是最基本的，所以不論在何時提出成立申請書，執委會都會寄送意見調查表給社會夥伴的組織，評估申請團體是否符合成立的規定，特別是在談判協議的權威，及與社會對話有關的代表性方面。
﹝5﹞ 預算
：

為了促進產業別社會對話，執委會每年提供三項特別預算：

A. 促進社會對話及強化組織架構﹝B3-4000
﹞：此預算是為促進跨產業及產業層級的對話發展，它提供諮詢、會議、協商、發展技術與交換訊息活動等的資金。另外還支持各項確保社會及勞工基本權力的研究及計畫，這些計畫必須藉由社會夥伴、產業相關組織、非政府組織來實踐，以保護基本社會權力。在歐盟第五次擴大時，這些預算也被用來強化候選國的社會夥伴，協助他們做加入歐盟的準備。
B. 強化訓練及資訊﹝B3-4002
﹞：此預算是支付勞工組織在資訊及訓練方法上的消費，其中包括中、東歐國家社會夥伴的代表。
C. 發展勞工的資訊及諮商﹝B3-4003
﹞：主要目標在強化勞工及雇主代表們跨國的合作，觀察某些會員國企業運作中，資訊傳遞、諮詢及參與的過程。另外也支持研究多國企業的一些爭論，特別是在企業重建方面。

3. 委員會及其目標：
產業別對話委員會包含了27個類別，分別為農業﹝Agriculture﹞、銀行業﹝Banking﹞、民航業民航業﹝Civil aviation﹞、清潔業﹝Cleaning﹞、商業﹝Commerce﹞、建築業﹝Construction﹞、電力﹝Electricity﹞、鞋業﹝Footwear﹞、傢俱業﹝Furniture﹞、旅館餐飲旅遊業﹝Horeca and tourism﹞、內陸航運﹝Inland waterways﹞、保險業﹝Insurance﹞、藝文業﹝Live performance﹞、礦業﹝Mines﹞、美髮業﹝Personal Service﹞、郵務﹝Postal service﹞、私人安全﹝Private security﹞、鐵路業﹝Railways﹞、道路運輸業﹝Road transport﹞、海洋漁業﹝Sea fishing﹞、海洋運輸業﹝Sea transport﹞、糖業﹝Surger﹞、皮革業﹝Tanning and leather﹞、電信業﹝Telecommunications﹞、紡織成衣﹝Texitile and clothing﹞、木工﹝Woodworking﹞。以下簡介部分產業別對話委員會之成員與主要目標，藉此觀察各委員會所涵蓋的議題與其所代表的產業就業人口。

◎農業﹝Agriculture﹞：農業的社會對話是所有產業的先驅，早在1974年就創立了農業勞工共同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1999年開始有產業別社會對話委員會。雇主代表為「歐盟農業組織雇主團體﹝GEOPA﹞
」及「歐盟農業組織同盟﹝COPA﹞
」，勞工代表為「食品、農業及旅遊勞工之歐洲聯盟﹝EFFAT﹞
」。此委員會涵蓋約700萬的勞工，及700萬的農地及股份持有，其中的產業包含農、林、漁、狩獵。目前主要發展是討論共同農業政策重建的社會層次議題，另外也處理就業、工時、訓練、健康及安全等議題，甚至擴大處理社會經濟的問題，例如移民、兒童工作、種族歧視、歧視外國人、歐盟擴大等。

◎銀行業﹝Banking﹞：社會夥伴從1990年開始籌備，至1999年建立完成。雇主代表有三，「歐盟銀行聯盟﹝FBE﹞
」、「合作銀行歐洲協會﹝GEBC﹞
」、「歐洲儲蓄銀行團體﹝ESBG﹞
」，勞工代表為「UNI-Europa
金融部」。在歐洲，此產業包含商業銀行、合作銀行、儲蓄銀行以及其他信用機構，2000年有530萬人從事金融服務業。委員會目標在處理合併、銀行業私有化、歐元的影響及歐盟擴大等議題。

◎民航業﹝Civil aviation﹞：產業別社會對話委員會成立於2000年。雇主代表為「國際機場理事會﹝ACI EUROPE﹞
」、「歐洲航線協會﹝AEA﹞
」、「歐洲地區航線協會﹝ERA﹞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CA﹞
」，勞工代表「歐洲駕駛員協會﹝ECA﹞
」、「歐洲運輸勞工聯盟﹝ETF﹞
」。歐盟國家總共有416000人從事民航業，佔運輸產業的6％。在過去20年間，民航業是運輸產業中成長最大的。空中交通的管理是委員會必須最優先處理的問題，希望在2004年12月能達到歐洲單一天空﹝European single sky﹞的計畫，另外還要建立對外航空關係的一致政策。在911事件過後，委員會增加會議次數來訂立相關因應方法，並評估此事件對民航產業實際的衝擊。

◎清潔業﹝Cleaning﹞：委員會成立於1999年，雇主代表為「歐洲清潔產業聯盟﹝EFCI﹞
」，勞工代表為「UNI-Europa」，委員會包含約260萬人。清潔業因為轉包清潔服務的重要性與專業技術都在提升，故呈現成長的趨勢，但他們面臨國內許多相關工作未經申報，而影響市場整合的問題，再加上民眾對清潔業的印象不佳，造成徵人方面的困難。另外社會夥伴還處理工作安全及健康、訓練、改變管理方式等議題。

◎商業﹝Commerce﹞：委員會成立於1999年，雇主代表團體為「歐洲商業﹝Eurocommerce﹞」，勞工代表為「UNI-Europa商業部」。大約涵蓋2350萬的就業人口，有大約5百萬的公司行號。產品與服務的市場擴大至國際範疇，加上科技發展﹝電子商業或溝通與資訊科技﹞，是現今商業的特徵，社會夥伴為因應以上特徵對該產業就業情況產生的衝擊，致力於發展工作與就業環境、法人團體的社會責任、電子商務的訓練等。

◎建築業﹝Construction﹞：1992年開始有工作團隊，產業別社會對話委員會則成立於1999年，雇主代表「歐洲建築工會聯盟﹝FIEC﹞
」，勞工代表為「歐洲建築及木材勞工聯盟﹝EFBWW﹞
」。建築業主要是地方性的，委員會代表2百萬的企業以及1200萬的勞工，大約有92％的公司雇用少於10個人，就業者經常屬於暫時性工作。此產業高度依賴經濟成長以及公共開銷，在1990年代後半期遭受經濟衰退的打擊，由於競爭增加，使得社會對話更為重要，特別是在擴大的議題上。該委員會在議題的涉入很廣泛，包括健康、安全、疾病、工作傷害等等，並且計畫建立認證執照及訓練，以加強產業工作人員的流動。

◎電力﹝Electricity﹞：委員會成立於2000年，雇主代表「電力產業聯盟﹝Eurelectric﹞
」，勞工代表有「歐洲礦業、化學和能源勞工聯盟﹝EMCEF﹞
」與「歐洲公營事業聯盟﹝EPSU﹞
」，此委員會包含75萬員工從事電力分配與生產。在1990-1998年間，產生了25萬的失業，2000年在歐洲層次的營業額約1600億歐元。

◎鞋業﹝Footwear﹞：非正式的工作團隊成立於1982年，1999年成立委員會，雇主代表為「歐洲鞋業同盟﹝CEC﹞
」，勞工代表為「紡織、成衣、皮革之歐洲貿易聯盟﹝ETUF:TCL﹞
」。近年鞋業就業率逐漸下降，為了提高國際競爭力與新科技，歐洲製鞋業近年開始進行重建與現代化，社會夥伴希望藉由執委會的行動計畫﹝Action plan﹞強化競爭力與就業，也積極進行商業談判。

◎傢俱業﹝Furniture﹞：委員會建立於2001年，雇主代表團體「歐洲傢俱製造者聯盟﹝UEA﹞
」，勞工代表為「歐洲建築及木材勞工聯盟」。

4、 社會對話之功效
﹝1﹞ 跨產業方面

社會對話在1985年以前曾經進行過，但都限於農業方面，相關的規定也不完備。1978-1984年間，總計進行過11次農業相關的社會對話，涵蓋議題有健康與安全、政策與經濟、研究與統計、訓練、工作環境、工作時間。例如，1978年3月，歐洲農業勞工聯盟﹝European Union of Agriculture Workers﹞與歐體的農業組織委員會﹝Committee of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s﹞曾針對農業勞工工作時數達成一協議﹝Agreement﹞。

根據歐盟網站資料記錄，2000年以前，總共進行227次社會對話
。而在跨產業的對話共有32次。在這32次對話中，有訓練議題9次、就業議題7次、工作環境7次、社會對話議題6次、政策與經濟議題5次、歐盟擴大議題1次以及工作時間1次。

跨產業社會對話高峰會，1985年至2001年共舉行16次。

	時間
	地點
	結果

	31.01.1985
	瓦度榭Ⅰ
	社會對話再度開始

	12.11.1985
	瓦度榭Ⅱ
	建立兩個工作團隊：總體經濟與新科技的社會對話

	01.05.1987
	艾格蒙宮
Ⅰ
	重新檢討第一次社會對話

	12.01.1989
	艾格蒙宮Ⅱ
	建立一個政策指導團體，成員包含ETUC、UNICE、CEEP三個組織的代表、執委會以及兩個工作團隊：教育與訓練、勞工市場

	03.07.1992
	艾格蒙宮Ⅲ
	對於未來社會對話的共同聲明﹝完成新的社會對話程序；在1991年10月31日的協議，以及馬斯垂克條約的諮詢與協商取得一致立場﹞

	28.11.1993
	艾格蒙宮Ⅳ
	為「成長、競爭與就業白皮書」的共同捐助﹝Contribution﹞作準備。

	08.11.1994
	歐盟執委會，布魯塞爾
	討論在職業訓練中的角色

	21.10.1995
	佛羅倫斯
	ECIR開始

發表「對抗種族歧視」的共同聲明

發表「就業」的共同聲明

	29.11.1996
	都柏林城堡
	就業行動共同聲明：一個信心協定

	06.06.0997
	海牙
	簽署社會夥伴的「兼職工作」協議

	13.11.1997
	艾格蒙宮Ⅴ
	對盧森堡高峰會借業議題的共同捐助

	02.06.1998
	瓦度榭Ⅲ
	討論對社會對話的期望

	04.12.1998
	維也納
	觀點交流：歐洲就業政策、執委會對話組織的工作

	25.05.2000
	歐盟執委會，布魯塞爾
	觀點交流：在接下來的里斯本歐盟高峰會中，社會夥伴的角色

	22.03.2001
	斯德哥爾摩
	社會夥伴對社會政策議程的捐助

	13.12.2001
	雷肯
	對社會對話的期望：建立社會夥伴的共同宣言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of European”, 05.2002, p.19.

﹝2﹞ 個別產業方面
自從27個委員會建立後，產業別的社會對話在2002年間提升至230個，有各種不同的型態與規模，包括意見、共同立場、宣言、指導方針、指導規則、憲章、協議等。其中有些倡議成為共同體的指令，例如運輸產業的協議；宣言及共同意見被用於釐清某些議題中，社會夥伴的立場，也影響該產業未來的走向。

另外有些共同利益的議題是由多種產業共同處理的，例如﹝1﹞郵政服務、電力、運輸、電信，共同處理公營事業自由化的議題；﹝2﹞銀行業、保險業、建築業、電信業，處理內部市場合併的議題；﹝3﹞農業、漁業、運輸業處理共同體政策；﹝4﹞紡織業、服裝業、鞋業、皮革業，處理增強競爭力的議題；﹝5﹞私人安全產業、清潔業、個人服務業，處理服務專業化及工作品質的議題；﹝6﹞電信業及商業處理新技術對工作組織的影響。
《以議題來看》：
1. 職業訓練：

銀行業的社會夥伴在2000年11月簽定終生學習的共同宣言，希望推動持續訓練的文化，並改善就業人口及企業的競爭力，提高技術與工作品質。在2003-2005年將與中東歐國家舉辦6次圓桌會議。

鞋業社會夥伴2000年6月簽定與新的歐洲社會議程有關的共同立場，此文件十分重視某些歐盟地區的就業問題、防止未經申報的工作以及科技、勞工訓練的重要性。
2. 就業：

商業社會夥伴簽訂許多協議，例如：2002年3月的不同年齡的志願指導協議，此協議放下過去對於勞工年齡的歧視，改以正面方法改善員工能力之差異，如此可防止年紀較大的勞工在工作環境遭受到的歧視，而影響其就業權；另外2001年簽訂在家辦公﹝Teleworkings﹞指導方針協議；1999年簽訂基本社會權利。

3. 健康與安全：

農業部門在2000年社會夥伴發表的職業訓練及組織就業研討會的白皮書中，提出ARE﹝Agriculture-Region-employment﹞計畫，2002年簽定排除歐盟地區進入勞工市場限制之協議，此協議是相互學習職業技術，並獲得他國的相關知識。社會夥伴制定了確保勞工安全的要求，為了減少在使用牽引機或化學產品，以及林業工作時常造成的職業意外。
4. 產業轉型：

鐵路產業根據一些歐洲企業的觀察，於2001年11月出版的工作團隊報告書中，提出有被雇用的能力﹝Employability﹞的概念，該報告認為此能力是顯現於人力資源再教育的過程中，觀察你是否能利用個人的訓練以及發展的機會，而達到鐵路產業私有化及轉型後的新要求，這個要求包括顧客友好品質政策、人生觀轉換、工作文化改變等等。Employability提供再教育一個實際的機會，但必須被所有管理階層及雇主了解和採納。

5. 工作時間：

民航業在2000年3月針對該產業流動勞工工作時數達成協議，限制每年飛行時數不能超過900小時，以及工作時間在2000小時以內，針對流動勞工工作特性來提供適當保護，並決定每年、每月的工作天數，此協議也在社會夥伴的推動下成為歐盟的規範
。

海洋運輸產業的社會夥伴1998年提出一項船員工時組織的協議，涉及範圍為在會員國領土登記的政府或私人船隻，以及商業航海的運作。此協議被轉換為指令
。
6. 工作環境： 

2001年2月，電信產業簽訂第一份歐洲層次的在家辦公協議，這份文件中明定在家工作的權利與義務。社會夥伴提供這種新的機會給遠距離工作者，希望能夠增加組織的彈性、創造交通不便地區人民的工作機會、促進工作與私人生活的平等、消除殘障人士的差別待遇等等。一年半之後觀察此協議在歐洲部分公司的實施狀況，發現有許多工具能協助在家工作者，並且也發展出實際的遠距工作策略，既然目前在許多會員國中，沒有法律制度做相關規範，在家工作者目前多是與雇主以簽訂契約的方式來接受工作。

﹝3﹞ 社會對話之功效

以歐盟的角度來看，推動社會對話有下列幾項優點：
1. 降低外界對歐盟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批評：

歐盟對社會夥伴在社會相關政策、草案提出諮詢時，這個代表勞、資雙方利益的夥伴，將根據自己的實務經驗以及專業技術，提出對該草案具有影響力意見與建議。這不僅使得執委會制定的法令具有民意基礎，更增加政策制定的專業性。
2. 增加歐盟會員國對歐盟政策的支持：

只要與社會議題有關的決策，除了執委會聽取社會夥伴的意見，並進行立法以外，根據歐體法139條第一款，社會夥伴可以在共同體層次進行對話，以建立契約關係，包括締結協議，並且，該條第二款的規定，在共同體層次所締結的協議﹝Agreement﹞，應依據社會夥伴與會員國各自的程序慣例，由簽署的當事人共同請求，基於執行委員會的提案，由理事會作成決議。

也就是說社會夥伴能夠依據他們的協議內容，要求歐體制定符合勞、資雙方立場的相關規定或協議，若該提案獲得通過，決議即能夠獲得多數會員國、企業及人民的支持，並協助該決議之推動。

3. 完善會員國在社會政策，特別是勞工保護方面的完整性：

由於社會夥伴所代表的，即是社會政策直接影響的對象，他們不僅代表著勞、資團體對相關議題上的立場與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們十分了解歐洲現行社會政策的缺點以及不足，所以可以提供建設性意見及方向，讓歐洲聯盟內部社會政策更完整。由於各國社會政策發展方向與成熟度有很大差異，歐盟有些法規的成熟度甚至超越一些會員國的國內法，藉由社會對話的協商討論機制，共同推動會員國社會範疇的政策發展，更能保護人民，特別是社會中較弱勢勞工的權利。

在新加入的中、東歐國家方面，透過社會對話機制，不僅可以提供中、東歐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協助，更可以提供各產業在就業、職業訓練、社會保障、工作環境等的社會制度的發展建議，並縮小他們與西歐國家之間的差距。

以社會夥伴的立場而言，歐盟社會對話機制的效果在於：
1. 有效地為勞、資雙方爭取權益：

社會對話與執委會對社會伙伴的諮詢，可以達到民主國家利益團體對立法機構進行遊說的效果，社會伙伴可以在取得共同立場、意見、協議後，對歐盟執委會進行遊說，爭取權益，並且健全相關社會制度。
2. 跨產業社會對話能增進歐盟勞資雙方的協調：
勞、資雙方向來是兩個對立的團體，在社會對話的態度方面，為了爭取更多利益，向來是勞工團體比較積極製造並參與社會對話，資方則是採取被動的態度。歐盟賦予社會伙伴重要的角色，更積極推動勞、資之間的社會對話，健全對話機制，如此不但可提高勞方在社會政策議題的影響力，相對地，能夠刺激了資方參與對話的意願。社會對話次數增加、雙方參與度提高，增進了勞資之間的溝通，以及取得各種重要議題的共識。
3. 藉產業別社會對話深化社會政策

勞資雙方藉由跨產業社會對話取得廣泛的共識，但在需求層面上則顯得有些不足，畢竟不同產業所遭遇的勞資問題與勞工需求都不盡相同。執委會為了發現並徹底解決各種產業的議題，建立產業別社會對話委員會，儘管委員會中的勞、資代表，大多屬於ETCU、CEEP、UNICE的成員組織，但跨產業對話的議題畢竟太過廣泛，無法因應實際需要尋求解決之道，透過較小規模的社會對話，討論單一或少數產業的共同議題，夠能符合產業間的實際需   要，並以此加強歐盟社會政策的內容，達成政策目標。

5、 結論

上述對歐盟勞、資雙方社會對話的粗淺觀察與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歐盟對社會對話的重視，以及社會對話在這短短數十年間的快速發展， 與其卓越的成效，歐盟社會對話發展的困難度不僅在各項對話制度的制定上，不同國家勞、資雙方組織的整合亦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大阻礙，但歐盟卻在短時間內克服多項困難，達到目前成就，將來甚至將發展得更為完備。

台灣在民主政治的資歷尚淺，社會制度發展亦不完備，未來應積極建立社會對話機制，賦予社會對話實際的影響力，如此才可減少勞資衝突，以及各式各樣激情、暴動的場面，而改以溝通的方式，解決問題，並爭取勞工、社會弱勢團體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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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文化觀點論西班牙教育與語言政策

黃莙淇

(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 )
摘要

	本研究旨在從多元文化的觀點探討西班牙的教育和語言政策之間的關聯與影響以及意義，試圖從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剖析對於教育與語言政策的相互關係，進而了解西班牙的教育現況，了解多元文化對於語言政策的影響層面，並期望能藉此研究拓展國內對於多元文化與語言政策影響的認識與重視。




第一章、前言

世界上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信念，促使每個組織能夠規範個體，並使個體得以生存。然而一個國家的組成，鮮少是由單一文化、族群所造成的。雖然大多數的國家是一個多元組成的族群社會，但是各個國家仍舊是以優勢的主流文化價值體系，來規範國家內其它的族群，國家內的弱勢族群文化很容易就此喪失。以世界潮流趨勢來看，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包容各種文化價值，對於國家的發展將有不利的影響。

從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的主流思想家相信憑藉著理性與科學，人類可以建立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任何種族、文化、地域都應該為尋求普世的標準和絕對的真理而努力。這種啟蒙式的現代思維，雖然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遭遇到各種挑戰，卻都能維持主導的霸權地位。一直到1960、70年代，在美國、歐洲蓬勃的社會運動刺激下，歷史學者、文學批評家、哲學家、社會學者、人類學者……才開始深刻而全面地檢討學院和教育體制中絕對、一元式思維的成因與限制。不同出身、種族、性別、學術背景的學者從種族、性別、階級、年齡、族群等議題出發，對傳統一元式的歷史觀、文化觀和價值觀，提出史無前例的挑戰。多元文化和多元價值的信念，開始發揮深遠的影響。
西班牙文使用範圍廣闊，但台灣對於西班牙的研究卻僅止於政治、憲政和語文，對於教育現況則是少有研究；現將從多元文化的觀點來探討西班牙的教育與語言政策，深入了解語言教學和教育政策的關聯性，進而擴展多元文化的主題。
第二章、多元文化的概念

第一節、多元文化主義

多元文化強調機會均等，並在此基礎上，要尊重地方的、國家的乃至國際的多元歧異，並且尊重社經背景不同、專業的不同，以及宗教的、性別的、階級的差異，且均有權參與社會各方面活動而不必放棄自己獨特的認同。在教育上，透過對不同文化的理解，消除對不同文化的誤解、衝突、與歧視，培養對差異觀點的尊重與包容，消除優勢族群的偏見與刻板印象，提升弱勢族群的自我概念。

多元文化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嚴格的理論，不如說是一種象徵性的政治口號。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旗幟下，往往集合了一大批不同的訴求。有的訴求涉及理論問題，有的涉及具體政策，還有的則涉及一些具體的社會行為和態度。儘管這些訴求的內容不同，但堅持者都自認為是在體驗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而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也有可能被當作反多元文化主義者。如此而來，界定多元文化主義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此外，多元文化主義也是一種教育思想和方法。1970年代當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首次出現時，它的目標是在中小學教育中增加對不同民族和族裔的文化傳統的理解。在80年代時，多元文化主義又被一些大學借用來描述對傳統人文學科內容的改革。到90年代，多元文化主義教育思想逐步趨於成熟。主張多元文化主義教育的人認為，知識在人類生活和社會發展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但知識並不是中性的，其內容及構成方式不僅受特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的制約，也受到製造和傳播知識的人的興趣和立場的影響；而教育是傳播知識的重要過程，又是塑造公民群體的關鍵過程，為了適應變化萬千的社會，教育中的文化壓迫現象，即對非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曲解--必須改變；多元文化主義提供新的知識結構和內容，幫助學生瞭解和尊重其他文化傳統，減少乃至消除種族主義的偏見。其次，多元文化主義也是一種歷史觀。多元文化主義教育者強調對傳統的歷史知識的內容改革。

多元文化主義也被用作為一種文化批評的理論。在這方面，多元文化主義常與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和女性主義歸為一類，被看成是向傳統西方文明知識霸權進行挑戰的一種話語。多元文化主義者認為，任何文明都是歷史的產物，一定有其內在和特定的價值體系，沒有一種文明可以宣稱比其他文明更為優越，也沒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並且歧視、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夠在目前人類的知識結構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關鍵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領先於世界其他各地，西方向世界擴張的同時，也將帶有嚴重偏見的西方思想和知識，以及表達思想的媒介（包括語言、藝術、文學及其他）擴展到世界範圍，以致於非西方社會的知識份子在向西方文明挑戰時，仍然繼續下意識的使用西方文明中的思維模式。多元文化主義理論的核心是承認文化的多元性，承認文化之間的平等和相互影響，並打破西方文明在思維方式和話語方面的壟斷地位。

多元文化主義也被看作是一種冷戰後的新世界秩序的理論。一些學者認為當代美國多元文化主義思潮與歷史上的被壓迫民族反對主流民族的壓迫，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種在多元社會中尋求對人類文化能力的保護的努力，而對於不同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尊重應該被看成是一種普遍人權得到政治社會的合法保護。多元文化主義力圖尋求的是一種更適合於冷戰後的社會和政治模式；冷戰的結束、歐洲的統一、亞洲和太平洋區域的崛起和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和民族之間的交往更為頻繁和密切，無論是在美國內部，還是在世界的範圍內，都需要建立一種更為現實的相互認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關係，所以，除了向主流文化挑戰以外，多元文化主義也在描述各種文化（和社會）在冷戰後時代的一種相互流動的關係。

就另一方面來說，文化是政治社會中權力關係的一種表現方式，文化的不平等主要是因為政治的不平等；要建立真正的文化平等，必須改變現有的不合理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結構，所以，多元文化主義的最終目的不是追求文化平等(cultural equity) ，而是社會平等(social equity) ，是爭取不同群體（尤其是那些在歷史上長期受到歧視和壓迫的群體）在分享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方面的平等。多元文化主義因此也變成一種意識形態，它的功能在於動員和集合廣泛的力量，推動現實的社會改革。換言之，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具有轉換和改造社會功能的思想。

由此可見，多元文化主義具有多種功用，既是一種教育思想、一種歷史觀、一種文藝批評理論，也是一種政治態度、一種意識形態。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可能受了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因而並不是從個人的差異性出發，而是從社群或某個文化族群間的差異出發，強調的重點是對主流文化宰制的質疑，對特定族群文化的肯定。多元文化主義近幾年來與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女性主義
(feminism)、差異政治
(politics of difference)、肯認政治
(politics of recognition)等主張互相呼應
。

多元文化主義認為∶所有的文化認同單位(而不止是民族文化認同)均有平等的權利，均應免於文化帝國主義的侵襲。也就是說，多元文化主義並不必然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強調人們對於其文化認同的意識，人們也因此而有了更多元的看法，更加認同他們應有的權利與他人不同，同時也應當相互敬重彼此的文化，包括了弱勢少數族群的文化。顯然的，在一個民族國家的內部，同樣存在“弱勢少數族群的文化”，因此堅持文化認同的多元訴求就應該包括保護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少數弱勢文化，它與捍衛民族國家的文化自主（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文化）顯然並不簡單對應，有時甚至對立。

多元文化主義原來是對現代化個人主義民主國家的批判和重建，企圖在「個人」之外提供「文化」的向度，使族群的群體權利能構成憲政民主體制的一部份。因此，多元文化主義應該是被殖民的族群與殖民的主流社會或權力核心的對抗；被殖民者處於主體被支配和認同被扭曲的情境當中，所以「多元」的知識論，是被支配者對於支配者或者是殖民者所建立的神話的寬容的抗爭，或者是殖民者與支配者對其霸權的自省。
若要追求真正的族群和諧，光是口頭上的尊重於事無補，還要仰賴「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的精神實踐，也就是不管相對人數的多寡、或是政經力量的強弱，每個族群的存在都是至高無上的、每個族群的特色都是獨一無二的、對於社會都有相同的貢獻，因此，不只是要承認少數族群的存在，更要接受族群的文化特色；此外，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原則下，還要透過對話來協商規範上的共識，進而求取國家的保障、以及公平的待遇。多元文化主義是少數族群的要求與國家對策的平衡，也就是說，少數族群在尋求保有文化差異的同時，也同時在摸索合理的整合條件。整體而言，族群之間先要「同中存異」，才能「異中求同」，也就是在整合的大前提之下推動多元文化主義，兩者並行不悖；多元文化主義有助於內部的整合，也就是以「存異」來達成「求同」的大目標。
第二節、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是當今世界教育的熱門問題之一，它既是一股強勁的理論思潮，也是一場深刻的實踐變革。多元文化教育是基於文化平等與社會民主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它以各種方式在西方的學校中得以倡導和實施。但人們普遍認識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理想無論多麼美妙，教師是實現這種理想的首要的因素，這不僅指出教師要有正確的觀念，更要有相對的反應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興起於1960年，當時移居美國的黑人開始爭取他們的權利。這一個時期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 movement)對教育的影響是，少數民族要求學校以及教育機構應該對於課程加以修改，使其能反映出少數族群的經驗、歷史、文化與觀點
。這個運動的主要目標在於消除公眾在公共場所、住所、就業和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偏見。其結果對種族族群的教育產生很大的影響，首先是黑人，然後是其他各族群。二次大戰以後，多元文化教育與課程由於大量移民的出現，這一個新的教育波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歐洲大陸各國。在此同時，亞、非、拉各民族國家在爭取殖民解放的鬥爭當中，也形成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只是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多元文化教育自身也表現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

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是指在學校教育中，為了使來自各族群的學生未來都能成為有效能的公民，而合法化、並尊重學生的社會心理需求，並且進一步依此精神幫助學生獲得在母語(母文化)以及大社會的語言文化中運作之經驗與技能，而使得所有學生經驗到教育之公正與平等。在消極的目的上，多元文化教育在降低某些民族群體在學校生活中所經驗到的，由於其特殊的民族、心理及文化特徵而導致的痛苦；積極的目的則在幫助個體透過對本身文化和其他文化的關照，增進自我的了解，並提供學生文化與民族的選擇性，以豐富其生活內涵，並提供學生有關的技能、態度和知識，以使學生能在本身文化與其他文化經驗的調適和統整過程中勝任愉快。

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最初源起於少數民族對主流文化同化的一種反動，而提出的一種文化多元性多種族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一開始是一場運動而非一種理論。後來經過少數民族、女性主義者、文化不利者、低社會階級者等弱勢族群的支持，到了20世紀60年代終於彙集為一股多元文化教育運動，藉以反應各種不同族群的教育期望與要求。

近幾年，多元文化教育已經開始與當代社會學校相關的幾個不同的問題的探究聯繫起來。美國著名的多元文化教育學者班克斯(Banks)把多元文化教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對於發展與實踐進行了綜合探討，鑒別出五個不同的方面。分別是：內容整合、知識建構過程、偏見趨減、平等教育、學校文化和社會結構獲得活力等。總之，現今的共識說明，由於學校實行多元文化教育，所有的學生的興趣都得到了照顧。一些學者指出，當代學校實行多元文化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培養所有的學生進入文化多樣化的世界，以適應實際生活的需要。

班克斯(Banks)認為多元文化是一種概念、一種教育改革運動，同時也是一種過程，以下分別說明
：
1.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概念，Banks認為所有的學生不論性別、社會階級、民族、種族或是文化特質，在學校中都應該享有同等的學習機會。
2.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教育改革運動，試圖改變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使得所有來自不同社會階級、性別、種族和文化族群能具有相等的學習機會，它所要改變的不只是課程，還有學校的整體教育環境。
3.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永續的過程，因為教育機會均等、自由和正義是人類社會的理想，但是永遠無法實現。因為不論我們多麼努力去消除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殘障歧視等問題，它仍然保持某種程度的存在。由於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無法完全實現，所以應該持續的為學生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而其他學者的看法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嘗試，企圖鬆懈兒童受種族中心的限制，喚醒了兒童了解其他文化、社會、生活與思考方式的存在。並且希望兒童能免除偏見與歧視的觀念與思想，而能走進世界的文化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排除受傳統偏見與情感束縛的教育，並且能夠自由的探索其他民族文化與教育，是以一種精緻與博雅的教育理念，進而拓寬兒童的觀點與視野。擴展的多元文化教育概念，把民族、階層、性別、年齡和殘疾等包括在討論的範圍之內。對多元文化教育這種概念的擴展過程，愈來愈顯示出了它的吸引力。當我們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來看多元文化教育時，企圖包容所有族群的觀點就顯露出了它的原形：它不僅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多樣性文化研究來說，它也是一個多餘的目的。促使課程多元文化的一個目標，應該是一個特定的課題提供各種不同的視野 。為了這個目標，所有的教師應當學會從他們所任課的班級或學校中的那些群體(而不是所有族群)入手，幫助學生清楚的理解多樣性，在這個邏輯起點上，促進學生直接獲得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是指學校提供學生各種機會，讓學生了解各種不同族群文化內涵，培養學生欣賞其他族群文化的積極態度，避免族群的衝突與對立的一種教育。因此多元文化教育不是教導學生認為自己族群最優秀，進而排斥其他族群文化；相反的，而是要讓學生學會對不同族群欣賞、接納與容忍的態度。因此，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主要有五點：(1)建立對其他族群文化的容忍；(2)消除種族的偏見與歧視；(3)教導不同族群文化的內涵；(4)教導學生從各種不同族群文化觀點看世界；(5)幫助弱勢族群學生發展其學習及對社會貢獻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族群的概念不只包含種族，甚至包括女性團體、殘障團體、少數文化不利的團體。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教與學的取向，而教與學的取向是以民主的價值和信仰為基礎，並且企圖在文化多樣的社會與互賴的世界中塑造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文化教育相反的是，文化同化或是文化鎔爐，它意指期望少數民族放棄自己的傳統，被融入優勢文化，而在多元文化社會當中，應該允許少數民族成員保存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多元文化教育指的是一種運動，目的在於實現各族群的兒童與青少年的教育機會均等，尤其是少數民族與經濟不利的族群。它的目標在於轉換學校環境，特別是潛在課程(例如：教師態度與期望、編班、教學策略、常規訓練、學校社區的關係與教室氣氛等) 。就另一方面來說，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課程取向，目的在於發展對各族群的文化差異歷史與貢獻的認識與了解，它致力於將多元民族與全球的觀點整合於傳統課程當中。多元文化教育也是一種過程，這個過程是使一個人成為多元文化的，或者說是以知覺、評價、信仰與作為等方式來培養個人的看法。多元文化的人，其認知、情義與行為特質是不受侷限的，而且能成長於各種文化環境中。這個過程層面，釐清了個人可以成為多元文化個體的事實。而多元文化教育也是一種承諾，它在抗拒種族主義與各種歧視，並期望能發展出適切的態度與技能。
多元文化教育可以視為是少數民族的研究，它起源於移民的研究，黑人研究源於1960年對美國黑白種族的關心，大部分人同意多元文化教育是藉著教導所有族群的歷史和社會經濟政治背景問題與貢獻，以促進國家的和諧與和平。
第三章、多元文化與語言政策

第一節、西班牙教育制度(國民教育)

西班牙自從佛朗哥將軍當政後，政局穩定且經濟繁榮。西班牙實施國民教育大致上依據1857年公佈的美亞諾法案（Ley Mayano），國民教育年限為六年，西班牙國民教育著重在西班牙語的教學，學制銜接並不完善，小學階段為雙軌制，並不符合1970年代的社會需求，因此西班牙政府於1970年8月通過教育普通法案（Ley General de Educación，LGE）此為西班牙政府教育政策上的大轉變，因為以往真正承辦教育的主角是教會，但偏遠地區卻沒有國民教育，為解決教育不均的現象，西班牙政府透過補助措施，提供私立學校興辨國民教育，並由政府提供基礎普通教育（Educación General Básica，EGB）學校。LGE實施後，因為西班牙加入歐盟，有些教育制度需改變，才能符合歐盟合作的計劃，所以西班牙政府在1990年通過「教育制度整體規劃法案」（Ley Orgánica de Ordenación General del Sistema Educativo，LOGSE）。

有關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程從1938年開始一連串的變革。1938年的課程重視古典與人文，之後的改革焦點著重在拉近城鄉差距、課程的適性化與個別化、以領域取代學科，以期達到使學生能統整的學習。西班牙在啟蒙時代因民眾教育的需求，同時為了提供基礎教育以解決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問題，在1839年出現第一所專門機構培育小學師資的師範學校。西班牙國民教育階段的教師，由於學制分二個體系，所以中小學在行政運作上與監督上分別隸屬不同體制。1970年因為西班牙國內人口膨脹，工業發展迅速，於是實施八年國教，因此政府創立E.G.B.（EGB是整合原來中學教育中的前期中等教育與小學階段的後期，使學制形成單一制度）的專門師資培育機構，解決教師培育問題。師資科系的整併一直到1990年的LOGSE（教育整體規劃法案）推出後才有定論，這次的改革延續「大學改革法案」，進行科系整併與規定專業科目，還有國中階段（ESO）教師任用。法案中關於國中教育部分，師培入學方式不變，但其師資需由碩士擔任。可是LOGSE改革在師資培育課程上亦出現問題，例如有關大學自主的部分；雖然大學提供各種師資訓練課程，但都必須融入教育部的規定，因此大學在師培上並無多大空間。在1990年開始有大學設立教育學院，提供師資的一貫訓練，提高了國小師培機構的地位，亦為將來國小師培延長年限鋪路。

第二節、多元文化對教育與語言政策之意義
一般人常說：「語言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這是錯誤的說法，因為語言不僅是一種能力，而且是傳承文化、負載認同、代表尊嚴的媒介，所以被視為一種基本的權利。在一個有多元族群的國家裡，對於少數族群來說，原生的獨特語言往往是最方便的族群辨識標誌。此外，不僅語言的有無代表著集體生存的指標，語言的地位更象徵著族群之間的權力關係是否平等。其實，當非官方語言被矮化為方言之際，代表的是就是一種蔑視、打壓；近年來，即使政府稍有調整，將本土的族群語言稱之為母語，仍然是拒絕賦予官方語言的地位，也就是堅持這些語言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就西方國家來說，語言權是少數族群權利的一種，除了必須加以保障，國家更要想辦法去發展，因此，絕對不能加以限制。西方國家的基本假設是：國家採用的國家語言、或是官方語言，雖然出發點可能是善意的，也就是想要透過一個共同的語言來進行整合，然而，這種對差異不寬容的作法，往往是社會衝突的來源；為了避免族群間的衝突，對於少數族群的語言作起碼的保障是必要的。 
在多元文化的脈絡中，文化不僅是一致的信念、價值與每日的生活世界的觀點，它是有「意義的經驗」所呈現的一種生活方式。因此，文化無所不在，充滿在每個人、每個族群、及社會的生活之中。在單一或多元的文化中，語言常成為爭論的主要議題，假若多元主義是有價值的， 個人或各個族群的特質就需以文化相對論的觀點來看待境內各族群的成員，因此有價值的多元文化中包藏著包容與尊重異己的胸懷，而提供多樣選擇的語言教育政策，常是多元文化社會中的主要特質。

  唯有尊重多元文化的差異，讓屬性成為開放的身份符號，才是和解的方案。無論如何，新一代的人民，族群認同再也不同於他們的祖輩，不管是誰，都得重新尋求自我的文化定位與認同。在這彼此依賴又快速變遷的全球化競爭時代中，世界各地的人何須再內耗於相互的敵視，唯有打破純度中國屬性的迷思，尊重彼此的差異，進而利用本土與全球、此處與他處、過去與現在等雙重文化特性，在居留地與想像祖國間保持創造性的張力，進而深化豐厚自身雜質而具獨特性的語言與文化形式，如此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被東西方任何主流文化淹沒，並得到他者或世界其他族群的尊重。
  語言教育不應僅限於學校之內，應將語言教育社會化，透過語言的學習及對其他語言文化的了解。更重要的，多元文化學習的整合亟需建立一個相互合作、前瞻且具共同願景的社會，透過多元途徑的轉換，在「社會實踐」的歷程中達到多元文化的重構。相互尊重的多元社會，將是推展多元文化教育的最終目標。
  多元文化之於教育與語言政策來說，是一種改革運動，試圖改變注重主流文化，採取同化主義的做法，以更寬廣、更包容心態對待每一個不同的文化與語言，希望藉由教育與語言政策來使人民熟悉自己的文化，並能夠認識和欣賞其他微型文化，國家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多元文化並不是想藉由教育來消除文化間的差異，而是要經由教育來肯定文化的多元性，把各種文化當成值得保存和延續的資源
。
  語言教學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一環，藉由語言的學習，可以拓展對本土文化更深刻的了解與互動，目前西班牙的語言教學首重西班牙語，隨著社會日漸開放以及國防、外交、經貿與科技的發展，人民的語言能力與國家的語言政策也成為了多元文化對於教育的重要課題。
  多元文化對於教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對各族群來說，可培養社會技能，促進個人自我發展，提升自我成就，積極增進人際互動。就文化層面而言，可傳承各文化的遺產，強化文化的積極互動與文化變遷，就教育而言，可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就社會而言，可消除不當的偏見與不平等，使得多元文化融入語言政策，促進社會公平與各族群和諧發展，達成社會正義的理想。多元文化的教育雖然仍有不少限制，也有不少的批評，但是從民主自由的角度以及重視人權的觀點而言，多元文化教育所主張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目標，以及各民族、各群體間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諧發展的崇高理想，仍然受到許多支持
。
  未來語言教育的開放多元，應是社會的整體責任，也是引導社會邁向多元文化社會的主要途徑，教育與語言政策更需受到更多的關照，透過政府與民間社會力量的努力，結合學校、社區、傳播媒體、民間團體及學界的力量共同合作，向多元文化社會邁進。
第四章、結論

今日多元文化主義的呼聲高漲，在全球各處都備受矚目與重視，但一般社會的現實中，主流文化仍具有絕對的支配優勢，這種迷失的規範，似乎跟隨著歷史的推進益形穩固，使多元文化教育欲尋求解除任何有形或無形不平等壓迫，面臨鉅大的挑戰。所以學校的課程，不能再沿襲過去國家由上而下「你丟我撿」的方式，而要由下而上培養教師課程統整、課程設計的能力，來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讓多元文化教育的根，透過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能在各級學校萌芽茁壯，使每一個學校都成為「多元文化學校」，使每個學生都是具備多元文化素養、地球村觀念的ｅ世代新新人類。
  多元文化教育目標和世界觀教育的宗旨是密切相關的，世界觀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學生發展其國度以外的跨文化能力，並啟發洞察力和理解力來體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應具有生命共同體的共識。總之，多元社會中一定會有各種不同的族群存在，多元文化教育應該承認多元文化和傳統的重要性，由於不同族群文化中有其特殊的學習和溝通方式，所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忽視學習者文化背景的差異，才能達到學習的效果；亦期盼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培養學生更為開闊、寬容的心胸。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項經過妥善規劃的教育政策，主要目的是幫助國家所有未來公民獲得新世紀社會中生存所必備的知識與態度和技能，國家生存是所有政策制定的最高準則，然而在有色人口迅速成長、貧富差距擴大、以及非白人國家在國際上逐漸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時，我們必須協助未來公民具備多元文化素養和跨文化的溝通技能，以期能於全球社會中與其他國家的公民有效競爭。
  在多元文化的脈絡中，文化不僅是一致的信念、價值與每日的生活世界 (life world) 的觀點，它是有「意義的經驗」所呈現 的一種生活方式。因此，文化無所不在，浸潤在每個人、每個族群、及社會的生活之中。在單一或多元的文化中，語言常成為爭論的主要議題，假若多元主義是有價值的， 個人或各個族群的特質就需以文化相對論的觀點來看待境內各族群的成員，因此有價值的多元文化中包藏著包容與尊重異己的胸懷，而提供多樣選擇的語言教育政策，常是多元文化社會中的主要特質。

  在邁入新世紀，一個知識爆炸、資訊快速傳遞的時代，社會不斷強調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及學生基本能力，但又必須面對後現代多元文化世界無永恆存在真理價值的衝突。人們除了物質生活的提升外，卻缺乏人際間感情的交流，如何藉由落實多元文化的教育與語言政策，回歸人際關係的溫馨、文化道德價值的重建，確實的實踐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教育與語言，應該是社會大眾與教育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近年來，臺灣已慢慢走向民主、自由、開放和多元的社會，加上臺灣本身主要是由四大族群所組成：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和外省人等，彼此之文化和語言具有很大的差異；此外，其他弱勢族群，如：女性團體、殘障團體、文化不利群體等新興族群，也開始發出聲音，使得多元文化之問題逐漸浮顯出來，尤其各族群對自己之權益意識開始覺醒，各族群之互動關係日趨複雜，故如何促進族群的了解，避免族群間的對立與衝突，以及重視社會各族群的權益，成為當前一項重要教育課題，因此多元文化教育呼聲隨之提高。教育部為推動多元文化教育，除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相關問題研究外，並正式核准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於民國84年成立「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且自今年開始招生，開啟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之動力。 

總之，多元社會中一定會有各種不同的族群存在，多元文化教育應該承認多元文化和傳統的重要性，由於不同族群文化中有其特殊的學習和溝通方式，所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忽視學習者文化背景的差異，才能達到學習的效果；亦期盼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培養學生更為開闊、寬容的心胸。

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籍

1.中國教育學會編。多元文化教育。台北：台灣書店。民國82年。

2.但昭偉，蘇永明主編。文化、多元文化與教育。台北：五南。2000。

3.張建成。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台北：師大書苑。2000。

4.陳美如。多元文化課程的理念與實踐。台北：師大書苑。2000。

5.黃政傑譯。多元文化課程。台北：師大書苑。1994。

6.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慧編著。多元文化教育。台北：空中大學。民國90年。

7.葛永光著。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認同 。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0年。

8.江雪齡。多元文化教育。師大書苑。1997。

9.李苹綺譯。多元文化教育概述。台北:心理。1998。

10.陳枝烈。多元文化教育。高雄：復文。1999。
11.雷國鼎。比較國民教育。台北:三民出版社。民國70年。

12.余欲弟等譯。西班牙。台北：台英雜誌。民國81年。

13.莊明貞。道德教學與評量：多元文化教育觀點。台北：師大書苑。1997。
14.江雪齡。邁向廿一世紀的多元文化教育。台北：師大書苑。民國85年。
15.施正鋒主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臺北：前衛。2002。
二、期刊論文

1. 黃政傑，張嘉育。多元文化教育的問題與展望。教育研究資訊雙月刊，6(4)，頁69-81。民國87年。
2. 張樹倫。民主社會中的多元文化教育。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6卷2期，頁23-25。民國84年。
3. 洪泉湖。多元文化教育與公民教育。台灣師大公民訓育學報，第七輯。1998年。
三、網路資料

1. INCE（2000）.Sistema estatal de indicadores de la educación 2000

  http://www.ince.mec.es/pub/pubinde.htm
2. INCE（2000）.Evaluación de la educación premaria－Datos básicos 1999

  http://www.ince.mec.es/pub/pubeva.htm 

3. MEC（2000）.Nueva Ordenación del Sistema Educativo

  http://www.msc.es/inf/comoinfo/e-3-1.htm 

4. MEC（1999）.Educación Secundaria Obligatoria

http://www.mec.es/inf/comoinfo/a-3-3.htm
瑞典社會福利制度之演進

劉人瑋

(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 )
摘要

	瑞典是一個典型的「福利國家」，「瑞典模式」為眾人所稱道。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瑞典社會福利制度的變化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近十多年來有人宣稱「瑞典模式」已經衰亡。瑞典社會福利制度前景如何？是不少人關心的問題。

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萌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時以德國為樣板，對部分在職職工實行了包括工傷、疾病和養老金等在內的社會保險，稍後又實行了失業保險。福利制度的發展在瑞典國內長期沒有遇到大的阻力，左右翼政黨為爭取選民都抓住福利改革的旗幟，各項福利措施在議會都能順利地獲得通過。

瑞典福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符合廣大勞動群眾的願望。這一制度以及累進制的稅收制度，縮小了人們之間的實際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財富不均，維護社會安定的作用。由於福利制度的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反過來促進了生產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廣大勞動群眾對福利制度是滿意的，收入較高的上層人士雖有怨言，但對這一制度本身一般也都予以肯定。

但由於福利支出的增長使國家感受到的財政壓力越來越大。過去，國家的財政困難長期可以靠增加稅收加以解決，但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提高稅收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因為當時國家的稅收收入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5%，進一步提高稅收顯然已不合理。結果是整個國家多年寅吃卯糧，國家預算連年出現巨額赤字。而瑞典政府要如何來因應這種情況，以及如何改革其引以為傲的社會福利政策？相信絕對是一項值得討論的問題！本篇報告即將從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之演進角度來探討此問題，進而更加了解社會福利制度實行的複雜性以及重要性。




關鍵字：瑞典、福利國家、福利制度
壹、前言

瑞典是一個典型的「福利國家」，「瑞典模式」為眾人所稱道。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瑞典社會福利制度的變化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近十多年來有人宣稱「瑞典模式」已經衰亡。瑞典社會福利制度前景如何？是不少人關心的問題。

　　

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萌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時以德國為樣本，對部分在職職工實行了包括工傷、疾病和養老金等在內的社會保險，後來又實行了失業保險。福利制度的發展在瑞典國內長期沒有遇到什麼大的阻力，則左右翼政黨為爭取選民都抓福利改革的旗幟，於是各項福利措施在議會都能較順利地獲得通過。

　　

瑞典福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符合廣大勞動群眾的願望。此一制度以及累進制的稅收政策，縮小了人們之間的實際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財富不均，維護社會安定的作用。由於福利制度的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反過來促進了生產的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廣大勞動群眾對福利制度是滿意的，收入較高的上層人士雖有怨言，但對這一制度本身一般也都予以肯定。

　　

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把貧富「拉平」的政策。以工資為例，據統計，瑞典年薪最高的一百多名企業家與工人的平均工資收入相比約為13比1，經納稅和福利補貼調節後，他們的實際收入差距降為5比1。再以納稅為例，瑞典的所得稅為累進制，收入越高，納稅越多。這其中，產業工人的平均所得稅率為35%，職員為40%，收入很高的企業家、商人、演員、運動員等可達80%。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許多人對職業的差異和工資的高低不大在乎。慷慨的社會福利還使許多人陷入了對福利制度的長期依賴，他們覺得工作與否無所謂，因為領取失業補貼和社會救濟，生活照樣可以過得去。然此一政策顯然容易培養懶人。

　　

當許多的福利措施充分實施以後，人們才發現開支比原來預料的要高得多。瑞典人當前的普遍看法是，福利制度在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發展過快了，從那時起公共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開始直線上昇，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1993年竟達到71.8%，而在經濟合作組織國家中平均數僅為42%，只有丹麥和芬蘭接近瑞典水平。

　　

福利支出的增長使國家感受到的財政壓力越來越大。過去，國家的財政困難長期可以靠增加稅收加以解決，但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提高稅收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因為當時國家的稅收收入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5%，進一步提高稅收顯然已不合理。結果是整個國家多年寅吃卯糧，國家預算連年出現巨額赤字。而瑞典政府要如何來因應這種情況，以及如何改革其引以為傲的社會福利政策？相信絕對是一項值得討論的問題！本篇報告將從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之演進角度來探討此問題，進而更加了解社會福利制度實行的複雜性及其重要性。

貳、社會福利及福利國的基本概念

一、 社會福利的起源與本質

社會福利的起源很早，它是基於個人與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當需要無法滿足時，就會形成社會問題。這種問題在世界各個角落都會發生，只要有人類、有發展出社會，這問題就會產生。所以這問題很久以前就存在人類社會中，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類在很久以前就有遠大的福利思想以及具體的福利措施。以我國儒家思想為例，禮運大同篇的終極思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以老幼孤寡皆有所養為目標的。還有，所謂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其親、子其子」也是這個道理。我國的政治理想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進而達到大同世界的。在西方來說，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時期就有福利思想了。古希臘的幸福論﹝Eudemanism﹞就認為幸福是跟別人共享得來的，富者要達到幸福，是應該要施捨一些財富給窮人的。而藉著這種論點，窮人也才能就此獲得福利。古羅馬則是基於宗教上的一個責任，認為富者有義務為不幸者解除痛苦。

除了政治與宗教的特殊意義之外，人類的生命價值是在追求好的(well)生活處境，這不僅是人類有生俱來的本能，也是福利(welfare)思潮的起源。人類在追求福利的過程中，有兩個基本特質，第一是生活內涵的擴大，第二是人類結合的擴大。早期人類所追求的福利是在滿足基本生活的需求，其後是在追求環境生活的滿足，最後是在促進生活品質的提升。人類最早的結合體就是家庭，其次就是部落，最後是國家。生活內涵與人類結合的擴大是互為因果，而逐漸形成目前這種龐大結合體下的複雜生活內涵。但是，人類追求福利的本質依然不變，而且透過各種結合體的運作，使人類的生活處境更為提升，這就是社會福利的本質。因此，社會福利的原始意義似可解釋為：人類為了追求好的生活處境，透過社會結合體的運作，以提升成員生活品質，促進社會整體發展的社會行動。

二、社會福利的定義及範圍

(一)社會福利的定義

社會福利的定義，最廣義的說法是指一切福國利民之措施。一般來說是指由公私立團體或機構，依據有關法令，運用有目的之組織及有系統之方法，提出有關公共福利之社會服務：包括設置各種社會調整性設施，如慈幼、養老、救助殘寡孤獨之院所：提供醫療照顧、公共衛生服務、國民住宅、社會給付、康樂設施與文教服務等，以協助個人能與其社會環境之相互適應，獲得生活上與健康上的適當滿足，充分發展其才能，提高其人格與尊嚴
。

社會福利乃指一個國家之福利方案、社會保險、津貼年金，以及社會服務體系，用來滿足人民之生活需求與維護一個社會生活之穩定，舉凡社會的、經濟的、教育的，與保健需要之滿足，均稱為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也就是一個國家之社會服務機構與現金津貼方案之組織體系，其功能在協助個人、家庭和群體獲得日常生活需要之滿足，支持個人之發展潛能，達 成個人獨立自主，貢獻社會之人生目標
。

社會福利必須是以自助為主，扶助為輔的政策取向，以家庭關懷為起點，充分就業的自助、社會保險的互助、公共扶持的濟助為核心，塑建經濟、社會互補性的福利架構，而不是恩惠似的濫發津貼，以免增加就業人口賦稅和工作意願的降低；強調應建立家庭、社區、政府多層次的組合網路，號召民間以委辦、合作、補助等不同方式和政府並肩參與福利事業
。

(二)社會福利的範圍

國民生活所涵蓋的層面很廣，基本上可以涵蓋健康、經濟與精神三個層面，所以社會福利的範圍以這三個層面為保障的基礎。各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內涵雖有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涵蓋健康保障、經濟保障與精神保障三種福利措施。在健康保障方面，大都涵蓋健康保險、醫療補助及各種衛生保健措施。在經濟保障方面，大都實施失業保險、年金保險及社會救助等措施。在精神保障方面，主要是透過各種福利服務，保障國民的精神生活。關於健康和經濟的保障範圍，雖然每一個國家所實施的制度不盡相同，但是，在劃分社會福利與非社會福利項目時，是此較清楚的。儘管有人主張，把衛生保健摒除於社會福利之外，那是對社會福利本質的誤解，因為健康乃是人類最重要的福利需求，摒除衛生保健，無異否定了社會福利的意義。有些國家(如英國)把衛生保健和社會福利的體系分開，是因為兩者的行政業務已龐大到不得不分開的階段，但是，兩者還是十分密切，相互支援，在探討社會福利制度時，仍將兩者合併討論。因此，衛生與福利的分與台，並不影響社會福利範圍的界定‧每一個政府都可視其行政業務的程度，加以合併或分立，那完全是行政作業的問題，與社會福利的本質無關。至於社會救助，主要是以貧民和災戶為對象，至於低工資勞工的補助或優惠貸款、貧瘠地區農民的援助計畫、農產品價格的維護計畫、社區的硬體建設等，嚴格說來，既非社會救助的項目，也非社會福利的項目，那是政府基於政治與經濟上的理由而非福利上的考慮所採行的措施
。

三、福利國的本質與模型

(一)福利國之本質

所謂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是一種政權型式，立基於市場經濟、民主政制，所以有些學者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或「民主福利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前面加上民主、福利或社會是指國家透過公權力介入自由市場，達到分配社會化，它與共產主義也有極大差異，不搞生產社會化。

基本上，福利國家是政爭妥協的結果，在資本主義中加添社會主義內容，乃是歷史演進過程中政治人工化的產品。

福利國家最早出現於40年代的英國，起源可追溯到1883年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受到抨擊而實施的疾病及工作傷害保險。福利國家理念剛萌芽發展時，政府介入範圍是零星的、有限的，因此被批評為範圍狹窄，保障有限的控制勞工手段。

英國揭櫫福利國家理念以後，北歐國家陸續有社會法案提出，有的倣效德國，有的則根據本國條件。不論成因如何，國家介入人民生活的項目愈多，包括健康保險、工作災害保險等，且逐漸由志願性走向強制性。另外，在歐洲也出現了兒童營養午餐、子女家庭津貼等社會福利。

「福利國家」的內涵，是指政府透過稅制將所得重新分配，以各種福利措施照顧、解決人民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即主張人民除了有「參政權」，還具有包括就學、就業、醫療、保健、社會服務等基本保障的「社會權」。

有些國家或學者對福利國家有不同的名稱：例如德國稱為社會福利國家；北歐、英國稱為福利國家；美國可稱為是邊緣福利國家或是福利資本主義
。

(二)福利國家的三個模型

1.俾斯麥模型
俾斯麥採取國家干預自由資本主義之途徑(其時後者主導普魯士官僚體系思想)。1884年的保險是俾斯麥的第一個社會立法，不是以資產調查形式的社會救濟，而是以強制性與工資有關的保險來保障工人健康。
是選擇性的或組合主義的，涵蓋勞工成為一個屬類，使其具有共同利益。但其目的在於強化國家統治中心的一元行政，提升德國的工業與軍事強權，並化解勞工階級對政權所發出的威脅，因此不能說將勞工視為一個集團，與雇主、國家行成三邊合夥關係(例如：北歐)。
是以男性勞工為主的社會保險制度，有工作(有繳保費)者才有保障，是保守的福利國家模型
。

2.貝佛里奇模型
最著名的是1942年「社會保險與聯合服務」報告書，所謂的聯合服務就是將social services統籌起來處理，建議英國開創一個涵蓋全民的「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視社會保險為一個「自動的穩定器」。其特點: 1. 普及式，涵蓋全民; 2. 均一給付; 3. 維持國民最低基本生存；保險費支付原則，而非稅收支付原則，即國家就成為一個大保險公司。
其實踐的典型代表：1948年的「國民健康服務」。今日英國醫療品質，英國的公醫制度備受討論、爭議很大，原因就在於它辦得不成功
。比較是社會服務國家，而非社會保險與充分就業的國家。

3.瑞典模型
例如：1913年「年金法」，混合財政(稅與保險費)、低均一給付、男女有別。1932年「基本年金系統」，﹝1932年就是社會民主黨執政的那一年﹞，加上附加年金，結合貝佛里奇普及涵蓋原則與歐陸的所得相關原則。俾斯麥模型是所得相關原則，就是所得多少和保費有關。貝佛里奇模型是通通一樣
。國家或社會即「人民之家」：公平、關懷、合作、幫助。在北歐「國家」和「社會」常常被換用，國家即社會，社會即國家，state和society混用。傳統被認為公義這種東西是放在公領域裡，在英美國家體系，很強調social justice，但是在北歐，不強調justice這個字。原因很大在於他們把國家看成家，因為justice是被界定公領域，不是私領域裡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強調的是公平是egalitarianism和solidarity，強調的是平等、關懷、合作、幫助。如果說到後來人民會把錢拿出來給別人用、互相用，整個國變成家的結果，成員之間會有「通財之義」就像家人之間一樣。這是蠻令人驚訝的，我們看到，英美常常強調的就是justice，但是在北歐他就很少去強調justice。這個東西會讓我們有點敏感，是因為女性主義一直去批判justice只存在於公領域，並且強調要將justice實現到私領域。以北歐的經驗使我發現，女性主義可能強調錯誤了，一直強調把justice拿到家庭，而沒有想到乾脆像北歐一樣，把整個國變成私領域，這才是比較根本的做法。
同時瑞典模型具有底下三個特點: 
a.中間路線 (the middle way)，勞資妥協，締造勞動和平。the middle way基本上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自由市場和社會主義的混合。因此北歐和其他國家很不同的就是勞資妥協。勞資妥協是很重要的東西，在北歐各國，尤其是像丹麥、瑞典，他們是不太有資源的、都是小國、外貿取向，和台灣很像，當然他們的政治比較穩定，沒有外來的威脅，但是其他方面很像。即使他們沒有外來的威脅，他們非常強調企業是社會重要的一環，要把資本認為是重要的一環。  

b.混合經濟策略，結合市場與大量再分配。一方面是市場經濟、是自由市場，我認為這點是很符合台灣人的想法的，我們一定要是自由市場的。但是瑞典和今天的台灣政策層面很不一樣的是大量再分配。

c.雷恩模式經濟政策，既維持幣值穩定，又達成充分就業。一方面要達成充分就業，大家知道，充分就業有一個麻煩，美國學者專家對充分就業就很不信賴。他們認為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職業，這是第一點。其次，要充分就業的時候，大家的口袋裡錢那麼多，接下來就是大家最怕的經濟災難—通貨膨脹。所以瑞典就用這套政策來維持幣值穩定。譬如說，他用福利，也就是公共支出或者集體儲蓄來取代加薪。

參、瑞典社會福利之成形

一、 瑞典社會福利的起源

北歐的經驗，就是維京人從北方打到英國來，甚至打到德國，維京人的國家就是斯堪地納維亞，以瑞典為主，當年芬蘭跟挪威都是瑞典的國土，到1905年挪威才獨立。當時的瑞典是一個寒冷而且落後的國家，可是在1890年代開始工業化，英國的工業革命往北傳到瑞典去，工業化開始也有所謂的勞資對立情況發生，因此瑞典工人就在1889年就組成了瑞典的社會民主勞工黨，那個黨學德國1875年的社會民主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的經驗傳到瑞典。德國的很多保險也在1890年代被瑞典學習。可是剛開始沒馬上通過這些法令，因為那時候的社會民主勞工黨還不是非常壯大。到了1920年代，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上台執政，而且是少數政府。到1932年，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才跟當時的瑞典共產黨以及農黨結合起來，開始組成「紅綠聯盟」，他們綠色是農夫，玫瑰紅是世界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標誌，不管你到歐洲或哪裡去看到，有一個粉紅色的玫瑰，那就是社會民主黨的標誌，他們是壓不扁的紅玫瑰。那時的社會民主黨開始長達四、五十年的執政。在1890年代到1930年代這一段時間，瑞典的工業化已經慢慢地成熟，開始一方面應國內的需要，另一方面從德國引進很多保險的觀念，開始創造出瑞典的福利國家。

瑞典的福利國家是在1910年代擴張開來。在1910年代的時候，瑞典就已經告訴他們的同胞，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要把這個黨稱做People’s Party，人民的政黨，這個黨是屬於人民的，他們就透過這樣的訴求而得到一些選票，到了1920年代的晚期，他們開始執政以後，他們更公然地在政綱裡提到，瑞典的社會民主黨要去創造一個People’s home「人民之家」，就是讓瑞典人像一個大家庭一樣。這個人民的家庭要像什麼呢？不能夠只是一個叫做night watchman state，夜警國家。Night watchman就是以前中國社會裡面有那個晚上敲更、報更，提醒小心火燭，小心盜賊，那個人就叫night watchman，就是夜警或巡更。我曾說過，人類先有公民權，在18世紀有公民權的時候，國家就是一個night watchman，一個夜警，只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去侵犯別人，不要去影響別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要去影響別人的言論自由，不要去干涉別人的經濟自由。可是瑞典人就說我們的國家不能夠只是扮演這個打更、敲更的夜警，我們要把國家形塑成一個福利的國家。

    福利的國家是從德國的經驗裡面學到的。德文其實早就有福利國家這樣的字眼，瑞典用瑞文寫出welfare state，是在1928年的時候。西方社會開始把這樣的經驗促銷開來，瑞典人的功勞是很大的。
    那瑞典在1932年社會民主黨執政以後，開始大力地推動各種社會福利，就產生西方社會中叫做北歐模型的福利國家，有別於原來的俾斯麥所創造出來的德國模式的福利國家。兩者的差異在哪裡？德國比較強調職業別的保險，就是工人或者公務員都有自己的保險制度，而且這些保險制度是分別各自去組成保險基金，以德國現在的健康保險為例，德國沒有叫做全民健康保險，但是德國的所有人民幾乎都加入健康保險，有95％左右的人都納入健康保險基金，但是他的健康保險不是只有一套，全國有一千多個保險基金，這樣的經驗是在188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是如此，而且更多，現在慢慢在整合。在瑞典他們就是打破這種職業別，而有全民的、普及的保障，他讓所有國民不分職業都納入疾病保險、老年保險，跟德國有一些差異。這種不分年齡、不分性別的保險比較像英國，因為瑞典有一部份是從英國學來的，第二個福利國家的模型於是就在瑞典產生。

二、  瑞典的政經背景

(一)政治方面

瑞典穩定之政治是影響福利制度之關鍵因素，雖為多黨國家採單一國會制度，但國會席次席次依政黨比例，依選票比例分配席次。大致可區為兩大陣營：社會主義黨派（socialist）含社會民主黨（簡稱S）及左黨（Left Party簡稱V即原左翼共產黨Left Party Communists VPK），另為非社會主義黨派(non-socialist):含溫和黨(Moderate Party簡稱M為1988年Conservative保守黨改組)、自由黨（Liberal Party簡稱FP及中間黨（簡稱C為原農黨Agrarian Party改組而成）。 

1932年瑞典社會民主在執政44年後，1976年為非社會黨取代，至1982年社民黨再度執政。後到1991年再由非社會主義四大黨派（溫和黨、中間黨及自由檔、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組成之聯合政府。該變革顯示經濟不景氣壓力下的對社福制度的逐步變革。而瑞典在1991年加入EU後，使福利制度也帶來變革。 

其實瑞典政治上從1932年社民黨主政以來，一直存在著支離破碎的右派政權，在社民黨早期執政時與中間黨合作，小的共產黨、VPK，也曾於社民黨在國會中缺乏明顯多數時，支持過他們。產生的結果就是右翼政黨執政的唯一方武，只能經由三個布爾喬亞(bourgeois)政黨的聯盟一中間黨(Center)、自由黨(Liberal)和保守黨(Conservative)。或許是因為優越的父權文化和社民黨的成功，這三個政黨在戰後強烈支持政府的福利措施(state welfare)，他們曾批判工會力量、公部門的官僚體制和過高的賦稅，但是卻不攻擊福利國家。

在國會中社會主義政黨和布爾喬亞聯盟席次分佈的情形，從1970年代至1980年代差不多是勢均力敵的，從1973年開始每三年舉行一次選舉，對一個單一國會的國家而言，其基礎是建立在相稱的席次上。在1976年和1979年右翼政黨可以因小部份的多數組成政府，但是很清楚的，他們之間沒有一個政黨足以和最大的政黨社民黨相互抗衡。

1976和1979年兩次選舉由布爾喬亞政府執政後，在許多方面並沒有成功，許多的議題三黨依然紛歧，不只未削減社會支出，而且他們執政期間恰好是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諷刺的結果是，這兩段右翼政黨執政期間最大的成效是在國有化(nation-alising)和補貼脆弱產業上，這些事項是社民黨所反對的m他們在相互合作和經濟表現上的失敗，於選舉時很快的被喚醒，社民黨遂於1982、1985及1988的三次大選又取得執政機會；其他重要的改變則是綠黨(Green Party)在1988年的出現。

從1988年開始，一連串的經濟危機使社民黨聯盟(包括共產黨)岌岌可危，必須尋求布爾喬亞政黨的支持，1989年在中間黨的支持下於國會通過增加加值稅(VAT)，進一步的賦稅改革則得到自由黨的支持，放棄舊式高邊際稅率的所得稅，改以對所得總額課以30％的標準稅率作為地方所得稅，中央政府至對每年所得超過17萬瑞典幣者再課徵額外的20%。這種簡化的措施頗受歡迎，但右翼政黨仍抱怨負擔還是沉重，同時，勞工聯盟更關心社民黨賦稅政策的累退方向(regressive direction)，勞工聯盟也成功的拒絕了疾病保險等待期間的納入，以及制止了1990年政府試圖引進對薪資和價格凍結的方案。

1991年接近大選的幾個月，民意調查顯示社民黨的支持率滑落到30％，只有些許的百分比領先保守黨，而且，一個新的右翼政黨一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創立，他們主張削減公共支出和對遷入移民加以控制，獲得比布爾喬亞政黨更多的認同。而隨著選舉的到來，社民黨重新獲得一些曾經不再支持者的認同，但是選舉結果卻得到從1932年以來最低的得票率，三個主要的布爾喬亞政黨結果也令人失望，其得票率低於40%，僅以些許的差距領先社民黨。隨後，保守黨黨魁Carl Bildt組成四個黨的聯合政府(保守、自由、中間黨及基督教民主黨)，但是在國會中仍然不是絕對多數，他的政府依賴新民主黨中的游離份子的支持，Bildt的同僚中卻沒有人願意與他們合作。

九月選舉之後，新政府開始在瑞典社會推動「體系轉變」的工作，企圖在往後三年減少100億瑞典幣的公共支出，並且減少所有的賦稅負擔。政府所面對的困難，只有保守黨具有清楚的了解，決定政府應退居第二線，Bildt製造的名詞叫「唯一之路」(the only way)一以形容他所希望看到的政策。不幸地，這個單純的道路，卻有許多歧途，自由、中間和基民黨全體一致反對削減成人教育的經費，自由黨黨魁擔任社會事務部部長，公開反對削減公共支出的方案，新自由黨、社民黨和左派則反對廢止附加年金。

另外，瑞典體系清楚地移轉至去規則化(deregulation)、分權化(decentralisation)、社會事務的市場經濟取向，和福利的混合經濟。另外，郵政、電信、航空和鐵路服務的民營化計畫，也在1992年年終宣佈。

更重要的，社會民主制度複雜的網絡逐漸為事件所侵蝕，政府行動則予增強。藍領勞工工會化程度從90%降至80％，白領勞工比率相同。個別的工會無法提供工會聯盟像以往那麼多的經費，導致勞工聯盟必須裁員。新政府廢止工會會員薪資的賦稅寬減額(tax a11owances)，削減對研究機構的補助，減少出版補助5％；地方政府面對自己經費的削減，再也無法像以往一樣給予社會和政治團體(這些團體與勞工運動密切結合)經費補助。勞工運動者本身的保險公司Folksam面對大量虧損，社會主義報社團體A-Pressen亦宣告破產，遺留龐大債務給社民黨收拾殘局。

這些改變看起來是不重要且相互隔離的，但結合起來形成一個類型(pattern)後，就成為瑞典模式循序漸進的變遷。不論如何，這些改變背後形成的新力量，總有一天會賦予社會形貌更清楚的標誌。

(二)經濟方面

瑞典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蘊藏豐富的資源上，包括木材、鐵礦和銅礦，直到十九世紀末，這些原料和成品提供出口導向發展的基礎。而瑞典在第二次大戰中的保持中立，使他的經濟免去像其他工業國家一樣受到戰火的摧殘，戰爭也提供瑞典產業和鋼鐵工業特別的機會，一如韓戰提供日本經濟發展的契機一般，戰爭幫助瑞典奠定了1945年後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發展的基礎。

但是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不過戰爭的威脅仍使得瑞典需要動員，從而促成了經濟上提高公共支出和賦稅的效果。政府在往後的日子中可以改變這些支出使用的方向，以符合社會和經濟的目標，在戰後的二十年間，其經濟成長率令人刮目相看。在政府勞動市場政策和勞工聯盟所採取的協商立場鼓勵之下，瑞典的產業變得高度地集中。

在1948年以前，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已在執行，工會和雇主聯盟的合作所代表的意義，就是經濟和社會目標可以在相對和諧的情祝下達成。工會所追求的團結工資政策，其目標係針對薪資較低的體力勞工，可以比薪資較高的受雇員工得到不成比例，但較高的薪資調整率。實施之後所得到的效果就是經由集中化的產業協定，迫使無效率和獲利率較低的工廠退出市場。近幾年來，對多餘的勞工鼓勵其接受再訓練，並且促使國家接手雇用，再次的排除衰退地區中不具發展性公司仍須慘淡經營的窘境。工會追求安全和團結、政府謀求福國利民、企業主願意和政府與工會合作，這些種種因素的結合，提供瑞典經濟的和諧和團結，形成繁榮和具生產力的情形，產業界則擁有適應力和彈性的勞動力，勞工運動的成員則滿足他們的薪水袋和安全。

從1960年代末期之後，原本快樂的結合面臨考驗。與日俱增的國外競爭和1973年石油危機後的經濟不景氣，導致產業部門嚴重的衰退，尤其是鋼鐵和造船工業。政府的政策卻引起賦稅和社會安全制度保險費的增加，工會，尤其是體力工人成群結隊的表達不滿，對政府作更多基進的要求(radical demands)，期望保護產業的員工。這些改變的回應，就是部份的選民開始產生對右翼政黨的偏好。

瑞典模式的特點，一直就是勞雇雙方共存(coexistence)和合作(cooperation)，在政府方面，儘管是社民黨主政，但仍扮演中立的角色。但自從勞工聯盟要求更多產業和經濟民主之後，中立的角色陷入困境。勞工聯盟和雇主聯盟一直無法在產業民主的發展上達成協議，工會迫使政府在1976年立法通過「共同決定法」，法中賦予工會取得資訊和協商的權利，以削弱管理階層的權力。同時雇主聯盟採納勞工聯盟的另一個方案一薪資者基金(wage-earner funds)，規定20％的公司利潤必須納入這個基金，在以後二十年內瑞典經濟將是集體共有。這個結果顯然不是「共同決定法」和1983年創立的薪資者基金當初設計者所期待的基進結果，尤其是薪資者基金更引起雇主聯盟公開地敵視。與戰後前幾年相比，1970年代是產業關係衝突的年代，1980年代雇主聯盟開始拒絕集中化的協商，因為這種協商導致薪資的競爭而不是薪資的抑制，會形成勞動成本急遽上升。

瑞典經濟從1970年代中葉開始面臨問題：

薪資上漲在二年內達45％，瑞典對世界需求所提供的資本財在1973至74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危機之後和日本競爭的打擊下急遽的下跌。

1976和1979年布爾喬亞政府對薪資成本上漲的缺點和嚴酷的國際競爭力，束手無策。不只浪費公共資源在挽救經營不善的公司，而且無力鼓勵高科技產業的小公司成長。同時瑞典較大型的、成功的跨國公司像Asea、Volvo、Electrolux和Ericsson，在國外比在國內投入更多的資源和雇用更多的員工。

這種情形在社民黨1982年重掌執政權後依然沒有好轉，起初將貨幣貶值16%似乎是刺激經濟的策略，1982至1986年間工業產值成長率遠高於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和歐洲共同體的平均值，利潤保持原有水準，製造業出口成長7％，生產力達8％，產業投資達15％，經濟開始景氣。但是好景不常，1988年發展開始停滯，通貨膨脹上升至11％，經濟成長和生活水準下跌，失業率卻節節攀升。儘管通貨膨脹在1992年下降至2.4％，但失業率在一月份成長至4.5％(是先前幾年的2倍)!，依據勞動市場局統計，到了年底達至6％。GDP和淨投資在1991年訂為1.3％和8.5％，1992年則希望訂為0.2％和7.5％。

瑞典公共部門的規模漸漸地被視為是成長停滯的主要原因，公共支出在1960年佔GDP 30％，到了1980年提高到60％，直到八O年代末期依然如此。社會支出在1970年的統計仍在20％以下，到了1976年爬升至30％(SCB 1990)，從1988年開始超過35％(SCB 1992)。公部門的就業在1960年代約佔全體就業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了1970年代中葉提高到四分之一，而且還在不斷攀升中，到了1980年已佔全體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1980年代末這個指標一直在35%以上(SCB1992)。

假如試圖穩定這些指標是1980年代政府政策的特色，那麼，將這些指標降低就是1990年代政府的首要之務。

3、 瑞典的國家與社會政策

1920年以前，瑞典仍然是個貧窮落後的鄉村國家，其經濟條件遠落後於大部份西方工業民主國家。同時，在歐洲已有許多國家擁有老年、疾病、工作傷害與失業保險，而瑞典卻僅有志願性疾病保險(1891年)、老年年金保險(1913年)以及強制性工作意外保險(1916年)。而且，這些保險的保障對象與給付水平均不夠。1920年代失業成為瑞典社會政策辯論的主題。當1918年通過普及投票權法案後，社會民主黨與其共同爭取投票權普及化的友黨──自由黨各自為政，從此不再有聯盟的機會。社會民主黨曾三次被邀請組成少數政府，然因缺乏議會主控權而不能推動有效的失業政策。即使在1914年國家失業委員會成立之後，直到1940年，國家失業政策的全國性主管機構才成立。

1932年社會民主黨與左派共產黨在國會取得些微多數，因而組成社會民主政府。對社會民主黨來說，社會方案不在於反映市場的失敗，而在於達到社會權。前社會民主黨黨魁韓生(Per A1bin Hansson)於1928年說道「好的社會像一個好的家庭般，公平、體諒、合作、互助」。因此，社會民主黨所要建立的瑞典社會是「人民之家」，而且或多或少已經實現。不過，當1932年社會民主政府組成後，為了推動其社會政策，遂與當時的農黨妥協，達成所謂的「母牛協議」(Cow Deal)。依據這個協議，農黨支持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政策以對抗經濟危機，而社會民主黨則保證提高農民的生活條件。此後二十年間，社會民主黨得以推行其社會改革政策。直到1950年代薪資相關的國民年金(ATP)法案爭議，才使社會民主黨與農黨絕裂。不過，社會民主黨似乎已全然掌握了瑞典社會政策的走向。

1934年失業保險建立，1935年基本老年年金擴張，1937年母性給付與維生津貼，1938年的每年兩週的帶薪休假，以及一些零星的法案，例如，家具貸款、建屋補助、家庭補助休假、學校保健方案等均在戰前即巳出現。而值得一提的是關係到勞資雙方利益的莎堡協定於1938年達成，使得代表勞資雙方的LO與SAF有一個規範勞動市場關係的準則，該協定不但使得瑞典的工業關係改善，而且使瑞典人民發現資產階級政府不但代表失業與經濟衰退，而且代表勞工市場的動亂，使得社會民主黨被肯定，在未來三、四十年順利掌權。

戰後，瑞典的社會政策發展重點是充分就業。為了保護人民，必須透過勞動市場政策、社會保險、社會服務，以及有效率的經濟，才能與國際貿易市場競爭。然而，為了預防充分就業可能導致的通貨膨脹，瑞典發展了所謂的雷恩一美德諾(Rehn－Madsen)模式。這是由LO的兩位幹部雷恩(Gosta Rehn)與美德諾(Rudolf Meidner)所發展的策略。他們立基於假設：不可能既維持高度的總體需要，又創造充分就業，因為這將導致通貨膨脹。由於需要水準因不同部門而有差異，因此，政府政策應被用來維持適度的整體需要。同時，為了掌握可能升起的失業率，選擇性的勞動市場政策有必要同時推出。瑞典出名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因而出現。這個政策不只提供工作機會給失業者，而且刺激地域與職業別間的流動，以維持勞動力。這種工作策略不是將失業者推向成為請領救濟金的人，而是將他們推向勞力市場。

此外，LO又發展所謂的「團結工資政策」。工資的決定不以獲利能力來決定，而是取決於工作的本質，而且工資差距被縮小。1950年代中期又導入了經濟面的工資議價。這兩個工資有關的政策使得低獲利的企業壓力很大，而高獲剃企業得以使用其利潤來再投資。如此，積極的勞力市場政策既維持充分就業，又促進經濟效率。

戰後，社會福利政策又有重大突破。1946年通過免費學校午餐，1947年通過普及兒童津貼。1948年低均一費率的年金取代所得調查的社會救濟措施。1959年經過數年爭議的ATP通過，早了挪威一年，芬蘭三年。在此法案爭議過程中，社會民主黨主張強制性勞工保險，保守黨堅持私人保險，中間黨要求由國家補貼的保險(state－subsidized insurance)，而自由黨則未有任何新對策。結果在自由黨的棄權下，社會民主黨的方案低空越過。新的法案是一種強制性、由雇主繳費，且與工資有關的年金計畫。1955年也通過了普及且強制的健康保險以及親職保險(parental insurance)合併稱為「國民保險法」  (National Insurance Act)。至此，瑞典的制度式福利國家完成建構。這種結合英國式的普及原則與歐陸的所得相關給付(income－relatedbenems)原則，使得瑞典的社會福利不只為貧民而有，且是為全民而存在。

為了支持這個制度，高的稅率是在所難免。瑞典稅收佔GDP的百分比高達57％以上，是目前世界上稅賦最重的國家。高稅率長期以來被指控為不利於工作誘因，因此，1991年元月開始執行的賦稅改革，將降低邊際稅率，削減受薪工人的所得稅，增加貨物與服務稅。而1991年底新上台的保守聯盟必然將加快稅制改革，以減輕高所得者的稅賦。

從上述的瑞典社會政策的發展看來，很容易讓人認為勞工階級所支持的社會民主黨主導了整個瑞典制度式福利國家的發展。其實，並不盡然。首先，如前所述，社會民主黨早期與自由黨的合作，接著1932年至1959年與農黨的合作，才有可能如其所願地推動社會改革。其次，社會民主黨也並非全然以勞工階級意識型態為基礎。其實知識份子的政治理念的注入，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此，理解瑞典福利國家的出現，不能忽略瑞典國家組成與結構的特徵。

肆、社會福利政策之變遷

一、瑞典福利政策的傳統局面

    在討論瑞典社會福利政策最近的轉變之前，先概述一下瑞典福利制度的核心是有必要的。

第一：由主要的福利提供者的角度來看，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佔了一種類似獨占者的腳色。而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工作室有個別的劃分的。大部分的社會安全領域，例如老人津貼(pensions)、職業傷害保險(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醫療與殘障保險(sicknes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以及多種的家庭與兒童利益(family and child benefits)保障都是被中央政府所規定的。地方議會(county councils)則繼續為那些需要醫療健康服務的人服務。其他服務則由地方政府提供，包括個人社會服務和社會援助。
當公共部門知費著社會福利的實施以及供給的時候，有很多的人民被這個部門所僱用。另外，隨著公共部門提供這些固定工作，接著也提供了婦女勞工市場參與的擴張現象。

第二，雇主所扮演的福利國稅務提供者(taxpayer)的角色，隨著私人基金的相對缺乏而更顯重要。大體上，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的財政來源是來自於一般稅以及中央課徵雇主的社會分擔金(contribution)—也就是所得稅。雖然稅務結構和瑞典社會福利的本質看起來是矛盾、窒礙難行的，但是他們只課徵雇主以及中上階層，而非剩餘的人口。除此之外，在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中，是很少有獨立基金的。主要的一個例外是老人年金基金(the superannuation pension)，雖然如此，它仍是一個極端中央集權的基金。直到近來，從社會安全的多樣分支而來的分擔金之缺乏—加上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的例外情形，貿易同盟會員國捐助了全部花費的15%。

最後，瑞典從以前就是以它包含所有種類個別危險的全面且大方的社會福利制度所著名。的確，作為一個被稱為是社會福利百科全書的國家，瑞典的福利國提供了多樣化的項目去保障它的人民免於遭受社會所認知的危險。瑞典福利利益的標準也是相當高的，而且他們在很多項目都是全面性的給予福利。

現在，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我們將會看到瑞典社會福利制度在這千囍年末最後的十年中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簡而言之，就是瑞典社會福利制度直到最近調整後的特徵以及最後的進步(Olsson-Hort,2000)。因此，這個發展將如同Flora(1986)在1986年所稱的被視為是福利國的「成熟期」。
無論如何，90年代是一個激烈爭論傳統福利政策走向的一個時代。雖然因為這些爭論的結果，事實上的縮減似乎已經到了一個最低限度，但是這仍是太早去判斷是否瑞典將能管理控制其社會福利制度在它傳統的道路上。這是因為我們能發現一些有意義的政策原則的改變，例如在老人津貼制度的案例上。

二、勞工市場政策與稅務政策的轉變

    瑞典勞動結構方面，1950年至1990年瑞典勞動人口（有酬工作）由70％增至82.6％，但增加的多是公共部門工作。1990年至1994勞動參與率降至77％，在1997年後勞動市場因勞動政策實施，失業下降，在1998年之產業結構百年來已由傳統務農為主轉為工業化國家，從1855年瑞典農業人口為78％至今已變為3％。瑞典工業依賴對外貿易，外銷工業產值佔PDG總值44％（The Swedish Economy ,Fact Sheets on Sweden，Dec,1998），1970年後半經濟成長衰退，1990年逢嚴重經濟不景氣，失業人口增加，但與其他歐美國家比，為低失業率國家，1970年代期失業率約為1.5-2.7％，1983年昇至3.5％，1990並增跌至1.0％，但1994在攀升到8.0％，為解決失業1997年7月開始進行五年為期之新勞動市場政策，鼓勵民眾技職訓練及成人教育，並積極創造就業機會，於1999年失業率已降至5.3％。兩性的勞動參與維持在男性79％，女性73.9％。

瑞典向來就以它致力於維持完全的就業聞名。這個保障也是維持一個大福利國所必需的，特別是當源出於就業的所得稅收入是瑞典社會福利制度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時。在90年代，實行勞工市場政策的擴張是與失業率的上升有關的，這是當從事個別性措施的人數急速上升時。然而，關於失業的人數，勞工市場措施的刻度在失業人數增加比個別性措施來得快的時候事實上是下降的。其他的傾向包括行政當局成功地變得對實行勞工市場措施更有責任，而且措施的範圍是更寬廣的。在最近幾年，這個趨勢在勞工市場當局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於技術發展後就停止了。更重要的是，在90年代勞工市場當局的獨占立場在提供找尋工作者工作方面給了私人僱傭機關一條道路去走。自從這個改變後，所謂的彈性(flexible)就業的成長增加了非長期性勞工能受僱於其他各種公司的數目。

 在失業保險方面是有很多改變的，一個主要的設計就是被動、消極的勞工市場政策。在1988年到1993年之間，這時是沒有等待期間(waiting period)的，而且補助的標準是先前所得的90%，這是稍微低於藍領階級薪水界限的。從1993年七月一日以後，一個有五天等待期間的議案被提出，並且補助津貼的標準減少到先前所得的80%，到了1995到1997年間更降到了75%。只有補助津貼的期間再這十年間是沒有改變的。這個補助期間不會超過300天，而年紀超過54歲的人則是450天。然而，如果有超出這個保障範圍的危險的話，公共部門有一個特別的措施--就是六個月的就業保障，這確保了保險補助的品質。在1994年，關於花費在失業保險方面的社會支出額的費用在後戰時期首度大於花費在實施勞工市場政策措施上的費用。而這被認為是瑞典模型的主要挫敗。因此，新的社會民主政府在1994年後期必須去面對這一個艱困的情況，尤其是國家的財政問題並不允許經費主要投資在工作的創造上時。

  雖然國家福利制度的資金來源可以是來自捐款、借貸或是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所謂的國家出口盈餘，但是從歷史經驗來看，寬鬆大方之福利國主要是要依賴有效率的財政制度的。而這個問題在90年代的不景氣之下，在福利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壓力。許多先前的勞工繼續成為失業補助的領受者，他們支付較少的稅，而且也只擁有較少的錢在市場上消費。在這個危機之前，1989年到1990年的主要的稅務制度是一個衡量福利國制度的指標。這是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和中間路線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達成的協議，而且就本身而論是一個在80年代晚期的合意政策。這個稅務制度轉變了原本的財政政策，即從直接稅的所得稅轉變到像VAT的間接稅，並且大體上最低限度的稅率是降低的。這個計劃藍圖一直持續接下來的十年。

三、社會福利政策的改革

福利制度的改革說來說去是個如何削減社會福利的問題。這主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國家給予個人的各種補貼相對減少，二是在眾多福利項目中個人所付費用相對增加，這樣就適當減輕了國家的負擔。瑞典各項福利制度的改革無不遵循這一原則。

下面讓我們看一看幾個主要福利項目的改革情況。

(一)年金制度

社會安全制度為瑞典國家核心，瑞典模型為模型係以社會安全制度、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及龐大的公共服務部門而形成，屬於普及式的社會安全制度，直至1990年代皆視為成功的典範，如失業率相較於其他國家低、所得也較平均，然而與主要貿易國比較，瑞典經濟成長低，通貨膨脹業也較高(Eskil Wadensjo，1999,王育瑜譯)。初期的建構為1884年之有關社會保險委員會以德國俾斯麥模式提出普及式及繳費式老人年金建議，但未實施。直至1913年國民年金法案之年金以未滿67歲之公民為對象，但對貧困殘疾者，無年齡限制，使瑞典成為世紀第一個建議普及性（universal ）且強制性（compulsory）年金制度國家，其年金制度簡稱AFP即定額的基本年金給付（flat-rate basic pension）
。 
直至1990年末期經濟危機使政策有所轉折，二次世界大戰至1997年間，瑞典新的年金政策改革為所得相關的法定附加年金給付ATF（earning-related supplementary 或現稱National Supplementary Pension），但該年金給付僅足夠老人基本生活需求，1960年代起瑞典社會安全主要分為基礎年金及附加薪資相關年金，金年基數依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以適時提高給付水準。然而，基礎年金為人人平等，已婚者雖皆可領老人年金，但兩者相加之年金總數卻少於一個單身的年金數的兩倍（(Eskil Wadensjo，1999：168,王育瑜譯)。1976年開始實施部分年金制1994。規定領取資包括年齡需於60-65歲間，工時至少需每週減少5小時、剩下之之工時需每週至少17小時，申領者需從45歲起，有十年工作期，1994年將最早申領年齡降至61歲，最高補償時數10小時。 
年金制度大致而言為具備三層（three-tier），第一層為基本年金（AFP），第二層為1960年實施之法定、強制與薪資相關制（ATP），第三層為依勞雇協約提供之企業附加年。 

而根據議會決定，瑞典從1996年起實行新的養老金制度。新制度仍包括三方面內容：(1)保障養老金，相當於原來的人民養老金，65歲以上的瑞典公民人人有份且數額相同，旨在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要求；(2)附加養老金，原附加養老金的多少，以一個人在過去30年中工資收入最高的15年的收入計算，新附加養老金則以其一生收入的多少和納稅情況計算。這一計算上的變化促使人們終生努力工作，多賺錢，以便退休後多拿養老金；(3)取消過去60歲以後可以辦退休並領取部分養老金的制度，代之以靈活的退休年齡：一個人可以從61歲起退休，但也有權工作到67歲。對養老金的來源也進行了改革：以前全靠雇主支付，改革後則基本上由雇主和雇員各支付一半。

(二)職業傷害保險與醫療保險

瑞典的強迫性職業傷害保險可以追朔到1910年代，大多數的案件經過那年福利都變得更寬大了。發生在1980年代的問題最初是有關在1976年生效的一個有幫助的證據規定，在那十年間對於社會安全行政部門和社會安全法院制度兩者都變得多少有些難處理。不僅如此，為了歷史的因素，一個分離的國家基金存在在1980年代，當寬大的福利制度增加時變成負債。這個虧損是被國家預算所涵蓋的。當捐助收入沒有增加的時候，它就變成了公共評論的目標。

所以，這個計劃對經濟困境和1990年代的社會安全制度傾向來說是有缺點的。在1955年時，這個社會保險的分支在生病或意外的頭90天是與新的委任醫療保險合作調整的。這在1990年代早期計劃的首度改變是直接關於在醫療補貼保險中每日現金津貼的改變，同時採用疾病給付期間的花費由雇主直接負擔制度。還有，在職業傷害和健康保險之間合作的期間被延展到180天。在1993年這個計劃變成完全和健康保險合作並且職業傷害的形式上定義變成對保障較少幫助：首先，導因於在工作的情況傷害的可能性必須是被認為較高的；第二，這傷害必須是永久性的。而基於工作傷害的暫時損失補貼也被廢除了。然而，如果一個人有至少十五分之一工作能力的損害，則他將可以得到相當的補償。由於那些規定全部花費的調整是被包含的或事實上是減少的，所以在1990年代後期只有十分之一的申請者能接收到任何新的福利補助。

1980年代晚期每日醫療補貼達到實質稅前收入90%的標準，等待期間的規定在1987年則被完全地廢除了而變成無限制的。在16歲到64歲之間的每個人對於因為疾病而造成的收入損害都有權利獲得補償。它仍然有個補償的上限，亦即在白領階級薪水中等標準之上。然而，這個制度在有越來越多的(男性)白領階級的人過度濫用以及白領聯盟(white-collar unions)在1990年代晚期強力地提倡更好的情況後變得較不適當了。

在1990年代有很多的轉變發生在醫療保險方面。在短期的傷病曠工方面，在頭14天的修養期間是要由雇主負責的。如果傷病期間超過兩週，給付的責任就由雇主的身上轉移到健康保險，而以現金補貼80%的補償標準。在大多數的案例，雇主會加上10%在這現金的補貼上，或是經由雇主國家協會和貿易聯盟之間的溝通來追加上去。

而且，在1993年的四月一日，等待期間的方案又被提出以及補償標準的更式微。在社會民主黨在1994年後期再度掌權以後，補助的標準再度地被降低至75%。在1998年選舉之前該補助的標準又上升到80%，這時預算赤字經過與中間黨(Center Party)在1995年的協議後已經獲得控制。

在90年代期間醫療保險也轉而更朝向致力於幫助重返職場的工作，這意味著社會保險制度變成比以前更與人力資源政策整合在一起。雇主們也被分配到一個受託者的義務去參與在醫療保險管理下的實行復職工作的過程。而且，醫療保險獲得特別的基金來使生病的人們獲得復職。一個為復職工作的特別現金補貼是在1992年被採用的，是為了那些從事於復職工作的人所設立的。所以除了較高的現金補貼以外，個人還可以收到補償復職花費的補助金。而如同其他醫療現金補貼的降低，復職現金補貼也是從先前每日所得的100%降到了95%，並且後來更降到跟其他現金補貼一樣的80%。

綜合來說，現在瑞典的醫療保險制度是公民都可以享受公費醫療的，但實行醫療改革後，病人去醫院看病個人所付費用有所增加，病假補貼相對減少。在瑞典，個人所付醫藥費有一定限額，一年不超出900克朗時完全由個人支付，超出部分可享受50-90%的補貼；若一年內醫藥費累計超出1800克朗，超出部分則完全由國家承擔。一名職工生病後，第一天無工資，其後13天的病假工資由雇主支付；第2-3天為原工資的75%，第4-14天為90%。14天以後的疾病補貼，則轉為由公共醫療保險基金支付，補貼額視生病時間長短，以前為原工資79-90%，1996年起均改為75%。

(三)家庭補貼、兒童照顧制度

瑞典因在其特殊地理及人文環境，土地45萬平方公里中，可耕農地未及十分之一，而人口總數約890萬人，其中15歲以下約佔19％、65歲以上老人佔18％（約150萬人），估計2025年15歲以下年輕人將下降至17％，65歲以上以上將增為60萬人，80歲以上老老人經增至60萬人（The Swedish Population Fact Sheets on Sweden,May,1999）。至於瑞典的家庭結構有其具獨特之制度，因同居普遍，瑞典兒童半數以上為非婚生子女，十八歲以下與雙親（含同居）共同居住的兒童約佔78％，單親（通常為單親媽媽）家庭的兒童約14％，居住於混合家庭（負責扶養的父或母或共同居住）約7％。

經過後戰時期，瑞典建立了一個在現金與關懷上都多方面的家庭、兒童福利制度。它們大多是全面性的，但是有些是特定目標的，例如：寡婦和單親家庭的小孩。從1970年代以前，這些補助就有意要促進兩性之間的平等。在1990年代較早的時期，比較現代的自由黨(Liberals)和傳統的基督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s)產生了矛盾的立法意見。因為在家庭政策的所有花費不管國家預算的減少而增加了，特別是基督民主黨支持一個形式上中立的措施但是實際上是一個特別的給有年輕小孩媽媽的家庭主婦補助，近來的則是變為地方的兒童日常照顧。最近的政策措施是在1994年中葉時完成的，但是在1994年9月選舉過後就馬上被再度掌權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取消了。在這個時候，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在後戰時期減少一般兒童津貼的數目作為他們降低預算赤字策略的一部份。然而，這個議題變成高度象徵性的，而且在這時期的末段政府承諾並且完成了比之前的標準更高的補貼。在1995年，對大型家庭的額外補助也被廢除了，因此更調整了這個社會項目。

「兒童日常照顧」(child day care)是在1990年代的一個重大部門。這個措施的責任是從社會服務移轉到學校制度裡的，並且在1995年地方政府被合法地賦予責任去不延遲地提供地方給工作的兒童或學生父母。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使自己適應於這種延伸的責任，但是許多也做了限制失業的兒童照顧權的規定。兒童照顧支出額的標準很難在當在兒童照顧措施中的兒童數量持續增加(從1990年到1997年超過了30%的成長幅度)的同時來作改變。隨著這樣的一個增加以及固定的資源，每一個兒童所能分配到的基金就變小了。在不變的物價下，從1991年到1998年每一個兒童在幼稚園補助的支出額就縮減了約14%。如同兒童的數量在每一團體的增加，地方政府負擔父母照顧兒童的費用在1990年代也是上升的，其在所有兒童照顧的支出額的分配在1991年到1998年之間，從10%上升到17%。

上述的「固定的資源」涉及減少的公共支出和在有小孩的父母身上增加的財政負荷。另外，地方政府在付費的結構上作了重要的改變，主要是採用基於雙親收入和照顧期間的多樣化制度。今天，多樣化的付費制度是直接連結到各個地方政府的，但是付費多樣化的標準是很會橫跨各地方政府的。兒童福利制度在1990年代也在私人部門中擴張。從1990年到1998年這些關於兒童福利措施在所有地方總數的比例從4%成長到12%。在1992年修改法律以前，大多一般的私人兒童照顧機構都是仍然要透過與雙親的合作。修法後，現在照顧兒童的組織都必須由政府來授權限制，兒童照顧的合作形式擴張了，現在構成了私人部分的四分之一。

另外，產婦的產假為15個月，可由孩子的父母分享。休產假可領取產假補貼，以前頭兩個月為原工資的90%，1996年起降為85%；其後的10個月原補貼額為工資的80%，同年起降為75%；剩下的三個月補貼進一步減少，從1995年起每天發給固定數額的補貼金。孩子滿12周歲之前，如果生病，其母親或父親均有權留在家里給予照顧，照顧孩子的補貼1995年前為工資的80%，次年起降為75%。瑞典孩子原則上都可以進入托兒所，入托費很低，以前僅相當於實際支出的10%，其余由國家負擔，近年來個人所付費用有所增加。孩子從出生之日到16周歲都可領取兒童補貼，過去有三個以上孩子的家庭可得到額外補貼，但從1996年起多子女補貼取消。

(四)老人服務以及殘障服務

老年人服務。在瑞典，老年人服務可以說是各類社會服務中最大的服務內容。目前瑞典65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20%。根據瑞典《社會福利法》，老年人可以根據其本人需要選擇服務方式，由市一級政府負責提供。在瑞典，老年人服務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日托型服務，即白天集中照顧，晚上回家，在每個區至少有1個老年人活動中心；二是針對住所相對比較偏遠的，由政府提供派人每日三餐送餐的服務；三是如果老年人不願住在家里，可以選住進老年人安養院。 在老年人安養院，主要採用家庭式集中服務。基本按照老人的意願或在家的布局進行布置，老人基本上主要使用自己的家具、物品，家屬可以隨時來看望老人，服務人員相對固定，沒有制服，與老人一起用餐、活動。老人安養院同時也是社區老年人活動中心，每天都安排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和文化活動，老人們可以互相交流，加深友誼，同時讓安養院老人與外界融為一體。所提供的服務，包括24小時提供服務，服務對象房間都安裝有緊急呼叫系統；為避免服務對象過多地呆在屋裡影響身心健康，服務人員每天陪老人到外面散步；為保持服務對象的體能，設有專門的體能訓練服務等，具體服務並沒有程式化的統一定制，而是根據每個老人的具體情況和個人意願量身設計。 
　　

殘障服務：瑞典法律規定，每一個市政府有義務幫助每一個殘障人士過與正常人一樣的生活。政府負擔殘障兒童的照顧和服務，殘障兒童上學，如選擇正常人學校，政府配備一名專門護理人員；負責殘障人士生活輔助設備的提供和交通、住房等設施的建設，殘障人士成年後，可以住進政府提供的集體宿舍（擁有各自獨立的廚房、洗手間和一名專門護理服務人員）。如果殘障程度較高，可以領取殘障補助金。 瑞典保障殘障人士的就業權利，各類機構、公司等，無論是國有還是私有，都必須雇傭一定數量的殘障人士。對缺乏技能難以就業的殘障人士，政府負責提供勞動機會、收入保障和技能訓練等方面的相應幫助。同時專業社會工作者為每個人制定一個詳細的心理康復計劃，工作指導人員會教授相應的技能，幫助他們恢復、提高工作技能和人際交流能力，促其回歸社會。

伍、結論
在1990年代，瑞典社會福利制度面對了一些像是預算赤字的增加以及有些年還結合了13%的失業率的壓力。儘管是這樣動亂的局面，這裡仍存有在組織標準上依靠舊制度的強大力量，有時是出於知識分子的堅持和出於廣泛的全面性概念下授與利益。特別是領受年金者能去急聚力量，雖然他們有數個政治上分離的利益組織(Ahn and Olsson-Hort,1999)。也是因在1960和1970年代開始的多元的委託組織展開它們的努力，並在1990年代自發性的福利組織證明了成功了幫助了例如無家可歸的邊緣化(marginalized)族群取得立法的增加。在形式上對照之前的後戰時期，當社會福利制度不斷立法時，貿易聯盟是很難出現的，而這也被專業的經濟學家及其追隨者批評是自我本位且無情自私的。當這些對社會福利的攻擊在1990年代的前半達到它的高點時，新的女權主義的興起解救了這個情況。這些壓力團體強烈地攻擊在福利服務上的縮減和在公共部門的裁員，因此它計劃去獲得貿易聯盟大眾性和結構上的支持。而這些壓力團體在1994年的選舉中也是扮演了很重要的地位，他們在1994年大選間是扮演一個促進非社會民主(nonsocial-democratic)替代方案失敗的角色。

那麼，瑞典社會福利制度的總體分裂是怎樣的呢？大部分的改變似乎是對傳統福利政策的受益人是沒有幫助的。然而，從中階稅務人的觀點來看，這些改變並非是不法的。例如稅務政策，政府新的朝向間接稅的方向將使政府避免嚴重的稅務不穩定。
從這個社會服務提供者的觀點來看，在利益及範圍標準的改變下，大致上來說並不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就業情形。所以，瑞典社會福利制度近來的改變可以被解釋為是只有對維持一個沒有嚴重改造傳統有利政策利益的結構下的大福利國有影響的。因此，這所有在福利政策上的改變似乎並沒有影響到先前福利政策的所有力量。

雖然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最近有改變和某種程度的縮減，但是它基本上仍然同樣是基於市民權和社會權下的結構制度。全面性的社會福利政策也是持續第一多元化的方式去追求。在瑞典，薪資和收入結構跟大多數西方國家相比是高度壓縮的，而且事實上王子跟乞丐是生活在一個平等的好生活底下的，這使得大多數人生存更為容易。這同時也是一個瑞典大多數人認為的歷史成就。而儘管它目前有困難，但是它的確是一個強烈受到大眾支持的制度(Svallfors,1996)。

瑞典社會福利制度的未來應該是怎樣的，至今仍是一個常常引起爭議的問題。但當前瑞典人的共識是，適當削減社會福利是必要的，但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不能改變，更不能取消。20世紀90年代末瑞典經濟狀況明顯好轉，經濟增長率超過了歐盟的平均數，國家預算出現盈餘，物價穩定，失業率下降。這種情況使國際上一些人又開始對瑞典刮目相看，認為高福利和經濟增長並非是勢不兩立的。瑞典經濟狀況的好轉，與近年來福利支出的減少有一定關係，但主要還是國家採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促進了經濟發展的結果。無論如何，這使瑞典人高興，也增強了他們繼續做好福利制度改革和維護這一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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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歐洲統合過程論歐洲聯盟之國際法人格變遷
曾靖雯

(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研究生 )

摘要

	自二十世紀以來，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時代的演進、科學及資訊的發達，國與國之間接觸的程度急遽升高，造成各種國際組織大量增加，國際組織成為國家間交往或合作的新型式，不僅協調主權國家的行動與決策，更是許多國際活動的參與者，例如：衛生、環境、郵政、電信、文化、經濟、人權…..等國際組織的運作都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國際實踐和國際法理論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國際組織的國際人格探討，亦即國際組織是否為國際法主體的問題？若是肯定，其能享受之權利和負擔之義務又為何？

從統合的過程來探究歐洲共同體到歐洲聯盟的國際法人格間將有所轉變之來龍去脈即是筆者在本文的研究動機及進一步探討之目的。

再者，為了因應東擴，歐洲聯盟限於現有體制運作上之不足，而有憲法草案受到各會員國接受之現狀；若於二○○三年十二月的羅馬高峰會議中得到全體一致表決通過，並於二○○六年正式生效實施歐洲憲法後，未來是否衍生新的問題？法律上還有哪些在實際運作上需要修正？對傳統國際法理論有何衝擊？國際法是否要重新命題？對國際社會有何意義？其他區域統合將來是否會套用歐盟模式？此等問題是筆者有興趣繼續觀察與研究的標的，除了希望自我釐清之外，也希望能深入研究以探討其衍生出的許多國際法上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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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回溯十九世紀以前的國際關係，基本上是指國家之間的關係，而調整國際關係的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實質上是國家間法，所以之前以萬國法（the Law of  Nations）稱之。在傳統國際法中，國際法主體與主權（sovereignty）概念密切相關，亦指只有主權國家才被認為具有國際人格而為國際法主體，易言之，民族主義及國家主權主導當時的人類發展。但自二十世紀以來，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時代的演進、科學及資訊的發達，國與國之間接觸的程度急遽升高，造成各種國際組織大量增加，國際組織成為國家間交往或合作的新型式，不僅協調主權國家的行動與決策，更是許多國際活動的參與者，例如：衛生、環境、郵政、電信、文化、經濟、人權…..等國際組織的運作都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國際實踐和國際法理論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國際組織的國際人格問題，亦即國際組織是否為國際法主體的問題？若是肯定，其能享受之權利和負擔之義務又為何？一九四九年，國際法院在「為聯合國服務而受損害之賠償」（Advisory Opinion on Reparations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一案之諮詢意見中，首開先例承認聯合國此一國際組織具有國際法人格後
，國際組織之國際法人格問題開始一連串的認識和實踐過程。其後到了七○年代的發展，此一問題不再有太多爭議，惟並非所有國際組織皆因此推演具有法律人格，實因國際組織因成立宗旨之別，而有各種不同種類、性質，其所擁有之權利與負擔之義務亦有所區隔，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末，歐洲國家已漸漸的放棄了他們昔日所倡導的主權國家觀，而逐漸走向擴國界的統合，也經由歐洲統合的過程，發展了前所未有的國際組織「歐洲聯盟」，也就是以統合（integration）的方式建立人類對區域的認同，是新世紀的一項重要主題。例如本文所研究之歐洲聯盟在條約中即未賦予其法律人格，但歐洲共同體則有。

經由尼斯條約於二○○三年二月一日起正式生效後，歐洲聯盟成為今日國際社會中的超國家組織（caractère supranational），與其他國際組織相較，其合作程度最高，發展更是迅速，已逐步取代個別會員國所展開的對外關係，而與其他國際法主體進行合作與交往，國際社會的成員如何看待此一獨特的（sui generis）組織架構，這個超國家的組織型態？旨在建立歐洲聯盟的『馬斯垂克條約』自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正式生效後，歐洲一體化的空間與領域進一步擴大，為何之前的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第二八一條）及歐洲共同體（第二八一條）具有國際法人格，但依『馬斯垂克條約』建立的歐洲聯盟則未被賦予？

回溯歷史，在倡導「歐洲合眾國」之時，聯邦主義者即認為僅靠政府間組織的功能合作，並不能達到真正在政治及經濟上的統合，要使各成員國真正相互依存，應該建立超國家的憲政體制，所有利益的協商應在憲政體制下進行與完成。
時至二○○一年十二月，歐盟布魯塞爾高峰會議之各國首長依據「雷肯宣言（The future of the EU: Declaration of Laeken）」籌組歐盟制憲大會（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Union），以解決歐盟東擴後的基本問題。根據該次高峰會議之決議，制憲大會一○五位成員，分別代表歐盟執行委員會、歐洲議會、各成員國議會及政府代表，已於二○○三年六月二十日由歐盟十五個現有成員國和十個準會員國在希臘的Thessaloniki召開的高峰會議中，將歐盟憲法草案由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ng）提交輪值主席希臘總理席米提斯代表接受，七月十日由一○五位來自十五個成員國及新加盟的十國代表正式簽字，十月十五日由新的輪值主席義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主持的「歐盟政府間會議」中定案，這部首開先例的超國家組織之根本大法已大事底定
。若於（二○○三年）十二月即將舉行的羅馬高峰會議中，獲得全體一致表決通過的話，那麼歐盟憲法將正式宣告誕生。這部憲法草案除了須獲得歐盟各國領袖同意之外，還得經所有會員國國會批准，甚至有些國家如英國、愛爾蘭；丹麥和盧森堡須經公民投票通過，才算正式生效。如依既定日程在二○○四年東擴後的「歐洲日」由二十五國共同簽署，然後以兩年的時間完成批准程序生效，歐盟憲法將取代一九五七年的羅馬條約，於二○○六年之後成為歐盟的新規範。

歐盟憲法草案最引世人關注的焦點在於，對馬斯垂克條約做出了幾項重大的制度性改革，在這幾項重大變革中，其一即是規範在第一部份（Part I）標題一（Title I）的第一條之六：法人格（Legal personality）明示：「歐盟將被賦予法人格。（The Union shall have legal personality.）」；更進一步說，是將歐洲聯盟人格化，使之成為具有能夠於任何領域（all policy areas）與第三國簽署國際條約的「法人」地位，而之下的三根支柱消失（The three pillars disappear）
。然而現行除了各會員國的締約權外，是由具有國際法人格的第一根支柱－－歐洲共同體來代表歐洲聯盟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之情形有所變更。從統合的過程來探究歐洲共同體到歐洲聯盟的國際法人格間將有所轉變之來龍去脈即是筆者在本文的研究動機及進一步探討之目的。

壹、國際法上的主體

一、法律主體之意義

作為法律主體（subject）要件有三：第一，這個個體能負擔義務，因此如果它違反這個法律體制下的規定，則會引起責任問題。第二，這個個體能主張它的權利。第三，這個個體可以與這個法律體制下的其他個體締結契約或發生其他法律關係。
總結之，乃負擔義務或享有權利之個體，尚包括能夠承擔責任或得以成為法律制裁標的的個體。維也納法學派大師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則認為，法律主體乃人格化權利或義務之意思表示。易言之，「權利或義務」是其基本意涵是不約而同的；也就是以作為個體之行為或不行為的準則，解釋作為一個存在於法理上之個體
。

二、國際法上主體之意義

在國際法體制下，國際法主體是指國際法律關係中獨立享受權利和負擔義務

的國際社會個體，如國家、國際組織、個人等。在國際法適用對象上因此分為「基本國際法主體」，如國家；及「派生國際法主體」如國際組織、叛亂團體、個人等。學者將國際法主體稱為國際法人（International Person），凡是對享受權利和負擔義務具有完全能力的，稱為完整的國際法人，如完全主權國；對於享受權利和負擔義務僅具有部分能力的，稱為不完整的國際法人，如國際組織。具有國際法人資格的個體，在學說上稱為具有國際人格（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三、國際組織作為國際法上主體之要件

國際組織作為國際法上主體之要件有七項：第一，必須是延續性之組織型態。第二，須有三個或以上成員，且經由國際法上不拘形式的意願宣示。第三，意願宣示須來自國際法主體。第四，成員均立於平等基礎並放棄部分主權權力之行使。第五，組織具有本身意志。第六，組織至少要有一專門機構來執行或代表這個共同意志。第七，可用本身之名義承擔國際上之權利義務。

貳、歐洲統合過程

一、舒曼計劃


歐洲統合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時政局不安且民不聊生，因此西歐各國為謀求政治上的穩定、經濟的繁榮及人民之安居樂業而進行制度上、理念上的突破與改革。歐洲國家逐步推展「關稅聯盟」、「單一市場」、「經濟與貨幣聯盟」，直至現今已成立「政治聯盟」的超國家組織。

推動「歐洲統合」運動的先趨者就是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三年擔任法國外交部長的舒曼（Robert Schuman），因此這也將這項構想稱為「舒曼計劃」，同時由舒曼和莫內（Jean Monnet）所共同草擬。之後於一九五○年，為法、德、義、荷、比、盧等六國所接受，並於一九五一年在巴黎簽署「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也稱「巴黎條約」。於此，歐洲歷史上第一個嘗試以和平手段來完成歐洲統一的統合運動正式揭開序幕。

二、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聯盟」


一九五二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生效後，旋即於一九五三年由六個創始國簽署一項「歐洲政治共同體條約」，目的在成立一支西歐防衛武力；然而卻因一九五四年法國國會之拒絕批准而宣告失敗。之後的政策，慢慢地將統合層面轉向較易實行的經濟議題上，於是在一九五七年六個「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會員國於羅馬簽署「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合稱「羅馬條約」。後來陸續又制訂了一九六二年的「共同農業政策」、一九六八年的「關稅聯盟」、一九七九年的「歐洲貨幣制度」、一九九三年的「單一歐洲市場」及一九九九年的「歐洲貨幣聯盟」，會員國接受了「共同貨幣政策」，放棄各國原先使用的貨幣，採用共同的歐元（Euro）。

歐洲聯盟在政治面的合作，一直到一九七○年代才有進展。為了加強彼此外交政策合作而有「歐洲政治合作」機制。接著一九八七年生效「單一歐洲法」將外交政策的合作條約化，最後於一九九三年生效的「歐洲聯盟條約」成立了有三根支柱的「歐洲聯盟」。

叁、歐洲共同體與歐洲聯盟的關係與互動

一、歐洲共同體與歐洲聯盟的關係

依據歐盟條約第八條之規定，自歐盟條約生效時起，修正歐洲經濟共同體條

約為歐洲共同體條約，而歐洲經濟共同體一詞以歐洲共同體取代之。但歐洲共同體不完全等同歐洲聯盟，歐洲聯盟也未完全取代歐洲共同體，二者並非同義的概念。

歐盟條約最大的特色，在於藉由現存的三個共同體形成歐洲聯盟的基礎，補充增訂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及在司法與內政範圍的合作，顯示歐洲統合除原來的經濟貨幣同盟外，也致力於邁向政治同盟的目標；也可以說，歐洲共同體仍與歐洲聯盟同時存在。但這種情況，並不影響歐洲聯盟仍是國際法上的主體。

為何歐洲共同體條約具國際法人格，而歐洲聯盟則無？依據歐洲經濟共同體

條約第二百八十條的規定，歐洲共同體擁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其法律人格並未因歐洲聯盟條約的生效而消滅；相反的，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M 條之規定，除經歐洲聯盟條約的修改規定外，歐洲共同體條約仍繼續有效。換句話說，歐洲共同體的組織結構仍繼續存在，且由歐洲共同體制定公佈的法規，最後的歸責主體仍為歐洲共同體，並未因而變更為歐洲聯盟，同時歐洲共同體仍享有立法的權限。

二、歐洲共同體與歐洲聯盟的互動

在歐洲聯盟的範圍內，基本上由不同於共同體的機關行使職權，申言之，在歐洲共同體的範圍，由歐洲共同體的機關為其行為主體，但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FSP）和司法與內政合作（JHA）範圍的合作事項，例如依歐洲聯盟條約第十五條與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卻是以歐洲聯盟或歐洲聯盟條約的締約國為行為主體，即歐洲共同體的機關並不完全是歐洲聯盟的機關。
換言之，歐洲聯盟需要歐洲共同體，以便藉由對內及對外具有行為能力之歐洲共同體的機關行使職權，因此，可以作如下的推論，歐洲共同體可以沒有歐洲聯盟而繼續存在，但歐洲聯盟卻不能沒有歐洲共同體，少了第一根支柱將使得歐洲聯盟的屋頂因而倒塌；然而沒有屋頂，支柱仍然可以屹立不搖。

肆、歐洲聯盟在國際法上的法律定位

一、歐洲聯盟在國際社會的組織型態定位

歐洲聯盟以其多種獨特並存的組織形式出現在現今國際社會上是史無前例的，主要分為以下四類，以闡述其國際法上的法律定位：

（一）歐洲聯盟是國際組織

所謂國際組織，指三個以上國家為特定目的，以締結條約的形式而設立的團體。以狹義的觀點來說，國際組織的成員主要是國家。當然以廣義的觀點來說，國際組織除了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或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以國家為成員的國際組織外，成員尚包括國內法上之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團體所組成的國際組織，如：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國際紅十字會（ICRC）或發動戰爭之首腦－－屬戰爭罪犯之自然人等。但由於這些團體的設立基礎、規範組織、成員的性質及權限….等各有差異，若將此種廣義的國際組織歸類或分析的概念，恐欠缺其妥當性
。職是之故，學者通說，在定義國際組織時，均採狹義的國際組織概念，亦即國際組織是由國家參與設立的團體
。

國際組織是由國家以締結條約之方式所設立。條約主要規定國際組織的目的及職權、國際組織之機關及該機關之職權和會員國身分取得與喪失及其權利義務。而歐洲共同體是由法、德、義、荷、比、盧六個會員國，基於加強個會員國經濟上的合作、制定共同經濟政策、消除各會員國間之關稅壁壘、逐步實現四大流通…….等措施，為了歐洲各國之間更緊密合作奠定基礎的目的
，於1957年在羅馬簽訂「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所成立的，所以歐洲聯盟是國際組織，自不待言。
國際組織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如何？原則上，國際法上的基本主體是國家，能夠直接參與國際體系、承受國際法上的權利與義務者。但二十世紀國際法上的主體不僅包括國家，隨著國際關係往來日趨頻繁，國際組織也成為非常重要的主體之一，成為國際法上的特殊主體。

（二）歐洲聯盟是區域性的國際組織

以國際組織的成員的地域分布可分為普遍性國際組織和區域性國際組織，不論國家的政治社會制度、地理位置如何，向全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如：聯合國，是所謂普遍性國際組織。區域性國際組織，則指某一特定區域（如歐洲、亞洲）的國家參與，且其職權也以該地區為限的國際組織，如歐洲聯盟即是；也就是說，欲加入歐洲聯盟之條件必須為歐洲國家。

以國際組織的成員的地域分布可分為普遍性國際組織和區域性國際組織，不論國家的政治社會制度、地理位置如何，向全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如：聯合國，是所謂普遍性國際組織。區域性國際組織，則指某一特定區域（如歐洲、亞洲）的國家參與，且其職權也以該地區為限的國際組織，如歐洲聯盟即是；也就是說，欲加入歐洲聯盟之條件必須為歐洲國家。

（三）歐洲聯盟是政府間的國際組織

以國際組織的成員的法律地位可分為政府間的國際組織（Inter-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指由國家所設立的，以及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Non- Inter-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只由人民團體或私人所設立的。由此可見，歐洲共同體現有十五個會員國，加上明年即將納入的十國均為國家，歐洲聯盟無疑是政府間的國際組織。

（四）歐洲聯盟是超國家組織

以國際組織所訂的法規是否得直接適用於會員國領域之內為標準可分為普通國際組織及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
所謂「超國家組織」是指其所訂的法規得直接適用於會員國領域之內。反之，「普通國際組織」僅在國際組織範疇內對於會員國有拘束力。若會員國需執行國際組織的法規，仍需由其機關的立法轉換，配合將其引入國內法領域中予以遵行。一般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都屬於普通國際組織。

一般言之，超國家組織需具備的要件是享有立法權、會員國受其拘束以及在會員國內執行其法律，而歐洲聯盟已具備：所制定的法規具有直接效力和優越性、可以制定對會員國具有拘束麗的共同政策和可以代表會員國與第三國簽訂條約等三個特點。因此歐盟是一個特別的「法律共同體」，會員國將其部分主權讓渡給歐盟；申言之，歐盟可自主地履行其任務，且歐盟擁有自己的機關，可在會員國移轉權限範圍內通過具法律約束力的決議。歐洲共同體法的獨立性與優先性，具直接效力，也可藉此制定公佈法律規定，維持其超國家的性質；例如理事會為主要立法機關，作出重要決定。同時，會員國必須調整其經濟與法律制度以符合歐體的體制、會員國的行政機關與法院必須適用共同體法、會員國違反共同體法時亦受制裁等
；凡此皆顯示歐洲共同體及之後的歐洲聯盟具有超國家組織特徵。
所以由以上得知，歐洲聯盟不僅是國際組織、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區域性的國際組織，更可進一步定義為超國家組織。

二、歐洲聯盟兼具政府間組織與超國家組織的依據

（1） 統合過程是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相互制衡

1. 超國家主義機制
依據「羅馬條約」第一五五條，為保證共同體的功能與發展，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為：「………依據本條約規定之方式，擁有自己之決定權並參與由理事會及歐洲議會所形成之措施；為實施由理事會所制定之規則而行使理事會所授與之權利。」；爾後「單一歐洲法」第十條再補充「羅馬條約」第一四五條的規定，將「在理事會通過的法令，授權執委會實施理事會所制定之規定」。可以看出執委會在統合過程中扮演超國家的角色，其功能類似於國家內的行政體系，有相當廣泛的行政權
。其他如歐洲議會、歐體法院等機構也是具有相同之角色。

2. 政府間主義機制

歐盟理事會與高峰會議都具有雙重面貌，在決策過程上，兩者間是一個政府間的合作組織，各會員國利用會議來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但在對歐洲統合的未來發展而言，兩者卻是主要的政壇，透過這兩個論壇的討論與決議，共同體的超國家性質才能逐步實現。
在歐盟的決策體系中，執委會扮演提案的角色，議會可以參與，法院可以裁決，但是一定要仰賴歐盟理事會與高峰會議的支持，如此各會員國才得以在同意的基礎上推動歐洲整合。

（2） 形歐盟就是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並存

1.「單一歐洲法」的影響
單一歐洲法第一條明文規定，「歐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EPC）」的目標是為歐洲聯盟的切實進展作出貢獻，此時，歐洲聯盟首次成為歐洲共同體所要追求目標的條約依據。而此法所制定的制度變革，使得會員國的權利漸漸集中於歐洲共同體，在達成共同市場的目標中，其實也蘊含著政治意涵（political implications）。

2.「馬斯垂克條約」的性質

馬斯垂克條約是繼單一歐洲法後第二次對三個（煤鋼、原子能、經濟）共同體條約作重大修正。主要內容包括制定共同的外交、安全政策、共同的防衛政策、加強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在國內事務和司法領域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係、增加共同決策和多數決的範圍等。
在架構上，馬斯垂克條約將三個共同體、「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及「司法與內政合作」共同組成在歐洲聯盟的屋頂下，而成為歐盟的三根支柱（three pillars）。所以，這種支柱架構也將歐洲聯盟稱為柱形歐盟，第一根支柱仍然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第二、三根支柱內的行事主體仍是各會員國，以及歐盟內的理事會及高峰會議
。

伍、歐洲共同體之國際法人格

已於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失去適用期限五十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 ECSC）是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八日於巴黎簽署，並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生效，又稱為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由其六個創始會員國－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於羅馬簽署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EEC）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Eurotom），並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此二條約又稱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無適用期限的限制規定。歐洲經濟共同體主要的目的，為會員國在所有經濟範圍的合作，具廣泛的經濟統合架構；而歐洲煤鋼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則在特定的煤鋼及原子能範圍內。

歐洲共同體的創始會員國以締結國際條約的方式創設三個具有獨立國際法人格（legal personality）的共同體
，三個共同體各有其具有超國家職權的自主機關
。經過一九五七年的共同體特定機構公約（Convention on Certain Institutions Common to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與一九六五年為逐步達成「單一歐洲」之理想而將機關合併為單一機關的合併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a Single Council and a Singl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亦稱 Merger Treaty）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理事會（Council）、執行委員會（Commission）與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成為三個共同體的機關。這意味三個共同體雖仍是三個獨立實體（Separate entities），卻有共同的單一機關運作。
在馬斯垂克條約生效之前，並存架構下的三個共同體總稱為（複數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 EC），共同體已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自一八五八年聯合國派遣第一任大使駐歐洲共同體至今，有超過一五○個國家與歐洲共同體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其中更有超過一百二十個國家派駐使節。而歐洲共同體在普遍地與第三國締結雙邊或多邊條約之外，也加入許多國際組織，充分顯示歐洲共同體之國際法人格之地位。

一、歐洲共同體條約（EC條約）之釋義

（一）一般性條款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百八十一條
僅原則性規定：「共同體具有法律人格。」此法律人格是指國際法人格、會員國國內法人格或任一法秩序之法人格？並未詳加解釋。但若參酌第二百八十二條
有關「共同體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之規定：「在每個會員國內，依據會員國法律規定給予共同體享有法人廣泛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特別是共同體得取得與讓與動產及不動產、以及接受審判。未達成此一目標，由執行委員會代表共同體。」
明確指出歐洲共同體享有內國法人格之事實。概括性規定歐洲共同體具有法律人格在先，明確指出歐洲共同體享有內國法人格在後，說明歐洲共同體條約無論置身於何種法律體系之中，均享有法律人格。

（二）專門性條款

有關歐洲共同體共同商業政策（Common Commercial Policy）原則之施行方面，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在與一個或數個國家或國際組織談判締結協定時，應向理事會提出建議，理事會授權執行委員會，以進行必要的談判。」
，所以，歐洲共同體因商業政策之施行，而從事商業協定之談判、締約…..等，會員國無論在程序上或實務上均無權介入之立場。另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百二十八條論及「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之協定；歐洲議會之參與」，更在第一段第一項明文規定是項協議是以「歐洲共同體與國際組織或一個暨更多國家為締約之兩造」
，以執委會為代表歐洲共同體之談判機構，並以理事會為締約機構。歐洲共同體以其獨立自主之機構為談判之談判、締約機構，本身亦為締約之一方。由此可見，其國際法人格事實上即可因締約權之行使而確認。

歐洲共同體因共同商業政策之施行所簽訂的商業協定，即對「共同體機關與會員國，具拘束力。」
，亦構成歐洲共同體法之組成部分。使得會員國享有或負擔一定之權利或義務。換言之，同一國際條約，卻對歐洲共同體與會員國在國際法上產生各自不同之權利或義務，由此得出一結論：歐洲共同體與會員國是兩個不同之國際法主體。

為了更進一步釐清此一概念，歐洲共同體共同商業政策之簽署而引發之國際義務與責任，是以歐洲共同體為直接且有效之權利或義務歸屬者，確認其享有國際法人格之事實；會員國僅能作為歐洲共同體履行義務、主張是項權利之機構，從而喪失其作為國家之國際法人格。
另有諸如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三條、第三百零四條及第三百一十條
之規定，與一個暨更多國家或其它特定國際組織得「簽訂協定，建立以規定相互間權利義務、共同行動暨特別程序為特徵之聯合體」。歐洲共同體以自身之名義或由執委會，與一個暨更多國家或其他國際組織簽約，享有或負擔一定之權利或義務，再一次證明其有別於其會員國之國際法主體性。

二、歐洲共同體與國際法上之承認

（一）國際法上之承認制度

國際關係詭譎多變，有賴於國際法律制度的規範，才不致於失序，而國際法上之承認（recognition）制度便是規範國際情勢變動的制度。在現行國際法之下，國家並無給予承認的義務，承認制度並非由明確的法律規則所構成的一個體系，而是一套不規則的國家實踐。
國際法上之承認制度，主要適用於新國家或新政府，也包含交戰團體（Belligerency）和叛亂團體（Insurgency）等對象。

（二）國際組織與國際承認

有關國際組織之承認，存在兩派學說－－即「構成說（Doctrine of constitutive recognition）」和「宣示說（Doctrine of declarative recognition）」，前者認為：國際組織只有透過相關國家或其政府的承認，才能取得國際法人格；後者則認為：某些重要國際實體只要具備國際法上國際組織的要件，就當然具備國際法人格和被承認的資格。
但一般認為，國際組織作為現代國際生活中促成國際合作的一種法律形式，不但是國際法主體且有被其他國際法主體承認的資格。

（三）歐洲共同體在國際法上之承認

如上所述，國際組織是國際承認的對象；而歐洲共同體是新類型的、具超國家特殊性質的國際組織，至今已獲得眾多第三國的普遍承認。在承認方式上，無論是第三國對它的承認或它對第三國的承認，接近似於國家間的承認方式。歐洲聯盟除了採用締結條約、派遣與接受使團、申請與接納會員國的默示方式外，也採用建立外交關係、發表宣言和聲明的明示方式。

陸、歐洲共同體國際法人格之展現

歐洲共同體是歐洲國家為達經濟統合目的而設立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其創始條約已明白表示它是一具有法人格的個體。歐洲共同體國際法人格之展現，具體落實在其各項國際職權及負擔國際責任的能力。

一、歐洲共同體之締約權

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締結國際協定，是歐洲共同體對外關係最直接的法律形式。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十三條關稅同盟第一款之規定：「乃共同體的締建基礎」
，歐洲共同體對外締約權限，雖然有組織章程作為法律基礎，又有權威的司法機關作後盾；例如：歐洲法院於 Haegeman V. Belgium 一案中，表示「國際協定是歐洲共同體法律中不可分的一部份」
，國際協定既是歐洲共同體法的法源，那麼歐洲共同體是否有權去和非會員國締結條約來約束共同體及各會員國？這是個爭議點。因為對外締約權限是國家主權最敏感的領域，所以各會員國政府對締約權限的範圍一直持謹慎保守的態度，也可說是歐洲共同體與會員國之間妥協的產物。所以，歐洲共同體分別有明示（express）締約權限與默示（implicite）締約權限二種。前者指：歐洲共同體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之明確規定，而享有之締約權限。後者指：歐洲共同體因歐洲共同體條約僅作原則性之規範，致使適用產生疑義，而由歐洲法院擴張解釋歐洲共同體條約之文義，並經個案之裁判確認或諮詢意見發表之肯定見解，始享有締約權限。由此可知，歐洲共同體之默示締約權限，事實上是歐洲法院發揮法官造法（Judge made law）的功能。
     通常會員國對相關規定締約權限的條文採取狹義的、限縮的解釋，例如：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百一十條
；因是項規定而締結之協定即所謂之「準會員國協定」的規定：準會員國協定之締結，理事會在程序上不僅應先「徵得歐洲議會之同意」
，更須以「一致決之方式作成決定」
，認為該條並未賦予共同體任何明確的締約權限，所以僅限於與商業政策有關之事項；由於理事會為會員國代言，立場自然與會員國一致，然而執委會代表歐洲共同體整體利益，則有意擴大其對外締約權限。幸好在司法實踐上，透過判例逐步確立了隱含締約權原則，在一九六二年的Commission V. Council一案中（即European Road Transport Agreement 歐洲公路運輸協定---ERTA case）的判決中，歐洲法院於一九七○年首次在第1/75號諮詢意見中就隱含締約權限問題闡明了自己的立場
；歐洲共同體獨享這方面的對外締約權限，會員國的權限自動喪失。申言之，歐洲共同體在歐體條約明文授權締結國際條約的權限，此即為對內權限與對外權限間的平行性，應當一致，不可分離。在一九七五年的Local Cost Standard Case 一案中，歐洲法院更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觀點。由以上觀之，歐洲共同體對外關係權的發展，自始至終是歐洲共同體與成員國之間爭議的焦點與妥協的產物。與其他國際組織相比，歐洲共同體之對外締約權限有其特殊之新特點。

（一）由會員國與第三國締結的國際條約

在締約權限的實踐上，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百零七條並不是要由歐體取代會員國在歐洲共同體條約生效前締結國際協定的地位。例如：歐洲共同體雖然並非關貿總協定（GATT）的法律上締約國，但由於歐體的六個創始會員國均為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關貿總協定締約國，而關貿總協定規範關稅與貿易事務，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百八十四條之規定，在過渡期結束後，歐體對於關稅與貿易事務擁有專屬權。因此關貿總協定中，歐洲共同體不僅與若干第三國達成了許多雙邊貿易協定，尤其是一九七九年四月東京回合（Tokyo Round）之後的一系列貿易協定等
，成為關貿總協定事實上的締約國。一九九五年生效的世界貿易組織協定（WTO），歐體與會員國均為世界貿易組織正式的創始會員，由關貿總協定引發的關稅與貿易事務範圍的法規衝突問題，至此終告解決。

這主要是來自歐洲法院針對EC 締結WTO諸協定之權限，所作的重量級諮詢意見「1/94意見」。
其中最重要也最具爭議的內容：（一）是將TRIPS（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事項排除於EC條約第一百三十三條「共同商業政策」的範疇；（二）是認定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的四種供應模式當中，僅「跨境提供」模式，在第一百三十三條「共同商業政策」的範疇屬於共同體專屬權限，其餘的三種供應模式（國外消費、商業據點、自然人移動）皆在「共同商業政策」的範疇之外，不屬於共同體專屬權限，因此須以「混合協定」，亦即由EC與會員國共同參與締結。

不少人認為1/94的見解，將TRIPS事項不當排除，且對服務貿易之供應模式不當切割，反而造成歐洲共同體在談判、締約、履行的混亂，遂主張在後續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中補救。

（二）歐洲共同體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的結盟：與非、加、太國家的洛美協定

歐洲共同體與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島嶼於一九七五年締結了第一個洛美協定（Lomé Agreement），有效期為五年。加入洛美協定的非、加、太國家由最初的二十餘個增至六十多個。主要為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政策，特點為
：

1. 歐洲共同體與非、加、太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以互利為基礎，前者

予以後者優惠待遇。

2. 創造保護非、加、太國家若干產品外銷歐洲共同體的固定收益制

度。

3. 協助非、加、太國家發展運輸及交通，給予非、加、太國家中最貧

窮的國家特別援助。

4. 建立由雙方代表組成的混合機構，監督協定的實施。

二、歐洲共同體之外交關係

歐洲共同體於一定範圍內有建立和維護國際關係的能力，如接受和派遣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交代表，是國際組織在國際法上主體性的具體表現。
一九七五年聯合國在維也納通過的「關於國家在普遍性國際組織關係上的代表權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tates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a Universal Character），可作為國際組織接受外交代表的法律依據。國際組織雖可援引先前的維也納公約作為其接受使節權之法律依據，但該公約也有些限制；蓋歐洲共同體是區域性國際組織，而維也納公約係以全球性國際組織為適用的對象，而歐洲共同體之部分會員國並非該公約之締約國，所以一九七五年之維也納公約是否為歐洲共同體所援引，是有疑義的。但就其歐洲共同體接受和派遣外交代表之權利及法律依據如下：

（1） 歐洲共同體接受會員國外交代表的權利；乃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一五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會員國派駐在歐洲共同體的常駐代表團組成一個「常駐代表委員會（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負責理事會之準備工作，並執行理事會分派之任務。

（2） 歐洲共同體接受非會員國外交代表的權利；依據一九七五年之維也納公約第七條之規定，派遣國等使團到任之後，再由史團團長之遞交到任國書即可。一般而言，非會員國外交代表是「常駐觀察團」，係代表派遣國捍衛其利益暨維繫其與國際組織間之聯繫、合作並主導兩者間之談派等事宜。在歐洲共同體中，非會員國設立的是「常駐代表團」。

（3） 歐洲共同體向非會員國派遣外交代表的權利；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以後，

行使了向外派駐外交代表的權利，例如，一九五五年高級委員會首次向倫

敦派駐了代表團；然而，以法律層面來看，是直到一九八七年生效的『單

一歐洲法』才予以明確。

（4） 歐洲共同體向國際組織派遣外交代表的權利；乃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

二九條至二百三十一條之規定，必須與聯合國及其他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等機構保持有益的聯繫。在實踐上：以聯合國為例，到目前為止，歐體以

常設觀察員的身分參加了幾乎所有其機構的活動，在聯合國大會各委員會

中有發言權，但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則無發言權。歐洲共同體的代表在參

加國際組織活動時的提案權或對某項決議草案提出修改意見的權利至今

尚未獲得正式確認，只有共同體會員國享有表決權。

總結其對外關係範疇，雖然歐洲共同體和各會員國均可作為獨立的國際法主體，但在對外關係領域上又常以「混合人格」的面貌出現來參與國際活動，這是歐洲共同體特有的現象。

三、歐洲共同體之國際責任

國際責任指國際法主體對國際不法的行為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就歐洲共同體而言，國際法關於國際責任的各項規定亦可適用，但由於歐洲共同體有其特殊的結構及混合協定的運用，所以在國際責任方面可能產生某些特殊的實踐。例如：歐洲共同體若因違反國際義務，在可歸責於歐體的情況之下，歐洲共同體應對其他國際法主體負起損害賠償責任，此稱為歐洲共同體之「消極（Passive）責任」。在國際索賠能力方面，國際法院於一九四九年之諮詢意見表示：「國際組織享有追究國家責任的權利。
」所以，歐洲共同體可以追究一個國際法主體的不法行為對它造成損害的責任，也同時可以對其官員遭受損害向有關國家提出索賠要求
，此稱為「積極（Active）責任」。

柒、賦予歐洲聯盟法律人格之評估

一、歐洲議會之意見

為了因應由歐洲共同體轉型至歐洲聯盟，處理日趨擴大的職權內政範圍與外交事務，歐洲議會的二十個常設委員會之一：外交事務、人權、安全與防禦政策委員會於二○○一年提出有關「賦予歐盟法律人格之意見」，內容摘要如下：
（一）在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範疇內之窘況

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八一條、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第六條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第一八四條，在歐洲統合中創設三個具有獨立法律人格的共同體，它們各自享有與非會員及國際組織締約之權利，對共同體具約束力並負擔履行義務。然而，歐盟條約並無賦予歐盟法律人格，因此可說，歐盟本身在國際法上沒有權利締約，僅可透過歐洲共同體及會員國的運作來達成其既定目標；特別是歐盟條約之標題五、六有關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及在司法與內政的合作上，不具法律人格、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只有規定在歐盟條約第二十四及三十八條，有關與第三國及國際組織之協定上享有極小限度之國際法人格之權，僅類似觀察員的身分來施展外交關係而已。

（二）贊成賦予歐盟法律人格之幾項論點

1.
在歐盟CFSP範疇內的法律效果應更具一致性歐盟對外關係的限制及其國際上的身分定位的最大衝擊來自它的國際法人格的欠缺，同時也影響到政治、經濟及軍事議題上，很明顯地，歐盟CFSP也因此在國際上失去其完整性。

2. 歐盟在CFSP範疇內的國際協定之締結需大幅度地改善如前所述，歐洲共同體所締結之國際協定對會員國具約束力，並負擔履行義務。然協定之生效，端視那些法人格〈共同體或個會員國〉在歐盟架構下如何運作其權利義務；這種令人不滿的情形在尼斯條約建構中沒有做出改變。事實上，尼斯條約仍然繼續於政府間締約協定時忽略歐洲議會的角色；特別是有關歐盟預算案上的協議方面，是難以接受的。

3. 承認歐盟在國際組織的參與和運作上的能力在參與國際組織的情形，例如，聯合國糧農組織、世貿組織….等，歐盟皆是十五個會員國外之第十六席。為了確保歐盟對外關係的可信度與一致性，應該將CFSP和CESDP方面之事務直接交由歐盟受理，以避免某些會員國，特別在聯合國安理會之決議上造成大國特權的衝突。

1、 加強歐盟的國際特性與執行外交關係的能力

現今由歐盟架構之下處理CFSP的事務，卻存在其政府間特質之矛盾是完全令人不滿的。此外，若能賦予歐盟國際法人格對未來CFSP的發展前景及建造歐盟外交實體是毫無疑問的，這不但可獲致對外之一致性及效率，更正面地衝擊歐洲公民每日生活、工作或到外國旅遊的權利。

（3） 歐洲議會的結論及意見
為解決以上問題必須落實以下幾點並予以具體化：

1.
修改歐盟條約，賦予歐盟法律人格；例如，無論對內的歐洲共同體或對外的歐盟皆是同一法律人格和思索趨向一致而有效率的共同對外行動的基本步驟。

2.
考慮於條約議程和二○○四年的政府間會議將此議題再度提出討論，為達此目標之良方乃於任一有關會議提出修改歐盟條約。

3.
代替簡單的協議，特別是有關歐盟預算，考慮歐洲議會之優先同意權；如此可確實地改善在CFSP的國際協定之締結範疇內，歐盟所扮演的角色。

4.
自行宣告歐盟雖是十五個會員國外之第十六席，但至少在聯合國機構中有關於CFSP方面之事務直接交由歐盟受理。

5. 考慮目前CFSP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及對外關係委員之責任，在外交事務上由單一的執委會副主席接管。

6. 為了加強歐盟的國際特性及歐洲外交上的角色，由執委會副主席負責，階段性建構一個歐盟外交實體。

筆者認為：歐盟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FSP）是由先前體制外，經過二十餘年逐漸發展之歐洲政治合作（EPC）更名而來，雖然在馬斯垂克條約（歐盟條約）中，正式納入共同體的法律體系，具有一定的條約義務及強制性，但是在現實政治的操作上，還是以尋求各會員國的共識為不成文的習慣；也是本文強調賦予歐盟法律人格之關鍵所在。也就是說，雖然依據歐盟條約之規定，歐洲議會、理事會、執委會與歐洲法院各行使職權，但是CFSP和JHA這兩根支柱明顯的具有政府間合作的特徵，造成理事會在權限行使上舉足輕重，至於執委會、歐洲議會與歐洲法院在CFSP和JHA範圍的合作上，並無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決定權限。在歐洲聯盟條約生效後，歐洲共同體仍保有其在國際法上的權利主體，且其法律人格亦未消滅，通說均認為歐洲聯盟本身並無獨立的法律人格。歐洲聯盟條約除了無明文規定其具有法律人格、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外，在CFSP和JHA範圍的合作上，均強調單純的政府間合作。

歐洲議會是歐盟最高民意機構，具立法權、預算權及監督權；但依據歐盟條約第第十七條與第三十四條之規定，在CFSP和JHA的合作上，歐洲議會明顯地僅得被通知及聽證，不享有法律拘束力的形成權限。所以筆者閱讀此篇「歐洲議會之意見」，可窺出其欲賦予歐盟法律人格之提案源由。

雖然目前歐盟欠缺法律人格，但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的關係維持層面上，在國際法的意義下，歐洲聯盟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然而歐盟本身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間僅具有事實上的政治性質，但卻無法律性質，亦即歐洲聯盟並無法律上的行為能力，而必須藉由其會員國或歐洲共同體在國際法上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換言之，若以一家公司為例，這家公司本身無行為能力，須透過董事長或代表來締約，把契約的效力直接歸屬於公司之道理同出一轍。

有學者討論歐盟內部有沒有一部所謂的憲法嗎？歐盟需要一部憲法嗎？憲法是一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擁有最高法律地位。根據國際法上的解釋，歐盟雖然是一個「超國家組織」，擁有固定的人民、土地和類似民主國家的政府機構（即執委會），但是尚未擁有完全的主權（例如：國防、外交、內政權限仍然屬於各會員國擁有）和充分的外交執行能力。因此，歐盟到目前為止，不能視為「國家」之意義下具制定憲法資格。歐洲議會曾於一九八四年提出『成立歐洲聯盟草案』，作為草擬『歐洲共同體憲法』的基礎；接下來又於一九九四年『歐洲聯盟憲法草案』。然而，由於歐盟會員國對『歐洲統合』最終目標的看法仍然不一致，因此以上兩項草案皆未通過。
但現就季斯卡主持的「制憲大會」所草擬的「歐洲憲法草案」之通過，已經打破諸多學著的狐疑，歐盟正努力邁向具有一部成文憲法的超國家組織，可為二十一世紀之新創舉。

在此次美伊戰爭突顯歐盟在CFSP架構下的兩派衝突，整合上似乎受到重大挑戰。筆者認為，各會員國之立場及分歧仍需不斷進行協商過程，造成前段所述之「制定憲法」僵局存在，由此可見，歐盟欲賦予歐盟法律人格的時機還在醞釀中。

二、歐洲憲法草案

經過幾番波折，歐洲憲法草案終於於二○○三年六月二十日在希臘舉行的歐

盟高峰會議通過，作為擴大為二十五國的未來歐盟政府間會議討論的「基本文件（…the text of the Draft Constitution Treaty is a good basis for starting in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這將是歐洲繼經濟整合之後邁向政治統合，提昇歐盟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主持擬定這項與歐盟未來廣大的四億五千萬人民之利益息息相關的歐洲憲法草案的是法國前總統季斯卡，它目前是「制憲會議」的主席。

該草案全文二百四十頁，包含四百五十項條款，除前言外，全文共分為四部（PART）、五個議定書及三個聲明。其中第一部類似憲法中的總綱，用以建立歐盟的基本架構，再分為九個標題（TITLE），分別界定歐盟的目標、基本價值、權限、機構、法律工具、民主體制、財源預算、週邊關係及會員進退；第二部是原有的「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再分七個標題，分別界定人性尊嚴、自由、平等、社會權、市民權、司法權；第三部則以原「歐洲共同體條約」為基礎，細部規範各項政策的內容及權限，共七個標題，分別論述一般原則、市民權與無歧視原則、對內政策、聯繫政策、對外行動、聯盟運作和共同條款。其中第三標題又分為五章，分別規範內部市場、經濟暨貨幣政策、主要政策（policies in other specific areas）、司法暨安全事務及次要政策（areas where the Union may take coordination, complementary or supporting action）。主要在強調民主、平等、正義及人權原則是歐洲人民的基本生活利益。未來將設一名歐洲主席，主持由各國領袖組成的歐洲理事會，但最重要的是歐盟重要事項的決議，未來可能在表決時增加資格多數
的運用範圍。不過國防、外交及財政問題，在英國、奧地利及西班牙的反對下，仍必須獲得全體一致通過才算數。

接著於二○○三年七月十日歐盟制憲會議主席－法國前總統季斯卡於布魯塞爾，宣佈歐盟憲法草案的撰寫工作已全部完成，由一○五位來自十五個成員國及新加盟的十國代表正式簽字定案，宣佈完成歐洲劃時代的新創舉。歐盟憲法草案作出了下列幾項重大變革：
1.
以常設理事會主席制度取代現行的半年輪值主席國制度；
2.
自二○○九年起，歐盟執委會的成員由現在的二十名委員減少至十五名，以確保會員國間的平等；
3.
設立專職的歐盟外交部長；
4.
在絕大多數領域的決策過程中採取有效多數決制；
5.
任何決定皆要求至少達到過半數成員國的同意，且贊成票需代表60%以上的歐盟公民，才能通過，即採取所謂的雙重多數決制；
6.
成員國在遭到恐怖襲擊的情況下應相互援助；
7.
歐盟將被賦予具簽署國際條約的“法人格”；
8.
成員國有權自願脫離歐盟，主要為避免決策時因少數國家反對而使歐盟運作癱瘓，憲法草案規定，若某些成員國不認同某些政策，可暫時拒絕執行，甚至可以自願退出歐盟。

結論

國際組織乃國際法之主體，享有不完整之法人資格，已因國際法院所發表之諮詢意見而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在可預見的未來，歐盟之第一根支柱具有法人格來看，其對國際社會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法律秩序仍將產生重大影響。雖然五十餘年來歐洲統合的過程可說是風雨飄搖，但隨著其內部經濟、法律方面共同體化程度日益高昇，對外交往與合作關係愈加頻繁，經由其與第三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的交往與合作關係，歐洲聯盟在締結國際條約、派遣外交代表、國際責任之承擔等方面的實踐，皆可作為歐洲共同體是國際法主體的體現，可說是現代眾多國際組織中最卓然有成者，也遠遠超越其他區域性國際組織；其各項職權的行使，已使歐洲聯盟之發展逐步邁向聯邦或邦聯的形式。可以肯定的是，歐盟必將以其獨特的國際人格更活躍地於多元化國際社會中扮演積極且舉足輕重的角色，也為人類提供一種新的合作模式。。


第柒章第二節所言之歐洲憲法草案雖然已於日前通過，也有歐盟的法、德、義、荷、比、盧六個創始會員國全力支持，希望目前的版本能不經太多修改就能順利於跨政府會議獲得通過。但以英國及西班牙為首的「十八國聯盟」原則上接受草案的同時，仍重申反對資格多數制度的過分普遍使用，因此這個議題在未來的跨政府會議中還是可能引發強烈爭議。

由本篇的研究中，筆者認為，歐洲聯盟之第一根支柱－－歐洲共同體的國際法人格雖具特殊性，卻普遍認為其國際法人格之存在不容置疑，然而歐洲聯盟至今在其法律主體上仍無法律依據，許多對外關係仍透過歐洲共同體或其會員國來行使其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特別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上，各會員國仍無法在這敏感的權限上得到共識，雖然歐洲憲法草案已經出爐及通過，逐漸邁向歐洲統合，也已向前跨出一大步了，但這部即 將規範歐洲眾多國家的憲法，再起草過程中曾引發大國與小國兩極化的反應，例如小國擔心常設歐洲理事會主席一旦設立後，歐盟執委會的權利會被弱化，因而失去「共同體」的性質，任由大國宰制
；也有些國家擔心共同的賦稅政策會降低其國內的市場競爭力以及英國保守黨對於有關勞工及社會政策的規範相當不滿等，之後的爭論仍是不可避免地持續下去；雖說如此，歐盟制憲會議主席季斯卡極力呼籲各會員國領袖盡量依循「經我們仔細討論和思考的憲法草案，未來的工作就會較輕鬆」
，歐洲聯盟希望透過一部歐盟憲法來確立其國際法人格，達到創始之初「歐洲合眾國」的理想，端視二○○三年十二月即將舉行的羅馬高峰會議中，是否獲得全體一致表決通過，值得耐心觀察與探討。

	


論如何，歐洲憲法草案的通過，不但象徵未來二十五個會員國所要共同遵循的規範，也是為將來歐盟還會繼續擴大的可能做準備，而各會員國的國家利益將視歐盟的共同規範優於國內法之上，歐洲聯盟超國家的性質益發明顯；其所開之歷史先例，實可為國際法上之各種不同主體的機構運作豎立一個新典範。

筆者行文至今從歐洲統合過程之演進，探討現今歐洲共同體如何以其法人格享受權利、行使義務之現況作論理解釋及尋求其法律依據；再者於第叁章探究現今歐洲聯盟如何透過其第一根支柱達到行使對外代表權之特殊狀況作分析。而且為了因應東擴，歐洲聯盟限於現有體制運作上之不足，而有憲法草案受到各會員國接受之現狀；若於二○○三年十二月的羅馬高峰會議中得到全體一致表決通過，並於二○○六年正式生效實施歐洲憲法後，未來是否衍生新的問題？法律上還有哪些在實際運作上需要修正？對傳統國際法理論有何衝擊？國際法是否要重新命題？對國際社會有何意義？其他區域統合將來是否會套用歐盟模式？此等問題一直縈繞心頭，是筆者有興趣繼續觀察與研究的標的，除了希望自我釐清之外，也希望能深入研究以探討其衍生出的許多國際法上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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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廢止之探討─以歐洲人權公約與我國制度之比較為中心

吳德煒

 （南華歐研所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死刑制度究竟應該保留或廢止，長期以來引起諸多正反不同意見的討論。但有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之慘痛經驗，因此聯合國與其他區域組織遂要求各國廢止死刑之規定。本文以歐洲理事會之歐洲人權公約及其議定書為討論重點，並比較我國法律制度之差異，以做為我國將來修法時之參考。


關鍵詞：死刑、生存權、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歐洲理事會、歐洲人權公約
第一章、前言
    自古以來為了處罰罪犯，死刑普遍為各國所採用，而且執行方式異常的殘酷，不論是早期的放逐、以石擊斃、推落斷崖、斬首刑、四裂，或是近代用電椅、瓦斯、毒藥、槍決等方法均屬之
。隨著時代的演進，雖然目前絕大多數的國家不再以前述之肉刑做為執行方式，但是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國家仍不算少數。根據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AI )的統計
，目前世界上雖然有112個國家廢止死刑( 不論是全面廢止、或僅對於普通犯罪廢止、或該國法律雖仍有死刑之規定，但是法院已不再做出死刑的判決 )，不過仍有83個國家保留此制度，而且僅在2002年中就有至少1526人被執行死刑
。

死刑制度究竟應該保留或是應予廢止，長期以來引起學者許多的討論
。惟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慘痛教訓，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UN )與其他區域組織逐漸要求各會員國廢止死刑之規定。本文以「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 )之「歐洲保護人權及基本自由公約( 簡稱歐洲人權公約 )」(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及其議定書為討論重點，並比較我國法律制度之差異，以做為我國將來修法時之參考。

第二章、死刑廢止之背景與相關觀點概述
    此部份可以分為下列二點說明：

  第一節、背景說明

    死刑廢止運動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全面推展的
。在二次大戰期間，納粹( Nazi )德國不但屠殺數百萬的猶太人，另外根據希特勒( Adolf Hitler )的著作「我的奮鬥」( Mein Kampf )所記載，其亦對於約10000名犯罪者與平民處以死刑。有鑑於死刑制度之濫用對於人權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國際間開始訂定人權保障之條款。在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其中第3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
；此外，在1976年3月23日生效之「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與1991年7月11日生效之「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二任擇議定書」( Second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iming at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中，皆有保障生存權與死刑應予廢止的明文規定。而在歐洲部份，1953年9月3日生效之「歐洲人權公約」、1985年3月1日生效之「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號議定書」( Protocol No. 6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concern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與2003年7月1日生效之「歐洲人權公約第十三號議定書」( Protocol No. 13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concern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all circumstances )亦有保障生存權與死刑應予廢止的規定
。隨著這半世紀以來國際人權保障制度不斷的發展，故對於人權之保護亦日趨完善。

  第二節、相關觀點
贊成死刑應予廢止的學者，分別從不同的面向提出許多觀點( 例如從人道主義、刑事政策、司法實務與從被害人立場來觀察 )
，本文則側重在法律哲學層面的探討，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社會契約論
    在1764年時，義大利刑法學者貝加利亞( Cesare Beccaria，1738-1794 )於其著作「犯罪與刑罰」( Dei Delittie Delle Pence )中，提出社會契約論並主張死刑應予廢止。貝加利亞質疑究竟是誰可以賦予人類殘殺同胞的「權利」，其認為法律是表達每一個人意思的總意，但是什麼人會想要將剝奪自己生命之權利賦予他人呢？倘若此種假設被肯定的話，則與禁止自殺的戒律之間又將如何取得調和？因為既然人類沒有權利殺死自己，當然也無從將此權利讓渡給他人或社會
。

    此外，貝加利亞也認為在人類精神上足以產生最大之效果者，並非刑罰的嚴峻程度，而是其持續性。故當一個犯人被執行死刑時只會產生微弱、短暫的效果，但是會使人們產生強烈、持續性印象的，卻是自由受到限制的人類必須以自己的身體向社會贖罪且彌補其所造成社會損害的情景。基於這個理由，人類會在做出任何違法的行為之前，將所有的不幸與損害，和因為犯罪而可能得到的不確實成果之間相互權衡，以避免自己一生必須在奴隸與痛苦狀態中度過，這也是貝加利亞認為死刑應予廢止而以無期徒刑取代的原因
。

    二、古典自然法理論
    自然法理論的發展歷史相當悠久，從古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時期，到近代經由霍布斯( Thomas Hobbes，1588-1679 )、洛克( John Locke，1632-1704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與康德( Immanuel Kant，1724-1804 )等學者不斷加以闡述而趨於完備
。由於康德的法律哲學深受前述學者的影響，因此本文以康德之理論為中心而予以論述。
    康德認為，人類最初生活在自然狀態中，每一個人都擁有其自然權利，亦即私法權。其包含下列的權利：第一、每個人由於其人性而與生俱有且不可讓渡之「天賦的權利」( angeborenes Recht )，以及第二、基於此天賦的權利，並經由特定的法律行為而取得之「獲得的權利」( erworbenes Recht )。不過在自然狀態中，這些權利都只是暫時的，因為它們隨時都可能被他人侵犯或奪取，故自然狀態其實也就是一種「失權狀態」( Zustand der Rechtlosigkeit )。準此，人們必須離開自然狀態而進入「法權狀態」( rechtlicher Zustand )，也就是一個能夠讓每個人獲得其應有權利之狀態。為了有效地保障私法權，每個人只好讓出部份的權利( 放棄使用個人力量來解決衝突的權利 )，共同組成公權力來制定公共的外部強制律則，並據以執行、裁判，以達到保障每個人私法權之目的。此種公權力的主體吾人稱之為「國家」，至於人們相約共同組成公權力的契約，則稱之為「原始契約」( ursprünglicher Vertrag )，原始契約可以為國家存立之必要性提供普遍而有效的根據
。

    康德認為藉由原始契約，人們各自的私人意志結合成為普遍意志，一方面雖然放棄在自然狀態下「野蠻的、無法律狀態的自由」，但同時卻也獲得「合乎律則的自由」( 受到普遍意志制定出來的法律所規範的自由 )。換句話說，人們其他的自然權利不僅未受剝奪，並且能獲得公權力的確實保障。因此，「保障每個人的權利」是國家得以存立之正當性基礎，國家不得藉由任何方法來損害、剝奪人民的權利
。
第三章、死刑廢止之法律規定
    如前所述，在國際人權法上有許多關於廢止死刑之規定，本文將簡要的介紹「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及其議定書之內容，繼而探討「歐洲人權公約」及其議定書之規定與發展情況。
  第一節、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及其議定書
    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於1966年12月16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1976年3月23日生效。本盟約第6條涉及到死刑的問題
。第6條第1項規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存權，此權利應受到法律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生存權( right to life )是人類最重要的基本權利，倘若吾人失去生命的話，則其他的基本權利也將無法享有，此為本項規定之旨趣所在。然而，第6條的規定卻又允許死刑在符合若干限制的情況下繼續存在
。這些限制為，第一：在未廢止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僅限於「最嚴重的犯罪」始得為之。由於各國對於最嚴重的犯罪有不同的認知，因此目前並無一個較為明確的定義。第二：必須依據「犯罪當時」有效的法律來判決。這是重申本盟約第15條所規定之罪刑法定原則。第三：不得違反本盟約之其他規定和防止與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的規定。對於罪犯判處死刑，不得因其種族、宗教或不相關的因素而有差異，且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 )之要求；此外鑑於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屠殺的教訓，因此規定不得以判處死刑來做為實施滅種政策的手段。第四：死刑判決非經合格法庭之最終審判，不得執行之。以往曾有提議將法院的獨立性亦納入本條規定中，惟因本盟約第14條已有明文而並未予以修正。第五：對於未滿18歲之人犯罪，不得判處死刑；對於孕婦不得執行死刑。此是為了保護無辜的胎兒而為之限制，但是若胎兒已經出生或孕婦終止懷孕，則不在此限。第六：任何被判處死刑之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被判處死刑之人可以藉由這些方式為其爭取生存的權利
。
    儘管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對於死刑已設下許多限制，但是仍無法達到全面廢止死刑之目的，因此聯合國大會於1989年12月15日通過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二任擇議定書，以期更進一步達成廢止死刑之目標
。本議定書第1條要求各締約國，在其管轄範圍內，不得對任何人執行死刑，並且應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廢止死刑。第2條則規定除了在批准或加入時，對於在戰爭期間已被定罪的最嚴重軍事性質犯罪，得提出戰時死刑適用的保留條款外，對於本議定書一律不允許附加任何的保留條款；同時，欲附加保留條款之締約國應將其在戰爭期間所適用之相關國內法律向聯合國秘書長通報。所謂「戰爭期間」( in time of war )，廣義的見解應該包含國家間的軍事衝突與國內的軍事衝突二者
。另外，「最嚴重的犯罪」規定與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6條相同，只是在本條中更進一步地將適用範圍限縮在軍事性質犯罪始得為之
。目前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已有151個國家簽署與批准，而其第二任擇議定書則僅有50個國家簽署與批准
。
  第二節、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號議定書
    關於歐洲人權保障條款部份，1953年生效之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任何人之生存權均應依法保障」
，此與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第6條第1項之規定相仿，惟需注意的是歐洲人權公約並未禁止死刑制度。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私人之生存不應被任意剝奪，但法院依法律規定對於私人犯罪行為所為死刑判決之執行則不在此限」。此外，同條第2項又規定三種生存權保障之例外情形：「第一：為了保護私人免於受到非法暴力之侵害；第二：為了進行合法逮捕或防止受合法羈押之人潛逃；第三：執行合法行動以達到鎮壓暴動或叛亂之目的」
。不過，這並不表示任何由法院所為之死刑判決均被歐洲人權公約接受
，而且還有違反本公約第3條的可能性
。

歐洲人權法院曾在1989年審理Söring v. United Kingdom案中，對於死刑可能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的問題表示過意見
。本案的原告是德國國民，其於美國維吉尼亞州成長並認識女朋友，因為女方家長反對他們交往，原告及其女朋友遂將女方家長殺害後逃往英國。後來美國要求英國將其二人引渡回美國，原告在英國用盡當地法律救濟之後，於是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控訴。原告主張若是英國將其引渡回美國，則其將有被依謀殺罪判處死刑之可能性，這會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關於禁止非人道待遇或處罰之規定。原告表示依據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司法實務經驗，犯罪者從被判死刑開始直到執行死刑為止，一般需要經過6~8年的時間，這對犯罪者而言將產生「死亡排隊現象」( death row phenomenon )，這構成了非人道待遇。歐洲人權法院同意原告之主張，並認為原告若被引渡回美國則可能面臨非人道或侮辱待遇的實質風險，因此認定若是英國將其引渡回美國，則會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之規定。

歐洲人權公約並未要求會員國應該廢止死刑，對於生存權之保障而言誠屬缺漏，故歐洲理事會決定更進一步地草擬新的廢止死刑議定書以改善此種情形。本議定書從1981年9月25日起由人權指導委員會( Steering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著手起草，並在1982年12月6~10日召開的第354次會議中，被部長委員會( Committee of Ministers )所採納，並自1983年4月28日起讓歐洲理事會的會員國簽署與批准
，此即第六號議定書。在議定書的內容方面，前言部份並沒有提到「生存權」或是「非人道待遇」的議題，這是各方妥協之後的結果，目的是要避免激怒當時仍然保留死刑的部份歐洲理事會會員國
。第1條規定：「死刑應予廢止。任何人不得被判處死刑或是執行死刑」
。本條揭示死刑應該廢止的意旨。倘若有罪犯在本議定書生效之前就已經被判處死刑，則應禁止執行死刑的判決
。然而，第2條條文卻規定國家對於在「戰爭期間」犯罪者可以根據法律以死刑做為處罰的方式
，如此一來本議定書對於廢止死刑的規定，僅限縮在「平時」應廢止死刑而已
。第3條及第4條條文分別規定，歐洲理事會的會員國不得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15條
及第57條而減免、保留本議定書所規定之義務。
第三節、歐洲人權公約第十三號議定書
    雖然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號議定書已經規定在平時應廢止死刑，但仍保留在戰爭時期可以使用死刑的例外情況。為了要達成全面廢止死刑的目標，歐洲理事會的議員大會( Parliamentary Assembly )於1994年時，首度向部長委員會建議草擬新的議定書以廢止在「平時與戰爭時期」的死刑規定
。

    2000年11月3~4日，在羅馬召開一項關於人權的歐洲部長會議，在會議中明白表示支持廢止在戰爭時期使用死刑之規定。而在第二號決議( Resolution II )中除了要求少數尚未廢止死刑、也沒有批准第六號議定書的會員國要儘速批准該議定書之外，並要求部長委員會考慮「擬訂新的議定書以排除對於在戰爭時期犯罪者使用死刑的可行性」。2001年11月8日，人權指導委員會將議定書草案轉交給部長委員會，隨後在2002年2月21日獲得通過，並自2002年5月3日起讓歐洲理事會的會員國簽署( 地點位於Vilnius )與批准，此即第十三號議定書
。本議定書於2003年7月1日生效。

    在議定書的內容方面，前言宣示每個人的生存權是民主社會中之基本價值，而死刑的廢止是保護此項權利與固有人性尊嚴之基礎。為了加強保障歐洲人權公約所揭示的生存權，故應廢止所有情況下的死刑規定。第1條規定：「死刑應予廢止。任何人不得被判處死刑或是執行死刑」，因此各會員國不論在平時或戰爭時期均負有廢止死刑規定之義務
。第2條及第3條則亦分別規定，歐洲理事會的會員國不得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15條及第57條而減免、保留本議定書所規定之義務。
    隨著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號及第十三號議定書的相繼生效，長期以來歐洲對於全面廢止死刑之努力終於有了顯著的成果。茲將歐洲理事會各會員國簽署與批准第六號及第十三號議定書的情形整理如下表
：
	
	第 六 號 議 定 書
	第 十三 號 議 定 書

	國家(該國內的情形)
	簽 署
	批  准
	簽  署
	批 准

	阿爾巴尼亞(2000廢止普通犯罪部份)
	04/04/2000
	21/09/2000
	26/05/2003
	

	安道爾(Andorra) (1990全部廢止)
	22/01/1996
	22/01/1996
	03/05/2002
	26/03/2003

	亞美尼亞(2003廢止普通犯罪部份)
	25/01/2001
	29/09/2003
	
	

	奧地利(1968全部廢止)
	28/04/1983
	05/01/1984
	03/05/2002
	

	亞塞拜然(1998全部廢止)
	25/01/2001
	15/04/2002
	
	

	比利時(1996全部廢止)
	28/04/1983
	10/12/1998
	03/05/2002
	23/06/2003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1997廢止普通犯罪部份)
	24/04/2002
	12/07/2002
	03/05/2002
	29/07/2003

	保加利亞(1998全部廢止)
	07/05/1999
	29/09/1999
	21/11/2002
	13/02/2003

	克羅埃西亞(1990全部廢止)
	06/11/1996
	05/11/1997
	03/07/2002
	03/02/2003

	塞浦路斯(2002全部廢止)
	07/05/1999
	19/01/2000
	03/05/2002
	12/03/2003

	捷克(1990全部廢止)
	21/02/1991
	18/03/1992
	03/05/2002
	

	丹麥(1978全部廢止)
	28/04/1983
	01/12/1983
	03/05/2002
	28/11/2002

	愛沙尼亞(1998全部廢止)
	14/05/1993
	17/04/1998
	03/05/2002
	

	芬蘭(1972全部廢止)
	05/05/1989
	10/05/1990
	03/05/2002
	

	法國(1981全部廢止)
	28/04/1983
	17/02/1986
	03/05/2002
	

	喬治亞(1997全部廢止)
	17/06/1999
	13/04/2000
	03/05/2002
	22/05/2003

	德國(1949全部廢止)
	28/04/1983
	05/07/1989
	03/05/2002
	

	希臘(1993廢止普通犯罪部份)
	02/05/1983
	08/09/1998
	03/05/2002
	

	匈牙利(1990全部廢止)
	06/11/1990
	05/11/1992
	03/05/2002
	16/07/2003

	冰島(1928全部廢止)
	24/04/1985
	22/05/1987
	03/05/2002
	

	愛爾蘭(1990全部廢止)
	24/06/1994
	24/06/1994
	03/05/2002
	03/05/2002

	義大利(1994全部廢止)
	21/10/1983
	29/12/1988
	03/05/2002
	

	拉托維亞(1999廢止普通犯罪部份)
	26/06/1998
	07/05/1999
	03/05/2002
	

	列支敦斯登(1987全部廢止)
	15/11/1990
	15/11/1990
	03/05/2002
	05/12/2002

	立陶宛(1998全部廢止)
	18/01/1999
	08/07/1999
	03/05/2002
	

	盧森堡(1979全部廢止)
	28/04/1983
	19/02/1985
	03/05/2002
	

	馬爾他(2000全部廢止)
	26/03/1991
	26/03/1991
	03/05/2002
	03/05/2002

	摩爾多瓦(Moldova) (1995全部廢止)
	02/05/1996
	12/09/1997
	03/05/2002
	

	荷蘭(1982全部廢止)
	28/04/1983
	25/04/1986
	03/05/2002
	

	挪威(1979全部廢止)
	28/04/1983
	25/10/1988
	03/05/2002
	

	波蘭(1997全部廢止)
	18/11/1999
	30/10/2000
	03/05/2002
	

	葡萄牙(1976全部廢止)
	28/04/1983
	02/10/1986
	03/05/2002
	03/10/2003

	羅馬尼亞(1989全部廢止)
	15/12/1993
	20/06/1994
	03/05/2002
	07/04/2003

	俄羅斯(不執行死刑)
	16/04/1997
	
	
	

	聖馬利諾(San Marino) (1865全部廢止)
	01/03/1989
	22/03/1989
	03/05/2002
	25/04/2003

	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2002全部廢止)
	03/04/2003
	
	03/04/2003
	

	斯洛伐克(1990全部廢止)
	21/02/1991
	18/03/1992
	24/07/2002
	

	斯洛維尼亞(1989全部廢止)
	14/05/1993
	28/06/1994
	03/05/2002
	

	西班牙(1995全部廢止)
	28/04/1983
	14/01/1985
	03/05/2002
	

	瑞典(1972全部廢止)
	28/04/1983
	09/02/1984
	03/05/2002
	22/04/2003

	瑞士(1992全部廢止)
	28/04/1983
	13/10/1987
	03/05/2002
	03/05/2002

	馬其頓(1991全部廢止)
	14/06/1996
	10/04/1997
	03/05/2002
	

	土耳其(2002廢止普通犯罪部份)
	15/01/2003
	
	
	

	烏克蘭(1999全部廢止)
	05/05/1997
	04/04/2000
	03/05/2002
	11/03/2003

	英國(1998全部廢止)
	27/01/1999
	20/5/1999
	03/05/2002
	10/10/2003


※ 資料來源：
   1.Amnesty International,“The Death Penalty”, http://web.amnesty.org/pages/deathpenalty-index-eng, 2003.

   2.Council of Europe,“Protocol No. 6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concern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ETS No. 114 )”, 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searchsig.asp?NT=114&CM=1&DF=02/11/03

   3.Council of Europe,“Protocol No. 13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concern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all circumstances ( ETS No. 187 )”, 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searchsig.asp?NT=187&CM=1&DF=02/11/03

※ 第六號議定書部份，已經有42個國家簽署並且批准；另有3個國家雖然簽署，但尚未批准。第十三號議定書部份，已經有19個國家簽署並且批准；另有22個國家雖然簽署，但尚未批准；還有4個國家則是尚未簽署。
※ 此表為作者自行整理。
第四章、我國對於死刑之態度及未來之走向
    此部份可以從下列幾個層面來觀察：
  第一節、法律規定部份
    依我國現行的法律，總計有13部法律、57條條文涉及到科處死刑的規定，茲將其列舉如下
：

    第一、中華民國刑法：第101條暴動內亂罪、第103條通謀開戰罪、第104條通謀喪失領域罪、第105條械抗民國罪、第107條加重助敵罪、第120條委棄守地罪、第185-1條劫持航空器及其他公眾運輸罪、第185-2條危害飛航安全及設施罪、第226-1條妨害性自主罪結合犯、第261條公務員強迫他人栽種或販運罌粟種子罪、第271條普通殺人罪、第272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第328條普通強盜罪、第332條強盜罪結合犯、第333條海盜罪及準海盜罪( 本條含唯一死刑之規定 )、第334條海盜罪結合犯( 本條為唯一死刑之規定 )、第347條擄人勒贖罪、第348條擄人勒贖罪結合犯。

    第二、陸海空軍刑法：第14條普通內亂罪、第15條暴動內亂罪、第17條直接利敵罪、第18條間接利敵罪、第19條補充利敵罪、第20條洩漏或交付軍事秘密罪、第24條投敵及降敵罪、第26條無故開戰罪、第27條敵前抗命罪( 本條為唯一死刑之規定 )、第31條委棄軍事秘密罪、第41條攜械逃亡罪、第42條擅離部隊罪、第47條抗命罪、第48條聚眾抗命罪、第49條對於長官或上官施強暴脅迫或恐嚇罪、第50條聚眾對於長官施強暴脅迫或恐嚇罪、第53條劫持軍用艦艇及航空器罪、第58條毀壞重要軍用設施物品罪、第65條非法產銷運輸軍用武器彈藥罪、第66條詐偽軍事命令罪( 本條含唯一死刑之規定 )。

    第三、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第7條犯本條例第5及第6條之加重結果犯、第13條假藉職權發布命令罪。
    第四、懲治走私條例：第4條加重走私罪。
    第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毒品罪、第6條強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方法使人施用毒品罪、第15條公務員犯罪之加重處罰。

    第六、殘害人群治罪條例：第2條殘害人群罪。

    第七、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3條偽造與變造幣券罪( 本條含唯一死刑之規定 )。

    第八、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6條犯本法第24及第25條之結合犯與加重結果犯( 本條含唯一死刑之規定 )。

    第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製造、販賣、運輸或轉讓、出租、出借槍砲罪。

    第十、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16條結夥持械妨害兵役罪、第17條公然聚眾持械反抗兵役罪。

    第十一、妨害軍機治罪條例：第2條職務業務上洩漏軍機罪( 本條含唯一死刑之規定 )、第3條洩漏刺探收集而得之軍機罪、第6條強暴脅迫刺探收集軍機罪。

    第十二、水利法：第91條毀損或竊盜水利設備罪。

    第十三、民用航空法：第100條以強暴脅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罪、第101條以強暴脅迫或其他方法危害飛航安全或其設施罪、第110條以未經檢驗合格之裝備及零組件製造、組裝、維修航空器罪。
    由上列之法律條文可知，我國科處死刑的罪名眾多，其中甚至有7條條文包含唯一死刑之規定；另外關於未滿18歲之人犯罪的問題，雖然我國刑法第63條第1項規定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但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未滿18歲之人觸犯第272條第1項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時卻又允許對其科處死刑，由此可見我國的法律與前述國際人權法規定存有相當大的歧異。
    關於「赦免」的部份，我國法律則有明文規定。憲法第40條規定：「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赦免法第1條則規定：「本法稱赦免者，謂大赦
、特赦
、減刑
及復權
」。此外憲法第58條第2項規定，大赦案應由行政院會議議決並送立法院審議、總統公布施行；而全國性之減刑，得依大赦程序辦理( 赦免法第6條第2項參照 )。至於特赦、特定範圍之減刑及復權部份，總統得命令行政院轉令主管部研議，然後由總統以命令行之( 赦免法第6條第1項參照 )。

  第二節、司法實務部份
    在我國大法官歷來做出的解釋中，總計有3號解釋內容涉及到死刑的議題，茲將解釋文內容摘錄如下：

    第一、釋字第194號( 民國74年3月22日公布 )：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販賣毒品者，處死刑，立法固嚴，惟係於戡亂時期，為肅清煙毒，以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必要而制定，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亦無牴觸憲法第七條之可言。

    第二、釋字第263號( 民國79年7月19日公布 )：懲治盜匪條例為特別刑法，其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對意圖勒贖而擄人者，不分犯罪情況及結果如何，概以死刑為法定刑，立法甚嚴，惟依同條例第八條之規定，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其有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復得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減輕其刑，足以避免過嚴之刑罰，與憲法尚無抵觸。
    第三、釋字第476號( 民國88年1月29日公布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所明定；惟國家刑罰權之實現，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所為之規範，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符合，即無乖於比例原則，要不得僅以其關乎人民生命、身體之自由，遂執兩不相侔之普通刑法規定事項，而謂其係有違於前開憲法之意旨。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肅清煙毒條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其立法目的，乃特別為肅清煙毒、防制毒品危害，藉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進而維持社會秩序，俾免國家安全之陷於危殆。因是拔其貽害之本，首予杜絕流入之途，即著重煙毒來源之截堵，以求禍害之根絕；而製造、運輸、販賣行為乃煙毒禍害之源，其源不斷，則流毒所及，非僅多數人之生命、身體受其侵害，并社會、國家之法益亦不能免，為害之鉅，當非個人一己之生命、身體法益所可比擬。對於此等行為之以特別立法嚴厲規範，當已符合比例原則；抑且製造、運輸、販賣煙毒之行為，除有上述高度不法之內涵外，更具有暴利之特質，利之所在，不免群趨僥倖，若僅藉由長期自由刑措置，而欲達成肅清、防制之目的，非但成效難期，要亦有悖於公平與正義。肅清煙毒條例第五條第一項：「販賣、運輸、製造毒品、鴉片或麻煙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其中關於死刑、無期徒刑之法定刑規定，係本於特別法嚴禁毒害之目的而為之處罰，乃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無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亦無牴觸。

    由上列之解釋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瞭解到，大法官並不認為死刑的規定與憲法保障生存權之意旨相牴觸。惟若對照在釋字第436號解釋理由書中，大法官強調人民身體自由應受到憲法最周全的保護，以及在釋字第445號解釋中說明表現自由是最重要之基本人權，則大法官顯然並未給予生存權同等的重視，其見解將造成關於人民基本權利保障體系無法自圓其說的問題
。

  第三節、未來之走向
    如前所述，死刑廢止已逐漸成為國際間的趨勢，各國也紛紛修正國內法律以符合相關的公約規定，但反觀我國卻仍然保留死刑之規定。有鑑於此，陳總統自2000年就職不久之後即表示考慮廢止死刑，另外法務部陳部長在2001年5月17日時，亦宣示希望在三年內漸進推動廢止死刑的工作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國內仍然有高達七成以上的民眾贊成保留死刑
，若想要在短時間內達到全面廢止死刑之目標並非易事，因此我國應採取何種方式以達成目標就顯得格外重要了。由聯合國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及其第二任擇議定書，與歐洲人權公約第六號、第十三號議定書之發展過程觀察，若是我國先行廢止普通犯罪的死刑規定，逮民眾漸漸接受後再全面廢止所有類型的死刑規定，應當可以化解反對廢止死刑的阻力
。
第五章、結論
    對於人類而言最殘酷的刑罰莫過於死刑，因為人類一旦失去生命，則其他的基本權利也無法享有。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間紛紛訂定廢止死刑的規定以突顯生存權保障的重要性，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盟約及其議定書，與歐洲人權公約及其議定書因此而產生。經過半個世紀來的努力，廢止死刑業已成為國際間的趨勢。然而，我國目前科處死刑的法律甚多，司法實務見解亦承認死刑的合憲性，再加上絕大多數的民眾依然反對廢止死刑，因此我國若想要立即達成廢止死刑之目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過吾人若是參考相關國際公約的發展經驗，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將死刑規定予以廢止，則我國對於人權之保障可以獲得更進一步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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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專利權保護之研究

蔡振峰

（南華歐研所碩士班研究生）

第1章 前言

專利權係屬智慧財產權之一種，所謂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即為人類運用智慧、精神與智能，根據各項自然法則所研發創造得出之結果，而在法律上受保護者。一般而言，對於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可分為「工業財產權」
與「著作權」兩方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於1994年8月15日所簽訂的「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Trade in Counterfeit Goods, TRIPS）其範圍包括：1.著作權及相關權利；2.商標；3.產地標示；4.工業設計；5.專利；6.積體電路之電路佈局；7.未公開資訊之保護
 ；8.對授權契約中違反競爭行為之管理。所謂專利權，依據世界智慧財產組織之定義為「對於一項發明給予排他性的保護，該項發明可以是一項新產品或是一項新技術」。專利制度的功用主要有1.獎勵發明創新：發明與創作者也有生活上的基本需求與慾望，國家保障發明或創作人的專利權可以激發其研究之動力。2.促進經濟與科技發展：專利制度的完善可以鼓勵國人致力於發揮其創造力，同時因新產品的收益而促進經濟繁榮。3.使新技術公開共享，避免浪費研發資源：專利說明書對受保障的專利有詳盡敘述，使該領域的工作人員能因該技術而直接受益，雖專利權人可就他人使用是項技術收取費用，然其公開不失為一鼓勵他人更為創新與避免浪費研發資源的最好途徑。4.吸收外國投資與技術移轉：完善的專利保護制度可使具有教先進技術的國家能安心前來投資設廠，進而促進雙方技術交流。而依據我國專利法之規定，一項專利必須具有1.實用性
：給予發明、新型專利之保護，目的在於提升產業科技水準，專利權所保障之客體必須可供各項產業上製造或利用，始有保護之必要。而此所稱之「產業」範圍並不以工業為限舉凡工業、礦業、農業、林業、漁業、水產業、畜牧業、輔助性產業性之運輸業、交通業等等均屬之
。

而在歐洲，醫師、律師、建築師等等之自由業，並不被認為屬於前述「產業」之範疇。雖然如此，提供給這些自由業所使用之物品，例如醫療器材等等，由於是產業所製造，仍會被認為具有產業上之可利用性。因此產業上的可利用性，係指該發明或創作必須是可信的（credible）、實質的（substan-tial）、特定的（specific）
且產業上的可利用性並不僅指該技術可為產業所使用，只要該技術之產品可由產業生產製造，即屬之。至於該發明計數之十師成本是否過高、是否能獲取經濟利益、是否能符合市場上之需要等等，要非所問。2.新穎性
：專利制度之目的，在於鼓勵技術或工業設計之創新，以促進社會之進步發展。如果所完成之創作，原本即為社會大眾所知悉的技術或設計，由於其對於社會技術水準之提升與進步並無貢獻，並無給予保護之必要。反之，如果所完成之創作，原本為社會上所無，會雖然他人已有相同的創作完成在先，但並未公諸於世，社會大眾對於創作之內容並無認識，此時賦予專利權以利其公開，使社會大眾能知曉其內容，並提升業界的水準，則有其意義。
所謂新穎性並非要求發明或創作必須是前所未有的，而係指該發明或創作必須是尚未公開的技術或產品而言。而現今世界各國對於新穎性的採行標準不盡相同，約可分為絕對新穎性：只要發明或創作一經公開，不問其公開地點或方式，均視為喪失其新穎性；相對新穎性：發明或創作雖已公開，然仍得是其公開地點與公開方法決定是否喪失新穎性。3.進步性與非顯而易見的（non-obvious）
：即自申請之發明或創作整體而言，必須達到一定的進步程度，才能得到保護。如於先前技術之差異，對於是項發明或創作相關領域之通常技術
而言，乃顯而易見容易之發明或創作而言時，則不具進步性。又進步性之有無，係就該項創作或發明申請專利時同類業者之一般技術水準而言，並非以一任意第三人或該類行業的頂尖業者之技術為斷。同時發明人本身之技術若超越是項發明或創作亦不因此使該項創作或發明喪失進步性
。4.非不受保護的客體：包含對人類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療及手術方法；微生物以外之植物與動物，主要以生物之方法所為之動物或植物育成方法，但非生物方法或微生物方法，不在此限
；我國專利法第21條、99條108條雖規定之事項。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在有形私有財產權受逐漸受到法律保護的同時，無形的私有財產保護的重要性亦與日俱增。尤其在今天資訊爆炸的時代中，各項工業產品的創新，輕則影響企業本身的獲利與生存，重則與一國的競爭力息息相關。又歐洲在各項整合運動有所進展下，已能對在歐洲的營利事業提供較妥善的專利權保護。申請人只要向歐洲專利局提出一項申請即可在26個國家獲得專利保護。然我國企業或個人至2003年1月為止向歐洲專利局申請的專利案僅有5654件
。由此可見國人對於在歐洲地區尋求專利保護的認識並不足夠。而在歐洲影響力一日千里，且我國已於2002年起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第144個會員國的今天，以晶圓代工、光電產業等高科技工業立國的台灣實已不能再忽視歐洲專利制度的重要性。

第2章  有關歐洲專利權保護之各項國際條約

按專利法具有屬地性，即各國專利法受到各國主權的限制，僅在本國領域內具有效力，在前一世紀，工業財產領域出現任何國際公約前，發明人若想在不同國家取得專利權的保護十分困難。因各國法律不同，故專利權之申請幾乎須向所有的國家提出。且為避免在某一國的發表，使同一發明在他國因而不具新穎性
，故須同時向所有的國家提出申請，如此一來不僅程序繁複、費用昂貴，且對於非本國人專利之保護亦有不足。在國與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的今日，僅靠一國專利制度的「單邊保護」更加無法確保發明人就其發明或創造所應享有之利益，而這種情形亦會造成國際貿易的阻礙，因為現今許多商品與技術都與專利權息息相關。若一項專利無法在國外獲得適當的保障，必會使發明人因恐技術或產品遭到侵害或仿冒而降低將其技術獲就該技術開發之產品輸出至無法獲得保護國家的意願。為促進彼此間的貿易發展，世界各國自本世紀以來透過簽訂各項條約的方式，設立一些基本原則及申請制度，不外乎是希望能夠盡量的縮小各國在專利保護上的障礙，使跨國貿易能夠蓬勃發展。而歐洲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可以說是最為顯著的，從歐洲專利公約以降，歐洲國家在專利制度上的互相調和與共同保護區域的維繫上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以下將就與歐洲專利權保護有關的各項條約分別論述。

第1節   巴黎公約

巴黎公約（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1873年在美國的提議下，參與奧國國際博覽會的國家舉行了第一次國際專利會議，就專利法調和與制訂夠同標準等事項作了初步的討論。後經兩次會議協商討論，終於於1983年3月20日由英、法、義、西等十四國在巴黎外交會議簽署了是項公約，並設立了巴黎聯盟（The Paris Union）以在國際上保護工業財產權。該約經多次修正後
至2002年八月七日，會員國數目已達164國。

巴黎公約主要並非在於統一各締約國國內專利法，而只是調整各國不同的各項相關法規，並揭示了三項重要的原則：

（1） 國民待遇原則：各締約國國民就工業財產權之保護在不妨害本條約規定的情況下，得在其他所有締約國之領域內，享有該締約國法令對該國國民所現在及將來可能賦予的同等利益，在申請保護的程序與對工業財產權受到侵害之救濟上享有相同的權利。

（2） 優先權制度：任何締約國，申請專利或申請登記新型、新式樣或商標登記之人或繼承人，在其他締約國申請專利時，於以下期間內享有優先權
。即向巴黎公約締約國中一國申請，其後在向其他締約國申請時，第二國之申請視為以第一國申請之日為申請日，即承認申請日之溯及及效果。優先權其間自最初申請之翌日起算，專利新型為十二個月，新式樣與商標為六個月
。在此期間內，如與後來之專利申請同時提出優先權之申請時，則在此期間內可防止他人提出申請，與由於發明之公開、實施、新式樣物品之販賣導致權利被侵害
。

（3） 專利獨立性：如前所述，專利法係屬國內法，故如欲在數國取得專利之保護時，須向各國分別申請辦理。然巴黎公約規定締約國在其他締約國所申請之專利，與在他國（不一定是締約國）就同一發明所取得之專利，彼此獨立。亦即一國專利之變更、消滅並不影響他國專利之存在
。由於各國專利獨立的結果，在各地約國取得之權利與他國取得之權力間並無關係。

（4） 發明人之姓名表示權：因專利發明係屬發明人智慧結晶之成果，故其性質帶有些許人格權的特質。因此，在巴黎公約中特別統一規定了發明人的姓名表示權。

第2節   建立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公約

建立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公約（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係由巴黎公約及伯恩公約
的締約國的共同建議下於1962年7月14日所簽訂的同時因前述兩公約所設立之組織機構併入WIPO的管轄之下，成員國自簽訂之初的51國至2002年8月7日為止已有179國。WIPO的主要目的在於1.促進世界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蒐集與傳播資訊、協助各國訂立合乎時宜的法規、、催生並鼓勵訂立新的國際條約等等。2.執行巴黎公約與伯恩公約所移交的行政事務：包括成立各個機構以協助相關事宜的推展。3.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在技術移轉、起草有關智慧財產的立法、設立專利機構、培訓專業季物人員等方面WIPO都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相當的援助。

第3節   專利合作條約

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下稱PCT）為一全球性的條約，締約國不限於某一區域中。該條約係於1970年在華盛頓所召開的外交會議上簽訂，主要是希望能透過國際間的合作，建立一個從申請到審定、公開之程序都能統一的多國標準。該約逾1978年生效，同年6月開始受理國際專利申請案。PCT的各項工作主要是由位於日內瓦的國際局（即WIPO的秘書處）負責。PCT的主要目的在於統一締約國專利申請與調查等工作。而特色有：

（1） 提出與各國專利審定程序不同之特殊程序：PCT把國際專利申請的審定程序分為國際與國家兩個不同的階段，把專利審定程序中易於統一的形式問題統一在國際階段進行，而不易統一的實質問題（專利實質要件審查）則留給各國，在各自國家階段處理。由於採可免除各國在形式審查階段的各項工作，故可提高各締約國專利局審定專利之效率。

（2） 統一國際階段之程序：申請人可經一個PCT受理局提出一份國際申請，代替分別向各外國提出申請，該國際申請在PCT受理局按公約規定進行形式審查，並在國際局統一進行國際公布。

（3） 各國專利主管單位為國際申請提供國際檢索及國際初步審定報告：

條約規定國際檢索與國繼初步審定報告程序，在國際階段，由特定國際單位按公約所訂標準，對國際申請進行現有的技術檢索，並對是否具有發明性質提出意見，然該意見對各被指定國並無拘束力
。

（4） 對各國專利局提供有益協助：

在PCT簽署並生效後，各國在專利申請的提出、格式要求與國際公開等程序上有了統一的規定。同時各國專利局在對專利申請的受理與形式審查的的工作上減輕了許多，且由於申請人在國際專利代理人的協助下，在國際階段對國際申請進行多次必要的修改與修正，使國際申請更加的符合授與專利的條件，從而提升了各國專利局在處理相關業務上的效率。

第4節   歐洲專利公約

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Treaty）為一區域性之公約，由16個歐洲國家於1973年10月在慕尼黑簽署，成員國限為歐洲國家。1977年10月該公約正式生效，並設立了常設負責的專門機構，即歐洲專利局。目前的會員國包括了奧地利、德國、法國、比利時、賽浦路斯、丹麥、芬蘭、希臘、愛爾蘭、義大利、列之敦斯燈、盧森堡、摩納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土耳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斯洛伐克與匈牙利
。而除前述的會員國外，歐洲專利的效力還可延伸至立陶宛、拉脫維亞、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與馬其頓共和國等延伸國境內。歐洲專利公約超越了專利申請上的國際化，進而統一專利授與之程序，由歐洲專利局以國際性機構的地位，就專利之申請為實質的審查，若符合其要件即授與歐洲專利，而該專利包括申請人所指定之數個會員國之專利，亦即申請人只須為一次之申請，並指定其所欲受保護之會員國，即可同時取的數個會員國之專利保護
。由於歐洲專利公約的效力較PCT來的強，即會員國需受歐洲專利局審定結果之拘束，故各歐洲專利公約之會員國多已根據歐洲專利公約之內容，修改其國內之專利法物求能與公約所規定之內容一致。

第5節   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WTO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又稱TRIPS協定）主要是美、歐、日等工業國家鑑於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未能妥善的對其智慧財產權給予充分的保障，使得上述這些已開發國家蒙受重大損失，故於GATT在1986年所展開的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中主張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亦列入議題，並逾1994年於摩洛哥簽署最終協議文件，並於次年1月1日開始生效，該協議主要將1.著作權及相關權利2.商標3.產地標示(Geographic Indications)4.工業設計5.專利6.積體電路之電路佈局7.為公開資訊之保護8.對授權契約中違反競爭行為之管理等納入規範。並在爭端解決方面，適用關於GATT的爭端解決程序，從而交叉報復將成為締約國遵守協議義務的強力手段
。同時TRIPS明確規定了專利強制授權的要件，並將其原因加以限制。依其規定，進口就算在當地已有實施，當進口能滿足當地需要時，不能強制實施，且只有潛在的使用人以合理條件向專利權人請求授權許可，而專利權人在合理期限內與合理條件下並未允諾，或在國家的緊急狀態下使得允許強制授權
。

第3章   歐洲專利保護之機構與組織

現今歐洲在專利權保護上有兩個較為重要組織，而在歐洲專利實務運作上的執行方面，以歐洲專利局及行政會議最為重要，茲分述如下：

第1節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下稱WIPO）是經由WIPO設立公約所成立。其下包括了1.大會：大會是WIPO最高的權力機構，由成員中參與巴黎公約或伯恩公約的國家所組成。主司任命總幹事、審批有關報告、預算等植物，原則上每三年召開一次例行會議。2.成員國會議：由全體WIPO會員國所組成，討論當時有關智慧財產權方面的重要議題並就制訂或修改相關法律交換意見。3.協調委員會：為確保各會員國之間的合作，協調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就一切行政、財政問題提出意見，並議訂大會議程草案。4.國際局：為WIPO的常設辦事機構，直屬於總幹事，另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副總幹事。WIPO自成立以來，一直尤以開發國家擔任主要的角色，並在決策上有著絕對的影響力。然近3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正逐漸增加，並在1973年爭取到一名副總幹事的職位。
（現在WIPO的各項職務人員名單詳見附表）。

第2節   歐洲專利組織：

歐洲專利組織（European Patent Organization）現有20個會員國，其以推展歐洲專利實務為主，下轄有歐洲專利局（執行部門）與行政議會（立法部門）兩機構。

（1） 行政議會（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為歐洲專利組織的立法部門
，由各會員國所推派之代表及其代理人所組成，各會員國有權任命一名代表及一名代表之代理人
，尤其選舉行政議會之主席及副主席，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
。行政議會尤其主席召集之，歐洲專利局的局長可參與其審議事務。每年會舉行一次普通會議。同時，因主席之提議或三分之一會員國之請求，得召開會議。另外，尚有國際組織或非國際性的組織得以觀察員之身分出席會議
。例如EFTA、EC等均得派代表人擔任行政議會之觀察員。在行政議會中，僅會員國有投票權。其任務主要在於制訂歐洲專利組織的內部章程，並協調各會員國間對於法規制訂上的意見、議決預算案、免除主席之職務與公約施行細則及費用之變更等等。行政議會會對原則性的事項與爭議問題做出決定（Decision）交由歐洲專利局執行。同時行政議會亦有就歐洲專利局所處理之事務有解釋歐洲專利公約之職權
。

（2） 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為歐洲專利組織之執行部門，總部設於德國的慕尼黑
。在海芽、柏林與維也納均有分支機構。歐洲專利局內之工作人員約有4800人左右，成員涵蓋各個締約國的國民，行政與財務自主，收入來源主要來自所收規費與授與歐洲專利所收取之年費，同時歐洲專利局與WIPO訂有契約關係，歐洲專利局因而成為國際檢索與初步審查單位（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nd Preliminary Examining Authority）。歐洲專利局主要的任務在於授與歐洲專利權，其下設有七個部門：

（1） 收件處（Receiving Section）：該處負責審查歐洲專利申請案在有效申請審查前，是否具備法定形式要件。除此之外，收件處也負責公告歐洲專利申請案與歐洲專利檢索報告。

（2） 檢索組（Search Divisions）：位於歐洲專利局荷蘭海牙分局，負責就歐洲專利申請案做成專利檢索報告。

（3） 審查組（Examining Dicisions）：申請人提出內容包含1.專利的申請2.關於該發明的描述3.關於該發明的主張4.關於該發明合乎規定的圖示5.關於該發明的摘要
。之有效的審查請求後，收件處便將案件移轉至審查組進行實質審查。歐洲專利局涉有許多審查組，以便審查各種不同的技術領域。一個審查組由三個技術審查官所組成。審查組通常然委由其中一位審查官做初步的處理之後再經討論後做出最後決定，審查組在審查期間得要求申請人到局面詢，實施口頭審查程序。

（4） 異議組（Opposition Divisions）：負責審查對歐洲專利所提出的異議案件，異議組由三位技術審查官所組成，其中至少兩位不是當初核發系爭異議專利之審查官。

（5） 法律組（Legal Divisions）：負責歐洲專利的登記與歐洲專利代理人的登錄與註銷工作。

（6） 申訴委員會（Boards of Appeal）：負責審查不福收件處、審查組、異議組與法律組等部門決定所提出的申訴案件，申訴委員會由三位法務人員組成。如果是處理不服審查組或異議組決定的申訴案件，則依照不同的程序需要，由技術與法務人員共同組成申訴委員會。

（7） 擴大申訴委員會（Enlarged Board of Appeal）：只負責處理申訴委員會交付的法律爭點，以及對歐洲專利局局長交付的法律爭點提出意見。擴大申訴委員會由五位法務人員與二位技術人員所組成。在審查程序中，審查組或異議組都屬於第一審機關，申訴委員會則屬於第二審機關。擴大申訴委員會並非可任意使用之程序，而僅限於申訴委員會依職權或申訴當事人請求為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而交付時，擴大申訴委員會才會介入。因之，當事人不法自行使按鍵進入擴大申訴委員會，一般案件再申訴委員會就做成終局判斷。

第4章   歐洲專利之申請、審查、異議程序

 歐洲專利的申請案提出後，收件處會開始審查申請案檢附的文件是否符合所有的形式要件，在申請提出後專利公告前的十八個月內，歐洲專利局將對該申請有關的技術現狀做調查。之後則由檢索組開始進行專利檢索，檢索結果將通知收件處與申請人並公告之。而在公告後六個月內，申請人可提出審查之請求，此時申請案即交由審查組進行審查。申請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書面或口頭程序向審查組表示意見並回覆詢問
。

第1節   專利申請案的公告與檢索報告

申請案應自申請之日起18個月公告之
，如有主張優先權，就自最早優先權日起18個月公告。基於申請人之請求，申請案可在上述18個月屆滿前公告。公告內容包括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圖示與摘要等，如在公告的技術準備結束前以得提出檢索報告，則應將該項報告列為附件一併公告。若歐洲專利檢索報告與摘要無法與申請案一起公告，則必須事後另行公告。按申請案公告後，就在所有會員國享有與以公告的國內專利申請案相同的暫時保護。會員國必須確保申請認字歐洲專利公告日起，得對使用該暫時專利之人收取合理的補償金。但不得基於暫時的保護請求他人停止使用該專利。若專利申請人並未主張任何優先權（即首次申請），則歐洲專利局原則上保證申請人可在六個月內收到歐洲專利檢索報告。如果歐洲專利是首次申請，申請人不需要特別請求，歐洲專利局就會自動進行加速檢索程序（accelerated search）。反之，若專利申請人主張優先權，且申請人並未要求進行加速檢索程序，則申請人等候檢索報告的時間則可能長達一年
。

第2節   審查程序

於受理歐洲專利的申請後，收件處應審查該申請是否得給予申請日（filing date）。給予申請日之條件為恩請文件應合乎EPC第80條之規定。若申請案之條件有欠缺，則精通之而仍不在一個月內排除其瑕疵者，則不給予申請日，而該申請不視為歐洲專利之申請
。同時亦不能享有優先權日。之後再確認申請案已按審查之需要翻譯為特定語言並無積欠費用之情事後，即進入形式審查程序。

（1） 形式審查：形式審查的項目如下
1.未有住所或住所地位於會員國之自然人或法人於公約鎖定程序之參與時，應由合法代理人代理。2.申請應符合於施行細則所訂實施本公約規定之形式要件3.摘要是否符合規定4.歐洲專利授與申請之內容足以符合施行細則所訂之強行規定，必要時，其應符合公約對優先權請求之規定5.指定費之繳納6.發明人姓名之表示7.必要時，於申請日提出第78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之圖示。收件處認為可補正之瑕疵者，應要求申請人補正之。申請人未補正者，，其申請視為駁回。於申請日欠缺圖示，且吳法醫施行細則規定排除瑕疵時，一申請人所涉施行細則之選擇，申請日變更為圖示提出之日或於申請中所涉及之圖示，視為刪除
。

（2） 實質審查：為審查該申請案是否符合EPC第94條第一項之規定，在發明有授與專利可能性之審查，如不符合要件者，於附具理由之裁定中，要求申請人表示意見，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變更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示。申請人不於該向要求所指定之期間內為答覆者，其申請視為駁回。如申請人表示意見後，審查部門仍認為不得授與歐洲專利時，則駁回申請
。在申請之發明符合EPC的規定下，申請人需.同意審查部門所欲授與歐洲專利之本文2.遵期繳納各項規費，此時歐洲專利局則會做出就該發明授與歐洲專利之決定。

第3節 異議程序：依EPC第99條第一項之規定，自歐洲專利獲得授與並高共起九個月內，任何人均可對該專利提起異議。惟異議必須採書面方式，並附具理由，繳納異議費向歐洲專利局提出。依EPC第100條之規定，提起異議的理由限於1.依EPC第52至57條之規定，歐洲專利的標的不具備可專利性。（包括了不具備可專利性、新穎性、進步性與產業上的可利用性等等）2.歐洲專利對於發明的揭露不夠清晰完整，以致於熟悉該向技術的個人或法人無法實施。3.歐洲專利的標的超出申請案內容，依據EPC第61條之規定，提出之心申請所獲得之專利標的超出之前的申請內容。異議組在異議提出後首先會審查是否允許提出該異議，之後在審查異議之理由是否充分，此時歐洲專利局會將異議通知專利權人，請專利權人針對該異議提出意見，並在專利權人認為有需要時對於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及圖示提出修正。但修正不可增加新的標的與擴大專利保護的範圍。而當事人的意見或修正，異議組都會將之通知對造。若異議組在後續程序中任有必要，可另行請當事人表示看法。

異議組在諮詢雙方意見後，會根據其判斷做出如廢棄原歐洲專利授與、駁回異議、維持修正後專利等等的最後決定

第4節   抗告程序

無論是收件處、審查組、異議組或是法律組的決定，均得對之提起抗告。若抗告成功，則原決定撤銷且抗告具有停止執行的效力。
抗告應於決定書送達後兩個月內以書面提出。如以交那抗告費者，視為提出抗告。但依EPC第108條之規定，須最遲於決定書送達後四個月內以書面陳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書所應載明的內容包括1.抗告人之姓名及住址2.應著名被撤銷之決定及範圍之請求。為受不服決定之機關，任抗告合法且有理由者，得於收受抗告後一個月內補救之
。告未被補救者，應不負意見送交申訴委員會
。抗告合法時，申訴委員會應繼續審理判斷該抗告是否有理由，於抗告審理時，申訴委員會於必要時得請求關係人於一定期間內為答辯，如申請人不及時答辯時，歐洲專利之申請視為撤回，但界抗告而撤銷之決定，係法律部門所為者不在此限
。在關於法律統一適用之爭議且有必要時，得尤申訴委員會或歐洲專利局局長之請求將該案移交擴大申訴委員會，然擴大申訴委員會並非最後決定抗告是否有理由之機關，而僅是就該案相關之重大法律爭議做出解釋，以解決法律適用之衝突
。

第5章   未來研究方向

我國目前專利制度方面的研究仍以偏重美國方面為主，然在歐洲地位日益提升下，對於歐洲專利制度的認識更有加強的必要。尤其歐洲專利制度的適用幅員遼闊，涵蓋了26個國家與4億5千萬的人口，其重要性絕對不在美國之下。筆者先以本文略微探討了歐洲專利制度的概況，日後期能在增加國人取得歐洲專利的保障上略盡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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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借用Castells相當有洞見的網絡節點(network nodes)觀念，來呈現全球化與在地化風險基本上是相互發動、激盪、辯證影響的關係，無論從哪一節點（地區或國家）產生風險，將隨其影響的因素能耐(cause capacity)迅速的衝擊到全球各個在地社會，而進一步的發展為不同在地社會發展相互影響的辯證關係，例如九一一事件發生之際與後來，無限無量的衝擊到全世界不同在地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而形成更為巨大的全球化恐怖攻擊、文化對立、經濟遲滯、新政治冷戰等風險。


� 隨著正崛起不久的資訊社會發展，短短不到二十年，人類文明以基因工程為基礎的生化社會已翩然來臨，其融合了資訊工程技術及社會網絡，形成對當代人類巨大衝擊的變遷，無論在醫學、醫藥、生態、物種、倫理、社會、性別，皆產生巨大風險，具體分析請見周桂田 2001。


� 「全球化風險」這概念並不等同於全球化危機，我基本上仍然同意要從風險社會理論觀點進行更現狀的、更實質的概念發展，因此首先排除其他各種經濟、金融或制度危機理論，因為脈絡相對不同，而筆者也無能力處理這麼大的架構。而「全球化風險」概念又不同於Giddens之「風險全球化」概念，後者立意在於風險透過全球化擴散出去，而造成全球風險不可控制的樣態(Giddens 1990) ，相對的，筆者一向主張，風險的產生乃鑲嵌於全球化過程之競爭或科學與知識擴張的結果，因此，全球化發展本身就會生成風險，並且演變為各式各樣的風險內涵，在一次次的全球化運動中不斷辯證發展，而威脅人類。


� 在貝尼格(Beniger)的論證中，於蒸氣機革命之前的一八三０年代，商業資本主義已逐漸成熟，其在全世界範圍內確立了物質能量流通的主要基礎結構，包括港口設施、船隻等物質結構，和資訊收集、處理與交換的網絡等非物質結構，這些貝尼格分析中的第三部門（運輸業和公共事業）的成熟相當有助於確立工業革命必要的先決條件，不僅推進了物質（能量）經由系統而得到流通和處理，也增強了分配的基礎結構之複雜性和專門化，惟其關鍵因素，即速度，在蒸汽動力發明前仍無改變，Beniger 1986(1998): 201-255。


� 在貝尼格眼中為五大部門的大變革，第一部門為農業、漁業、伐木業、礦業等物質材料部門，第二部門為處理處理產品的製造業，第三部門為前述的運輸業和公共事業，第四部門為商業處理系統，而第五部門為政治、法律、制度與教育等，參照Beniger 1986(1998): 217。


� 貝爾指出了理論性知識的重要性，他所需宣揚的後工業社會轉型中，理論性知識的具體化（應用化）和物質科學皆成為技術創新的基礎，其具體化就是使的新知識技術的進一步受到重視和研發，並實質的成為經濟或工程上的應用工具。參見Bell, Daniel 1973(1995): 11-19。


� 在商品生產型態上，知識與科學不但是銳利的生產工具，大大提高生產和競爭，同時變成炙熱的摩登商品。這個發展具有兩個意義，一是它們自身不再侷限扮演生產元素中技術的角色，而是取代土地與勞動的有限性，成為具有無限潛力的生產工具，作為新的競爭利基，普遍化於全球；二是它們自身變成商品來源，不僅在程度上取代勞動、製造性商品類型，也因此改變了勞動的內涵、組織與網絡性格，同時更成為市場上具有獲利性與延展性的商品對象。


� 資訊化經濟最典型的是以資訊/知識為基礎的發展，可以以兩種類型來舉例說明：一是網路經濟類型，包括網路上的資訊商品販售（如電子雞、天幣、網路遊戲軟體）與通路平台化，以輔助傳統商品銷售通路。第二類資訊經濟包括了資訊處理設備與處理資訊過程中的帶來的附加價值，前者為資訊處理機、電腦等設施，後者則涵蓋了處理資訊在各種組織、機構、管理、通路與市場的資訊化過程，其需要處理資訊所需的各項軟硬體，包括工程軟體、組織或機構管理軟體、簡報系統軟體等。顯見資訊化過程創造出從所未有市場價值與商品生產型態，提高行動者的有效生產、處理及應用以知識為基礎的資訊。這些過程事實上造成全球網絡性的變革。例如做為全世界第三大港口的台灣高雄港，面對全世界港口倉儲與運輸的資訊化，必然的需強化其港口內部組織與管理、外部訊息交換與商品資訊處理的資訊化、效率化能力，以確保其全球競爭的網絡節點(networking node)能量。


� 事實上，柯司特論證資訊科技革命的發展，不僅僅發展出人類歷史上獨特的經濟系統，而又呈現出全球社會系統變革的端倪，即未來全球將逐步發展為資訊化的社會、經濟系統。


� 可參閱馬維揚 1998；徐作聖 1999。


� 參閱Oliver (2000)或周桂田(2001)在這方面相關的討論。


� 例如柯司特所論證，在資訊化經濟年代，公司是由獲利力(profitablility)而非生產力所推動，獲利力與與競爭力是科學技術革新與生產力成長背後的決定因素，因為唯有需求擴張才能降低增加生產力後之風險，因此，開拓與尋求（全球）新的市場是重要的議題，為開拓新市場，資本需要高度移動能力，在全世界進行流通與投資，並且公司因此需提升通訊與資訊處理能力為維持其市場競爭力(p.89)。同時，國家的角色也逐漸變遷，各國特定政治利益影響本國或國境內公司經濟競爭力的表現，國家積極採取介入管制或解除管制，以維持「國家競爭力」，柯司特的說法是，資訊化經濟，包括資訊科技、組織變遷與生產力間的聯繫有很大部分是透過全球競爭來完成，因此，其發展為「高度政治化經濟」，因為資訊化使得成熟工業潛藏生產力得以發揮到極致，國家若不介入，國家工業經濟將會瓦解，無法保持其競爭力優勢，參照Castells 1998: 98


� 舉個例子，當基因工程與資訊系統或奈米科技結合時，其中早預存相當多的假設與複雜系統的設置(hypothesis setting)，如經過相當多的基因排序假設與實驗的觀察結論、資訊統計學的計算和化約解釋、奈米微小化數學計算的假設與觀察結論，但如果上述的應用結合在操控領域上或醫療實用上出了問題，從操控學(cybernetic)的角度而言，系統的龐大複雜性和偶然性並無法立刻、或甚至無法找出問題所在。而這就形成了新的控制革命危機或控制失效。


� 這部分的討論請參見 Buchanan/Brock/Daniels/Wikler 2000 From Chance to Choice – genetics and justice, p. 170.


� 以這個角度來看爭議性的複製人問題，則可以推論為：當複製技術未完全成熟，同時社會未能充分討論與接受，不應貿然進行複製人實驗，否則違反保留權利予下一世代的原則；而當複製技術成熟，首先要面對的是是否會造成社會、倫理、族群重大變革的問題，應交予下一世代來進行討論與負責。


� 如三大全球化風險（生態、新社會不平等、市場壟斷）。


� 在這個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的拉扯過程中，「風險是人為的混合(man-made hybrids)，其包括並結合了政治、倫理、演繹、大眾媒體、科技、文化定義及人們的感知」(Beck 1999: 146)，因此，總體而言，風險依賴社會上人們的文化感知和定義來建構它。


� 參照貝克所摹擬的風險社會「法則」(‘law’ of risk society)，應更為明白：「當一個社會愈少公開承認風險，將因之產生更多的風險」，Beck 1999: 144。


� 而無論是先進工業國或後進發展國，其所產生不同之在地特定的社會關係與自主性支配著一定的社會運作邏輯與風險的建構發展，因此，在此社會關係中誰支配風險論述、誰操控風險責任的歸屬與政治、誰從中牟取利益、誰製造風險、誰是潛在的受害者、媒體認知操縱之政經關係誰生產風險知識和製造無知等，都是非常重要觀察的過程。通常在一個科技官僚集權式的國家，通常崇尚經濟發展的競爭利基想像，而刻意忽略或製造風險的「無知」(unawareness)，延宕解決風險問題的契機，形成某種程度的惡性循環，因而演變為一定時炸彈，隨時引爆更大的風險。


� 關於台灣公民社會弱化結構性格請參見顧忠華 1998。


� 蕭羨一 2001.11.11，中國時報。


*原文發表於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主辦「全球化‧歐洲化‧在地化」學術研討會，2003年12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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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9.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25.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3.，退出普遍優惠關稅制度的機制，又稱為畢業機制（graduation mechanism）。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AnnexⅡ：


{log[Yi/Yue]+log[Xi/Xue]}/2


其中


Yi = 受惠國的平均國民生產毛額


Yue = 歐盟的平均國民生產毛額


Xi = 受惠國商品出口總額


Xue = 歐盟商品出口總額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AnnexⅡ.，專業化指數為：受惠國進口某商品占全球出口該商品的比率除以受惠國進口總額佔全球進口總額的比率，若發展指數等於或大於-1，則專業化指數的上限為100％；若發展指數介於100和-123之間，則專業化指數上限為150％；若發展指數介於123和-1.70之間，則專業化指數的上限為500％；若發展指數介於170和-200之間，則專業化指數上限為700％。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814/2003, Art.1.3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815/2003, 前言第6條。


�黃立、陳坤銘，WTO及各國對開發中國家（含低度開發國家）提供優惠性措施之研析，經濟部國貿局委託計畫，2000年，頁119。


� 歐盟所有可以課徵關稅的產品約為10300項。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前言第9條。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7.1.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7.2.


� 紡織與成衣品由於一方面國際競爭激烈，一方面為保護歐盟的共同關稅，因此固定享有20％的減免幅度。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7.4.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5.2.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26.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31.


�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 Art.9.2.


� Brian Bridges, Europe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Asia Pacific, 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ed, 1999, pp.76-78。


� 請參閱：� HYPERLINK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subjects_index_e.htm#bkmk51"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subjects_index_e.htm#bkmk51�，除印度外，泰國也曾經針對歐盟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請訴訟。


� 科多努協定為歐盟與非加太國家在落沒協定結束後，新簽訂的雙邊協定。


� Paul Brenton, “Integrating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to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Journal of World Trad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rinted, 2003, p.623-648.


� 請參閱：� HYPERLINK "http://europa.eu.int/comm/trade/issues/global/gsp/pr291003_en.htm" ��http://europa.eu.int/comm/trade/issues/global/gsp/pr291003_en.htm�。


� 2003年5月8日歐盟針對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提出的修正案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815/2003中再對中國增列6項排除適用普遍優惠原則的商品，預計將在2004年將中國從普遍優惠關稅至名單中剔除。


� 整理自：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501/2001.AnnexⅠ.


� Swiss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Statistical Data on Switzerland 2002。 


� 瑞士擁有七百多年的中立傳統，不過真正的永久地位係經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最後議定書」後才真正確立。


� 趙國材，「論永久中立國與聯合國」，聯合國與歐美國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一九九七年），頁五十九。


� 許仟，歐洲各國政府（上冊），（新店：漢威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頁36。


� 趙國材，見前述，頁七十六。


� 蘇秀法，「瑞士對聯合國及歐盟之關係」，問題與研究，（台北：第33卷，第六期，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 同註釋3。


� 潘淑杏，「九O年代瑞士歐洲聯盟政策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民國86年），頁65。


� 蘇秀法，「從芬蘭加入歐體看中立國的義務」，問題與研究，（台北：第33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三年三月）。


� 潘淑杏，前揭書，頁67。


� http://www.eda.admin.ch/sub_dipl/e/home/thema/intlaw/neutr.html。


� Derive from Prerna Kumar, “Columbia Missourian: Switzerland Joins United Nations”, Missourian, （Columbia, Missouri: November 19,2002）。


� It now includes 1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which eight are outside the UN system, see: “Message on the People’s Initiative “For Switzerland’s Membership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4 December 2000 ; Switzerland and UN, page 32.  


� 陳文賢，「聯合國與集體安全」，問題與研究，﹙台北：第34卷，第9期，民國84年9月﹚


� 因為國聯允許瑞士不強迫其參與任何軍事行動，所以瑞士參加國聯而成為其會員國。


　見陳純一，「非會員國駐聯合國觀察員之地位」，問題與研究，﹙第33卷，第1期，民國83年，１月，頁36﹚


� 劉青雷，「現代國際關係中的中立與不結盟」，﹙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3年，頁30~34﹚


� “A Swiss Government White Paper on Relations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wiss Government, June 18, 1997, p. 4). 


� 蘇秀法，前揭書，頁75。


� 蘇秀法，前揭書，頁76。


� 趙國材，前揭書，頁79。


� 原文請參見：前引註17，p. 6. 


� Seung Hwan Choi , “The Status, Rights and Duties of Observers for Non-members Sta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Kor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19(1991), P. 136~137.


  陳純一，前揭書，頁35。


� 趙國材，前揭書，頁96。


� 分別在16 June 1969, 17 November 1971, 29 June 1977。請參見：註釋13，頁6。


� 分別是1870年普法戰爭，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 依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對於和平之破壞及侵略行為之應付辦法」中之第四十條，「為防止情勢惡化，安全理事會在依第三十九條規定作成建議或決定辦法以前，得促請關係當事國遵行安全理事會所認為必要或合宜之臨時辦法。」及第四十一條，「安全理事會得決定所應採武力以外之辦法以實施其決議，並得促請聯合國會員國執行此項辦法。」及第五十條，「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國家採取防止或執行辦法時，其他國家，不論其是否為聯合國會員國，遇有因此項辦法之執行而引起之特殊經濟問題者，應有權與安全理事會會商解決此項問題。」


� 瑞士聯邦委員會早在一九O七年海牙會議時就指出，為解決國際爭端，永久中立國在不具敵意之情況下，為世界和平提供適當協助。


　趙國材，前揭書，頁85。或見：石立哨，「沙皇俄國和兩次海牙國際和平會議議」，歷史研究，1975年5月，頁99~100。


� 有關瑞士歷年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內容，請參見：註釋17, 附件7。 


� Peter Stacher, CH libre ,“Why is Switzerland not a member of EU and NATO?” ,（CH libre, Oct. 1996）。 


� 趙國材，前揭書，頁80。


�”The policy of neutrality concerns all measures that a neutral state decides to adopt of its own free will, above and beyond its legal obligations, so as to ensure the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ts neutrality. Neutrality policy is flexible enough to adapt to each cas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ituation of the day.”


See: Swiss Neutrality(http://www.eda.admin.ch/sub_dipl/e/home/thema/intlaw/neutr.html


� Dr. Christoph Morgeli，Historian and SVP Cantonal Councillor，“The essence of Swiss neutrality”，（General Assembly, 8 May 1999）。


� 1992 P 90.719 UN Membership( N 3.3.92, Rosmarie Bar), 1992 P 90.717 UN Membership (N 3.3.92, LdU/EVP Parliamentary Group), 1992 P 90.756 UN Membership (N 3.3.92, Social Democrat Parliamentary Group), 1995 P 93.3413 UN Membership (N 13.3.95, Ｒene Rhinow), 1998 M 97.3269 Swiss Membership of the UN (N 9.6.98, Remo Gysin, S 8.10.98).


� 請參見註13, 頁7。


� 「公民創制」是在1891年修改憲法時被引入憲法中。


� 諮詢結果細節，請參見：註釋13，頁36。


� 見註釋13， 頁36~38。


� 詳細票數可參照表一。


� 瑞士於2002年3月3日舉行公投，決定加入聯合國。


� 歐洲日報，4 March, 2002.


� 瑞士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請詳見：　


　 � HYPERLINK "http://www.uno.admin.ch/sub_uno/e/uno/publi/pdf.Par.0010.UpFile.pdf/dc_020619_request_e.pdf" ��http://www.uno.admin.ch/sub_uno/e/uno/publi/pdf.Par.0010.UpFile.pdf/dc_020619_request_e.pdf� 


� 歐洲日報，5 March, 2002.


� 請參見：註釋13。


� 請參見：註釋17，頁15。


� Swiss Government Speech, “Switzerland’s acce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 time has come!”


   http:// www.eda.admin.ch


� 當時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為美國、蘇聯、英國、中國及法國。


� 陳文賢，前揭書，頁11。


� See Cantonal Statistics Office, Geneva 1999.


� See the Message on Financial Aid to the Property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IPOI) in Geneva, dated 17. 11. 1999, BB1 2000 453.


� 見註釋13，頁26。


� 端木美，「瑞士文化與現代化」，（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12月，頁156）


� Barbara Neiderkofler，”The Swiss Question”，（The Yale International Forum，Spring 1997）。


� 成立之初，包括東、西德，日本，義大利，西班牙和南、北韓都是觀察員。


� 依憲章第三十一條和三十二條，以及安理會議事規則第三十七條，是聯合國會員國而不是安理會成員者，以及非聯合國會員者，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可以參加安理會會議。其他則必須受到邀請。


陳純一，前揭書，頁38。


� Helena Bachmann, “Just One of The Gang”, (Time Europe, 3/4/2002, Vol. 159 Issue 9, p43, 1p)


� The right-wing Swiss People’s Party(SVP) becomes the biggest fore in parliament after winning almost 28% of the vote in general elections.


� 瑞士聯邦委員會的神奇公式乃始於於一九五九年四大黨分攤七席位的決議，此決議是當時大黨間妥協下的產物，而非由投票決定。席次分配分別為：自由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黨各二席，而瑞士人民黨一席。


� Details please see: BBC, Switzerland Timeline.


   � HYPERLINK "http://news.bbc.co.uk/go/pr/fr/-/1/hi/world/europe/country_profiles/1035752.stm" ��http://news.bbc.co.uk/go/pr/fr/-/1/hi/world/europe/country_profiles/1035752.stm�


� Honor Mahony, “Victory for Swiss right wing party”, (Euobs, 20.10.2003). 


� 夏義善，「重振大國地位的俄羅斯外交」，國際問題研究，1997，第1期，北京，頁22-28


� 畢英賢，「俄羅斯的外交政」，問題與研究，1993，32卷2期頁六。


� 孫長棟，「普京執政後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調整」，東歐中亞研究，北京：第５期，200０年，頁５５－５６。


� 劉飛濤，「論普京外交思維的內在取向」，東歐中亞研究，北京：第1期，2002年，頁38－42。


� 畢英賢，「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問題與研究，1993年2月，第32卷2期，頁4-5。


� 周尚文，「俄羅斯思想與俄羅斯社會轉型」，俄羅斯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8日。


� 白曉紅，「普京的俄羅斯思想」，東歐中亞研究，2002年，頁75。


� 孫午生，「俄羅斯外交政策分析」，東歐中亞研究，北京：第三期，2002年，頁10－13。


� 2003年2月5日，俄羅斯外交部長伊凡諾夫在聯合國安理會就伊拉克問題之發言。


  資料來源：http：//www.un.org./chinese/peace/unmovic/spv-4710/russia-htm


� 參閱聯合國安理會第1441（2002）號決議，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2/s1441.htm


� 參閱 2003年3月20日，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交給秘書長安南的一封信，內容是「普京總統在克里姆林宮發表關於伊拉克的聲明」。資料來源：http：//www.un.org./chinese/peace/unmovic


�（1） Lisbeth Kirk，“Putin turns ST. Petersburg anniversary into world event”，Euobserver，2003/5/30，http://www.euobserver.com/index.phtml?aid=11431


（2）“Putin rallies divided world leaders ”，BBC News，2003/5/30，http://news.bbc.co.uk/2/hi/europe/2949152.stm


（3）“Excerpts：Bush and Putin statements”，BBC News，2003/6/01，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2953916.stm


� 參閱張弘光，「俄羅斯對伊拉克問題的思考面向：回教徒問題」，中央通訊社國際時事分析，2003年3月1日。資料來源：http://www.cna.com.tw/spec/index.php?no=0053


� 參閱2003年3月19日俄羅斯外交部長伊凡諾夫在安理會就伊拉克問題之發言。


  資料來源：http：//www.un.org./chinese/peace/unmovic/4721/russia.htm


� 「布希：攻伊不需安理會授權」，大紀元時報，2003年2月27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3/2/27/n280303.htm


� 參閱 2003年3月20日，俄羅斯駐聯合國代表交給秘書長安南的一封信，內容是「普京總統在克里姆林宮發表關於伊拉克的聲明」。資料來源：http：//www.un.org./chinese/peace/unmovic


� 參閱一、李志明著「美國攻打伊拉克所欠缺之法理依據」，新青年論壇，台北：2003年4月1日。http：//www.nyforum.org/composition/t30401.htm


 二、唐秉鈞著「美國攻打伊拉克合法性之觀察」，中央通訊社，台北：2003年3月21日。





� “Rumsfeld Asks Allies for More Postwar Aid”，The Associated Press，Lisbon：2003/06/10，


    http://abcnews.go.com/wire/World/ap20030610_164.html


� Honor Mahony，“Anti-war states to back new UN resolution”，euobserver，2003/05/22，http://www.euobserver.com/index.phtml?aid=11327


� 參閱“俄羅斯試圖插手伊拉克重建”，大紀元，2003年4月22日專題分析，http://dajiyuan.com/B5/3/4/22/n303219.htm


� 參閱“鮑威爾稱美國反對將伊拉克重建工作交給聯合國 ”，多維新聞社，2003年4月12日專題分析，http://www3.chinesenewsnet.com/body.html


� 參閱“安南:伊重建聯合國應起重要作用”，大公資訊網，2003年4月23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3-4-23/YM-128101.htm


� 參閱“聯合國表示將在伊重建中發揮作用”，大公資訊網，2003年5月24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3-5-24/YM-138032.htm


� 參閱“布萊爾:聯國應全面參與伊重建”，大公資訊網，2003年4月17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3-4-17/YM-126211.htm


� 同註14。


� 參閱江冰，“俄能否與德法建反戰同盟”，大公資訊網，2003年2月12日，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003-2-12/


� 參閱“伊拉克方案辦公室 ：以油換糧--基本情況”，http://www.un.org/chinese/ardworld/depts/oip/basfact.htm


� 參閱一、“聯合國對伊拉克軍經制裁大事紀 ”，中央社，2003年 4月16日，http://tw.stock.yahoo.com/n/2003/04/17/c/601.html，及


二、“伊拉克與西方關係紀事年表”，社群，http://tw.msnusers.com/170507/page101.msnw


http://www.unesco.org/courier/2000_07/fr/ethique.htm�http://www.lemonde.fr/dossier/0,5987,3218-5241--,00.html�http://www.monde-diplomatique.fr/cahier/irak/onu�http://www.monde-diplomatique.fr/cahier/irak/chrono�http://www.ettoday.com.tw/article/168-369415.htm





� 參閱“聯合國解除對伊制裁的背後 ”，大公資訊網，2003年5月23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3-5-23/YM-137680.htm





� 參閱龔耀文，“對伊拉克制裁終獲解除”，大公資訊網，2003年5月25日，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3-5-25/LT4-138197.htm





� Yury Sigov，“Primakov: Iraq strike would promote terrorism”therussiajournal，2002/10/25，http://www.therussiajournal.com/index.htm?obj=28131


� Thomas Friedman，“Bad Planning  ”，New York Times，2003/06/25，http://www.globalcontact.idv.tw/2.0/perspective/detail.php?c_title=Bad%20Planning


� Gulbuddin Hekmatyar，“Has the Iraq tragedy come to an end？”，2003/04/25，


  http：//story.news.yahoo.com/news？tmpl＝/story＆u＝/ap/20030426/ao on re as/afghan hekmatyar 2 


� 張謙香，“俄羅斯專家預測海珊將體面地「退位」”，中央社，2003/03/28。


� Yury Siguv，“Ivanov: Iraq will not ruin U.S.-Russia relations”，therussiajournal ，2002/10/11，


  http://www.therussiajournal.com/index.htm?obj=27741





� 參閱馬曉霖,王波,梁有昶，“分析 / 伊拉克制裁解除的意義”，大公資訊網，2003年5月23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3-5-23/YM-137681.htm


� 社會夥伴指的是勞、資雙方的代表。所謂的三方對話指的則是政府加上社會夥伴。


�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 European Trade Union College


� Trade Union Technical Bureau


� European Centre of Enterprises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of Enterprises of General Economic Interest


� UNICE, union of Industrial and Employers’ Confederation of Europe


� 歐洲手工業及中小企業協會組織，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raf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 會議時間為2000年12月7-9日


� 會議時間為2001年12月14-15日


� 希望達到完全的就業以及強化社會凝聚力。強調社會對話的功能，在於提出歐洲所面對的主要挑戰，例如提高技術及能力、工作組織的現代化、促進工作機會均等。


� COM (1996) 448 final, 18.11.1996. 


� COM (1998) 332 final, 20.05.1998.


� COM (2000) 379 final, 28.6.2000.


http://europa.eu.int/eur-lex/en/com/cnc/2000/com2000_0379en01.pdf


� “The European Social Dialogue, a Force for Innovation and Chang”, COM (2002) 341 final, 26.06.2002, p.17. http://europa.eu.int/comm/employment_social/news/2002/jul/socdial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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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 Korea exports to EU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North Korea		EXPORTS TO AUSTRIA		Austria		1.11		0.67		1.02		2.33		3.08		3.02		2.54		2.58		1.68		2.52		0.36		0.44		0.55		0.85

				North Korea		EXPORTS TO BELGIUM		Belgium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7.43		6.27		3.52		4.69		6.04		4.2

				North Korea		EXPORTS TO BELGIUM-LUXEMBOURG		Belgium-Luxembourg		0.01		3.03		5.69		7.85		10.77		9.15		6.6		5.11		0		0		0		n.a.		n.a.		n.a.

				North Korea		EXPORTS TO DENMARK		Denmark		0.29		1.1		1.23		1.37		0.29		0.54		1.42		0.46		0.6		1.3		2.13		0.87		3.42		3.54

				North Korea		EXPORTS TO FINLAND		Finland		0.21		0.33		0.32		0.47		0.12		0.3		0.13		0.12		0.16		0.13		0.02		0.03		0.15		0.01

				North Korea		EXPORTS TO FRANCE		France		9.51		13.14		11.26		15.84		17.14		18.73		18.33		27.91		23.87		15		2.94		2.86		2.89		1.3

				North Korea		EXPORTS TO GERMANY		Germany		25.47		50.75		65.46		73.63		65.71		57		37.02		37.35		39.42		26.95		21.55		22.48		20.56		27.25

				North Korea		EXPORTS TO GREECE		Greece		1.12		0.88		1.23		0.75		0.4		0.34		1.82		0		0.28		42.98		1.6		0.69		0.14		0.17

				North Korea		EXPORTS TO IRELAND		Ireland		0.12		0.7		2.97		3.82		3.09		2.33		4.28		4.88		3.1		10.79		11.28		2.96		7.26		1.07

				North Korea		EXPORTS TO ITALY		Italy		1.94		4.31		2		2.99		2.67		4.96		3.36		1.15		1.27		1.34		2.05		4.16		2.45		27.28

				North Korea		EXPORTS TO LUXEMBOURG		Luxembourg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		0.59		0.01		0.1		0.06		0

				North Korea		EXPORTS TO NETHERLANDS		Netherlands		0.89		1.12		1.74		3.74		2.67		1.93		2.42		3.18		3.2		3.68		3.35		7.04		10.52		6.36

				North Korea		EXPORTS TO PORTUGAL		Portugal		0.26		0.23		1.19		0.19		0.09		0.01		0.07		0.04		0.01		0.06		0.26		0.17		0		0.02

				North Korea		EXPORTS TO SPAIN		Spain		7.26		18.08		11.64		42.53		4.29		3.68		2.84		16.34		8.63		4.99		5.08		53.98		6.7		5.54

				North Korea		EXPORTS TO SWEDEN		Sweden		1.44		0.58		1.98		2.28		2.08		2.1		0.79		0.8		0.06		0.31		0.25		1.91		1.31		0.03

						EXPORTS TO UNITED KINGDOM		United Kingdom		1.77		0.59		0.62		0.52		0.34		0.22		0.25		0.32		0.66		1.16		2.23		4.09		1.87		1.33

										51.4		95.51		108.35		158.31		112.74		104.31		81.87		100.24		90.37		118.07		56.63		106.47		63.92		78.95

				North Korea		EXPORTS TO ICELAND		Iceland		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orth Korea		EXPORTS TO NORWAY		Norway		0.81		0.48		0.58		0.28		0		0.02		0		0		0.15		0		0		0		0		0

				North Korea		EXPORTS TO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0.92		0.38		0.93		0.93		0.9		0.55		0.95		0.75		0.59		0.8		1.09		1.45		0.79		0.82

		US Dollars

		Millions								53.93		96.37		109.86		159.52		113.64		104.88		82.82		100.99		91.11		118.87		57.72		107.92		64.71		79.77

		North Korea





IMF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Export		139		147		159		176		202		216		223		229		224		137		170		241		303

		Import		100		119		173		117		115		92		110		99		130		62		117		70		87

		Total		239		266		332		293		317		308		334		328		354		200		287		311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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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RA

		US$million		Export		Import		Total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1990		1733		2437		4,170		Export		1733		945		933		990		858		736		727		905		559		515		556		650		735

		1991		945		1639		2,584		Import		2437		1639		1622		1656		1242		1316		1250		1272		883		965		1413		1620		1525

		1992		933		1622		2,555		Total		4,170		2,584		2,555		2,646		2,100		2,052		1,977		2,177		1,442		1,480		1,969		2,270		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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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歐盟優惠關稅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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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ACP出口總額				58115.3		68402.66		67391.78		85944.8		87667.98		101676.11		99730.47		110159.65

		對歐盟出口				20675.56		23647.38		21308.1		27199.89		27478.59		30898.53		31849.71		36906.92

		ACP對EU的出口依存度				35.58%		34.57%		31.62%		31.65%		31.34%		30.39%		31.94%		33.50%

		Adean出口總額				39961.35		48995.87		51066.91		42292.41		44871.85		61175.62		50068.38		52864.78

		對歐盟出口				7062.99		7000.57		7114.14		6129.65		5791.93		5863.21		6182.11		6483.94

		Adean對EU的出口依存度				17.67%		14.29%		13.93%		14.49%		12.91%		9.58%		12.35%		12.27%

		CEEs出口總額				95167.74		102795.74		113887.58		126645.28		124347.95		141237.11		152987.92		167584.92

		對歐盟出口				54511.22		58793.07		67767.54		80888.97		84033.81		94674.6		102295.6		110926.29

		CEEs對EU的出口依存度				57.28%		57.19%		59.50%		63.87%		67.58%		67.03%		66.87%		66.19%

		中美出口總額				9374.09		10649.92		11315.44		13446.16		16721.92		17131.5		16253.92		23439.41

		對歐盟出口				2372.65		2508.03		2286.72		2226.05		1802.25		1783.93		1420.45		2837.92

		中美對EU的出口依存度				25.31%		23.55%		20.21%		16.56%		10.78%		10.41%		8.74%		12.11%

		環地中海出口總額				73469.26		82028.02		89591.81		81945.02		92464.5		111050.45		110013.39		118549.93

		對歐盟出口				36451.12		37853.34		40232.75		38735.5		46495.23		53851.76		53511.07		56868.75

		環地中海對EU的出口依存度				49.61%		46.15%		44.91%		47.27%		50.28%		48.49%		48.64%		47.97%

		EFTA出口總額				124247.34		129932.61		125469.19		120339.96		126946.96		140032.93		141687.72		147742.9

		對歐盟出口				83616.58		86818.25		82750.7		80913.87		83498.93		92889.88		95094.04		96696.26

		EFTA對EU的出口依存度				67.30%		66.82%		65.95%		67.24%		65.77%		66.33%		67.12%		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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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CIS對EU的出口依存度		對歐盟出口		30866.77		31582.73		33136.28		28810.16		29678.8		44619.38		41102.49		47434.13

		GCC對EU的出口依存度		對歐盟出口		11150.73		14480.95		14977.19		10716		12047.07		18499.29		16124.18		15776.19

		Mecosur對EU的出口依存度		對歐盟出口		17872.33		18156.08		19335.42		20403.59		19174.37		20225		20724.44		21529.22

		SAARC對EU的出口依存度		SAARC		13442.11		14230.94		14822.59		14817.1		15055.84		16628.45		16952.14		17700.25

		China,P.R.: Mainland		EXPORTS TO EUROPEAN UNION		19258.2		19868.1		23870.8		28161.9		30244.8		38230.3		41017.3		48233.9

		伊朗				7445		9029.5		8127.5		5826.2		7611.6		7049.14		5433.6		4836.09

		伊拉克				1.16		0.73		1233.87		2320.6		3542.02		4928.94		2839.93		2402.88

		東協				29652.99		31766.53		35130.64		38073.79		40044.15		43437.25		40344.1		41104.04

		Mexico		EXPORTS TO EUROPEAN UNION		3389.32		3553.28		4020.33		3906.57		5196.8		5610.09		5332.57		5319.85

						133078.61		142668.84		154654.62		153035.91		162595.45		199227.84		189870.75		2043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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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China,P.R.:Hong Kong		EXPORTS TO EUROPEAN UNION		25959.1		26866.4		27676.1		27398.6		28003.4		30844.8		27455.5		20844.5

		Japan		EXPORTS TO EUROPEAN UNION		70367		63135.6		65769.1		71720.1		74541.7		78456.7		64510.2		61300

		Korea		EXPORTS TO EUROPEAN UNION		16344		15379.2		16911.7		18297.6		20283.6		23460		19684.4		21730.3

		Singapore		EXPORTS TO EUROPEAN UNION		15825.9		16285.6		17446.2		17404.3		17416.5		18243.7		16277.5		15675.5

		Canada		EXPORTS TO EUROPEAN UNION		11282.3		10783.1		10556.4		10301.5		10426.2		12274.1		11438.1		10539.8

		United States		EXPORTS TO EUROPEAN UNION		123615		127520		141412		149813		151862		164593		159410		144085

		澳洲				5865.25		6511.06		6392.98		7711.4		6957.98		7264.8		7499.16		8028.74

		紐西蘭				1935.99		2111.81		2116.2		1920.16		1959.46		1861.5		1916.06		2118.47

		台灣				14564		15038		17133		18413		18859		21766		18074		16279

						285758.54		283630.77		305413.68		322979.66		330309.84		358764.6		326264.92		300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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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NAME		DESCRIPTOR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歐盟		EXPORT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428770		458908		477546		458840		437965		469987		484870		522555

		美國		EXPORT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248734		270761		305800		295113		294445		342411		324876		312045

		日本		EXPORT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231469		217354		217686		177239		193702		234610		196929		215576

		歐盟對外出口總額				758590.5		801291.4		828939.16		822130.92		814538.18		865843.16		889302.78		944216

						56.52%		57.27%		57.61%		55.81%		53.77%		54.28%		54.52%		55.34%

						1649830		1784110		1904620		1773270		1901140		2340730		2215480		2331830

						25.99%		25.72%		25.07%		25.88%		23.04%		20.08%		21.89%		22.41%

						15.08%		15.18%		16.06%		16.64%		15.49%		14.63%		14.66%		13.38%

						14.03%		12.18%		11.43%		10.00%		10.19%		10.02%		8.89%		9.24%

						55.09%		53.08%		52.56%		52.51%		48.71%		44.73%		45.44%		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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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NAME		DESCRIPTOR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European Union		IM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388778		412834		431471		447554		465927		549921		548207		572384

		United States		IM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342059		374567		420848		439412		493994		610562		579237		606122

		Japan		IM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177610		188212		185533		146960		172671		229633		211893		206951

		歐盟對外出口總額				745642		775004.5		810416.01		837550.69		850423.3		963101.3		950769.6		960576.3

						52.14%		53.27%		53.24%		53.44%		54.79%		57.10%		57.66%		59.59%

						1741780		1873960		1969690		1814510		1862990		2232790		2176810		2345370

						22.32%		22.03%		21.91%		24.67%		25.01%		24.63%		25.18%		24.40%

						19.64%		19.99%		21.37%		24.22%		26.52%		27.35%		26.61%		25.84%

						10.20%		10.04%		9.42%		8.10%		9.27%		10.28%		9.73%		8.82%

						52.16%		52.06%		52.69%		56.98%		60.79%		62.26%		61.53%		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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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NAME		DESCRIPTOR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European Union				817548		871742		909017		906394		903892		1019908		1033077		1094939

		United States				590793		645328		726648		734525		788439		952973		904113		918167

		Japan				409079		405566		403219		324199		366373		464243		408822		422527

		歐盟對外進出口總額				1504232.5		1576295.9		1639355.17		1659681.61		1664961.48		1828944.46		1840072.38		1904792.3

						54.35%		55.30%		55.45%		54.61%		54.29%		55.76%		56.14%		57.48%

		開發中國家進出口總額				3391610		3658070		3874310		3587780		3764130		4573520		4392290		4677200

		開發中國家對歐盟進出口				24.11%		23.83%		23.46%		25.26%		24.01%		22.30%		23.52%		23.41%

		開發中國家對美國進出口				17.42%		17.64%		18.76%		20.47%		20.95%		20.84%		20.58%		19.63%

		開發中國家對日本進出口				12.06%		11.09%		10.41%		9.04%		9.73%		10.15%		9.31%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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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Y NAME		DESCRIPTOR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Developing Countries		對美國出口		323926		355580		392012		403990		454986		558943		514065		511406

		Developing Countries		從美國進口		283840		314432		349515		335980		344487		392721		362242		343715

						40086		41148		42497		68010		110499		166222		151823		167691		3.9459491258

		Developing Countries		對日本出口		161406		174538		171389		136241		158230		209436		194852		18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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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開發中國家從歐美日進口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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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對歐美日進出口占開發中國家進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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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European Union		EXPORT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428770		458908		477546		458840		437965		469987		484870		522555

		歐盟對外出口總額				758590.5		801291.4		828939.16		822130.92		814538.18		865843.16		889302.78		944216

						56.52%		57.27%		57.61%		55.81%		53.77%		54.28%		54.52%		55.34%

		European Union		IM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388778		412834		431471		447554		465927		549921		548207		572384

		歐盟對進口總額				745642		775004.5		810416.01		837550.69		850423.3		963101.3		950769.6		960576.3

						52.14%		53.27%		53.24%		53.44%		54.79%		57.10%		57.66%		59.59%

						817548		871742		909017		906394		903892		1019908		1033077		1094939

						1504232.5		1576295.9		1639355.17		1659681.61		1664961.48		1828944.46		1840072.38		1904792.3

						0.5434984286		0.5530319529		0.5544966805		0.5461252294		0.5428906379		0.5576484263		0.5614328062		0.5748338021

						39992		46074		46075		11286		-27962		-79934		-63337		-49829

		Developing Countries		對歐盟出口		348703		369412		394689		401465		427208		499827		484729		510155

		Developing Countries		從歐盟進口		412625		445656		458818		454548		437454		470858		492848		546831





				DESCRIPTOR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開發中國家		EXPORTS TO WORLD		1649830		1784110		1904620		1773270		1901140		2340730		2215480		2331830

		開發中國家		IMPORTS FROM WORLD		1741780		1873960		1969690		1814510		1862990		2232790		2176810		2345370

						3391610		3658070		3874310		3587780		3764130		4573520		4392290		4677200

		Developing Countries		對歐盟出口		348703		369412		394689		401465		427208		499827		484729		510155

						21.14%		20.71%		20.72%		22.64%		22.47%		21.35%		21.88%		21.88%

		Developing Countries		從歐盟進口		412625		445656		458818		454548		437454		470858		492848		546831

						23.69%		23.78%		23.29%		25.05%		23.48%		21.09%		22.64%		23.32%

		Developing Countries		對美國出口		323926		355580		392012		403990		454986		558943		514065		511406

						19.63%		19.93%		20.58%		22.78%		23.93%		23.88%		23.20%		21.93%

		Developing Countries		從美國進口		283840		314432		349515		335980		344487		392721		362242		343715

						16.30%		16.78%		17.74%		18.52%		18.49%		17.59%		16.64%		14.66%

		Developing Countries		對日本出口		161406		174538		171389		136241		158230		209436		194852		189246

						9.78%		9.78%		9.00%		7.68%		8.32%		8.95%		8.80%		8.12%

		Developing Countries		從日本進口		246599		235524		231823		192198		206468		252213		221434		237133

						14.16%		12.57%		11.77%		10.59%		11.08%		11.30%		10.17%		10.11%

		Developing Countries		EU		761328		815068		853507		856013		864662		970685		977577		1056986

						22.45%		22.28%		22.03%		23.86%		22.97%		21.22%		22.26%		22.60%

		Developing Countries		balance		-63922		-76244		-64129		-53083		-10246		28969		-8119		-36676

		Developing Countries		USA		607766		670012		741527		739970		799473		951664		876307		855121

						17.92%		18.32%		19.14%		20.62%		21.24%		20.81%		19.95%		18.28%

		Developing Countries		balance		40086		41148		42497		68010		110499		166222		151823		167691

		Developing Countries		Japan		408005		410062		403212		328439		364698		461649		416286		426379

						12.03%		11.21%		10.41%		9.15%		9.69%		10.09%		9.48%		9.12%

		Developing Countries		balance		-85193		-60986		-60434		-55957		-48238		-42777		-26582		-4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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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 Korea exports to EU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North Korea		EXPORTS TO AUSTRIA		Austria		1.11		0.67		1.02		2.33		3.08		3.02		2.54		2.58		1.68		2.52		0.36		0.44		0.55		0.85

				North Korea		EXPORTS TO BELGIUM		Belgium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7.43		6.27		3.52		4.69		6.04		4.2

				North Korea		EXPORTS TO BELGIUM-LUXEMBOURG		Belgium-Luxembourg		0.01		3.03		5.69		7.85		10.77		9.15		6.6		5.11		0		0		0		n.a.		n.a.		n.a.

				North Korea		EXPORTS TO DENMARK		Denmark		0.29		1.1		1.23		1.37		0.29		0.54		1.42		0.46		0.6		1.3		2.13		0.87		3.42		3.54

				North Korea		EXPORTS TO FINLAND		Finland		0.21		0.33		0.32		0.47		0.12		0.3		0.13		0.12		0.16		0.13		0.02		0.03		0.15		0.01

				North Korea		EXPORTS TO FRANCE		France		9.51		13.14		11.26		15.84		17.14		18.73		18.33		27.91		23.87		15		2.94		2.86		2.89		1.3

				North Korea		EXPORTS TO GERMANY		Germany		25.47		50.75		65.46		73.63		65.71		57		37.02		37.35		39.42		26.95		21.55		22.48		20.56		27.25

				North Korea		EXPORTS TO GREECE		Greece		1.12		0.88		1.23		0.75		0.4		0.34		1.82		0		0.28		42.98		1.6		0.69		0.14		0.17

				North Korea		EXPORTS TO IRELAND		Ireland		0.12		0.7		2.97		3.82		3.09		2.33		4.28		4.88		3.1		10.79		11.28		2.96		7.26		1.07

				North Korea		EXPORTS TO ITALY		Italy		1.94		4.31		2		2.99		2.67		4.96		3.36		1.15		1.27		1.34		2.05		4.16		2.45		27.28

				North Korea		EXPORTS TO LUXEMBOURG		Luxembourg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0		0.59		0.01		0.1		0.06		0

				North Korea		EXPORTS TO NETHERLANDS		Netherlands		0.89		1.12		1.74		3.74		2.67		1.93		2.42		3.18		3.2		3.68		3.35		7.04		10.52		6.36

				North Korea		EXPORTS TO PORTUGAL		Portugal		0.26		0.23		1.19		0.19		0.09		0.01		0.07		0.04		0.01		0.06		0.26		0.17		0		0.02

				North Korea		EXPORTS TO SPAIN		Spain		7.26		18.08		11.64		42.53		4.29		3.68		2.84		16.34		8.63		4.99		5.08		53.98		6.7		5.54

				North Korea		EXPORTS TO SWEDEN		Sweden		1.44		0.58		1.98		2.28		2.08		2.1		0.79		0.8		0.06		0.31		0.25		1.91		1.31		0.03

						EXPORTS TO UNITED KINGDOM		United Kingdom		1.77		0.59		0.62		0.52		0.34		0.22		0.25		0.32		0.66		1.16		2.23		4.09		1.87		1.33

										51.4		95.51		108.35		158.31		112.74		104.31		81.87		100.24		90.37		118.07		56.63		106.47		63.92		78.95

				North Korea		EXPORTS TO ICELAND		Iceland		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orth Korea		EXPORTS TO NORWAY		Norway		0.81		0.48		0.58		0.28		0		0.02		0		0		0.15		0		0		0		0		0

				North Korea		EXPORTS TO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0.92		0.38		0.93		0.93		0.9		0.55		0.95		0.75		0.59		0.8		1.09		1.45		0.79		0.82

		US Dollars

		Millions								53.93		96.37		109.86		159.52		113.64		104.88		82.82		100.99		91.11		118.87		57.72		107.92		64.71		79.77

		Nor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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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RA

		US$million		Export		Import		Total

		1990		1733		2437		4,170

		1991		945		1639		2,584

		1992		933		1622		2,555

		1993		990		1656		2,646

		1994		858		1242		2,100

		1995		736		1316		2,052

		1996		727		1250		1,977

		1997		905		1272		2,177

		1998		559		883		1,442

		1999		515		965		1,480

		2000		556		1413		1,969

		2001		650		1620		2,270

		2002		735		1525		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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